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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主题下超大城市
空间治理的三大升维导向

———兼论武汉空间规划

樊志宏

　　摘　要：重点以武汉空间规划为例，探讨了在信息时代和高质量发展阶段，超大城市空间治理需要遵
循的系统属性、文化属性、时代属性三大升维导向。一是要探索运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方法，强化人类社

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统一思维；二是要以创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为主题，重点开展文化枢纽及文化

线路的空间布局、家国文化承载的空间布局、中华美学的空间表达等文化空间规划研究；三是要从传统的

“产城”融合发展升维到“创产城”融合发展，探索落实好“创新第一动力”的空间规定性，人才、知识、技

术、数据等新决定性要素的空间规定性，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规定性，统筹布局好创新动力空间。

关键词：超大城市；空间属性；升维导向；高质量发展

　　在两个大局的背景下，面对以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的新发展阶段要求，中国的城市也将不可避

免地迎接发展范式变革的挑战。一方面，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在探索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的总体指引下，从模仿跟跑到自主发展

的转向，不只是中国科技、产业等领域的时代命

题，也是中国城市所应承担的使命任务。另一方

面，人类文明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升维，也正

在驱动城市向未来发展范式演进。对应于正在从

三维空间走向四维时空的人类社会，城市可能会

加速成为虚拟场景与实体场景的融合系统；对应

于正在从众人的智能走向万物的智能的人类世

界，城市也可能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智能的“生命

体”；对应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都在呈现出幂指数

级规模化发展的人类社会复杂适应系统，城市也

将在原有枢纽功能的基础上，持续叠加越来越多

的复杂的新枢纽功能。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

个基本的结论———中国城市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

期，要积极探索的是，既能充分彰显中华文明本质

特色、又能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城市文明发展

新范式。在这一进程中，本世纪初才诞生的超大

城市，作为城市发展范式变革的新产物，也必将在

人类城市文明的未来发展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

色，并必将代表着、承载着人类城市文明未来发展

的最高成就、非凡梦想。

城市空间是城市发展的承载地。城市发展范

式的变革，必然内生出、必然表现为城市空间格局

的变革。对于超大城市来说，正因为其在全球城

市体系中都是个新生事物，所以其空间治理，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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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着上两个世纪就已经成为主议题的大城市

病、空间正义等问题，而且还需要为自己之所以得

以诞生并发展提供合乎理性逻辑的解释。该如何

认识、顺应、适应、参与超大城市的空间变革进程，

以维护、支持、促进超大城市得以合乎科学逻辑、

历史逻辑及城市个性逻辑地演进发展下去，是我

们研究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子的一个关

键性领域。本文拟以武汉城市空间规划为例，就

超大城市空间治理未来发展的三个属性导向，进

行一个初步的探讨，以期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

一个批判的靶子。

　　一、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的系统属性导向

城市是复杂适应系统，超大城市就是超级复

杂适应系统。必须强化系统思维、运用系统方法，

特别是运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来谋划布局超大城

市的空间。

一方面，要强化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

统相统一思维。要更好地在空间上统筹落实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两个原则，将人类社会系统全面纳入到生态系

统中来考虑空间问题，以构建天人合一、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空间为规划目标。在具体谋划与实践

中，要探索以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统一的

视角来审视城市空间规划。也就是说，不仅要有

人类的平视视角，还要有山水林田草、动植物生态

群落等的主体视角，以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的和谐统一。我们在进行城市空间规划编制时，

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保护及促进生物多样性发

展、自然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发展的空间规定性，提

升应对生态危机的空间弹性及能力；进一步深化

研究气候友好的空间规定性，提升应对超历史最

高限值自然及气候灾害能力及空间弹性，特别是

与碳中和、碳达峰发展目标相适应的空间规定性。

另一方面，是要探索运用复杂适应系统的理

论方法。重视空间的规模递增效应，包括正向的

积极效应和反向的消极效应，尝试采用非线性规

划的一些研究方法，提升对城市复杂适应系统空

间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和把握能力。更加注重对

空间各领域主体不确定性的研究，提升对空间各

主体及其相互之间适应性行为空间及空间适应性

行为规律的认知水平及把握能力。以安全治理空

间布局为例，武汉作为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超

大城市，拥有多重国家安全治理功能，因此城市中

远期空间布局应综合性、系统性考虑城市的安全

治理空间布局，特别是要在一些重要空间板块布

局中重点考虑进去。同时，由于诸多领域的安全

治理与发展往往是共主体的，所以既然产业、科教

创新、公共卫生、生态、信息网络、应急救援等领域

的功能体系是遵循“枢纽—廊道”模式布局的，那

么相关领域的安全治理空间也应考当虑是否依然

能够沿用“枢纽—廊道”模式展开。另外，低空通

航能力是快速应对重大风险的有效支撑，而低空

空间往往为现有空间规划研究所忽略。

　　二、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的文化属性导向

城市是人类原发文明社会被认可及确立的重

要标志之一，因此，城市空间也必然是文化空间，

具有本地域、本民族的文化属性。文化属性具有

本源性、历史性与引领性等性征，是回答城市何时

而建、因何而兴、如何变迁、如何演进、走向何处等

问题的关键依托和线索，所以对于城市来说具有

独特的功能价值。

作为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武汉处于长江文化传承枢纽的重要位置，其

文化空间不仅对城市自身来说具有以上价值，更

是对所在地的经济区域、对长江流域、对民族、对

国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相应功能价值。特别是

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文化在发展中的动

力作用将越来越显著，文化空间如何更好发挥出

基础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以支撑服务好经济社

会的高质量发展，将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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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以构建国家文化公园为抓手，开

始探索文化空间的整体系统建设工作，目前已经

布局启动了长征、长城、大运河和黄河四个国家文

化公园的规划建设。２０２２年初，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也正式启动。因此，武汉城市空间规划有

必要以创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为主题来开展文化

空间的规划研究谋划。具体来说，需要凸显以下

三个重点领域：

一是文化枢纽及文化线路的空间布局。历史

来看，在文化沿历史四维时空传播演进的线性廊

道中，城市一直都是关键枢纽节点。内生于并支

撑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知识、技术、数据、治理

等带有文化属性的信息要素资源，都有赖于城市

的庇护和涵养。在人类的出行、物流等还主要依

赖于马车、帆船等交通工具时期，文化线路的“分

形”升维延展演进，主要是受制于地理空间、地形

地貌所限，特别是山脉河流湖泊海洋等。工业革

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文化线路突破地球上大多数

地形地貌限制的能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文化

枢纽地位也日益凸显出来。进入到当下已经深度

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所受到的限

制，则已经基本脱离开了地形地貌等地理因素的

影响，而主要体现为知识、技术、数据、治理等带有

文化属性的信息要素边界限制。在这一发展趋势

中，超大城市在文化线路演进上，承载着越来越重

要的枢纽节点功能，其中，作为科学中心，承担着

知识创造的枢纽功能；作为产业创新中心，承担着

技术创新的枢纽功能；作为生产、生活范式变革中

心，承担着数据交易的枢纽功能；作为区域乃至全

球的治理中心，承担着支撑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

枢纽功能。我们研究谋划超大城市空间治理，就

必须既要让那些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化廊道、文化

线路投影到当下空间，还要为未来文化创新发展

的新廊道、新线路预留足够的空间，以未来的发展

来指引当下的空间布局及治理。

二是家国文化承载的空间布局。“修齐治平”

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也是中国传统

社会治理体系的逻辑所在。受此影响，中国传统

城乡空间布局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特质。但

是，随着以向西方学习为主导路径的工业化、城市

化的深化演进，中国的这种传统空间布局也日渐

消散。这就给我们当代及后代社会及知识分子如

何传承这一精神特质提出了空间挑战。如何重构

此空间支撑，应该是提升传统文化建设、文化自信

的重要议题。具体来说，需要重点探索研究以下

四个方面的空间问题：家（族）空间承载问题，以及

由此延伸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强关系的承载空间构

建问题；社会交往空间承载问题，即社会关系网络

中弱关系的承载空间构建问题；国家礼仪空间承

载问题，特别是国家重要使命任务的承载空间构

建问题；国际交往空间承载问题，特别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的承载空间构建问题。

三是中华美学的空间表达。城市空间不仅要

表现出科学性的真、道德性的善，还要具有能让人

产生愉悦感的美。要打造城市的美，首先要从城

市的空间美化入手。没有城市各维度空间的韵律

和节奏、灵动和气质，就很难有城市整体的赏心悦

目。中华美学应该是中国城市由内及外、内外兼

修表达的风格气质。具体来说，在城市空间规划

研究中，可探索写实与写虚相结合的基本手法，围

绕未来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人与社

会和谐发展等发展主题，做好相应的战略空间留

白与美化设计，包括城市核心战略空间、天际线空

间、蓝绿线空间等的留白与美化设计，以空间的和

谐唯美支撑促成城市系统的和谐唯美，促成城市

独特魅力的形成与传播。

　　三、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的时代属性导向

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一直都是城

市发展的关键动力；同时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也一直

依赖于城市的孕育和庇护，才得以持续发展。城市

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创新—产业—城市”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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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创、产、城”融合发展）的生态系统，城市发展

才能更好地与时俱进。基于这样的发展主逻辑，城

市空间规划布局的重要原则也应该从传统的“产、

城”融合发展升维为“创、产、城”融合发展。

一是要探索落实好“创新第一动力”的空间规

定性，布局好创新空间。我国近代以来的城市化

进程没有经历过完整一轮科技产业变革，更没有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演进，也就是说，我们的城

市化是半路启动、模仿追赶的。因此，我们对于城

市发展与创新驱动、产业演进等之间的逻辑关系

的认知是不全面系统的、是缺乏历史经验的。当

前，要成功实现从模仿追赶迈向创新引领，我们还

需要认真梳理回顾并深入研究西方先行国家城市

的“创、产、城”融合发展历史逻辑、发展潮流、未来

趋势。具体来说，有以下两条基本原则值得重视

和实践探索：一是从历史来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往往是城市空间核心区域所承载的重要功能；

二是从当下来看，创新正在重新成为主要先行城

市核心区域的重点发展功能，越来越多的城市致

力于将最优质的空间资源用于创新，塑造信息时

代城市中心区域的新动能空间。

二是要探索落实好新决定性要素的空间规定

性，做好空间要素与这些要素的统筹优化配置。

在信息时代和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才、知识、技术、

数据等要素已经替代土地、资本和低层次劳动等

要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决定性要素。同时，

随着信息社会的加速演进，城市治理空间正迅速

从实体空间向虚拟空间延伸升维，并开始形成现

实系统及其数字孪生系统相互叠加、相互影响的

复杂适应系统格局。适应这些变化，我们就要探

索做好从决定于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的空间表

达，转向决定于人才、知识、技术、数据等要素的空

间表达；探索做好从物质形态主导的空间规定性，

转向信息形态主导的空间规定性。

三是要探索落实好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规定

性，提升空间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要探索从

更多依赖于比较优势，转向更多支撑竞争优势的

培育、发展、集聚；从更多关注标准化、规范化、确

定性，转向对多元化、融合化、不确定性的包容、

促进、支撑；从突出建成区规模面积的扩大、功能

区的简单外延拓展、地面空间的平摊发展，转向

突出现有空间支撑品质的提升、内涵的优化、功

能的丰富，转向突出立体空间、网络空间的多维

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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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超大城

　

市
防灾应急治理体系研究

袁方成　白钰梦

　　摘　要：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对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提出新要求。近年来城市风险灾害事件频
发，城市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暴露出防灾预警体系不完善、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灾害响应能

力不充足等短板，需要从完善城市规划、树立防灾意识、加强预警决策、迅速响应救援、助力灾后重建等方

面集中发力，筑牢城市防灾应急安全屏障，助力实现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城市治理现代化；防灾应急；风险应对

缺失性。构建起运转协调、高效完备、反应迅速的

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城市防灾应急管理能力，

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也

是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答题”

近年来，暴雨、地震、泥石流等极端自然灾害

事件频发，对城市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治

理问题，暴露出城市防灾应急管理系统的脆弱性

　　超大城市是我国城市发展中的“重镇”，汇聚
了特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超大

城市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影响着特定区域甚至

是全国的发展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围绕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提出了

一系列新命题、新论断、新要求，强调“城市是生命

体、有机体”“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

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

治理新路子”，形成了兼具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

理论体系。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对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人民幸福生活

具有推动作用。

、

。

　　一、新发展阶段对超大城市治理提出新

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当前我国进入新

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将逐步从重视经

济规模的“高增速”转到提高效率和质量上来，实

现“高质量”发展成为新的发展主题。进入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对超大城市防灾应急治理提

出新的要求。近年来学界对新发展阶段超大城市

防灾应急治理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相关研究。李胜

（２０１７）、吕浩然（２０２１）从整体性治理角度出发，针

对超大城市突发事件应对管理中的治理主体、治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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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信息、治理理念、治理机制碎片化问题，提出要

进行整体性改革与创新，推动构建超大城市危机

应对整体性治理模式；毛晖（２０２１）、王健（２０２０）从

全周期管理模式出发，提出超大城市防灾应急管

理应该建立起科学高效的闭环式治理机制，做好

事前快速预警、事中有效防控、事后及时调整与总

结的全过程管控，注重管理的协同化、动态化、精

准化。２０２０年初以来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直

接检验城市的安全管理和应急治理能力。立足不同

城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举措，一些学者通过

对个案城市抗疫经验的观察，提出优化超大城市防

灾应急管理的建议，熊竞（２０２２）以上海为例提出要

完善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夯实基层应急管理要素配

置，落实基层应急工作保障；李国平（２０２０）通过对北

京抗疫经验的总结，呼吁超大城市建立健全协调高

效的政府治理体系，提高分级防控与精准调控举措

的实施效力，建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合作机制；董亚

楠（２０２１）从法律角度出发，以天津市为例，提出要完

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法制体系，提高超大

城市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总之，在城市高质量

发展阶段，超大城市防灾应急治理面临着预警体系

待升级、应急制度待完善、救灾能力待提升等一系列

挑战，亟待健全与完善治理体系，实现超大城市防灾

应急管理现代化。

　　（一）城市治理现代化亟须防灾应急管
理体系升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推进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要在建党一百

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

显成效”的目标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中强调，“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能力”，对城市抗风险能力提出新要求。城市

化进程不断加快，使得新的社会管理问题也随之

滋生，要求超大城市防灾应急管理体系与时俱进，

改造升级。

超大城市防灾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首先要做

到以民为本。“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防灾应急

管理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灾害发生

后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建立灾后恢复

重建与救助制度，将人民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全

面普及防灾减灾意识，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

育，提升公众自救互救技能。秉持“生命至上、人

民至上”的安全理念，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安

全、法治、公平、环境”等多方面的要求。

其次，超大城市防灾应急管理体系要做到智慧

化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从数字

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

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智慧化防灾应急体系建设可以切实增强

灾害分析预警、信息获取、应急通信与保障能力，提

高城市防灾应急管理的速度与效率。超大城市要进

一步推动灾害检测与风险防范科技发展，发挥现代

科技在城市防灾应急管理中的支撑作用。

最后，超大城市防灾应急管理要做到法制化

完善。城市的防灾应急管理要做到有法可依，实

现依法管理。当前我国已有４００多个应急管理法

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基本上涵盖了各类常见的公

共安全事件，但是仍然存在法律体系发展不够完

善的情形。应急管理法律缺乏具体详细的实施细

则，系统性不够，完整性不强，给实际操作带来执

行难度，需要不断完善与发展，形成系统完备的城

市应急管理法律体系。

　　（二）突发风险事件频增呼唤应急能力
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

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

险，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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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提高基层

治理水平，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体制机制。

超大城市作为治理资源集中地，社会经济活动最

为集中活跃，各类要素聚集流动，各类城市危机往

往比农村地区的危机更为复杂多样。一方面，城市

人口高度集中流通，高层建筑群分布密集，城市基础

设施连接紧密，灾害事件发生具有极大叠加性与不

确定性，小灾易引发大灾，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

损失。例如暴雨会导致城市交通停滞，小型火灾蔓

延致使建筑物坍塌等等。另一方面，近年来极端风

险灾害事件频发，暴雨、台风、地震、安全生产、新冠

肺炎疫情等自然灾害、社会灾害与公共卫生事件叠

加，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威胁，亟

须完善城市防灾应急体系建设。因此，探讨如何提

高城市防灾应急能力、健全城市防灾管理体系，显得

尤为迫切。

　　二、超大城市防灾应急管理存在的问题

短板

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城市建设与管理经验

已经形成初步的城市防灾应急管理框架，城市防

灾应急、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但是

结合近年来部分城市应对突发风险事件的情况来

看，当前超大城市防灾应急管理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与短板。

　　（一）防灾预警体系不完善，面对突发
灾害“慌”

城市防灾应急管理工作不仅重在灾后的应急

处置，防灾预警体系的建立也尤为重要。但是目

前我国城市管理对于防灾应急工作重视不够，防

灾意识不强，尚未形成制度化、程序化的防灾应急

管理流程，在应对非常态化、突发式的防灾应急工

作时专业能力不足。受当前信息科技水平限制，

一些城市风险信息收集和预测预警能力有待提

高，对突发灾害例如地震、暴雨、泥石流等不能主

动及时做出准确测量，导致灾害发生之前无法采

取有效应对措施。

２０２１年７月，某市突发历史罕见的持续性强
降雨，市区受灾严重，多地通信网络中断，大面积

停电停水，社会经济损失惨重。某市城乡管理部

门和居民群众都未能树立牢固的防灾意识，在气

象台连续发布十条红色预警提示下，相关部门未

能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交通线路仍然正常运

行，企业正常生产，市民应对突发风险警惕性不

高，防灾意识不足，没有储备应急物资做好防灾准

备。灾害发生后，相继出现多名市民被困地铁、隧

道车辆拥堵和车主被困、经济社会损失惨重等惨

痛后果。

　　（二）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灾害应急
“乱”

首先，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独立的灾害

应急机构，致使在灾害发生时不能进行有效的统

筹安排。其次，应急平台信息沟通交流不通畅，缺

乏核心枢纽对灾情信息的梳理汇总，从而对救援

物资、救援力量的分配也无法达到有效调动，各部

门应急措施不协调，有漏洞，灾后应急较为慌乱。

最后，我国缺乏涵盖整个防灾应急管理流程的法

律体系，对于各类灾害应对中的部门分工也缺乏

详细规定，应急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权责不

清、协同不足。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各部门抢险救

援进程缓慢，效率低下。

例如某市在面对暴雨时，应急部门、医疗系

统、公安系统之间合作不畅，联动困难，缺乏核心

机构整合信息统一发布命令。同时，灾害发生时

受到极端天气影响，某市内多地区网络、电视、手

机信号中断，气象预警预报信息发布与传播渠道

不够畅通，市民无法迅速获得相关信息，也无法发

布求救信号，救援力量与受灾市民无法精准对接，

影响后续救援力量的分配以及救援物资的发放，

灾后应急局面一度混乱，严重延缓救援进程和

效率。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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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灾害响应能力不充足，救援进程
“慢”

当前各大城市都制定了应急预案，以求在灾

害发生时做到迅速反应，及时救援。但是部分城

市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不够健全，有的只停

留在字面上而缺乏实际应对经验。除此之外，灾

害发生后，救援物资、医疗物资、生活物资的储备

与配给问题也亟待解决，主要体现为抢险救援装

备较为落后、应急防控产品储备不足、生活物资配

给效率较低等等。

以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为例，２０２１年末，某市爆

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短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全城。

在封控管理期间，某市防疫防控工作不到位，制度

安排不合理，造成“健康码”系统崩溃、生活物资保

障困难等乱象，网络上出现大量求助信息。

　　三、完善超大城市防灾应急体系的对策

建议

构建起高效协同、快速运转的防灾应急体系，是

推进城市应急管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针对当前超大城市防灾应急管理的短板问题，应从

完善城市规划、树立防灾意识、加强诊断预警、迅速

响应救援、助力灾后重建等五个方面着力，增强城市

抵御风险能力，构建超大城市防灾应急治理体系。

　　（一）编规划，建体系，以民为本平灾
结合

城市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

分。科学合理编制城市安全规划，有助于提升城

市在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中的洞察力、预警力和

应对效率，增强城市韧性。

一是编制城市安全规划前要对城市的基本要

素进行全面的勘测、分析，了解城市的生态条件、

人口分布、空间布局、社会发展状况，对本城市面

临的风险灾害进行评估，明确城市可能面临的所

有灾种，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与本城市各方面发展

状况相适应的安全规划，做到以民为本，以防为

主，确定符合城市实际情况的安全发展战略。

二是城市安全规划的编制要秉持科学合理的

原则。编制规划要科学评估城市自然环境承载

力、城市建筑受灾脆弱性以及城市综合防灾能力

等等，充分采用国际先进的致灾因子风险分析和

承灾体脆弱性评价方法和技术进行城市公共安全

分析和评价，在此基础上编制安全规划，做到科学

布局，安全运行。

三是城市安全规划应包含防灾、减灾、救灾三

个体系，通过完善多灾种监测平台，提升灾害设防

标准。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和基础设施分布，确保

城市供水、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系统在灾害和极

端气候条件下平稳运行，构建综合避难疏散体系，

优化防灾减灾空间，做到平灾结合，主动适应灾害

风险。加强巨灾应对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功能

齐全、系统配套的救灾机制。

　　（二）树意识，重预防，健全高效防控
体系

树立正确的风险防范意识是城市防灾应急工

作的前提。在加强防范意识的基础上，构建高效

协同的风险防控体系，整合社会资源普及防灾减

灾、自救自护知识，把防灾应急工作规范化、程序

化，将风险预防的常态化工作与突发式的应急管

理工作有效结合。

一是市区两级要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加强地

下排水设施和防洪排涝等城市应急设施建设。加

大灾害的源头排查，时刻保持对风险的敏感性与

警觉性，从严落实日常预防管理工作，高度重视和

防范灾害事故和重大风险，将防灾应急摆在城市

规划的重要位置。

二是构建完善上下一体、左右贯通、政社协同

的灾害预防体系，完善城市防洪体系、防涝体系、

卫生应急体系等灾害预防机制建设，常态化开展

洪涝、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危险源普查，编制城市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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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风险评估地图。完善全市统一的灾害信息报

送机制，确保灾害预防信息及时准确送达。

三是加强社会公众风险意识培育与救援技能

培训，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普及全民防灾的

意识，将技能培训作为常态化工作展开，实现被动

应对向主动预防的转变，提升市民群众自救与互

救的能力水平。

　　（三）强诊断，明决策，贯穿全周期管理
思维

城市防灾应急管理需要科学精准的灾害诊断

与反应迅速的核心机构，在危急状态下整合各种

社会资源，及时发出预警，强化风险灾害源头治

理，防止危机扩大蔓延。

一是建立专业科学的突发公共事件预警决策机

构。积极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加强风

险灾害诊断，依托现有“水情指挥系统”“智慧桥梁

系统”等智慧化手段，提高风险预警精确度，增强实

时预测、动态预测的能力与水平，将风险灾害势头遏

制在成灾之前。整合信息技术资源与人才资源，调

配专业设施与专业人才，组建各职能部门相互协调、

互通合作的决策机构，形成覆盖政府各层级、各领

域、全方位、立体化的协调联动系统，在突发事件发

生时能够迅速预警，及时决策。

二是完善城市应急管理法律体系建设，增强

法治观念，推进城市防灾应急管理现代化、法治化

进程。建立从预警到善后，涵盖抢灾救急全过程、

全领域的防灾应急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

必依。强化法治化问责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有

效监督应急救灾过程，对应急救灾过程中的工作

人员奖惩分明，严格执法，将法治化思维运用至城

市防灾应急过程中。

三是运用全周期管理思维加强防灾过程管

理。强化风险灾害源头治理、综合治理，风险“源

头”与“过程”两手抓，构建统一指挥、功能兼备、反

应灵敏、协合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遵循风险生命

周期原理，将治理理念贯穿到防灾应急的各方面、

各环节、各领域，建立起预防、预警、响应、恢复环

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城市应急治理闭环。

　　（四）制预案，速响应，统筹协作高效
救援

应急响应是城市风险灾害应对的重要环节，

也是城市应急处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在面对突发

事件时要最大限度统筹社会资源，加强政社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提高救援速度与效率。

一是综合各个城市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社会

经济发展状况建立健全个性化防灾应急预案体系

建设，构建城市专业应急队伍，织密织牢“城市应

急处置网”“矛盾风险化解网”“城市精细管理网”，

在灾害发生时及时依托网络化解风险，启动应急

预案，派出应急队伍，做到迅速响应，及时救援，最

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是健全信息共享平台，加强部门之间的信

息互通，衔接起应急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专业优

势。完善灾情信息共享机制，社会力量参与机制、

党政军群协同参与机制等防灾减灾机制，组织开

展多部门、多单位共同参与的综合性应急抢险工

作演练，实现实体化运作、常态化管理，统一指挥、

统一调度、联动处置，确保灾害发生时迅速统筹协

作，分工明确，运转高效。

三是建立统一的生活物资与医疗物资保障机

制，按照系统管理、节约高效、统筹调拨、精准供应

的原则搭建起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构建高效的应

急物资调配系统，及时满足城市应急物资调配需

要，重点解决应急物资调配中的薄弱环节，确保应

急物资精准供应。确保突发性事件发生时，生活

物资、应急资金、医疗用品供应充足，发放及时。

　　（五）抓善后，稳秩序，全力以赴灾后
重建

城市灾后恢复机制影响到城市经济生产能力

的恢复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灾后要积极开展受害

群众援助工作，编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及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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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信息，维护良好的舆论环境。

一是灾害发生后有序转移灾区受灾群众，保

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时抢修受损道路和桥梁，

有序恢复交通、生产、通信、电力等社会系统，保障

外来救援车辆和群众生活秩序尽快恢复。切实进

行各个生产单位隐患整改，排除各类事故隐患，积

极恢复生产。

二是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从居民住

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恢复、生态环境、应急

管理等几方面进行灾后重建规划，明确时间节点与

阶段性目标，对于灾区民众的房屋重建标准、补偿方

式以及水、电、气价格明确规定。优先恢复重建学

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能源、通信等重点

基础设施，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

三是加强社会监督与舆情控制，官方权威媒

体及时发布灾情和救灾进展情况，避免因政府决

策失误、行为失当引发的舆情。保持良好舆论生

态与社会秩序，杜绝谣言滋生，有效控制舆情，为

灾后恢复重建建立良好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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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发展格局下规划建设武汉城市圈
商贸物流走廊的思考

陈华飞　林建伟　吴　静

　　摘　要：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众多城市纷纷提出打造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际

国内双循环重要节点城市，商贸物流成为各城市提升竞争力的“发力点”和“风向标”。武汉城市圈

从天河机场到阳逻港到花湖机场再到黄石港，长约 １００公里的大走廊上集聚了中部第二的天河机

场，全球第四、亚洲第一、国内唯一的专业货运枢纽机场，亚洲最大的铁路货运编组站，长江中上游

最大、内河第二的集装箱港口，还有京九、京广、沿江铁路在此交会，众多高快速路等交通设施，交通

物流设施“类型全、能级高、密度大”，在全国都“绝无仅有”。武汉城市圈最有条件、最有优势打造成

为国内大循环中心，唯有联合起来，持续强化区位交通优势，做大做强物流枢纽，强化多要素集聚、

多业态融合、多平台支撑，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商贸物流走廊，才能在全国“双循环”新格局中实

现更大作为。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商贸物流走廊；武汉城市圈

　　近年来，全球宏观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逆全

球化趋势加剧，两个大局交织激荡。习近平总

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湖北省也提

出要努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更好服务支撑经济社会

发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商贸物流成

为各城市提升竞争力的“发力点”和“风向标”，

作为传统商贸物流中心的武汉也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武汉商贸

物流迎来新机遇

　　（一）有限全球化的新时代有利于武汉
融入正在重组的国内国际物流链

当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供应链以及

中国经济贸易和产业布局正在发生巨大改变。众

多专家学者指出，在疫情持续时代，从过去“超级

全球化”转向“有限全球化”，“未来将是供应链与

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确保供应

链国家安全上升为重大系统性风险加以应对。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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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产业供应链回归本土，一些行业供应链布局

的安全高于效率考量，强调关键核心环节自给自

足等成为新趋势。例如，美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

回归战略。在此背景下，我国也在下大力气积极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全球产业布局，在综

合考虑竞争力、成本和安全等因素的基础上，构建

涵盖本地、区域和全球的多层次、立体化的产业链

体系。产业链体系的深刻变化给全球和中国的贸

易物流链重组带来深刻影响，也给武汉融入国内

国际物流链带来了新机遇。

　　（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有

利于武汉物流快速崛起

在过去构建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阶

段，东部沿海地区比中部内陆地区具有明显优势，

但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

内陆的优势将更为明显。以武汉为中心１０００公里

为半径的区域，可覆盖全国１０亿人口和９０％的经

济总量，与沿海地区相比，由武汉分拨至南、北、

西、东的货物运输距离可平均节省２０％左右（近千

公里），平均降低物流费用４％。中部地区比沿海

地区具有较为明显的综合物流成本优势。因此，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有利于内陆地

区商贸物流崛起。在以国内消费为主的美国，机

场货邮吞吐量前５名城市中有３个都位于中部城

市，超过了全美１／３的航空货邮吞吐量，国内货运

量占比达到８７６％，中部城市芝加哥铁路货运量

占全美比例超过３４％。据此初步测算，未来中部

地区物流潜力将是现在的１０倍之上，我国中部地

区特别是物流枢纽武汉市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三）消费拉动为主的新动力有利于武

汉商贸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从过去主要靠投资拉动正在

转向投资和国内消费市场双重拉动，而且国内

消费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

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品物流需求保

持较快增长。近五年来，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

总额年均增长３８７％，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与消

费相关的电商、冷链、汽车、配送等细分市场均

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历史上，武汉市凭借优越

的交通区位和广袤的消费市场腹地带来了商

贸、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明末清初汉口成为闻名

天下的商业名镇、“四大名镇”之首，１８６１年汉

口开埠后武汉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茶叶出口

地。当前随着国内消费市场的拉动，武汉也正

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武汉市商贸业必将

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二、国际国内商贸物流走廊案例启示

国际国内部分区域在发展商贸物流业过程中

形成了一种建设“商贸物流大通道（走廊）”的发展

模式，借助大通道吸引各类生产制造业、服务业在

周边集聚，形成国际国内贸易和区域经济大走廊，

对武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欧盟鹿特丹—芬洛物流经济走廊

荷兰作为欧洲的门户，是打入欧盟市场及整

个欧洲、中东和非洲区域的理想物流通道。荷兰

的总体物流绩效在全球排名第二，是外资物流与

配送公司的聚集地之一。根据全球领先的工业物

流地产专业机构普洛斯（Ｐｒｏｌｏｇｉｓ）最新发布的调查

报告显示，荷兰城市芬洛和鹿特丹分列“欧洲最具

吸引力的物流枢纽地”前两位，鹿特丹—芬洛物流

经济走廊（长约１３０公里）向来被视为是企业进入

荷兰的最佳物流选择，企业可以顺畅进入欧洲市

２１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２４辑

　　　　　

场乃至全球市场。（见附件图１）

鹿特丹是全球物流中心，有全世界最大的港口，

吞吐量位居欧洲第一，莱茵河上有现代化的顶推船

队，有便捷的铁路往返于欧洲各国之间，在综合运输

体系中发挥着内河运输和铁路短程运输的作用。而

芬洛是欧洲物流分拨中心，芬洛以多种不同的方式

与欧洲腹地相连，可通过公路（Ａ３７／Ａ７４／Ａ６７）、水路

（与鹿特丹／安特卫普海港）、铁路（２个铁路终端）和

航空（７５公里内４个机场）来实现良好的连通，第３

个铁路终端于２０２０年投入运营并成为荷兰国内最

大的内陆铁路枢纽，依托先进的多式联运方式，与欧

洲腹地相连，成为欧洲物流枢纽。以鹿特丹—芬洛

物流经济走廊为中心，可快速覆盖１０００公里范围

内、超过２４亿人的欧洲消费者，吸引了大量全球性

物流企业和产业集聚。

鹿特丹作为“全球化物流中心”和“欧洲产业集

聚区”，形成了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海产品加工业

和航运服务业等产业基地，促进了临港产业带的形

成，带动港口经济的纵深发展，港口与内陆腹地的交

通运输便利，促进了临港与内陆物流业和工业高度

融合和一体化发展。芬洛产业布局上拥有北港贸易

园区（占地４００公顷）、绿港商业园、农业商业园（占

地４０公顷）、Ｂｒｉｇｈｔｌａｎｄｓ研发园区以及欧洲最大的

生鲜食品集散群—芬洛生鲜集散中心，汇集了包括

农业、食品、贸易和物流等不同领域的企业。依托现

代化的物流发展，鹿特丹—芬洛物流走廊发展成为

荷兰最重要的区域经济走廊。

　　（二）美国芝加哥罗斯蒙特—嘉里物流

经济走廊

芝加哥地处美国中北部，发挥地理和交通优

势，建设了设施完备、运转流畅的多式联运体系和

综合运输枢纽。它不仅是美国东西部铁路转接的

汇集点（承担全美６０％的铁路运输货物转运），也

是世界最繁忙的航空枢纽之一，市内九条高速公

路交会，并通过运河实现了五大湖区与密西西比

河的贯通。根据美国航运杂志物流中心排名，芝

加哥物流枢纽排名全美第 ２名。特别是罗斯蒙

特—嘉里这条长约９０公里的环城物流走廊上，集

聚了芝加哥２个国际机场（其中奥黑尔国际机场

也是美国面积最大、货运最繁忙的机场）、５０多处

铁路货场（其中２６处为铁路、货车联动运输的多

模式货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内陆港口，同时周

边也集聚了１６处大型货运物流中心。政府通过设

置产业走廊来保护现有的货运设施，吸引新的货

运企业落户，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指定部分走廊

为规划制造业区，制定严格的区划法规，防止货运

用地挪作他用。（见附件图２）

通过这条物流走廊的带动，芝加哥成为联系

中西部和东海岸之间的交通纽带，成为区域性和

国际性物流中心，并带动芝加哥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国际航空运输中心、国

际（美洲）光缆通讯中心、美国的制造之都、金融贸

易之都、会展之都、文化教育和工业中心。

　　（三）上海外高桥—洋山港物流经济

走廊

上海是我国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

根据《中国城市物流竞争力报告（２０２０）》，上海市

物流竞争力居全国榜首。在上海沿东海约１０９公

里的海岸线上，形成了外高桥—洋山港的物流经

济走廊，这条走廊上集聚了我国最大机场浦东机

场，货邮吞吐量全国第一，世界第一大港口上海

港，上海市超过８０％的物流空间都集聚在这条走

廊上，以及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

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４个功

能片区。在这条走廊上，外高桥物流园区、深水港

物流园区、浦东空港物流园区依托上海自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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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设，已经成为联通国际、服务全国的功能性枢

纽型物流平台。（见附件图３）

外高桥—洋山港物流经济走廊依托枢纽优势和

自贸区政策，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物流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入驻。一批跨国公司将上海作为全球和区域物

流业务整合运作基地，全球四大物流快递企业设立

中国区总部，３家建立了全球转运中心；全国十大民

营快递企业中，有８家总部落户上海，上海的国家Ａ

级物流企业数量也位居全国第一。物流企业集聚也

吸引了大飞机、高端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生物医

药等众多高端制造产业在这条走廊上集聚，形成了

上海最重要的临江、临海高端产业集群发展带，成为

了浦东新区的产业“黄金走廊”。

　　三、武汉城市圈规划建设商贸物流走廊

的优势条件

武汉城市圈内“天河机场—武汉北铁路货运

编组站—阳逻港—花湖机场—黄石港”这一条长

约１００公里的走廊，同样集聚了国内密度最高的交

通枢纽设施、商贸物流园区，具备了建设商贸物流

走廊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见附件图４）

　　（一）交通物流设施类型全、能级大、密

度高

这条走廊集聚了 ２个国际机场、１个军用机

场、１个亚洲最大的货运铁路编组站、２个长江中

游最大港口，京九、京广、沿江铁路在此交会，还有

众多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成功获批“五型”国家

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全国仅武汉、重庆、南京３个

城市）。天河机场航空货邮吞吐量排在全国第十

五位、中部第二位；鄂州花湖机场是全球第四、亚

洲第一、国内唯一的专业货运枢纽机场；汉口北铁

路货运编组站设有１３０多条线路，是亚洲最大的货

运编组站，２０２０年货运编解量日均２万辆，排名全

国第六；阳逻港为世界内河港口第一方阵和长江

中游最大集装箱港区，集装箱年吞吐量已达到２００

万标箱，入围全国港口前３０强，内河港口第二名；

黄石港为长江中游最大单体港、国家多式联运物

流示范港，单港货运吞吐量在长江中上游排名第

三。从全国来看，武汉城市圈在１００公里范围内集

聚了“铁水公空”全类型大型交通枢纽设施，建设

商贸物流走廊的基础雄厚。

　　（二）商贸物流园区企业多、辐射广、政
策优

这条走廊区位优势明显，到全国各地综合物流

成本最低，吸引了大量物流企业集聚。根据《中国城

市物流竞争力报告（２０２０）》，武汉位居全国城市物

流竞争力第６名，市内Ａ级物流企业达２６５家，总数

仅次于上海，位列全国城市第２。当年顺丰在全国

经过大量的筛选将货运机场选址在武汉周边城市鄂

州，正是对这一市场区位的高度认同。这条走廊物

流辐射范围广，天河机场与全球主要城市形成“１２

小时航空圈”，国际通航点覆盖五大洲，国际航线达

到６３条，位居中部第一；武汉阳逻港连接中欧班列，

构建了武汉至日本、韩国，通达欧洲与中亚的新通

道，“武汉—舟山”万吨货轮江海直达，辐射世界各

地。这条走廊集聚了武汉新港空港综合保税区、东

湖综合保税区、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汉口北国际商

贸物流枢纽区等众多政策区，武汉市黄陂区在加快

建设进口商品集散分拨中心，天河机场周边正在争

取设立离境退税街区。

　　（三）腹地经济发展支撑强、容量大、空
间足

这条走廊涵盖了武汉长江新区、武汉临空经

济示范区、汉口北国际商贸物流枢纽区、孝感临空

经济区、鄂州临空经济区、葛店开发区、鄂州经济

开发区、黄冈产业园、黄石经济开发区等经济区

域。武汉城市圈２０１９年工业增加值超过１１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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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１４万亿元，经济支撑

强。２０１９年，武汉市货物周转量高达 ３８９７１８亿

吨公里，高于同为交通枢纽的南京（３３９８３８亿吨

公里），并且２０２０年在疫情影响下逆势增长，货物

周转量达到４０５０５４亿吨公里，商贸物流具有足够

的市场容量。另外发展空间充足，这条走廊是武

汉城市圈区域具备集中连片开发条件为数不多的

区域，是各城市未来空间拓展的重要方向，其中武

汉长江新区作为武汉市未来发展主要城镇空间，

规划范围约５５９平方公里，正在规划建设的武汉临

空经济示范区达到１９８平方公里、鄂州临空经济区

范围也达到１７８平方公里，加之部分已经在建的开

发区和产业园，有超过１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区域可以

为商贸物流走廊发展提供充足的空间保障。

　　四、武汉城市圈商贸物流走廊规划建设

存在的问题

　　（一）商贸物流走廊战略地位还不够
高，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尚未建立

目前，武汉市已经进入到城市圈协同发展的

新阶段，传统的经济发展动力也发生了改变。新

发展动力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个是创新驱动，另

一个是“双循环”内外协同驱动。湖北省和武汉市

正在强力部署推进的光谷科创大走廊主要是围绕

创新驱动，其核心任务是通过打造科学中心、产业

创新中心、先进制造中心，促进从创新链到产业链

的整体布局发展。另外，围绕“双循环”内外协同

驱动将以这条商贸物流走廊为抓手。这条走廊将

武汉、孝感、鄂州、黄冈、黄石串联起来，可以有力

支撑城市圈协同发展，但目前其战略地位还不够

高，尚未上升到省级战略，也没有纳入到国家内循

环战略的总体布局。因此，需要加快构建规划建

设体制机制，通过“以规划促创建”，争取上升为省

级和国家战略。

　　（二）多式联运的集疏运网络体系尚未
形成，交通合力发挥不够

虽然这条走廊上集聚了很多“铁水公空”全类

型大型交通枢纽设施，但这些交通设施联运效应

和合力效应发挥不够，更多的还是单打独斗，规模

小且现代化水平低，长期处于“１＋１＋１＋１＜４”状
态。比如在航空货运方面，武汉的航空货运量落

后于郑州，一方面是武汉高铁进机场滞后，航空货

运与高铁货运的多式联运效应无法发挥；另一方

面，花湖货运机场２０２１年底已完成校飞，但天河机
场与花湖机场之间还缺乏快捷货运通道的规划建

设，双机场的轴辐式联运效应无法发挥。铁路货运

方面，虽然汉口北货运编组量比较大，但与汉新欧铁

路联系不足，中欧班列开行数量也排在郑州、合肥、

长沙之后。水路货运方面，由于水铁联运不足，阳逻

港水铁联运比重仅占１９％，低于我国平均水平约
３％，而 发 达 国 家 铁 水 联 运 的 比 重 一 般 为
２０％～４０％，不能使武汉成为长江下游和上游货物
转运的节点，货运量也被长江中游沿线各个港口分

解，内河港口货运吞吐量低于下游的南京和上游的

重庆等城市。因此，需要将交通设施集聚的优势充

分转换为交通合力效用，提升交通物流枢纽地位。

　　（三）围绕物流枢纽布局的产业链协同
缺乏，产业发展不够

目前这条走廊上产业布局缺乏整体协同，从

物流到商贸到制造的全产业链尚未完全形成，产

业发展不够。比如，武汉市临空经济发展相对缓

慢，临空经济产业落后于郑州。郑州早在２００７年

就建立郑州航空港区，２０１３年上升为国家战略，

２０２０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１０４１亿元，已形成国际

航空快递物流主导的航空物流业、电子信息与生

物医药主导的高端制造业、电子商务与专业会展

主导的现代服务业，而武汉黄陂区临空经济发展

刚刚起步，产业还以传统仓储物流、建材等为主。

另外，由于区域产业协同不够，没有形成“前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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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的物流商贸制造产业集群，汉口北市场以传统

农副产品批发、水产市场、花卉市场、管材市场为

主，“产销一体”的生产制造产业链没有跟上。再

比如，阳逻港大部分物流仍然以转运为主，从武汉

出口的货物比较单一，多以原材料及农副产品为

主，临港腹地制造产品占比还不够高，从物流到制

造的产业链尚未形成。因此，需要在商贸物流走

廊上加强产业布局和产业链协同，形成以物流带

动商贸、制造的经济大走廊。

　　（四）区域一体化政策机制尚未整合，
对外贸易枢纽职能发挥不够

目前这条走廊上各类港口通关机制、税收政

策等机制尚未实现整合，各口岸也尚未实现通关

一体化，对外贸易职能发挥不够。历史上，武汉市

依托黄金水道带动商业贸易发展，汉口开埠后成

为对外贸易中心。但近年来，武汉市进出口总额

低于全国同类城市（郑州、成都、南京、杭州等），在

全国排名已到２０名之后。当前上海、广州、深圳等

城市都在加快推进国际贸易发展，通过进博会、广

交会、深交会等建立更加便捷的通关机制，发布更

多贸易产品和服务。武汉市也要加快补齐这条走

廊上的政策机制短板，依托商贸物流走廊成为国

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五、武汉城市圈商贸物流走廊规划建设

的有关建议

针对战略地位不高、枢纽协同不够、产业发展

不足、外贸发展不够等问题，重点提出提升战略目

标定位、增强物流枢纽协同、加强产业空间布局、

谋划空间行动安排、完善政策保障等方面的建议。

　　（一）提升战略目标定位，谋划在全国
的内循环枢纽中心地位

武汉城市圈商贸物流走廊拥有大型综合运输

枢纽的优良区位、强大的中转功能、巨大的空间容

量和高效的配套设施，在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下，可以打造成为“国内大循环中心枢纽”（强枢

纽），同时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会

点，具有巨大的市场腹地，也可顺势打造成为“国

际国内商贸物流转运中心”（高效能）。另外，这条

走廊在区位优势与交通优势的基础上，顺应未来

“产销一体”经济模式，进一步吸引相关制造业和

服务业集聚并带动广域空间的产业发展，打造成

为“全国物流引领综合经济协同发展示范带”（新

业态），形成“强枢纽、高效能、新业态”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重点应做好“再提升、再拓展、再跃升”三

个方面的突破。一是枢纽地位再提升。武汉虽然

获批“五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但在国内大

循环中心的地位还不突出，武汉城市圈是中部地

区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少有的集铁、水、公、空

等国家级运输通道、枢纽于一体的综合运输超级

城市圈，应该在国内大循环发展格局中发挥中心

枢纽的重要作用。二是功能职能再拓展。有了国

内大循环的物流枢纽中心地位，必然带来消费、商

业贸易、会展产业、加工制造等多种功能的集聚，

要围绕商贸物流核心功能，拓展国际消费中心、国

际会展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等职能，提升影响力。

三是体量能级再跃升。这条走廊现有物流枢纽设

施服务能级普遍不高，辐射力还不强，要完善中转

集散、跨境物流和联运服务体系，提升航空、水运、

铁路航线的全球直达能力，建立内外贸一体化体

系，增强辐射力。

　　（二）增强物流枢纽协同，打造多式联
运物流网络体系

当前这条走廊物流枢纽的主要问题在于集聚

却没有形成合力，需要增强物流枢纽的联系和协

同。一是要做大做强物流枢纽和节点合力。这条

走廊集聚了“铁水公空”全类型交通要素，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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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荷兰鹿特丹—芬洛、美国芝加哥发挥多式联运

的合力，要合理布局各种交通方式联络线，打通多

式联运。在铁水联运方面，加快沿江货运铁路建

设，推动武汉成为长江上游和下游水运、陆运货物

转运节点，成为长江经济带陆海联运大通道中心

节点。在空铁联运方面，要抢占未来高铁货运先

机，实施高铁进机场工程，建设高铁与机场联络

线，推进空铁联运。在空空联运方面，要充分发挥

天河机场客运航班腹舱货运和花湖机场全货运航

班的互补，建设客货双枢纽的快捷通道（高速公

路、铁路），推动几大枢纽间形成联动效应。二是

要打通物流集疏运大廊道。要提高物流的协同效

率，必须加强这条走廊集疏运交通网络体系规划，

规划多条大运量疏港快速通道，便利衔接机场、铁

路、航运和高速路网，打通物流大通道。为加快集

疏运交通体系向武汉城市圈延伸，构建城市圈货

运铁路环线、货运公路环线，打造武汉城市圈货运

物流大廊道。为加强这条走廊与长沙、合肥、南昌

等区域中心城市联系，通过增强汉口北编组站中

欧班列集结中心功能、鄂州航空货运转运中心功

能和阳逻长江航运中心功能，打造长江中游城市

群物流大廊道。三是建设智慧物流信息枢纽。在

经历以自然水运为依托的枢纽１０，以综合交通设

施为核心的枢纽２０之后，着力建设以信息基础设

施为引擎的枢纽３０，形成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

要素汇流之地。为实现以信息互联带动设施互联

和物流互联，加快推进铁水公空联运公共物流信

息平台建设，打造智慧物流信息枢纽，建立所有港

区口岸统一货物调拨体系、统一的口岸通关体系，

提升物流枢纽的高效协同。

　　（三）加强产业空间规划，形成区域经
济大走廊

当前这条走廊产业基础薄弱，难以支撑区域

经济大走廊形成，需要重点加强物流园区、商贸区

和产业园区规划。一是要做好物流园区空间规

划。物流园区规划和建设要与物流枢纽、综合运

输体系规划建设紧密结合，以集疏运网络体系为

依托，将多式联运功能视为物流园区的基本功能，

集聚物流业上下游企业，建设全产业链物流园区。

要集中规划建设大型物流园区，选址尽量位于

“水、铁、公”运输交会点，强化铁水联运效应。要

加快阳逻地区多式联运物流园区的扩大建设，规

划建设内陆最大的“铁水公”物流园区，同时要抢

抓未来航空货运物流的先机，加快武汉临空物流

园区、鄂州临空物流园区建设。二是要做好商贸

区空间规划。从物流吸引的人流、资金流、信息流

等要素的集聚出发，谋划商贸、会展等贸易区规划

建设。要抢抓未来商贸模式“产销一体”转型契

机，未来商贸将更多成为体验中心、展示中心、时

尚中心、配送中心、理货中心等，因此，要围绕展

示、体验等职能提升目标，加强汉口北国际商贸城

的提档升级，吸引人流集聚。加快武汉天河国际

会展中心规划建设，补足会展贸易短板。加快物

流交易所、免税店、物流金融等重要功能平台规划

建设，拉动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汇聚。三是要做

好产业园区空间规划。为承接物流产业吸引来的

加工生产制造产业集聚，预留产业发展空间，做好

产业园区规划，明确各产业园区的功能定位、主导

产业，促进区域功能差异化协同发展。为形成“前

店后厂”的“产销一体”型经济，重点在重大枢纽港

腹地加强产业园区规划，重点加快武汉临空经济

示范区、鄂州临空经济区等产业园区规划建设，为

产业承接提供空间支撑，形成这条走廊的物流—

商贸—制造全产业链条。

　　（四）谋划空间行动安排，支撑规划实
施落地

为推动商贸物流走廊规划建设，谋划重大启动

项目和启动区建设，引爆商贸物流走廊规划实施建

设，建立五年行动计划项目库。一是谋划“大走廊”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考虑重大项目的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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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完善体制机制保障，争取国家政
策扶

效应、重要性等因素，谋划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为尽快将“大走廊”上交通枢纽集聚效应转化为协

同效应，加快谋划武汉市天河机场与花湖货运机场

的快捷货运通道规划建设，加快高铁机场联络线规

划建设，加快港口货运铁路规划建设，并且通过这些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串联机场、港口、铁路等枢纽，形

成“多式联运”物流大通道。二是谋划“大走廊”启

动区规划建设。考虑区位条件、土地空间、产业集聚

等多方面因素，谋划“大走廊”启动区的规划建设。

加快武汉天河航空城、长江新区中心片区、阳逻铁水

公空物流中心、鄂州临空经济区等先行启动区规划

建设。三是制定五年行动计划项目库。为支撑规划

实施落地，制定五年行动计划项目库，建立交通设

施、物流园区、商贸会展、产业园区、生活配套设施等

各方面项目库。

持

当前商贸物流走廊政策扶持不够，区域协调发

展机制还有待健全，需要争取政策支持，创新体制机

制。一是争取政策支持。应积极争取自贸区优惠的

税收政策、便利的进出口贸易政策，如积极争取将天

河机场片区、阳逻片区、鄂州花湖机场片区纳入湖北

自贸区；积极争取重大交通物流基础设施落地，如沿

江货运铁路建设、城市圈货运铁路建设；积极争取国

家商贸会展品牌集聚，如汉交会等，进一步提升区域

商贸物流影响力。二是创新体制机制。为促进区域

（作者简介：陈华飞，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总体

规划所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产业空

间规划及土地利用研究工作

间物流基础设施共享协同，需要探索区域间利益分

配机制，合作共建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物流产业园区

等，完善信息对接、权益分享和税收分成等机制，建

立重大项目共商共建机制，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及其

配套项目引进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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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鹿特丹—芬洛物流经济走廊示意图

图２　芝加哥罗斯蒙特—嘉里物流经济走廊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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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上海外高桥—洋山港物流经济走廊示意图

图４　武汉城市圈商贸物流走廊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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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防涝雨洪用地
价值评估及其规划引导
———以武汉市为例

杜　遂　王岳丽　赵　癑

　　摘　要：针对城市化快速发展期超大城市内涝风险加剧问题，从山水林田湖草的角度提出雨洪用地
概念和使用功能，结合武汉城市发展分析了基于城市防涝安全的建设用地拓展特征，明确了防涝三要

素———雨洪用地资源、排涝泵站能力和城市安全区地势条件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案例和工

程经济性进行了雨洪用地价值评估，提出了提高超大城市防涝安全的规划理念和技术对策。

关键词：超大城市；雨洪用地；城市安全区；防涝三要素；规划引导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建设规模不
断扩大，城市开发边界向低洼区域延伸，占用港渠、

坑塘、农田等用于雨水调蓄的雨洪用地，加剧了内涝

风险，其中超大城市尤为明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视野提出“山水

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而雨洪用地是山水

林田湖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对

雨洪用地的保护较少，主要缺乏雨洪用地管控技术

经济指标和定量控制标准。为加强山水林田湖草雨

洪用地保护，降低城市内涝风险，提高城市建设用地

利用效率，就如何协调好超大城市建设用地与雨洪

用地的关系提出相关规划理念和技术对策。

　　一、雨洪用地对城市防涝安全的影响

　　（一）雨洪用地定义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４５－

２０１８）在自然生态格局管控层面提出，城市开发建

设前后天然水域总面积不宜减少，保护并最大程

度恢复自然地形地貌和山水格局，不得侵占天然

行洪通道、洪泛区和湿地、林地、草地等生态敏感

区。该标准的保护对象就是雨洪用地。

雨洪用地由湖泊、港渠、冲沟、坑塘、农田、林

地等低洼地组成，具有农业生产、生态环境、滨水

城市景观和雨洪调蓄等多种功能。按雨洪调蓄功

能划分，雨洪用地分为雨洪本体区和雨洪滞留区。

雨洪本体区由湖泊、港渠等水域用地组成，是城市

排水、农田排涝的基本雨洪调蓄用地。雨洪滞留

区由冲沟、农田、林地等高出湖泊港渠常年水面的

陆地组成，是超量雨洪调蓄用地。对应雨洪用地

的是城市安全区，是地势高于雨洪用地、满足防涝

安全要求、用于住宅、公建、厂房等建筑及市政道

路的集中建设用地。二者关系见附件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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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武汉城市发展与建设用地拓展
特征

人类生活建设用地无一不选择地势较高区域，

规避雨洪泛滥低洼的区域。武汉市处于长江与汉江

交汇处，湖泊众多，在武汉市中心区域有东西山系带

（适建地面高程２５～３７米）和沿长江、汉江两岸高地

带（适建地面高程２２～２６米），也有汉口后湖、汉阳

四新、洪山青菱、青山北湖等低洼雨洪用地（地面高

程１７～２０米）。新中国成立前，武汉城市主要沿建

设用地条件较好的沿江两岸高地发展。随着城市规

模扩张，至１９８０年又沿东西山系带向东扩展，此时

汉口后湖等雨洪用地得到充分保留，防涝安全性较

高。到２０１７年，除保留一定的湖泊用地外，原有带

状城市演变为圈层城市，包括汉口后湖、汉阳四新、

洪山青菱等低洼雨洪用地也被纳入城市建设用地，

相应带来内涝风险。（见附件图２）

　　（三）城市防涝三要素及相互关系

城市排涝系统以保护城市安全区最低建设地

面为依据，利用雨洪用地调蓄容量和泵站抽排能

力满足防涝标准下城市安全区不遭受雨洪淹没的

要求。因此，城市防涝能力由防涝三要素———雨

洪用地资源、排涝泵站能力和城市安全区地势条

件决定。若雨洪用地资源丰富，排涝泵站能力强，

城市安全区地势高，则城市内涝风险低，反之则内

涝风险高。

雨洪用地资源处于主要地位，拥有丰富雨洪用

地资源是最经济的防涝方式，可有效降低排涝泵站

规模，甚至达到汛期蓄水，非汛期自排出江的无能耗

排涝模式。而排涝泵站能力和城市安全区地势条件

处于次要地位。在雨洪水位控制目标不变条件下，

排涝泵站规模与雨洪用地调蓄容量可达到增减平

衡。排涝泵站规模还受工程经济性制约，无雨洪用

地调蓄状态下，其规模很难达到超大城市降雨重现

期１００年标准的雨峰汇流量。城市安全区地势条件

由有无雨洪用地空间决定，有地势较低的雨洪用地，

则城市安全区地势条件较好，反之则较差。

　　（四）城市防涝雨洪用地价值评估

１案例评估

以武汉市黄孝河排涝系统为例，针对１９８０年

和２０１７年两个时期的雨洪用地资源和排涝泵站规

模的变化进行排涝水平评估（见附件图３）。

１９８０年，黄孝河系统内城市安全区主要在地

势较高的南部区域，地面高程在２０２～２５０米，而

北部地区为后湖低洼区，主要为鱼塘、耕地、排水

港渠，地面高程为１７０～２１０米，作为雨洪用地使

用。随着城市发展，到２０１７年，后湖低洼区均用于

城市建设用地，仅保留了部分湖泊和少量港渠，雨

洪用地面积较１９８０年减少９２％。此外，北部新城

区的地势较南部旧城区低，最低高程相差１４米，

也降低了雨洪用地可调蓄水量的有效深度。为缓

解城市排涝压力，２０１７年扩建后湖泵站，扩建后总

规模较１９８０年增长３８７％。根据两个时期不同排

涝条件，经城市排水防涝模型评估，２０１７年防涝水

平较１９８０年显著下降（见表１）

表１　武汉市黄孝河系统１９８０年与２０１７年防涝水平对比

建设
年代

排涝面积

／ｋｍ２
城市安全区

面积／ｋｍ２
城市安全区
最低高程
／ｍ

排涝泵站

能力（ｍ３／ｓ）

雨洪用地
总面积

／ｋｍ２

雨洪用地占
排涝面积
比例（％）

雨洪用地可
调蓄雨洪水量

／１０４ｍ３
应对降雨
重现期／年

１９８０ ５１４０ １６８８ ２０２０ ５０１６ １１２７ ２１９ １６２２ ５０～１００

２０１７ ５１４０ ５０５２ １８８０ ２４４５ ０８８ １７ １３２ ５～１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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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雨洪用地减少而增加排涝泵站规模的建设
趋势，不仅体现在黄孝河排涝系统，也体现在武汉

市中心城区。根据易子豪《武汉市生态用地时空

演变及驱动力分析》，武汉因城市规模扩张，中心

城区的雨洪用地（含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及湿

地）由２００５年的６４７６平方公里减少到２０１５年的
５１２８平方公里，减少２１％。而为抵御因雨洪用地

减少所带来的城市内涝风险，中心城区排涝泵站

规模由１９７９年的２３９立方米／秒增长到２０２０年的
１４９６立方米／秒，增长了５２６％。

综上分析，城市化发展带来雨洪用地到建设

用地的转变，也改变了城市排涝模式，加剧了城市

内涝风险（见表２），充分表明保护雨洪用地对防范
城市内涝的重要性。

表２　雨洪用地资源与城市内涝风险
城市化
发展时期

建设用地条件 雨洪用地资源 排涝模式
内涝
风险

起步发展期 房屋择高地而建 富有———湖泊水域连片
湖泊调蓄汛期降雨水量，非汛期
雨水经涵闸自排入江

无

稳步发展期 城镇适建用地多
供需平衡———湖泊水域退
化，发展渔业养殖

湖泊调蓄场次降雨水量，中小型
排涝泵站协同抽排雨水入江

一般

快速发展期 城镇适建用地少
匮乏———湖泊萎缩，鱼塘、
耕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

湖泊调蓄场次降雨水量，大中型
排涝泵站协同抽排雨水入江

较高

　　２排涝泵站代替雨洪用地可行性评估

排涝泵站规模与雨洪用地调蓄容量虽可形成增

减平衡，但用排涝泵站取代雨洪用地，则对生态环

境、耕地保护的影响是不可弥补的。同时无限制扩

大排涝泵站规模，其工程经济性是不可接受的。

排涝泵站利用效率是工程经济性的重要表

现。泵站利用效率取决于水泵机组投入率和运行

时间，机组设备投入率越大，运行时间越长，则排

涝泵站利用效率越高，工程经济性越好。在无雨

洪用地调蓄水量时，超大城市排涝泵站设计规模

需按降雨重现期１００年标准的雨峰汇流量确定，而

雨峰汇流量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１小时，因而只有

在罕见年份发生极值暴雨的时候，排涝泵站才能

满负荷运行１小时。在降雨重现期１～５年的一般

情况下，雨峰时间也只能发挥２０％ ～４０％的设施

效能，非雨峰时间设施利用效能更低。而对于有

丰富雨洪用地资源的农村水利排灌站，其设计标

准多按降雨重现期１０～２０年、３日降雨５日排完

确定，在湖泊调蓄的基础上，泵站机组抽排水量可

满负荷运行，其持续抽排时间一般为５日左右，泵

站利用效率较高。

综上分析，排涝泵站不能取代雨洪用地。排

涝泵站的主要职能是水量控制，确保在一定时间

内将雨洪用地的调蓄水量排完，满足后面降雨的

调蓄需求。其次是水位控制，协同雨洪用地控制

雨洪水位不超过城市安全区建设地面。

３雨洪用地削减排涝泵站规模经济性评价

在雨洪水位控制目标下，将雨峰汇流流量作

为排涝泵站基准规模，此时增加雨洪用地将降低

排涝泵站规模，可形成两者对应经济指标。该经

济指标还受排涝标准、雨洪用地利用效率、城市建

设密度、排涝面积等防涝条件影响，各影响因素按

下述上下限条件界定。

排涝标准界定。采用超大城市防涝标准，按

降雨重现期５０年和１００年确定。雨洪用地利用效

率界定。雨洪用地调蓄水深大，则利用效率好，有

利于城市防涝。雨洪用地调蓄水深参照武汉市湖

泊现行控制水位和城市防涝建设竖向控制规划确

定。雨洪用地利用效率上限采用湖泊、港渠水域

雨洪本体区，调蓄水深按２５米确定；雨洪用地利

用效率下限采用农田、林地雨洪滞留区，调蓄水深

按１０米确定。城市建设密度界定。城市建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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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低，能降低雨水汇流径流系数，有利于城市防

涝。城市建设密度上限按平均人口密度４２５人／公

顷（对应武汉市一环线—二环线区域）确定，下限

按平均人口密度１５５人／公顷（对应武汉市三环线

以外新城）确定。排涝面积界定。排涝面积大，将

延长雨水汇流到排涝泵站的时间，减缓雨峰流量

压力。结合武汉市防涝系统分区特征，排涝面积

上限采用５０平方公里，下限采用２５０平方公里。

依据上述防涝条件影响因素界定条件，通过

城市排水防涝模型计算，确定雨洪用地资源条件

对应排涝泵站规模经济指标（见表３）。通过表３

评价，控制适量雨洪用地，特别是雨洪用地利用效

率好的湖泊、港渠，对削减泵站规模有显著效应，

经济效益较好。

表３　武汉市雨洪用地利用程度对应排涝泵站规模经济指标 单位：％

雨洪用地占
排涝面积比例

降雨重现期５０年 降雨重现期１００年
雨洪本体区应对
泵站规模削减率

雨洪滞留区应对
泵站规模削减率

雨洪本体区应对
泵站规模削减率

雨洪滞留区应对
泵站规模削减率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４３～５５ ２２～２９ ３８～４９ ２０～２６

４ ６３～７５ ３６～４７ ５８～７１ ３２～４２

６ ７６～８４ ４７～５８ ７０～７８ ４３～５４

８ ８７～９３ ５６～６８ ８０～８７ ５１～６４

１０ ９５～１００ ６３～７４ ８９～９５ ５８～７０

１２ ６９～７９ ９６～１００ ６３～７４

１４ ７４～８３ ６８～７８

１６ ７９～８７ ７２～８１

１８ ８３～９０ ７６～８４

２０ ８７～９３ ８０～８７

２２ ９０～９６ ８３～９１

２４ ９４～９９ ８７～９３

２６ ９７～１００ ９０～９６

２８ ９３～１００
　　注：表中经济指标已区分排涝标准和雨洪用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其他影响因素通过指标上下限值
体现。下限值按不利于防涝条件影响因素边界值确定，上限值按有利于防涝条件影响因素边界值确定。

　　（五）雨洪用地面临的主要问题

１规划建设导向问题

“２０１２低碳城市与区域发展科技论坛”首次提

出“海绵城市”概念。２０１２年北京发生罕见“７·２１”

水灾后给业界带来深刻反思。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

采用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将７０％的降雨就

地消纳和利用。而许多城市的防涝专项规划和海绵

城市建设，未充分认识“大海绵”———雨洪用地在海

绵城市建设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建设方向主要集中

在“小海绵”———局部精细化改造建设，对海绵城市

建设的６字方针中的“蓄”的防涝作用缺乏准确定

位，尚未形成雨洪用地的管控红线。

２城市安全区与雨洪用地协调布局问题

在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片面强调用地功

４２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２４辑

　　　　　

能的完整性和建设低成本，而忽视开发区原有地貌

和水系泄洪特征对规划的影响，未将防涝与生态相

结合的“雨水花园”“雨洪生态廊道”理念落到实处，

出现一些在低洼地段建房、在自然高地布局绿化水

系的“逆防涝”规划方案（见附件图４、图５）。“逆防

涝”规划虽可以通过工程措施，在雨洪用地及调蓄容

量不减少的条件下调整雨洪用地位置，但开发区建

设是分期建设，建设时限较长，往往在未形成新的雨

洪用地水系条件时就占用了原有雨洪用地开发建

房，势必带来防涝系统的破坏。同时改变原有自然

地貌特征也是对地域文化的破坏。

３建设管控问题

雨洪集中汇流的冲沟和蓄洪主要区域是雨洪

用地的敏感地带。在雨洪用地敏感区内建房，对

房屋自身带来极大洪灾风险，同时因泄洪通道受

阻，调蓄容量降低，也削弱了城市排涝能力。例

如，根据国务院灾害调查组《河南郑州“７·２０”特

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在２０２１年郑州市“７·２０”

暴雨灾害中，雨洪用地管理失控，许多房屋、桥梁、

道路等临河跨沟建设，导致阻水雍水，死亡２５１人，

占总死亡失踪人员３８０人的６６％。

　　二、雨洪用地规划引导

　　（一）城市新区防涝安全规划理念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城市建设的工程设计主
要突出经济性，对场地地势起伏较大的城市新区

规划，通常进行场地平整设计，实现场地挖、填方

平衡，土不外运，节约工程投资。在２１世纪我国城
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

日益突出，城市新区拓展用地应注重对自然地貌、

生态环境的保护，要维系原有水系、泄洪通道的功

能和特色。在规划方案中，城市开发边界要退让

主要水域和地势低洼的湖、河漫滩，城市道路、组

团地块的规划布局要退让主要冲沟、港渠等雨洪

通道，在既满足组团地块功能完整性和道路系统

性，又满足城市防涝安全要求的基础上，实现城市

安全区和雨洪用地协调布局。

　　（二）城市防涝安全雨洪用地规模

为满足城市建设用地需求，同时降低内涝风

险，需寻求较为经济、高效的雨洪用地控制规模，

以引导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和建设用地绿地系统

规划布局。因排涝泵站需满足雨洪水量控制标

准，雨洪调蓄水量需限时排完，存在排涝泵站基本

需求规模。排涝泵站基本需求规模所对应的雨洪

用地调蓄容量为城市防涝经济调蓄容量。

依据表３雨洪用地利用程度对应排涝泵站规模

经济指标，转换为雨洪用地利用程度与泵站模数（单

位排涝面积所占泵站规模）匹配线（见附件图６）。

根据城市排水防涝模型计算，当泵站模数小于１０

时，所对应的雨洪用地占排涝面积的比例达到城市

防涝经济调蓄容量要求，即附件图６中两条曲线截

取的横轴区间，控制值为８％ ～２８％区间。对于湖

泊资源丰富、城市建设密度低的中心城区外围排涝

汇流区域，可按下限控制，反之宜按上限控制。

　　（三）雨洪用地与城市绿化用地的结合

根据《城市绿地规划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４６－

２０１９）规定，规划城区绿地率指标不应小于３５％，

而全部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排涝汇流区域，理想

雨洪用地占比达到８％ ～２８％。为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处于常年旱地的雨洪用地可与城市绿地建

设相结合，建成雨水公园、雨洪生态廊道等生态、

防灾复合用地。规划应避免在冲沟、港渠低洼地

段布置建筑用地，而在两侧布置绿化用地等一些

生态与防涝不相协调的用地布局。

　　（四）雨洪水位与城市安全区竖向管控

城市防涝规划需结合自然地势特征、雨洪用

地资源条件以及城市建设用地需求，在满足城市

安全区最低建设地面防涝安全条件下，确定雨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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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经济调蓄容量，相应提出湖泊水系分级水位

管控和城市集中建设区竖向控制规划。

提出湖泊水系分级水位控制是为满足滨水景

观、管渠排水、农业生产、城市防涝等各项功能需

求（见附件图７）。雨洪用地水系水位分常水位、一

般调蓄水位、防涝水位三级控制。常水位和一般

调蓄水位用于湖泊、港渠水域调蓄控制，满足一般

降雨调蓄要求，防涝水位用于湖泊周边低洼鱼塘、

耕地调蓄控制，满足超标雨水调蓄。最低建设地

面依据防涝水位设定安全超高（城市１０米，村庄

０５米），能避免防涝设计误差带来的雨洪影响，是

工程设计通常采用的安全规定。

湖泊水系分级水位管控应满足城市安全区建设

竖向控制要求。城市安全区最低建设地面要依据排

涝系统范围现有公共道路、集中房屋建筑区最低地

面高程确定，在此基础上确定湖泊水系分级水位管

控。城市建设用地内，利用雨洪用地设置的雨水公

园、雨洪生态廊道的竖向控制应低于城市安全区最

低建设地面，按满足雨洪调蓄、排水和公园景观设计

要求确定。防涝敏感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编制水

系和建设竖向控制规划（见附件图８）。

　　三、结论

综上所述，雨洪用地是山水林田湖草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城市防涝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海绵城

市建设的主要抓手。城市开发边界应结合雨洪用

地控制需求确定。城市新区规划既要满足组团地

块功能完整性和道路系统性，又要满足城市防涝

安全要求，实现城市安全区和雨洪用地协调布局。

雨洪用地保护宜达到城市防涝经济调蓄容量需

求，其雨洪用地面积应达到排涝面积的８％～２８％。

对于湖泊资源丰富、城市建设密度低的中心城区

外围排涝区域，可按下限控制，反之宜按上限控

制。城镇开发边界外的雨洪用地应保留原有自然

用地属性。城市开发边界内的雨洪用地应与城市

绿化相结合，实现生态、防涝复合用地功能。城市

安全区最低建设地面要依据排涝范围现有公共道

路、集中房屋建筑区最低地面高程确定，在此基础

上确定湖泊水系分级水位管控。雨洪用地应纳入

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职能部门的管控，明确管控

边界线。属于防涝水位以下的雨洪用地可划为一

级管控，城市安全区最低地面至防涝水位之间的

雨洪用地可纳入二级管控。雨洪用地不得随意填

土，除用于城市公园的配套服务设施外，不应建设

其他无关建构筑物，以保障雨洪用地蓄水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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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城市安全区（规划建设区）与雨洪用地协调布局图

　

图２　武汉建设用地拓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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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武汉市黄孝河排涝系统不同时期用地特征

图４　武汉某地“逆防涝”水系规划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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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武汉某地控制性详细规划雨洪廊道保护评价

图６　雨洪用地利用程度与排涝泵站匹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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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城市防涝水位分级控制

图８　武汉市谌家矶武湖地区防涝安全竖向控制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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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汉市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
新路子”的对策建议

———专家咨询会观点综述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

　　摘　要：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武汉的“时代考题”。为答好这

一“时代考题”，武汉市社会科学院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

度，组织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聚焦“经济治理”“政府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党建引领治理”等领域的前沿、关键、突出问题建言献策，对武汉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

理新路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建议

　　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切实贯彻中央“进

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要求，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进行谋划。根

据市委办公厅部署要求，武汉市社会科学院于３月

２５日组织召开“武汉市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

新路子”专家咨询会，通过访谈和笔谈形式邀请上

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同济大学、华中师范大

学、长江科学院、德勤等高校和企业的专家出具咨

询意见，邀请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科院、中

科曙光、华为、武汉光谷创新发展研究院、市社科

院等高校院所、企业及研究机构的专家现场座谈，

共同为武汉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建言

献策。现将专家们意见综述如下：

　　一、经济治理领域

———关于创新动力激发。创新是经济发展的

内生驱动力，激发创新动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要求。武汉光谷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荣凯

从创新链条、创新生态以及产业生发机制和产业

治理三个角度阐述创新动力激发原理。一是创新

链条。主要体现为从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化

到产业发展的逻辑。二是创新生态。包括创新主

体（企业、高校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要素

（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制度以及文化。三是

产业生发机制和产业治理。我国产业发展正在进

入无人区，政府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监管和治

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赵荣凯建议，充分重视人

才引领和产业治理，构建完善创新生态体系：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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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才引领创新，以创新驱动产业。创新的本质

是人才，要围绕人才全生命周期构建生态体系，深

化成果权益制度改革，充分释放科研人员活力和

创造力。二是构建以创新生态化为根本、以市场

化为导向、以产业化为目的、以企业为主体的机

制。武汉应主动作为，在基础研究、新兴产业等方

面为全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做出贡献。三是

充分发挥大学的作用。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将武汉的科教资源优势加速转

化为创新发展动能与效能。四是在新业态治理上

进行更多谋划和突破。政府应给予产业创新更大

的包容度，在促进产业发展和监管约束之间寻找

平衡，加强资源配置和制度创新，推动形成企业、

政府、社会机构等共同发力的业界共治局面。

　　二、政府治理领域

———关于数字政府建设。数字政府建设是实

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推动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

系现代化的关键任务。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王君泽副教授建议武汉积极争取国家政策试

点，大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一是争取政策试点。

建议武汉抓住当前数据治理法规政策密集出台的

时机，积极争取国家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方面的

政策试点，促进武汉数字政府建设积累经验、突出

特色、打出品牌。二是深化数据治理。要探索确

立政府职能部门数据权责，加强对政务数据的统

筹管理，遵循“一数一源”治理原则；探索数据所有

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关规则，构建数字产权体系。

三是创新服务方式。借鉴上海“随申码”数字化应

用，推广“健康码”＋服务，拓展公共服务功能。四

是加强能力建设。从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

增强数字化治理能力；尤其需要注意为智能技术

运用困难群体提供线上和线下的全方位服务；积

极推进社区数字化治理，精准掌握社区人口结构、

规模、偏好、诉求等信息，并有助于发现社区中的

沉默群体，增强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和普及性。

　　三、文化治理领域

———关于武汉城市软实力建设。上海前滩新

兴产业研究院院长何万篷认为，软实力就是通过

善治（包括政府职能部门统筹的，也包括市民自律

自治的），而培育和迸发出来的，由内而外的，对资

源要素的一种自然感召、吸引，使人们认同、喜欢、

参与、享受，采取自觉行动。软实力的内核，是基

于精神品格和文化特质的共识，没有共识就没有

软实力；软实力这个“场域”的最外边界是文化，以

文化人，以文化物，文化是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

产品。综合善治、自然感召、自觉行动是软实力的

三个关键词。

何万篷认为，超大城市的软实力建设，既是国家

需要，也是城市担当。武汉既要努力完成国家战略

使命任务，又要努力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充分发挥全

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和开放枢

纽门户“四大功能”。武汉是软要素和硬核科技富

集之地，两者相得益彰的潜能和“红利”在国内诸城

市中，可能仅次于京沪，和南京、广州、杭州在同一水

平。软实力是硬实力的加固器、倍增器，软实力和硬

实力一起，构成超大城市的综合实力。

武汉如何加强软实力建设？何万篷建议：一

是系统化挖掘软要素，注重讲好武汉故事，回答武

汉何处、何以“好玩”。“好玩”是一种软要素的集

合，“好玩”的城市，她有让人愿意亲近的功能性入

口，可以是她的独特山水、特色美食，可以是一段

传奇故事，也可以是概念题材和想象空间等。不

“好玩”，则可能是法不责众的闯红灯，是熟视无睹

的违章建筑，是高星级酒店服务台前面排起的长

队，是服务价格和品质之间巨大的缺口等。二是

软联通：增进资源的可贸易性，让要素自由、便利、

增值地流动起来。三是软环境：完善致力于活化软

要素、促进软联通的规则、制度和管理。建设整体政

府，克服合成谬误，填补部门缝隙，不能“隔断化”、

碎片化、板块化，更不能板结化。强化公众参与，将

软实力建设打造成人心工程，“人人工程”，人人都

２３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２４辑

　　　　　

是城市软实力的载体，都是城市软实力的建设者、受

益者、传播者。发展数字经济，在科学的顶层设计、

管总规划的引领下，坚持基础建设与实战应用同步

推进，全覆盖、全过程、全天候，让基于数字经济的智

慧城市、韧性城市、安全城市建设，成为新技术、新业

态、新模式的试验场和竞赛场。四是软实力：提升活

化软要素、促进软联通、构建软环境的能力。五是深

化和硬实力的关系。软实力和硬实力，如同ＤＮＡ双
螺旋，相互赋能、相互触发、相互牵引，一起构成超大

城市的综合实力。

　　四、社会治理领域

———关于城市公共安全建设。同济大学城市

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孙建平教授认为，要着力提

升城市安全韧性能力，打造安全、活力、品质并存

的现代化大武汉。孙建平认为，韧性治理能力已

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实现“韧性治理”需培养城

市风险免疫力、自愈力、恢复力等三种能力：“免疫

力”重点对应“小恙事前防”，即增强超大城市风险

防控与感知能力，提升超大城市各类新旧风险感

知及防范能力，推进风险源头治理扎实落地，强化

风险辨识、分类、分级、评估、评价等，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参数准；“自愈力”重点对应“轻疾事中

控”，在遭遇一般突发事件情况下，超大城市能够

快速有效响应，对症下药，找准干预措施，抵抗干

扰实现自我康复；“恢复力”重点对应“大病事后

养”，确保在面临罕见事件时，超大城市所处区域

救援力量、应急物资补给充足，空间资源及设施高

效运作，城市运行较快回归正轨。

孙建平建议，要围绕提升韧性治理能力健全

工作体系。一是关注治理的前端和深度，提高超

大城市的“免疫力”。适时开展城市安全运行风险

评估，利用城市现有的网格化管理基础，持续完

善、滚动更新城市总体、各行政辖区、重点功能板

块的城市安全运行风险评估工作。切实做好城市

风险的辨识、分类、分级和评价，在行业管理上形

成风险清单，在属地管理上形成风险分布，结合常

态化风险评估工作逐步形成城市和地区的风险清

单和风险地图，实现风险可测、可观，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加强城市综合风险监测预警，充分利用

城市各系统、各行业的物联感知设备，构筑风险源

监测体系，在治理前端明确目标，提升风险预判能

力。进一步关注对城市总体运行的态势分析，结

合风险评估成果和监测预警体系，构建城市风险

指数研究。客观分析超大城市运行中的风险容

量，结合横向比较分析，对城市风险运行态势进行

分析。提升城市体检工作对城市安全运行的指导

作用，尤其要关注在街道、乡镇等基层开展的安全

运行专项体检，提升治理精度，找准潜在“病灶”，

提前干预。二是完善治理的体系和工具，培育超

大城市的“自愈力”。逐步完善城市风险治理责任

体系，确定职能分工，构建风险管理操作手册，将

责任体系转化为明确的行动机制，确保在遭遇突

发事件时，部门协同高效。完善城市突发事件预

案体系，基于超大城市可能遭受的各类风险开展

情景模拟分析，重点加强灾害链、事故链的应急预

案建设，强化应急演练，避免预案“束之高阁”。充

分运用数字化转型契机，构建城市运行数字化平

台，完善城市大脑的安全运行模块，形成风险管控

平台。提前研究各类防灾救灾设施“平急转换”

“平灾结合”的应急机制，提升应急响应效率，加强

空间资源利用的复合性和机动性。关注数字化治

理的“最后一公里”建设，逐步完善社区基层安全

生活圈，利用手机小程序等“可用、好用、管用”工

具，加强市民在隐患发现上报、应急物资获取、科

普知识学习等方面的互动参与，提升韧性治理效

能。三是孕育治理的环境和氛围，锤炼超大城市

的“恢复力”。拓展市场参与的渠道，逐步建立责

任让渡机制，培育保险环境，强化风险保险监管。

明确风险分担方案，以保险作为政府和社会的媒

介，强化将社会资源引入到城市风险防控活动中

的能力，以浮动费率、市场化等多种手段防损止

损，提升灾后救助能力。借助安全发展示范城市、

防灾减灾示范社区等创建工作，提升基层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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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氛围，发挥基层文化建设对安全运行工作的引

导力和感染力。借助自媒体、漫画式宣传手册等

新颖的形式，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防灾救灾、灾后

救助能力。不断总结各类突发事件应对中的舆情

管控和引导经验，出台针对网络谣言的惩戒制度，

将信息发布作为应急处置的重要环节，组织各类

专班开展情景模拟演练，形成应对方案，做到舆情

处理从容不迫，有序引导。

　　五、生态治理领域

———关于长江流域治理。长江科学院流域水

环境研究所所长林莉认为，武汉是长江流域的重

要节点城市，武汉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

子，尤其要进一步强化长江流域河湖生态环境治

理，这是对接国家、省市实施长江大保护战略的需

要，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

但武汉水生态治理还存在综合治理能力有待提

升、水生态本底值不清、水生态保护修复任务艰

巨、污染防治技术有待加强、生态保护治理能力亟

待提升等问题。她建议实施“六大重点措施”：一

是深入推进河湖综合治理。强化河湖监管，推进

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坚决遏增量、清存

量。严格水功能区监督管理，深入推进入河湖排

污口溯源整治，完善江河湖泊排污口长效管理制

度。二是加强重点区域系统治理。积极推进水生

态保护修复，加强重点区域生态修复，认真做好饮

用水水源保护，加强河湖生态监测与评价。充分

发挥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

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强化“一主引领”，带动协同保

护，积极推动长江、汉江、通顺河、梁子湖、斧头湖

等跨区域河湖生态协同治理。三是有序开展水生

态本底调查与生态恢复工作。加强对生态指标的

监测和考核，在开展水生态本底调查与评估时，同

步开展长江（武汉段）生物多样性调查，全面落实

长江“十年禁渔”，推进“江豚重返长江”计划，进而

推动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四是科学溯源支撑重

点水域水质改善。精准解析城市生态环境问题，

定量化、精细化城市污染物产排情况及其对水质

的影响，重点围绕水质超标断面、达标不稳定断

面、水质恶化区域定期开展水环境形势分析，科学

溯源，解析污染成因，制定切实可行的水质改善行

动计划，推动水环境监测预警常态化，促进重点水

域水质改善。五是加强面源污染防治技术研究。

加强科学合理、经济适用的面源污染防治技术研

究，因地制宜筛选、研发、推广各种面源污染防治

技术，同时探索规模化种植业、养殖业污染防治可

行模式，减少面源污染的产生。六是强化生态保

护治理能力。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长

江保护法》，强化区域内水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统

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统一管理，全面推进

涉水生态空间管控与保护，加强涉水事务监管，推

进河湖治理管理与河湖长制工作深度融合，强化

科技和人才支撑，推进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加强数字孪生、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技术在河湖生态保护中的应用研究，大力推进

卫星遥感、无人机、无人船、自动感知、智慧管控等

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研究建立或更新环境大数

据智慧监管平台，持续提升城市智慧治理能力。

　　六、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领域

———关于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是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深度融合、迭代演进的新

生态。华为湖北 ＣＴＯ（首席技术官）石勇认为，武
汉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其破题在于

弄清楚武汉城市治理的特点、问题和需求。解题

关键则是数字化变革，是“技术 ＋组织 ＋流程”的
深度协同变革。一是强化数字化技术应用。要充

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治理和服务效率。二是管

理体制机制改革。管理体系和决策机制的变革是

数字化变革的重要支撑。信息化背景下，各职能

部门间的沟通协同和扁平化管理机制再造尤为重

要。三是推进流程变革。数字化赋能的作用发挥

需要不断优化的流程相匹配，数字技术的提升也

会倒逼组织流程的优化。比如，四川省推出“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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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数字化应用，通过信息技术提升森林草原火灾

风险监控效率，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同时为决策指

挥机制实现扁平化提供了条件。建议借鉴上海在

“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方面的经验举措，成立城

市运行管理中心，加强组织机制保障。以城市精

细化治理为目标，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武

汉城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

务、变事后管理为事前治理、变经验主义为科学决

策，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打造“善感

知、会呼吸、有温度”的智慧之城。

———关于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运

营。新型基础设施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决定

性因素，是智慧城市建设、现代信息技术得以运转

的基础支撑。但武汉是当前全国九大中心城市中

唯一没有建设国家超算中心的城市。中科曙光华

中区技术总监甘婷建议，武汉要着力构建“算力 ＋

数据＋算法”的生态体系，在人才、政策制度、基础

设施、主体单位等各方面共同配合，大力建设城市

算力基础设施。一是加强统筹规划。基础设施建

设要做到统抓、统建、统管，走向集约协同。加强

数据融合共享，确保数据资源鲜活、准确、流动。

二是强化技术手段。城市数字化底座要“全”，包

括人工智能、基础算力设施以及“类脑超算”等大

规模算力设施，是多种信息技术融合的综合性算

力支撑平台，才能满足超大城市治理多种多样的

需求。三是完善政策制度。将政府职能部门数据

资源管理情况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推动数

据资源融会贯通。四是体现本地特色。武汉城市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解决武汉城市治理的特色需

求。例如，武汉是全国互联网信息集散枢纽，国家

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位于武汉，武汉城市治

理需要特别关注和满足这类特色需求。

中科院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副主任何雪松

认为，目前城市治理存在底数不明、基数不清和部

门联动不紧等问题。他建议充分运用信息技术赋

能城市治理，提升城市治理效能。一是摸清底数。

掌握城市道路桥梁、供排水、管线等市政基础设施

底数，以先进计算的方式对变量动态进行监测、分

析、预警，实现精准治理。二是摸清基数。精确掌

握城市人口结构、规模、需求等基数，提升社区网

格化治理效能。三是加强部门联动。通过大数据

分析自动识别政务服务对象的各种需求，主动进

行政策精准匹配。比如，宜昌市依托三峡云计算

中心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围绕市民关注的“衣

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多方面完善治理和

服务体系。

———关于有目标的城市未来。德勤武汉有限

公司总经理杨柳认为，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方面，

武汉应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科技之治”为治理

目标，结合自身优势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

生活和治理方式的全面变革，探索数字孪生治理

超大城市现代化建设。一要充分挖掘数据要素，

营造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新环境。当前，政府各部

门之间、社会各行业之间仍然存在数据资源“不愿

共享”“不能共享”“不敢共享”等严重“信息孤岛”

“数据烟囱”现象。武汉应加快提升数据的开放共

享水平，挖掘数据要素价值，营造数字化发展“新

环境”。如在平安武汉建设方面，持续加强联网整

合政府职能部门、重点行业及社会单位的自建视

频与相关数据信息，强化“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

时可用、全程可控、智慧应用”的视频监控格局，并

继续加大视频资源的整合力度，加强人脸识别、红

外监测等技术升级应用，进一步满足常态化防疫

工作需求，提升城市平安建设的智能化水平。二

是要通过数字与信息技术为支撑助力城市治理现

代化。当前数字技术正与三次产业全面融合，向

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渗透。应加快利用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与信息技术，实现武汉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城市“一网统管”

“一网通办”，将数字触角延伸到市、区、街（乡镇）、

网格、社区等城市治理端口，探索出具有武汉特

色、体现当前时代特征的超大城市治理发展路线。

三是要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法律制度与政策

体系。在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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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市场规则有待建立完善，导致出现头部平

台垄断、“数据杀熟”、盲目扩张、同质竞争、创新乏

力、隐私泄露、税收征管困难等各种问题，中小民

营企业和科技企业生存环境有待优化。武汉市应

不断完善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法规制度，努力

保障数字经济市场的健康、高质量发展。

　　七、党建引领治理

———关于基层治理和社区建设。华中师范大

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袁方成教授认为，基层党

建是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保障，在基层治理中发

挥着“领头羊”“主心骨”“稳定器”作用。基层党

建质量和水平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特别是经历疫情防控武汉保卫战，在职

党员下沉已走向制度化，但仍需进一步总结经验，

着力“推‘沉’出新”，充分发挥在职党员“扎根”力

量。袁方成认为，当前在职党员下沉基层仍面临

四大难题：双重组织“显矛盾”，协调管理难；权责

关系“模糊化”，精准服务难；考核评估“力度小”，

科学监督难；激励机制“有缺口”，持续动员难。建

议：一是“沉”出秩序，制定管理“新规划”。优化报

到管理，深化党员下沉“双报到”机制，创新党员报

到登记形式，可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构建常态组织结构，将临时党支部就地转化为多

个功能型党支部，由社区综合党委统一领导、管

理、调度下沉党员干部开展工作；各单位成立党员

干部下沉社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下沉党员工作

队和应急突击队，社区应急联络时“有呼必应”。

二是“沉”出服务，优化工作“新机制”。细化工作

方案，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收集整合下沉党员干部

情况，制定服务能力清单；社区层面收集居民需

求、愿景，形成需求清单。搭建沟通平台，社区应

为下沉队伍搭建内外沟通与服务平台，内部联通

社区工作班子，外部联系群众。开展重点服务，在

社区原有需求清单基础上，挖掘居民“微心愿”，整

合意见，形成社区特色服务项目清单，社区选择一

批重点开展。三是“沉”出规范，完善督评“新流

程”。梳理制定工作正负清单，为各级社区党委和

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委监督评估提供参照。严格实

施动态监管，建立纪实管理机制，通过实地调研、

季度通报、晾晒做法等方式，做好督促提醒、优秀

表彰、批评惩戒等工作；各级组织部门应定期对各

下沉单位党员干部下沉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并追究

相应的责任。科学评估下沉效能，要建立规范化、

科学化的考核体系。四是“沉”出动力，制定激励

“新办法”。筑牢工作保障，为下沉党员干部提供

必要的工作条件，将党员干部下沉社区补贴纳入

财政预算，针对在基层社区治理工作中做出重大

贡献的下沉党员干部，给予必要的经费补贴，重视

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后下沉党员干部的轮岗轮休与

服务补贴。完善积分管理，社区对每位下沉党员

干部的服务情况可进行积分登记管理，将积分结

果作为党员民主评议、党组织分类定级、党内评优

表彰的客观参照。树立模范典型，每年度针对下

沉工作表现优秀的单位、个人，分阶评定星级，授

予物质精神双嘉奖；注重挖掘下沉社区工作中涌

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

参考文献：

［１］孙建平提升城市风险治理能效的精细化管
理路径［Ｊ］上海城市管理，２０２１，３０（２）：４－８
［２］袁方成，何雪娇，林洁云通往城市现代化之
路：打造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Ｊ］复旦城市
治理评论，２０２１（１）：１３５－１６２

（整理者：田祚雄、夏芸芸、胡玉桃）

（责任编校：陶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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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民营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
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罗　知

　　摘　要：民营经济是调动创新动能和经济活力的关键。“十三五”期间武汉市民营经济发展取得了较
大成效，但与先进地区相比，武汉的民营经济比重仍然偏低。本文从体制因素、经济结构因素和发展机遇

因素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国有企业占比高造成的体制性扭曲、重工业比重高、商贸企业比重高、固定

资产投资高以及未抓住入世机遇和电商机遇，是武汉民营经济占比不高的主要原因。借鉴浙江、江苏和

珠三角的民营经济发展经验，结合武汉民营经济发展特征，指出未来武汉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形成技

术创新互动的新发展模式，深化国企改革，优化竞争中性的市场环境。

关键词：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国企改革；竞争中性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从
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但现阶段我国仍然面临很多新的矛盾和

挑战，特别是此前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大

动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弱，同时，创新能力的不

足、经济活力的不足等因素也成为制约经济发展

的重要因素。要调动创新动能和经济活力就需要

大力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这是因为，在改革开

放四十多年的历程中，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极大

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民

营经济绩效高、创新实力强、研发投入高，尤其是

近年来民营经济几乎主导了新兴产业的发展，表

现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

为了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武汉市积极对标

全国先进城市，先后出台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和

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着力优化企业发展环

境，深化企业服务，改善营商环境，对民营经济的

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不可否认，目前武

汉的民营经济占比偏低，民营经济活力不强，与国

内一线城市、沿海城市存在一定的差距。本文将

总结“十三五”期间武汉市民营经济发展的成效，

对比武汉与国内主要城市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

然后从体制因素、经济结构因素和发展机遇因素

三个方面分析武汉民营经济占比不高的原因，最

后提出政策建议。

　　一、“十三五”期间武汉市民营经济发

展的成效

　　（一）市场主体数量不断增加

“十三五”期间，武汉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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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较快，从２０１６年的３４６５万户增加到２０２０年

的５８７万户，年平均增长率高达１４０９％。尤其

是２０２０年，武汉市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

停工停产接近 １００天，民营企业数量仍然保持了

１３６％的增速。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全市市场主

体数达到１４０３万户，同比增长 ８６％。其中，民

营企业户５８７万户，个体户７９８万户。

　　（二）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十三五”期间，武汉民营经济增加值稳步提

升，从 ２０１６年的 ５０７０６亿元增加到 ２０１９年的

６９６３６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９３％。２０２０年，受

疫情影响，民营经济增加值有所回落，下降到

６２９４３１亿元。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间，武汉民营经济增

加值占ＧＤＰ比重一直保持在４００％以上，最高达

到４４０％。同时，武汉龙头民营企业实力不断提

升，“十三五”期间武汉入围“全国民营企业 ５００

强”的企业从９家上升到１３家，入围门槛从２０１６

年的２２７亿元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４０９亿元。

　　（三）民间投资持续活跃

“十三五”期间，武汉民间投资持续上升，从

２０１６年的３８６６亿元上升到２０１９年的４８８５亿元，

受２０２０年企业较长时间停工停产影响，民间投资

额下滑至３９９７亿元。除 ２０２０年之外，“十三五”

期间，武汉民间投资占 ＧＤＰ比重始终超过５０％，

民营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发挥主导作用。

　　（四）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十三五”期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从２０１６年

的２１７７家增长到６２５９家，２０１９年即实现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倍增。２０２０年，全市共认定高新技术

企业１８４２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６２５９家。全市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４０３２１０亿元，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达２５８２％。２０２０年，全市

发明专利申请量３４６３５件，发明专利授权量１４６６７

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５１８７件。２０２０

年，全市有重点“小巨人”企业１４家，国家级“小巨

人”企业４９家，省级“小巨人”企业７３家。

　　（五）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十三五”期间，武汉已经形成了以武汉市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为核心，１４个开发区服务分

站以及辐射各产业园区、特色产业集群等窗口的

“１＋１４＋Ｎ”的服务体系，带动 ３５６个服务机构、

１００个创业之家、７６个市级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

基地，成为服务小微企业成长的重要力量，大力提

升了服务企业的能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此外，全市建成各级科技创新平台１８１９家，其中国

家级１３４家、省级９８１家、市级７０４家。截至２０２０

年底，全市共有科技企业孵化器１６３家（其中国家

级４１家），各类众创空间 ２７２家（其中国家级 ６７

家）。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的发展加快了中小微企

业创新创业的培育，激发了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

的活力，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注入了源源不断

的新动能。

　　二、国内主要城市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及

模式比较分析

为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武汉市民营经济发

展的现状，选取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个超一线

城市以及杭州、南京两个新一线城市与武汉进行

对比，并总结部分先进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

由于各地数据公布情况不同，部分城市的数据有

所缺失。

　　（一）国内主要城市民营经济发展情况
比较

１民营市场主体数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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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超一线城市与新一线城市（见图１）可以

发现，四个超一线城市不仅私营企业的数量多，而

且私营企业占民营经济市场主体的比重明显高于

杭州、南京和武汉。其中，深圳市的民营市场主体

最多，约为３２０１万户；上海的私营企业数量以及

私营企业占民营经济主体比重最高，分别约为

２０２２万户与８０３％。而新一线城市的民营市场

主体则多为个体工商户，武汉的个体工商户占比

最高且私营企业最少，分别约为 ５８８％与 ５１７

万户。

图１　各市２０１９年实有民营市场主体数量

　　２民营经济增加值

从图２可以看出，北京的民营经济增加值最

高，约为１４０００亿元，其次为上海。但是这两个超

一线城市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并不高。

主要的原因在于，北京的央企总部聚集，贡献了绝

大部分增加值，而上海的外资企业增加值占比超

过４成。在三个新一线城市中，杭州的民营经济增

加值与占比最高，分别约为９３７８亿元和６１０％；

武汉的民营经济增加值低于南京，且其占 ＧＤＰ比

重也不及南京，约为４２９％。

图２　各市２０１９年民营经济增加值与占比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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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民营经济税收

从图３可以看出，北京的民营经济税收规模最

大，约为６１６５１亿元，但占比仅为 ３７１％。武汉

的民营经济税收为１７８６６亿元，高于南京，但是远

不及北京和上海。值得一提的是，武汉的民营经

济占税收总规模的比重最大，约为６５３％，充分说

明民营经济对武汉经济的贡献较大。

图３　各市２０１９年民营经济税收与占比

　　４民营企业竞争力

从图４可以看出，杭州入围全国民营企业５００

强的企业数量最多，为３６户；而北京的新增上市民

营企业的数量最多，约为３９户。武汉在全国５００

强民营企业的入围数量上与北京、上海、广州差异

不大，还略优于南京，但是在新增上市民营企业数

量上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的差异较大。

图４　各市２０１９年民营企业竞争力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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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浙江、江苏和珠三角地区民营经

济发展模式比较及对武汉的启示

１浙江模式：调整市场结构，由传统制造业转

向信息服务业主导

在加入ＷＴＯ（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浙江的民

营经济以温州和台州作为代表，表现为“小商品”

和“国内大市场”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小商品的经

营，以面向全国的大市场带动了工业化的发展，并

涌现出一批知名的民营企业。但这些民营企业主

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传统制

造业为主，民营企业缺乏人才、资金和技术等正规

要素市场的支持。加入 ＷＴＯ之后，浙江的民营企

业把发展重点放在了市场结构的调整上，通过内

销改出口，逐渐走出了一条“小商品”带动“国际大

市场”的发展道路。

２００３年之后，以杭州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浙江

民营经济开始探索以风险投资为支撑、以新一代

信息技术为手段的市场结构调整思路———“开拓

网上市场”，并从２００８年开始获得了大规模的发

展。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子商务类企业依托互

联网平台整合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形成了电

子商务生态体系。这对浙江民营经济乃至整个中

国的民营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阶段

的浙江民营经济特别是杭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在

本质上已经区别于之前的草根特征，而是依靠吸

引国内外高端人才、大规模利用资本市场、提高企

业治理水平发展起来的。浙江民营经济的中心也

逐渐从温州、台州、金华等地向杭州转移，浙江民

营经济的产业结构也由过去的以传统制造业为主

转向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

信息服务业为主导。同时，依托互联网技术的优

先发展，浙江的传统民营制造业成为全国范围内

较早开始依托互联网实现“生产—销售—消费”协

同升级的企业。

２江苏模式：依托政府引导，不断推动其向高

新技术产业升级

江苏的民营经济发源于苏南地区的乡镇企

业。从地理位置上看，苏南乡镇企业地处长三角

中部地区，交通运输成本低，又因为靠近上海，更

容易接收资金、技术和人才辐射。而且早在计划

经济时期，江苏就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因此江苏民

营经济的发展一开始就是工业化、规模化、重型化

的“大商品”道路。

江苏民营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一直有赖于政府

的大力推动。１９９７年，江苏省委、省政府就将发展

民营经济明确为２１世纪江苏省经济战略重大转型

决策，使得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与政府脱离了关

系，形成了新的法人治理结构。在２０００年以后，江

苏省政府充分认识到民营经济在扩大就业、百姓

增富和创造社会财富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把加速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实现“两个率先”的

重大战略，并开始向浙江民营经济学习如何发挥

市场机制和创业精神。２００８年之后，江苏省政府

大力发挥政府的产业引导和资源整合作用，通过

大力招商、建设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不懈推动民

营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民营经济中的大企业、大

产业的快速发展。

３珠三角模式：发展资本市场，由外向型经济

探索实现自主创新

珠三角的民营经济发展是从外向型经济起步

的。珠三角一直与港澳地区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

社会联系，乡镇企业吸引了大量来自港澳的资本、

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制度，并将“三来一补”作

为农村工业发展的主要形式，形成了以“两头在

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

之后，珠三角的民营经济则走向了“代工升级 ＋自

主创新”的道路。特别是深圳，有感于传统加工贸

易导致经济发展乏力的迹象，深圳市委、市政府早

在１９９５年就提出以科教兴市为主的“二次创业”

目标，并在１９９７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以 １９９７年为起点，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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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中兴通讯、比亚迪、腾讯等企业开始集中涌

现和城镇化，使得深圳民营经济探索出一条自主

开发、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业的发展道路。

４重要启示

可以看到，浙江政府主要“以放为主”发展民

营经济，江苏政府主要以大力推动产业升级为主

发展民营经济，珠三角以聚焦创新为主发展民营

经济。其中，浙江“以放为主”的模式导致浙江民

营经济的发展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市场自发的特

点，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无序性。由于政府产业

政策的缺位，无法为民营经济从事高投入、高科

技、高风险的长远项目整合资源、分散风险，企业

的创新创造能力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当然，近年

来数字经济的兴起为浙江的民营经济注入了全新

的活力。而江苏省政府大规模参与产业培育和产

业更替，这让江苏的千亿级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等指标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领先浙江。珠三角特别是深圳市政府在

放权给企业的同时，通过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前海自由贸易区、大力发展民营创投等方式，

为企业谋求更加宽松优厚的政策优势，构建更加

发达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此实现高科技民营企

业的集聚和创新知识的外溢。

　　三、武汉民营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体制

性因素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武汉重点投资建设了

一批重工业企业，武钢、武重、武锅、武船等全国知

名的“武字头”企业，让武汉成为了中国举足轻重

的工业基地。武汉不仅工业产值高，而且央企和

国有企业为武汉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２０１９年，武汉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２８９０家，其

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２５６家。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的总资产 １００８４３２亿元，固定资产净值

２６４８３４亿元，营业收入１０４８６８５亿元，利润总额

４４５２７亿元，占规上工业企业比重分别为８４５％、

６７１％、７５６４％和５１３５％。作为经济压舱石，央

企和国有企业使得武汉在面对冲击时仍然可以有

较大的韧性，例如２０２０年武汉遭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的严重冲击，但全年仍然保持了经济和社会的

稳定发展，国有企业功不可没。但是，也需要看到

国有企业比重较高对武汉民营经济产生了挤出作

用。这种挤出作用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地方

经济的国企发展路径依赖造成民营企业边缘化，

二是国有企业比重高强化了政府干预市场的行政

力量，三是国有企业比重高导致行政模式不适应

民营经济发展。这三者可以说是国有企业占比高

导致的体制扭曲，这些体制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

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一）地方经济的国企发展路径依赖造
成民营企业边缘化

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地区，政府越有可能形

成对国企的路径依赖。政府只要能够稳住国有企

业，就可以保障地方经济增长的基本盘。因此，政

策和优惠会偏向国有企业，使得民营经济特别是

中小民营企业事实上处于市场的边缘。同时，在

官员考核的规则下，官员为了尽可能在短期内做

出成绩，最直接和快速的办法就是引进大项目，或

是扶持央企、国企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上项目，而

不是精耕细作去扶持规模较小的民营经济、中小

企业。后者不仅见效慢，而且带来的 ＧＤＰ和税收

可能远比不上引进一个大型央企项目。在这种激

励制度下，地方政府会进一步强化依赖国有企业

的发展路径。

　　（二）国有企业比重高强化了政府直接
干预市场的行政力量

依赖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还会强化政府直接

干预市场的行政力量，从而对民营经济造成挤出。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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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运行方式上存在很大差

异，其中最重要的差异即体现在经营目标上。民

营企业的目标是单一的，即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国

有企业则可能同时具有多重目标，在一定程度上，

国有企业是政府实现经济目标或政策目标的重要

工具。这些政策目标可能包括稳定就业、稳定固

定资产投资、实施产业政策、稳定物价等经济目标

或政治目标。此外，国有企业还承担着提供国计

民生的保障的任务，例如提供水电气、公共交通等

公共品。

由于国企高管的任命、绩效考核、升迁等都与

政府相关，且国有企业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逆周

期调节稳定器（经济下滑时，政府指导国有企业追

加投资和就业），这就导致政府有能力通过指令性

或指导性意见，促使国有企业发挥工具性功能，协

助地方经济发展。在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地区，

国有企业的工具性功能就越大，地方政府通过行

政干预市场的能力就越强，集中体现在重监管、资

源集中、自由裁量权大、审批事项多、审批难等。

这些都会增加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办事难度，

不利于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

　　（三）服务于国有企业的行政模式不适
应民营企业的发展

涉企事项往往会牵涉到多个行政部门，在国

有企业比重比较高的地区，这种多头、多部门管理

涉企事项的行政模式并不会制约国有企业的发

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国企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

着较强的社会网络关系，能协助国有企业解决难

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往往建立了一整套几乎与

政府无异的行政体系，国企在办理不同事项时即

使需要与多个政府部门打交道，也可以找到相应

的专职人员去对接和处理。因此，在国有企业比

重高的地区，由于国企和行政模式之间是匹配的，

政府部门没有动力改进企业服务模式。

但这样的涉企事项碎片化管理模式会导致中

小民营企业办事非常困难。民营企业数量众多、

规模较小，政府不会主动、也没有精力与他们建立

稳定的强关系。即使企业能与某个部门或者办事

机构比较熟悉，也难以在整个政府行政链条上都

建立起较强的社会关系网络。

此外，民营企业为了压缩成本普遍将管理部门

合并，一个员工可能要完成诸多不同的任务。很多

中小民营企业甚至连现代化企业制度都没有建立，

尚缺乏经营管理和战略管理专业人员，更无力安排

专门的人员对接不同政府部门。因此，很多中小民

营企业在碰到问题时，要么是苦于没有门路，只能听

天由命，要么就是到处找熟人、找关系，疏通完一个

部门还要去疏通另一个部门，疲惫不堪。

　　四、武汉民营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结构

性因素分析

武汉的经济结构也是导致民营经济占比低的

重要原因，主要的结构性因素包括重工业比重高、

商贸企业比重高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占比高。

　　（一）重工业比重高

武汉市的重工业比重一直偏高。２０１０年以

来，武汉重工业占比最低为 ７３８１％，最高为

７８８３％，２０１９年为 ７５０％，远高于广东（最低

６１７％，最高６８３９％）和浙江（最低５９３％，最高

６４７％）等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民营企业

往往难以承担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较长的回报

周期，很少投资和参与重工业，而且重工业的发展

对于民营经济是一把双刃剑。

从有利的方面来看，重工业企业以资本密集

型为主，投资动辄十几亿甚至上百亿，央企和国企

往往是重工业发展的主导者，所以，对于地方政府

而言，发展重工业不仅可以有效拉动地方的 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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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利于地方引进大型央企和国企项目。发展

重工业十分契合武汉市自解放以来形成的工业基

础和央企、国企集聚的优势，因此，多年以来武汉

市一直偏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而且在一些

重点的重工业行业，如汽车行业、钢铁行业，已经

形成了以龙头国有企业和央企为雁首，与之相关

联的上下游民营企业为雁身的雁阵发展模式。这

种发展模式在我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随着重工

业行业的发展，确实带动了一批民营企业的成长。

从不利的方面来看，重工业比重过高意味着

固定投入过大，企业转型升级难。特别是２００８年

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不断转型，很

多重工业行业陆续出现产能过剩现象，部分重工

业企业被市场淘汰，还有很多企业生存艰难。围

绕着这些大型重工业企业的本地民营企业也随之

出现发展困难。即使不考虑产能过剩造成的影

响，由于重工业行业中的央企、国企与产业链上下

游的民营企业议价能力过于悬殊，民营企业被迫

向央企和国企让渡一部分利润，这也导致武汉市

重工业行业中的民营企业虽然数量多，但是毛利

润率低、规模不大、实力不强。此外，重工业比重

太高也会挤出轻工业发展，而轻工业是民营经济

的发展重地。

　　（二）商贸企业比重高

武汉一直占据着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的地理

优势，自古以来就有商贸繁荣的基因。武汉市的

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非常高，截至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这两个行业的企业户数占企业总户

数的４５７６％。但是，商贸的繁荣并未带动武汉轻

工业的发展，即武汉虽然是商品的集散地但并不

是商品的生产地，汉正街也并未像义乌小商品市

场一样形成大规模的前厂后店发展模式。可能的

原因是：一方面商贸行业就可以让本地民营企业

获得丰厚的回报，所以鲜有民营企业愿意从事投

资高、周期长、风险大的商品制造业；另一方面是

由于武汉市自解放以来的重工业发展道路，与其

他轻工业发达地区相比在生产上并不具备技术优

势和成本优势，因此，本地民营企业多从事商贸活

动而非生产活动。交通的发达带来了大批商贸企

业的诞生，但是商贸行业进入门槛低、没有核心竞

争力，这就导致商贸企业利润较低、规模小、产业

链短。因此，虽然武汉商贸企业众多，但是截至

２０１９年底规模以上批发业法人企业仅１３６９家、限

额以上零售业法人企业仅９１６家，与高达１７３６万

家（２０２０年１２月统计数据）的批发零售企业总数

相比，规上企业的比重十分低下。

　　（三）固定资产投资占ＧＤＰ比重高

１９９８—２０１９年，武汉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

ＧＤＰ比重基本呈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从１９９８年

的４１９６％上升到 ２０１５年的 ７３２４％，虽然 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７年出现了下滑，但是 ２０１９年仍高达

５８９％，而２０２０年北京和上海的固定资本投资占

ＧＤＰ比重仅２２％和２３％。在经济发展到较高阶

段之后，持续的高投资会导致资本投资效率低下，

不利于创新的发展，这是因为企业如果能够依靠

高投资获得利润，就没有动力追求创新和变革。

更重要的是，高投资会导致经济结构越来越偏向

重工业化，特别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尤其偏好重工

业和基础设施。上文我们已经分析过，过高的重

工业比重对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因此，武

汉市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不断强化了重工业的

发展路径，不利于民营经济壮大。在武汉市固定

资产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不断上升的同时，民间投

资占比自２０１２年却开始逐年下滑，从 ２０１３年的

５８３％一直下滑到 ２０１９年的 ５１１％。这说明武

汉市的经济增长不仅一直依靠投资驱动，并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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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固定资产投资中还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政府的过度投资会挤出民间投资，主要原因

有三个：第一，政府投资增加会提升对资金的需

求，在信贷供给有限的情况下，资金需求的上升要

么会提高贷款的利率，从而增加私人投资的成本，

要么会挤占金融机构对私人信贷的供给，这两个

机制都会挤出民间投资。第二，政府的过度投资

还会带动需求上升，在短期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会

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增加企业的投资成本，进一

步挤压民间投资。第三，由于政府很有可能通过

发债的形式筹集资金进行投资，而债务的偿还最

终需要通过增加税收的途径来弥补，这会降低居

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企业税负，从而挤出民间投

资。因此，高固定资本投资、高政府投资比重的粗

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仅会造成产能过剩，强化重

工业发展路径，而且会通过利率、信贷、物价水平、

税负等多个途径挤出民间投资，不利于民营经济

发展。

　　五、武汉民营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发展

机遇因素分析

是否能把握住发展的机遇，也是民营经济能

够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对

于民营企业而言，较大的发展机遇有三次。

　　（一）９０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机遇

民营经济的第一次重大发展机遇出现在１９９２

年至２００１年间：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明确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终止了理论上纠缠不

休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彻底扭转了

民营经济徘徊不前的局面。再加上我国快速的工业

化、城镇化进程以及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战略重

组改革，为民营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年，全国民营企业从１４万户增加到

２４４万户，年均增长３３％，注册资金由２２１亿元增加

到２４７５６亿元，年均增长６０％，投资者从３０万人增

长到６２２８万人，年均增长４９％，从业人员从２３２万

人增长到３４０９万人，增长近１４倍，税收贡献从４亿

元增加到９７６亿元，年均增长７０％。在这一时期，武

汉市的民营企业也抓住了宝贵机遇，实现了快速发

展。１９９２年，武汉市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

比７３１％，到了１９９９年下降到２９６％，集体经济的

比重从２１３％下降到１８５％，个体经济从３４％上

升到１８８％，其他类型的经济占比从２２％上涨到

３３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国有企业的比重

也从１９９３年的４９１％下降到３２２％。

　　（二）２０００年初的入世机遇

第二次发展机遇是 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

由于我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发达国家产业链的

转移，民营企业迅速融入到全球化的大潮中，在轻

纺、食品、电子、普通机械等行业的出口方面占据

了绝对优势。然而在此期间，由于武汉市以重工

业发展为主，资源和政策主要投向重工业行业，轻

工业发展不具备产业优势和地理优势，导致轻工

业企业未能较大规模地承接全球价值链转移，武

汉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未能很好把握这次重大机

遇搭上全球化的快车。

图 ５是全国、武汉市、杭州市和广州市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的贸易依存度指标（进出口总额占ＧＤＰ

的比重）。可以看到，入世以后，武汉的外贸依存度确

实有所提高，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４６％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峰

值２４２％，但随后开始逐年下滑，２０１９年的外贸依存

度仅有１５０％。然而在此期间，全国的外贸依存度最

高为２００６年的６４０％，最低也为２０１６年的３３０％。

而民营经济较好的广州和杭州的外贸依存度更高，峰

值分别为８５０％和８９１％，即使到２０１９年也维持在

４２０％和３６４％的水平。可见，虽然入世以后武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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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依存度的变化趋势与全国一致，且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之间有所上升，但是始终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

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浙江、广东差距巨大，甚至也不

如周边的长沙、南昌和郑州。

图５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武汉、广州、杭州和全国贸易依存度

　　由于很多地区或多或少地存在所有制歧视，

在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政策扶

持、信贷资金和补贴，因此，在封闭的国内市场中

不公平竞争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但是，当市

场从封闭走向开放时，意味着民营企业可以自由

进入国际市场，通过公平竞争获得订单。同时，进

出口贸易扩大了产品市场的范围，有助于民营企

业打开销路、做大做强。所以，一个地区的经济越

外向，民营经济的发展机会就越多、面临的竞争越

公平。然而，长期以来武汉市的开放程度在全国

地级市中都处于中下水平。在封闭经济中，凭借

优越的交通位置优势，依靠水陆交通发展商贸一

直是武汉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也确实在很长

一段时期发挥了作用。但是这种优势资源带来的

发展路径不断强化，在面对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

时，企业忽视了外向型经济带来的巨大变革。进

入２１世纪以后，我国的商贸从内陆转移到沿海，内

河与铁路的重要性大幅下降，海运和空运成了贸

易的主要模式。由于发展战略没有及时调整和转

型，企业既缺少融入全球经济贸易的意愿，也缺少

开拓国际市场的渠道和经验，武汉的民营企业并

未借助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发展壮大起来。

　　（三）近１０年来的电商机遇

民营经济的第三次发展机遇是电商红利。

２０１９年中国网购市场交易规模达到９９万亿元，

占社零总额的２４１％。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提升，电商行业还直

接催生了数字支付业务和以网络零售为基础的各

类生活服务业（外卖、出行、家政等），带动了网店

购物、物流配送、网络营销等一系列相关行业的发

展，而这些行业中绝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

２０２０年，天眼查发布《“双１１”电商行业数据

报告（２０２０）》，报告显示我国有超过３７８万家电商

相关企业，其中广东的电商企业数量最多，达到７４

万家，占全国的１９７％，湖北未进入前十。从城市

来看，中国电商最多的十大城市分别是深圳、上

海、金华、广州、西安、杭州、南京、烟台、长沙和惠

州，其中深圳最高为４９７万家，惠州为３６万家。

虽然武汉有１７３５万家批发零售企业，但电商数量

不及惠州，这一方面说明本地商贸企业转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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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多还是在从事传统的商贸经营，另一方面也

说明本地的民营企业并未抓住电商经济带来的红

利，这或许也与本地的轻工业产品生产不具备优

势以及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相关。

　　六、武汉壮大民营经济的政策建议

　　（一）形成技术创新互动的新发展模式

武汉是一座国企占比高、重工业占比高、内贸

占比高的国家中心城市，民营经济既没有浙江的

草根特性，也没有珠三角的开放特性。武汉民营

经济发展模式也接近于自发的模式，但是这一模

式在偏保守的地方文化和缺乏政府大力推动的双

重因素下，民营经济不仅规模不大、缺少知名品

牌、产品竞争力度不足，而且在活力和创造力上与

沿海发达地区也存在较大差异。江苏民营经济发

展的基础与武汉比较接近，因此，江苏模式对于武

汉更具有借鉴意义。尤其是江苏政府对于民营经

济的重视以及在政策上的扶持，是武汉下一步发

展民营经济需要汲取的宝贵经验。但同时也需要

看到，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江苏承接了来自长三角

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武汉要想实现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必须补足这三个方面的短板，走一条充分

发挥自身潜在优势的道路。

以强化人才区位优势为基本点，创建有利于

优势发挥的政策环境。作为全国人才科教基地和

全国交通枢纽中心，武汉的人才优势和区位优势

十分明显。政府要注重建设良好的政策环境，才

能使这些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要进一步发挥武

汉超大城市优势，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合作共赢，通

过超大市场规模，充分发挥产业、企业和人才的溢

出作用，形成城市之间、产业之间、企业之间、人才

之间的正向反馈。以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为突破

口，以政府产业政策为先导，形成技术创新互动的

新发展模式。谋划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驱动战

略，大力发挥政府的产业引导和资源整合作用，通

过打造重点产业创新集群、重构创新体系、强化创

新政策支持、优化金融支持体系、创新技术人才培

育体系，不懈推动民营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的数字

化与智能化转型，形成与现代信息科技紧密相连

的发展模式。

　　（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效率、创新、技术

进步、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逐渐取代资本积累，成为

经济高质量增长中最关键的因素。特别是对于武

汉而言，国有企业的比重较高已经产生了一些体

制性的扭曲，对民营经济造成了挤出效应。这就

要求武汉的国有企业加快改革步伐，做优做强影

响力，更加注重发展效率和资本收益率，而不是规

模。一方面，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武汉国有经济的布

局。国有资产应该尽量减少在竞争性领域的比重，

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集中，向

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

民生的重要行业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中。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发展坚持分类发展的原

则，探讨国有资产的多种实现形式。在竞争行业的

国企需要尽可能地市场化，可行的方案即混合所有

制改革，通过引入非国有企业股东作为企业大股东，

彻底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建立商业化

的治理机制、更加市场化的企业领导人管理制度。

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则要积

极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对于具有一定自然垄断性

质的企业，也要积极推进改革，把自然垄断属性的业

务和竞争性业务分开，并逐步放开竞争性业务，引入

民间资本，鼓励民营企业通过特许经营、公开招标、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积极参与，形成市场竞争。

　　（三）优化竞争中性的营商环境

按照市场竞争中性的标准优化营商环境，激

发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的活力。所谓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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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性是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联邦竞争中立

政策声明》中最早提出的。其含义是，在政府重大

商业活动中，政府不能凭借公共部门所有者的身份，

利用立法或财政权力，获得优于其他私人部门竞争

者的完全竞争优势，在非盈利、非商业活动中则不适

用此原则。２０１２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

发布《竞争中性：保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公平竞

争》首次确认了竞争中性的８个标准：企业经营形式

有区分，成本确认公开透明化，商业回报率合理化，

厘清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和补

贴中性，政府采购中性等。目前，竞争中性已经成为

发达国家通行的技术性规范。

一些国有企业承担着调节市场、维护社会稳定、

提供公共产品的功能，背负着比较沉重的产业政策

负担和社会负担，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土地、政府补

贴和市场保护。而且，由于中国的利率并未实现完

全的市场化，银行无法根据企业的真实风险来确定

贷款定价。在较低的银行贷款利率下，银行更愿意

把资金借给风险较小、与政府相关联的国有企业，因

此出现了信贷的所有制歧视现象。国有企业在要素

市场上具备这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对民营企业

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此外，垄断性行业的进入壁

垒依然很高，且国有企业大多占据了产业链的上游，

具有极强的议价能力和谈判能力，压低了中下游民

营企业的利润和发展空间。这些都对竞争中性原则

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政府给予过

多的干预或扶持。为了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政

府最需要做的就是维护市场中性的竞争环境，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让民营企

业可以平等地进入市场，平等地使用土地、资本、

劳动等生产要素，平等地竞争，平等地接受市场淘

汰机制，平等地获得补贴，平等地获得法律保护，

平等地被执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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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国家超算武汉中心
打造国家中部算力枢纽节点

欧阳海龙　科　光

　　摘　要：武汉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新

型智慧城市，都需要以超算为核心的算力的关键支撑。经分析，湖北武汉建设国家超算武汉中心、打造国

家中部算力枢纽节点，虽需克服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和算力资源供需失衡等问题，却也有显著的区位、科

教人才和资源能源优势，能产生社会、经济、生态等多重效益。进而从规划建设国家超算武汉中心、推动

算力集群和数据中心集群、发展壮大算力全产业链、促进算力与行业融合发展、借助算力加速科教创新等

方面，提出了打造国家中部算力枢纽节点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超算中心；算力枢纽节点

　　数字经济时代的三个核心生产要素是“数据、

算法、算力”。算力作为新型生产力，本身是数字

经济的新型业态和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数字经

济发展的晴雨表。同时，算力又是数字化改革的

基石和数字经济的物理承载，深刻改变人类生产

方式、生活模式、科研范式，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

键内驱力与必然保障，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

步创新的重要基础支撑。

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和算力布局，

并从国家战略层面部署推动。国家发改委于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发布《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

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布局大数据中

心国家枢纽节点。２０２１年５月印发《全国一体化

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明

确启动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

２０２２年２月正式启动的“东数西算”工程，布局了

８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 １０个国家数据中心集

群，着力打造全国算力网络，将为全国数字经济的

发展创造新优势、注入新动能，也给算力产业和数

字经济发展按下了“快进键”。

把握算力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

期，湖北、武汉需要正视算力资源相对散、慢、弱的

现状，检视算力资源供需不平衡的问题短板，重视

以超算中心为重点的算力基础设施布局，尽快启

动国家超算武汉中心建设工作，打造国家中部算

力枢纽节点，推动数字经济更快更好更强发展，持

续提升城市、区域整体竞争力。

　　一、建设国家超算武汉中心意义重大

在算力网络中，超级计算机是功能最强、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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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最快、存储容量最大的一类计算机，广泛用于

高新科技领域和尖端技术研究，是国家科技发展

水平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数字

经济发展的算力基础。世界各发达国家均围绕超

级计算机建立超算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并展开

激烈竞争。在我国，“新基建”包含信息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与创新基础设施三大重点领域。国

家超算中心就属于国家科技创新规划重点和战略

性信息基础设施，是推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国

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国家安全、服务大科

学工程必不可少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建设

国家超算武汉中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家超算武汉中心是创建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

支撑

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早已形成以重点科研

实验室和大型超算中心为节点的科技创新服务网

络。北京、上海、深圳、合肥等地建设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大型超算中心都是必备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对武汉而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

科技强省的重点，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也被列

入武汉“十四五”规划。“两个中心”的创建，需要

依托在汉的大科学装置、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国家

实验室、东湖实验室、优势科研领域及各类研发机

构，而这些都依赖超算的基础关键支撑。超算中

心配合科技政策与大数据资源，能显著提高科研

尺度精度和产品技术开发效率，降低物理试验成

本，强力支撑和促进全省大科学、大工程、大系统，

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二）国家超算武汉中心是加快推进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各国算力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正相关，

算力的提升显著拉动数字经济和ＧＤＰ增长。算力
规模前２０的国家中有１７个是全球排名前２０的经

济体，且前四名排名一致。根据 ２０２１年《中国算
力发展指数白皮书》，算力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

动数字经济和ＧＤＰ分别增长０４个百分点和０２
个百分点。算力平均每投入１元，将带动３～４元

ＧＤＰ经济增长。以超算为核心的算力已成为支撑

数字经济持续纵深发展的重要新动能、新引擎。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和“新基建”的

推动，未来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多元、产

业需求更加复杂多样，超大规模的数据量对算力

的需求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强度。推动武汉

“９６５”产业集群发展，发挥“光谷、车谷、网谷、星

谷”四大工业板块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打造新兴

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为省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

能，加速人机物三元融合和万物智能互联等，都需

要超算的支持。

　　（三）国家超算武汉中心是加快建设新
型智慧城市的根本保障

武汉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核心任务之一是推

进城市数据资源汇聚、融合、共享，构建感知、联

结、计算、运用“四位一体”的城市大脑。要真正发

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作用价值，推进城市

海量基础数据资源深度整合与开发利用，需要超

算中心的超强算力和存储支持。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政府运行“一网协同”、民生服务“一码互

联”、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社会治理“一网共治”、

企业服务“一站直通”等任务的落实和目标的实

现，也都需要建立在超算的支撑与保障基础上，并

最终实现高效透明的在线政府、无处不在的惠民

服务、精准精细的城市治理、快速灵敏的应急处

置、集约细致的企业服务等。

　　二、建设国家超算武汉中心十分紧迫

　　（一）建设国家超算中心与算力枢纽节
点竞争异常激烈

近年来，随着我国从超算大国迈向超算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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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基建”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省市开始重

视超算中心的建设和争取纳入国家超算序列，抢

夺战略科技基础设施与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

“十一五”计划开始至今，国家先后批复９家国家

超算中心。加上数家在建待批的国家超算中心，

国家超算中心已基本涵盖武汉周边省市。从国家

中心城市角度看，目前全国９座国家中心城市中仅

有武汉尚无国家级超算中心或一体化大数据中

心。建设国家超算武汉中心的竞争态势不容乐

观，武汉面临成为“超算洼地”的严峻形势，势必对

城市吸引力和地区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

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中的算力枢纽节点，尚

未在中部地区布局。２０２２年１月，湖南省召开工

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已经提出将“升级改造国家

超算长沙中心，把湖南建成全国先进的绿色算力

枢纽、全国领先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高地”。２０２２

年“两会”期间，来自河南、福建、湖北等多地的人

大代表纷纷建议，在上述地区增设新的国家算力

枢纽节点。湖北打造国家中部算力枢纽节点，势

必面临与中部其他省份展开激烈竞争的局面，加

快建设国家超算武汉中心成为重中之重的工作。

　　（二）湖北、武汉算力资源相对薄弱

目前，全省超算资源投资布局非常零散，未形

成统一的国、省、市级公共超算平台，而主要依赖

２０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自发行为。这种

分散性投资的超算平台规模小、算力低、更新慢、

运营能力弱、发展后劲不足，大多仅满足本单位的

教学、科研和一般性需求，而无法实现百万核甚至

千万核的超大规模模拟，无法支撑新一代基于大

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智能超算应用，不利于高性能

计算领域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支撑算力

依赖的新兴产业发展。以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为例，２０２２年 ２月该中心将项目由 １００Ｐ扩容至

２００Ｐ，算力仍接近饱和，日均人工智能算力占用率

在９５％以上。

算力资源严重不足、运维管理水平有限、并行

计算和跨领域数据分析人才短缺，成为需求用户

的主要困扰。大型超算平台及其运行经验的缺

失，也成为湖北、武汉科技创新的重要瓶颈和发展

短板。现有算力资源不仅无法为本地高精尖科研

团队提供支撑，制约武汉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还会增加各种创新资源流失风险。

　　（三）湖北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对算力
需求日渐强烈

湖北省有１个国家研究中心、３个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１个产业创新中心，另有省部级以上

制造业创新中心１１个、重点实验室２２６家、工程中

心４９６家、企业技术中心２９６家、产业（工业）技术

研究院８家，高校院所云集，大型制造企业众多。

据调研和不完全统计，有明确意向的超算用户未

来３年已有超过２００Ｐ的算力需求，主要分布在高

校、科研院所、网络安全、生物类企业、制造业企

业、气象环保部门、智慧城市（包括城市综合管理、

政务与公共服务、智能交通、应急处置等）各行业

领域。同时，近年来湖北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

“光芯屏端网”为重点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已形成万

亿级支柱产业。湖北转型发展对科技创新领域的

持续大力投入，也导致对高性能计算等算力的刚

性需求越来越旺盛。

　　三、湖北、武汉建设国家超算武汉中心

和中部算力枢纽节点的机遇和优势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

纽实施方案》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后续根据发展

需要，适时增加国家枢纽节点”。可见根据各地算力

需求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国家算力枢纽节点

还有增加的可能。分析已布局的国家算力枢纽节

点，分别考虑了“用户规模较大、应用需求强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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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丰富、气候适宜”两个主要因素。湖

北、武汉建设国家超算武汉中心，打造国家中部算力

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具有以下明显优势。

　　（一）区位优势

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尚未在中部地区布局算

力枢纽节点。湖北作为全国中部地区和整个长江

经济带的中心地区，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地理中

心与网络中心，并不在邻近的国家枢纽节点覆盖

范围之内，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湖北到各热点

经济区域的距离适中，也决定了网络传送的时延

较低，湖北到其他８大算力枢纽的时延均在１０ｍｓ
以内。同时，伴随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非热点缓存

等各种温数据也在爆发性增长。在湖北部署算力

枢纽节点，能改善“东部存热数据、西部存冷数据”

的模式，为全国提供高品质、低成本的温数据算力

需求保障，也利于完善我国“东数西算”阶梯式的

算力调度体系。

　　（二）科教人才优势

湖北科教人才资源丰富、优势显著，其中武汉

尤为突出。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在分布式计

算、海量存储、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术等方面具备

较强科研能力。中科院相关机构则在高性能计

算、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计算、类脑智能等先进

计算领域有长远布局和深厚技术积累，在芯片技

术研发、系统架构创新、大型超算平台运营、重大

超算应用开发等方面优势突出。武汉还拥有大量

经验丰富的高性能计算及其应用领域的专家人

才，可将人才优势直接转化为技术优势和创新优

势。这些均可为建设国家超算武汉中心和中部算

力枢纽节点提供有力的科技与人才支撑。

　　（三）资源与能源优势

相对于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土地要素

和用能资源更加充裕，风力和光伏发电的新增并

网发电容量占到全国的约２４％。并且中部地区气

候适宜，ＰＵＥ（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率）较容易就

实现低于 １２５。湖北省内有长江、汉江、清江过

境，水资源和水电资源丰富，西部则具有土地、电

价、绿色能源等优势。湖北已和三峡集团建立合

作关系，可利用清洁能源优势积极承接建设和运

营国家中部算力枢纽节点的任务。处理全国尤其

是东部温数据算力需求，也具备更好的资源能源

供给条件和成本优势。

　　四、建设国家超算武汉中心和中部算力

枢纽节点效益可期

　　（一）将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

一是提高湖北省乃至国家经济竞争力。除面

向本市、本省、中部，更可广泛用于全国各行各业，

为全省和全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二是提

升国家和地方科研实力。超算等高性能计算与计

算密集型应用、数据密集型应用联系愈发紧密，成

为诸多战略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撑，只有千万亿次

级别甚至Ｅ级超算才能催生巨大的科研成就。三

是提升信息化水平，惠及社会和民生。通过面向

企业和社会用户开放部分资源，满足经济社会信

息化需求，使政府投资和超算技术惠及社会民生。

　　（二）将带来间接的经济效益

国家超算中心与算力枢纽节点的经济效益主

要表现为间接性：一是高度集中算力资源，可减少

政府在其他小规模超算上的投入，实现资源效率

最大化。集中建设的初始投资和基建时间可缩减

３５％～４０％。二是可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既可

通过承接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和战略性项目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又可为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提供

超算服务，助力科研水平提升和成果转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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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可优化湖北产业结构。通过带动上下游合作

伙伴落户，形成产业聚集优势及良性发展循环，构

建中部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圈。四是可增加招商引

资话语权和吸引力。通过纳入国家超算体系和算

力网络整体布局，可获得更多政策与资源扶持，提

升在全国的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推动更多

优质企业和资本落地，间接带来更大经济效益。

五是可提升地方人才竞争优势。通过超算中心与

算力枢纽节点集聚高性能计算人才、优化人才结

构，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氛围，为科

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更强劲的人才吸引力。

　　（三）将带来长远的生态效益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高效充分利用

算力资源，能够更高效地节能减排，助力“双碳”目

标的早日实现。首先，超算中心和算力枢纽节点

的建设本身需要采用新型节能技术，进行集约化、

规模化、绿色化建设，推动共享使用，从而提高能

源使用效率、减少自身碳排放。其次，算力设施能

极大加快研发创新进程，利用计算仿真大量替代

物理工程试验，尤其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试验，从

而减少研发过程的碳排放。再次，算力基础设施

可显著优化生产经营流程，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

城市治理、环保、交通等多个场景，从而减少生产

运营过程中的碳排放。

　　五、建设国家超算武汉中心和中部算力

枢纽节点的建议

湖北、武汉应积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在区位、科教、人才、

产业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集中资源力量，迅速启动

建设国家超算武汉中心，并向国家主动申报。同

步推动数据中心集群，加强国家超算武汉中心上

下游建设，有效对接产业要素，布局建设全国中部

算力枢纽节点。

　　（一）高位布局启动建设国家超算武汉
中心

一是要全面强化顶层设计、多级协同，统筹好

规划设计和运营管理等工作，集中资源力量，迅速

启动“统一规划、统一投资、统一建设、统一运营”

的超算基础设施建设，并围绕芯片设计、智能制

造、生物基因、测绘遥感、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等重大课题，向国家主动申报建设国家超算中心。

二是要树立“立足武汉、面向湖北、辐射周边地区”

的战略定位，重点围绕重大科研项目、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智慧城市等，努力打造集计算服务、交叉研

究和产业创新“三位一体”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和区域通用公共计算服务平台。三是要对标国

际高标准高水平推进，坚持“技术先进、自主可控、

绿色节能、智能适用”，确保中心在建成投入运行

时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四是要坚持市

场化运营管理，秉承创新驱动、产业引领理念，实

行生态开放、共建共享，积极拓展增值业务，形成

创新集聚效应。

　　（二）依托国家超算武汉中心推动算力
集群和数据中心集群

一方面推动算力集群。国家超算武汉中心一

期的建设峰值性能规模，应至少要保证建成时计

算能力达到同期世界ＴＯＰ１０水平。同时考虑长远

发展，建议为后续超算中心的升级扩容预留足够

空间。稳步提升武汉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服务能

力，探索建立区块链计算中心。依托国家超算武

汉中心、武汉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中国移动襄阳云

计算中心，形成超算、人工智能、云计算融合发展

的云服务化算力集群。另一方面推动数据中心集

群。据２０２２年最新统计，湖北有近 ６０家数据中

心，其中３６家在武汉，襄阳、宜昌、黄冈各４家，咸

宁、鄂州、十堰各２家，其他城市各１家。应推动武

汉数据中心相关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其他城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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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心项目建设，同步打造服务于武汉城市圈的

数据中心集群、服务于湖北各城市群和整个国家

中部地区的区域性数据中心集群。同时，进一步

打通算力集群、数据中心集群与其他国家算力枢

纽节点之间的网络传输通道，提升跨区域的算力

调度水平。

　　（三）推进算力全产业链发展壮大

通过算力枢纽和数据中心集群建设，推动构

建多元生态、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算力全产业链。

一是捋顺激活算力本身的产业链条。包括体系结

构、芯片设计、系统设计、软件开发环境等从技术

到应用的各个领域。二是加快对接算力产业体系

统一规范的标准。加快省市算力产业发展，使算

力产业不同环节的衔接更加顺畅，让算力到应用

的转变更加快捷。三是完善算力产业上下游布

局，扩大有效投资。包括上游的ＩＴ设备制造、信息

通信、基础软件、绿色能源供给、土建工程，中游的

运营、服务，下游应用到制造业、高校与科研院所、

互联网公司、政府机关、金融机构、软件业等，形成

更多内需增长点。四是优化异构计算产业布局。

发挥龙头企业领军作用，协同异构计算上下游企

业，制定供应图谱和协同发展计划，推动异构计算

产业链本土化、供应链多元化。五是贯彻“引进走

出”的理念。既引进国内外先进计算技术和经验，

又推动省市算力产业积极参与全国分工，让自身

先进的计算产品走出去，不断提升在全国算力产

业体系中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四）依托国家超算武汉中心推动算力
技术创新以及算力与行业融合发展

一是推动算力自身技术创新。坚持需求导

向，完善算力产业配套服务，围绕超算等重点领域

布局一批创新中心。根据 ＩＴ产业高度创新、技术

更新迭代超快的特点，在服务器芯片、算力系统、

融合架构、高速互联、绿色节能等领域加快技术创

新，持续开发和升级场景化的算力方案。二是加

快算力在其他行业的创新性融合、赋能和应用。

通过算力与智能制造融合，加速汽车、新能源、集

成电路、新材料等制造业领域的智能转型。通过

超算与城建结合，借助计算、数据和人工智能三大

平台，赋能城市治理手段、模式和理念创新，提高

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现代化、科学化、精细化水

平，打造更有感知性的“城市大脑”和更有普惠性

的城市治理智慧中枢。通过超算满足超高清视频

产业和云端内容渲染处理制作的算力需求，提升

数字文化产业能级，实现超高清视频在广播电视、

工业、智慧城市等各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此外，通

过超算加快金融、能源、物流、医疗、媒体等传统行

业的智能化升级，用新应用创造新业态，用新技术

推动新变革。

　　（五）依托国家超算武汉中心推动科教
模式创新

以国家超算武汉中心为重点的算力体系，将

为全省全市的教育科研模式创新以及围绕创建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开展科研活动，提供高效的信

息化基础支撑保障。借助超算中心和现有数据中

心，推动省市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建设创新型

大学。在算力保障支持下，通过开发云桌面、云自

服务平台和云盘等子系统，整合各高校及周边区

域的各类资源，创新科研教学和协同办公模式，推

动数据密集型科学范式的落地实践。在此基础

上，促进高校提升教育科研管理水平、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以及加强同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开展协同

创新和资源共享。同时，通过国家超算武汉中心

的建设、运维以及开展相关技术研究，结合物联网

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信息网络前沿技

术，更好地支撑并服务于武汉创建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和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持续开展世界前沿

性重大科学研究、创新管理体制机制，为推动全

４５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２４辑

　　　　　

省、全市的教育科研创新驱动发挥有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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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才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摘　要：武汉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打造创新涌动的新时代英雄城市，加快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

平台，努力打造近悦远来的人才高地。新时代武汉人才工作面临勇担国家战略的新使命，面临高质量发

展新要求，面临国际竞争新机遇，面临城市竞争新态势，要加快建设高能级人才发展平台，完善人才发展

全流程和全要素支撑体系，推动人才发展国际化，着力打造世界人才汇聚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武汉加快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创新动力。

关键词：人才；高能级平台；人才生态；国际化；发展战略

　　业以才立，国以才兴。武汉大力推进招才引

智，统筹构建人才工作框架，人才集聚效应日益显

现。武汉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打造创新涌动

的新时代英雄城市，加快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

平台，努力打造近悦远来的人才高地。贯彻落实

党代会精神，要打造高能级发展平台，着力引聚全

球领军人才，建设全要素支撑体系，真正把人才

“第一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创新“第一动力”，

为武汉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

城市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创新动力。

　　一、武汉人才发展基本现状

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武汉抢抓

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建设、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

发展机遇，大力推进招才引智“一把手”工程，统筹

构建武汉人才工作框架，形成城市与人才相互成

就、相得益彰的新格局。

　　（一）人才集聚效应日益显现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武汉市共有人才资源２８５６８
万人，比２０１５年增长２３８６％，其中具有硕士研究
生以上学历学位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高层

次人才２２４万人。入选国家、省、市级人才工程人
才５４２１人，柔性引进诺奖得主９名，武汉拥有两院
院士８１人（居全国第４），国家重点联系专家６１８
人。武汉提出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工程以

来，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２０年新增留汉大学生１３９万人，
连续４年成为人才净流入城市。

　　（二）人才政策持续创新完善

武汉成立招才局，将招才引智列为市“一把手

工程”，统一实施、调度全市所有人才政策和人才

６５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２４辑

　　　　　

资金。坚持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把有为

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起来，推动人才资源高效对

接、优化配置。建立人才举荐制度，认定支持１０名
战略科技人才、１９１名产业领军人才和３７３名优秀
青年人才。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目前已有１１人从
“零职称”获得“正高级”。改革创新激励机制，推

出科技成果转化“黄金十条”、创新产品认定管理

办法，将人才新产品、新服务优先纳入政府采购目

录，支持创新产品规模化应用。

　　（三）人才平台建设提档升级

“十三五”期间，武汉大力推进人才平台建设，

建设中国（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成立武汉产

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组建武汉人才集团，建设中国

武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办武汉大学生“英雄

杯”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吸引人才来汉创新创

业，引导人才向重点产业基地集聚。加强创新创

业平台建设，推进以东湖科学城为极核的光谷科

技创新大走廊建设，现有国家实验室和重点实验

室２９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３７个，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９个、国家级创新平台１３９个；建成
“创谷”１３家、高校创业孵化基地１０个、国家级众
创空间６２家、国家级孵化器４１家，入围全国首批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

　　（四）人才活动影响力度深远

武汉市以“四大资智聚汉工程”为抓手，充分

调动政府、企业、中介机构等各方面积极性。实施

“英才聚汉”工程，建立高端人才“一事一议”机制，

支持重点企业引进５４名特聘专家，启动院士专家
引领十大高端产业发展行动，策划开展８５个产业
创新项目。实施“学子留汉”工程，留住大学生和

青年人才就业创业、放飞梦想，武汉成为新一线城

市吸引大学生人才的领跑者。实施“楚才回汉”工

程，聘请１２０多位知名校友担任“招才顾问”“招商
大使”，促成１０００多个重大智力和产业项目签约

或落户。实施“成果转化”工程，在全国率先成立

市科技成果转化局，累计举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

活动４００余场次，签约金额近千亿元。

　　（五）人才服务环境不断优化

坚持“不拼资金拼环境”，真诚关心人才、爱护

人才、成就人才，营造拴心留人良好环境。完善党

委联系服务专家制度，常态化开展“企业问计”“我

为人才办实事”活动，帮助企业人才解决实际困

难。推广“人才抗疫贷”“人才贷”，在全国率先创

立服务海归人才的“海创板”。实施多层次人才住

房保障政策。打造外籍高层次人才申办永久居留

“直通车”。“十三五”期间，武汉累计帮助４５家人
才企业落实低息贷款５８３亿元，“海创板”挂牌企
业达４０家，建设筹集大学生租赁房３２万套、安居
房３７３９套。全市推荐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永久居
留数量居全国副省级城市前列。

　　二、武汉人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和

竞争态势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

后，乘势而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奋斗

的第一个五年，是我国抓住难得机遇、面对各种挑

战、拓展发展新空间的关键时期，也是武汉站在新

起点，锚定国家中心城市和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

总体定位，打造“五个中心”，建设现代化大武汉的

关键五年。武汉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通过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推动人流、物

流、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等资源要素在武汉加

速汇聚流动，建设一支适应武汉高质量发展需要

的人才队伍。在新时代，武汉人才发展面临新的

形势和竞争态势。

　　（一）国际竞争的新机遇

当前，正处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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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人才全球化

流动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对国

际人才流动的限制和疫情防控常态化影响，武汉应

紧抓海外引才的重要“窗口期”，依靠武汉雄厚的科

教资源和比较优势产业，以更加开放的格局、更加灵

活的方式、更加宽广的胸襟、更加包容的环境，激发

市场主体和社会平台积极性，不断集聚和储备高层

次、多元化、国际化的创新创业人才。

　　（二）国家战略的新使命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

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

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

新高地”，明确要求“一些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

城市也要着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武汉

打造新时代的英雄城市，必须把握新机遇，勇担新

使命，展现新担当，以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立足

武汉的城市禀赋、发展阶段和产业特点，努力成为

服务国家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

要枢纽城市，集聚领军人才，打造创新乐园，为怀

抱激情与梦想的国际各类人才发挥聪明才智创造

良好条件，营造宽松环境，提供广阔平台，形成武

汉人才引领发展的竞争优势。

　　（三）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嘱托湖北武汉“一定要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培养和吸引

人才，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真正把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落到实处”。武汉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

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之路，促进城市能级更加强

大，在全国同类城市实现进位，创新能级更加强

劲，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全面增强，其核心是要抓好

创新创业人才这个第一资源。从发展阶段来看，

要加快推进武汉工业化升级，推动产业规模和质

量效益同步提升，需要大力集聚创新创业人才，瞄

准未来发展方向，加强创新性、复合型、数字化人

才引进培养，真正把“第一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

展的“第一动力”。

　　（四）城市竞争的新态势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各地人才竞争日益激

烈。从武汉人才工作实际来看，虽然全市人才总

量近３００万，但是人才队伍结构不优，产业界创新
创业领军人才相对偏少；国际性聚才活动知名度

不高，影响力不强；人才引进与优势产业结合度不

够，靶向精准度不高，人才平台影响力偏弱；引才

方式尚未真正激发企业和社会的积极性；青年人

才和高校毕业生大量外流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

扭转，创新创业人才不足等等，已经成为武汉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瓶颈和制约。面对这一形势，武汉

要立足发展需要和人才工作实际，以最好的政策

集聚创新创业人才、最优的平台用好创新创业人

才、最佳的服务引才育才用才，加快建设一支规模

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创业人才队伍。

　　三、建设高能级人才发展平台，打造世

界人才汇聚中心和创新高地

科技和人才总是向发展势头好、文明程度高、

创新最活跃的地方集聚，要引得来、用得上、留得

住，人尽其才，必须着力建设人才平台，承载人才

的创新发展。从武汉能够承担的国家使命和比较

优势看，应重点聚焦武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

制造、工程建造、商贸物流等领域，以及全国重要

的基础研究、人文社科等领域，引聚战略科学家、

产业创新领军人才及团队，引育卓越工程师，吸引

大学生留汉就业创业，锻造新工匠。

　　（一）打造未来领军人才育成、汇聚中
心和创新高地

把握信息时代人才育成汇聚规律与趋势，适

应未来高等教育创新发展路径模式，构建“未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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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新科教—新人才—新产业”协同创新发展

格局，形成驱动城市未来发展的人才代际周期全

链条发展体系。全力支持武汉高校院所巩固提升

有关学科领域在全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引聚一

批世界级学科带头人，吸引国际一流学生留学武

汉，发挥高校院所基础研究主力军作用，推进重大

原创性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进军未来技术领

域，创建未来技术学院，着力引进培养能够驱动科

学研究、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领军人才；以学术前

沿为导向，探索设立 “学术特区”，创新项目遴选、

人才和成果评价等方面体制机制。培养未来职业

发展的专业人才，推进以信息网络数字化为主的

新职业教育培训，鼓励市场主体为职业教育提供

新场景、新赛道，建设具有全球和未来竞争力的职

业教育基地，贯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复

合发展通道，培育更多适应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

能人才。

　　（二）打造国际性人才育成、汇聚中心
和创新高地

遵循新发展格局下人才引领高端要素“双循

环”实现路径、模式，构建国际国内人才育成汇聚、

引领高质量发展格局，打造国际性人才价值链重

要枢纽。打造国际开放科技中心，积极依托科技

平台载体，融入全球科学研究网络体系，集聚全球

科学家和科研团队，大力支持在汉建设境外研发

中心、联合实验室、离岸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等平

台，提升国际国内人才等创新要素的双向循环流

动功能水平。打造国际高等教育集聚区，提升武

汉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创新国际化人才培

养模式；优化市域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打造国际性

留学目的地。打造国际人才交流中心，积极争取

国际性人才主题活动在武汉落户，举办年度性国

际人才大会和国际青年学术活动，吸引集聚全球

人才。进一步提升开放办刊水平，提高武汉国际

学术影响力。建立全球人才服务网络，建设武汉

国际人才驿站，集聚发展国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构建全天候全球人才服务平台。加强国际人才发

展趋势研究，构建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人才

研究网络。

　　（三）打造新兴产业创新人才育成、汇
聚中心和创新高地

探索遵循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的长期发展规

律及当前发展趋势，以人才链串联贯通产业链、创

新链、资金链、政策服务链，形成人才引领产业创

新发展的自主自立自强生态系统，构建产业创新

人才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格局。

打造信息时代新型创新园区、创新城区，优化完善

产业集聚空间功能布局，探索“创、产、城”功能复

合发展模式，促进各领域人才多元聚合、跨界融

合，形成对国内外优秀产业创新人才的强大吸引

力、聚合力。打造人才密集型市场主体和社会主

体集群，以产业创新人才集聚为核心目标导向，优

化招商引资、育商营商、产业扶持、企业资助政策

体系，探索建立亩均人才总量、单位人才创新产出

等考核指标体系，形成对研发机构和创新创业团

队的强大吸引力、聚合力。打造“人才 ＋资本”创
新集聚区，建立人才财政投入规模优先增长机制，

设立市级天使母基金，超常规招引天使投资、创业

投资、产业基金等落户，创新人才信贷产品和服

务，探索投贷联动模式。

　　（四）打造城市、高校、校友友好协同发
展样板

充分激发４００万武汉校友的城市情结，推进城
市合伙人计划，完善三螺旋人才协同创新治理格

局，打造“校友—高校—城市”奋斗共同体，让校

友、高校与城市同频共振、协同发展。支持高校院

所借助政府招才引智的产业导向和资智回汉的政

策支持，加强校区、园区、社区融合联动发展，吸引

校友企业总部落地，推动校友经济规模化、专业

化、集聚化发展。完善青年人才支持机制，开放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支持创新实践和国际交流。健

全大学生全方位服务体系，打造大学生最友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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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努力成为全国大学生就业重要目的地。规划

建设一批校友文化主题公园，打造校友回汉活动

基地和校友文化展示基地，支持校友文艺作品创

作，形成武汉特色校友文化，构建全方位校友回汉

服务体系。

　　四、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建设全流程服

务平台和全要素支撑体系

努力建设完善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高效协同

的人才育成汇聚工作体系，初步形成与世界先进

城市无差异的创新创业宜居宜业环境，进一步提

升全社会崇尚创新、尊重人才、服务人才的文化氛

围，让人才近悦远来成为武汉最鲜明的标志。

　　 （一）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引
进机制

畅通国际人才“绿色通道”，放宽永久居留条

件，探索技术移民、职业资格跨境认可、主持科研

项目、科研经费跨境使用试点。加快推动国际社

区配套建设，健全涉外教育体系，加强国际人才医

疗保障，试点开展国际医疗保险直付，形成对国内

外优秀产业创新人才的强大吸引力、聚合力。

　　（二）突出市场导向，推动人才评价科
学化

建立完善人才量化测评指标体系和积分计算

模型，引入技术市场价值、获得风险投资额、薪酬

待遇、成果贡献等市场化评价要素，突出中长期目

标导向与分类政策，推动人才评价科学化。加强

与国内重点区域人才合作，建设统一开放、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区域性人力资源市场和

人才评价互认一体化政策。

　　（三）加强保护激励，推动人才服务制
度化

强化人才法治保障和知识产权保护，构建符合

创新规律的数字经济监管制度和治理体系，加强对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收益分配

机制，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所有权改革试点，改革科研

经费管理，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

支配权和资源调度权，落实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

现金奖励政策。创新高端人才知识产权持股、股权

期权奖励、岗位分红、项目跟投和收益分红等中长期

激励机制。完善高端人才政府奖励、科研奖励政策，

建立突出贡献人才荣誉制度。

　　（四）建设宜居化环境，构建全天候服
务平台

加强人才综合安居保障，构建多层次安居保

障体系，重大创新平台就近建造高品质公寓和配

套设施，大力筹建人才公寓，推动人才房“可租可

售”。推动优质教育扩面提质，优化人才子女入学

转学政策指导、教育支持和服务。扩大高端医疗

资源供给，有序放开中外合作、外资独资医院入

驻，深化发展“互联网 ＋医疗健康”。积极构建人
才服务集成化平台，实现云上政策解读、码上精准

服务、链上信息共享，集成科技创新、政策服务、生

活服务等综合服务，构建全周期智能化人才服务

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１］姜乾之构建全球人才流动与集聚的新范式
［Ｊ］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０（５）：１４２－１４８，１６０
［２］张新年人才国际化：历史进程、特征趋势与
治理策略［Ｊ］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０（５）：４４－５０
［３］张颖莉深圳人才国际化发展现状及对策建
议［Ｊ］中国人事科学，２０２０（４）：６６－７３

（课题组成员：董实忠、陶维兵、陶秀丽、曹莹、

胡玉桃、欧阳海龙，成员单位：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校：陶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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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支撑武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余永红　张　柳　肖　露　黄　菲　容伯轩

　　摘　要：该研究详细调研分析了武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发展现状和专利状况，发现这些企业
在知识产权工作中存在专利总量少、维持年限不长、行业拔尖企业不多、海外布局缺乏等问题，同时对标

宁波、成都、长沙、合肥等城市的先进经验，从建立统筹协调机构、加强知识产权支撑、用好专利武器、建立

梯次培养机制、开拓海外市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六个方面提出了促进武汉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专精特新；知识产权；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作为科技自立自强的

排头兵，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激发创新活力、构

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过程中，知识产权的创

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中明确提

出，要深化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

知识产权在武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提升

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武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利

情况现状

截至目前，工信部共发布三批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名单，全国共有４７６２家企业被认定为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其中湖北省１７２家、武汉市

４９家，武汉占全国的比重为１０３％，占全省的比重

为２８４９％。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武汉４９家专精
特新企业专利申请总计４１３８件，其中最早的一件

专利申请发生在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８年开始年申请量急

速增加，２０２０年达到顶峰６４１件。总体来看，武汉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利情况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利多为发明和

实用新型专利，主要集中在国内。从专利类型看，

武汉市４９家专精特新企业的４１３８件专利申请中，
发明专利 １９３６件，占比 ４６７８％；实用新型专利

１９３４件，占比４６７４％；外观设计专利２６８件，占比

６４８％。从国内外布局来看，４１２４件专利申请为

国内专利，仅１４件为国外专利，国内专利申请基本
占据全部。

二是全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都进行了专

利布局。武汉所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全部都有专利布局，近九成的企业专利申请量在

１１～２００件之间，代表了专精特新企业专利布局的

１６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２４辑

　　　　　

主要规模，其中超过１００件的企业有 １６家，占比
３２６５％。武汉人天包装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申请数量最多，达到４８６件，是唯一一家超过

４００件的企业。
三是专利申请活跃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主要分布在高端装备和先进基础材料、新一代信

息技术、汽车制造和服务三大产业领域。专精特

新企业中专利申请量排行前１５的企业中，属于高

端装备和先进基础材料领域的有７家，分别为人天

包装（４８６件）、逸飞激光（１９３件）、中仪物联（１５３

件）、奋进智能（１４１件）、电建武汉重工（１０８件）、
凌云光电（１０８件）、能事达电气（１０５件）；属于“光

芯屏端网”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５家，分别为

久之洋红外（２２０件）、精毅通电子（１５５件）、绿色
网络信息（１４１件）、华工图像（１３８件）、武大吉奥

（１１２件）；属于汽车制造和服务领域的有２家，分

别为开特股份（１５８件）、雷迪特（１０６件）。另外还

有绿色环保领域的盛帆电子（２０３件）。在４９家武
汉专精特新企业专利中，排名前三位的领域分别

为：高端装备和先进基础材料领域，占比３９０８％；

“光芯屏端网”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占比

２３４６％；汽车制造和服务领域，占比１０７３％。

　　二、武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知识

产权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利拥
有总量还有提升空间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武汉４９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共有有效发明专利８２２件（每组简单同

族专利只记为一件），平均每家企业有效发明专利

数量为 １６７８件。智慧芽发布的《２０２１“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专利能力和科创力报告》显示，全

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平均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为１３件，武汉这一指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对

比全国各省市平均单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

效发明专利量，排名前三的省市分别是北京２２件，

江苏２１件，上海１９件，但前三名省市的专精特新
企业数量却是武汉市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５倍多，
因而与这些省市相比，武汉还存在一定差距。

　　（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效发
明专利维持年限过短

专利维持年限是专利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维持年限越长，意味着专利价值越高，维持年限超

过１０年的发明专利通常是价值较高的专利。目
前，武汉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拥有的专利中，

维持年限超过１０年的发明专利仅有１３１件，占总
数的１４６０％。绝大多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的发明专利维持年限在２～７年之间。

　　（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科创
竞争力较强的拔尖企业数量较少

武汉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仅有武汉

绿色网络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和武大吉奥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两家公司进入专精特新“小巨人”科

创力前１００名企业名单，两家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分别是７３件、６１件。

　　（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海外专
利布局有待提升

在海外布局专利并获得授权是企业获得海外

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途径。截至目前，武汉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向美欧日韩等国家和地区提出

的国际专利申请仅为１４件，仅占全部专利申请的

０３４％。武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际化之路

任重道远。

　　三、国内领跑城市强化知识产权助力企

业专精特新发展先进经验

　　（一）宁波市

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宁波市共有１８２家国家级专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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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全国城市中仅次于上海

和北京，排第三位。作为非省会的副省级城市，宁

波能够超越天津、重庆等直辖市和广州、深圳等一

线城市，体现出宁波制造业和民营经济的强大实

力。在培育和发展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过

程中，宁波市十分重视知识产权的强大支撑作用，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质量和品牌为抓手打造制造业单项冠

军之城。宁波市发布了《宁波市聚焦关键核心技

术　打造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行动计划（２０２０—

２０２５）》，力争通过５年时间，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１３０家，形成若干条细分领域的标志性

产业链，成为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宁波所

打造的这些制造业单项冠军与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高度重合。该市着力把埋头做质量与放手创

品牌结合起来，力求培育更多耳熟能详、有口皆碑

的大品牌，推动更多单项冠军从幕后走向台前。

二是重视院士专家等高端人才知识产权成果

的落地转化。为进一步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研发水平，宁波市依托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等国

家级研究所，为企业提供成果推介、技术培训、院

士专家面对面问诊、关键技术攻关和产线建设指

导等方面的服务，院士专家等高端人才成为“小巨

人”企业的“指导员”和“智囊团”，其产出的知识产

权成果能够高效地在宁波就地转化。

三是注重发挥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作用。作

为重要的外向型城市，宁波外贸经济发达，出口名

牌数量多。在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过程

中，宁波注重发挥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作用，为企

业申请海外专利、注册马德里商标、保护与维护商

业秘密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知识产权服务，助力企

业拓展海外市场。

　　（二）成都市

截至２０２１年底，成都已有１０７家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是武汉的两倍有余。作为经

济体量稍领跑武汉的城市，成都在培育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中的先进经验更值得学习借鉴，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打造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重要支撑的

良好营商环境。成都在宜居名片基础上重点推出

宜创名片，推动西部（成都）科学城、天府实验室挂

牌运行，成立科创投集团，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显著

增强，制定实施国际化营商环境４０版，知识产权

保护在这些工作中都居于重要地位并发挥了重要

作用。

二是注重知识产权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成

都市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四五”规划》提出，建

成１２个知识产权产业赋能中心，以电子信息、医药

健康、航空航天、智能制造等产业为重点，围绕产

业链、技术链缺失和薄弱环节进行布局，弥补基层

和产业功能区知识产权资源不足、专业服务能力

欠缺等问题，让知识产权全面融入产业高质量发

展主战场。同时，成都出台了《关于推进知识产权

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将以开展知识

产权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为抓手，通过

创新工作机制、汇集要素资源、拓宽公共服务领

域，帮助产业功能区及企业大力提升知识产权创

造质量、运用效益、保护水平和管理服务效能。可

见，知识产权产业赋能中心的建立和知识产权赋

能产业示范项目的实施，为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重视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工作。成都制定了

《关于促进知识产权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支持产

业功能区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鼓励企业

整合优势资源，建设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培育高价

值专利和专利组合，对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的建设

单位实施３年支持，每年给予１００万资助。

　　（三）长沙市

截至２０２１年底，长沙市以６９家专精特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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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企业位居全国城市第８（不含四个直辖市）、

中部第１，数量多出武汉２０家。在培育和发展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过程中，长沙市也非常重

视对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支持和服务，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供一站式知

识产权服务。长沙市整合知识产权、司法、仲裁、

调解等多个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打造“一站式”

知识产权服务平台，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

供专利预警、运营以及公证、维权、仲裁等知识产

权全链条服务。

二是推进“知产强企”行动计划。对接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密集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优

质知识产权服务，推动知识产权价值链向中高端

延伸，引导中小企业提升知识产权水平、打造特色

化品牌，大力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

军企业、独角兽企业。

三是特别重视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维权。作为

“工程机械之都”，长沙的先进制造业在全国有着

重要地位，拥有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铁

建重工、蓝思科技等一批知名制造业企业。这些

企业凭借技术实力，产品走出国门，让“长沙制造”

远销海外，但是企业面临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也

日趋增加。长沙市建立外向型企业服务名录，设

置海外维权引导支持项目，规范服务流程，加强海

外知识产权维权体系化建设，为外向型企业提供

高效专业的知识产权法律咨询、实务指导、智力支

持和资金援助，有效减少了企业遭遇海外侵权纠

纷时的损失。

　　（四）合肥市

同为中部地区省会城市，合肥６１家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也在武汉之上，主要分布在

装备和材料、“光芯屏端网”、汽车制造和服务、绿

色环保、人工智能等产业领域。为充分发挥知识

产权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合肥市重点强化对企业知识产权创造、品牌质量

等方面工作的支持。

一是积极引导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创造。发挥企

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力度，

对符合条件的智能化改造和机器换人等项目给予资

金支持。大力推进产学研用合作，鼓励有条件的企

业购买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联合高校院所建立产业

协同创新中心，推动企业建立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

二是注重提升企业品牌质量。合肥市积极引

导企业牢固树立质量第一意识，支持企业在质量

管理、品牌建设、科技创新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标准

对标。对首次获得中国质量奖、中国质量提名奖、

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鼓励企业主

导制定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

体标准。深入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

行动和安徽工业精品提升行动。

三是注重企业的梯次培养。围绕合肥主导产

业及战略新兴产业，坚持梯次培育、动态管理，按

照“储备一批、培育一批、提升一批”的原则，实施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每年培育省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３５户以上、市级５０户以上，建立

企业成长数据库，集中政策资源，扶持一批有潜力

的企业成长为安徽省内乃至国内细分市场领域的

“隐形冠军”和“行业小巨人”。

　　四、知识产权支撑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市级层面统筹中小企业发展
的协调机构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中小企业的杰出代

表，经信、科技、金融、市场监管、人社等职能部门都

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重点承担服务中小企

业职能。因此，建议在市级层面建立相关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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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员的统筹协调机构，定期沟通，形成工作合力，

共同将武汉打造成为全国甚至全球性创新型中小企

业“蜂聚”发展高地。一是致力于营造一个企业家

辈出的良好环境，努力推动新一代创新创业企业家

的集中涌现。二是更加注重本土创新型中小企业的

孕育发展。三是构建创新导向的企业政策服务体

系，更好满足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

　　（二）以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支撑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技术上具有专业

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特征，相当多的企业

管理者也是企业技术带头人。调研走访中，我们

发现，部分企业将自己的独门绝技以技术秘密的

形式进行保护，尚未申请专利，在对外合作过程

中，客户提出需要专利证明才能进入其供应链体

系，企业无法提供，造成合作上的障碍，减缓了企

业的发展步伐。建议加强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宣

传，增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

充分发挥中国（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国家级

公共服务平台职能，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需

求为导向深化全市专利导航服务基地建设，围绕

企业“卡脖子”技术攻关、国内外市场开拓、企校科

技成果转化合作组织实施一批专利导航项目，提

升企业知识产权布局、风险纠纷应对和知识产权

运营能力。宣传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知识产权

创造成绩和保护绩效，在企业中营造良好的知识

产权保护舆论氛围，切实做到以知识产权支撑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

　　（三）引导企业用好专利武器开展持续
创新

武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有２家科创

板上市企业和７家新三板挂牌企业，考察这９家企

业，我们发现这９家企业专利的获取大多数集中在

上市或挂牌的前后两三年间。企业获取专利的目

的性较强，大多奔着资本市场的需要或投资者的

主观好恶而去申请专利，缺乏持续创新的内生动

力。要从企业自身和外部环境两方面着手，引导

企业持续创新，强化知识产权管理。企业自身要

以创新为动力，以专利为武器，力争占据产业链价

值链的核心地位，掌握在竞争中的主动权。政府

要加强政策引导和创新文化塑造，引导企业持续

加大创新投入，带动武汉高端装备和先进基础材

料、“光芯屏端网”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制造和服

务等重点产业的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

　　（四）以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助力中小企
业梯次培养

按照企业知识产权发展能力状况等条件，在

全市范围内遴选一批企业作为“武汉市知识产权

培育试点企业”，有针对性地帮助它们加强知识产

权工作，健全、完善企业知识产权工作机构与政

策，加强企业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保障企业知识产

权经费投入，提高企业知识产权专利信息利用水

平，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与保护能力，从

而达到做大做强的目标，并引导它们向“武汉市知

识产权优势企业”“武汉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

更高等级的典型企业发展。建立知识产权中小企

业梯次培养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长相互衔

接机制，打通对企业的评价标准和支持政策，助力

中小企业快速成长，促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数量大幅增长。

　　（五）以海外专利布局服务引导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重点关注外向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挥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地方分中心职

能，以该中心为纽带，聚集一批高端服务机构、海外

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专家，“一企一策”助力企业

解决海外专利布局难题。对 ＰＣＴ（专利合作协定）

布局相对较好的“光芯屏端网”新一代信息技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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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要继续加大扶持力度，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围绕

高端装备、先进基础材料、节能环保、空天信息等潜

在优势领域开展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培育战略科技

力量和战略科技成果，鼓励相关企业开展海外专利

布局，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知识产权盔甲。

　　（六）以更加完善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体系满足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多样化发

展需求

完善全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优化基层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布局，强化工作站保护职能，

打通知识产权保护“最后一公里”。进一步强化中

国（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中国武汉（汽车及

零部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等国家级平台机

构和人员建设，强化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

潜在企业的服务全方位覆盖与支撑。推动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以及仲裁

机构建立有机衔接、高效快捷的知识产权保护机

制，以知识产权协同大保护助力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大发展。进一步推动拓宽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融资渠道，落实财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

关于深化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的最新精神，推动商

业银行落实单列信贷计划和放宽不良率考核等政

策，丰富知识产权质押物范围，扩大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规模。建设知识产权大数据平台，综合运用大

数据资源帮助银行深入了解企业和产业，更科学地

评估质押专利的价值，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

险，积极争取国家知识产权局支持，将专利质押登记

手续整合进市级知识产权综合服务窗口，实现对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快速精准服务。

参考文献：

［１］董志勇，李成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态势与路径选择［Ｊ］改革，２０２１（１０）：１－１１

［２］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Ｊ］

知识产权，２０２１（１０）：３－９

［３］管伟，曹丽珍“专精特新十条”助力南京经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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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城市圈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
区域差距测度及原因分析

何　雄　水兴雅

　　摘　要：本文以加权变异系数及泰尔指数描述了武汉城市圈９城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２０年间的区域变

动差距状况，试图从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投入、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解释影响区域经济增长

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１）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总体来说，武汉城市圈内部的经济差异是呈现不断扩大的趋

势，但自２０１６年起，经济差距开始呈现缩小的趋势；（２）技术进步、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以

及市场化水平等要素显著促进了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区域差距；加权变异系数；泰尔指标

　　一、导言与文献综述

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发展一般从一

些条件较好的区域开始，这些区域一旦由于初始

优势开始超前发展，便会不断积累有利因素而不

断扩大与其他区域的差距。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

后，随着政府政策的干预，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各生产要素又会转变流动方向，转而从发达区域

流向不发达区域，各区域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使区

域差距缩小。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分析发现，

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差距之间呈现倒“Ｕ”字形关

系。为了加快其他地市的发展，需要政府采取政

策手段以减少核心地区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

放大前者对后者的辐射带动效应。

长久以来，武汉市由于是副省级城市，能够吸引

集聚全国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素资源及功能，在

湖北省内处于一城独大的发展地位。为了推动省域

均衡协调发展，湖北省政府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提出了

“武汉城市圈”战略。２０２１年９月，在多年协作发展

基础上，又成立了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展办公室（简

称“武圈办”）。那么武汉城市圈经过１８年的发展，

协调程度究竟如何？为了更好地评估及推进武汉城

市圈的协调发展，有必要对武汉城市圈的区域经济

发展差异进行历史比较研究。

对于区域经济差距的研究，学者们也进行过

非常多的探索。回顾以往的文献，不同的指标选

取、时空划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以全国为层面

的研究中，陈秀山等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塞尔

７６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２４辑

　　　　　

指标分析了 １９７０—２００２年间的中国区域差距状

况，认为三者的趋势基本一致，并呈现类似“Ｖ”字

形的总体趋势。多数学者选择ＧＤＰ等相关指标衡

量全国经济的发展差距，也有学者采用夜间灯光

数据来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王贤彬等发现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城市夜间灯光亮度呈现绝对 β趋

同，得出中国城市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正在逐渐减

小的结论。从地区视角来看经济发展差距，学者

们多从东中西的角度展开研究，许宪春等通过测

算中国平衡发展指数，发现南北之间的差距在不

断缩小。也有学者从城市群的视角出发研究城市

群内部的区域发展差异，王青、金春采用因子分析

法、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

冀、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程度进行测度，发现各城市群经济水平在空间上

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性。陈秀山等总结了影响因

素的理论框架，将其划分为投入要素的量和质、要

素配置效率、要素使用效率和空间格局变动四类，

并认为不同的时期因素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

李政等认为中部的经济增长受国有经济的影响最

大。此外，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也被证实会影

响区域经济发展。

总体来看，对东部三大城市群以及长江中游城

市群等较大城市群的区域经济差距的研究较多，对

于武汉城市圈区域经济差距的研究较少。本文基于

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考察自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共２０年

的武汉城市圈的区域差距变动情况，并实证分析武

汉城市圈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最后从科技发展、物

质资本、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以及市场化水平等方面

具体分析武汉城市圈９个城市２０年的发展特点和

变动情况，分析不同因素影响武汉城市圈经济增长

的不同效应。

　　二、相对差距测度

测度地区差距的指标有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两

种。绝对差距指标一般有量纲，适于测度特定时期

的静态差异，主要有离差、标准差等。相对差距指标

多采用比率、系数或指数形式，消除了量纲的影响，

并可用于动态观测。具体的指标可采用变异系数、

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本研究采用的均为当年价

格计算的ＧＤＰ，运用加权变异系数（ＣＶｗ）及泰尔指

数（Ｉｔｈｅｉｌ）衡量城市圈内部的相对差距。

　　（一）加权变异系数（ＣＶｗ）

ＣＶｗ＝
∑（Ｘｉ－Ｘ）

２Ｐｉ槡 ／Ｐ
Ｘ

（式２－１）

式２－１中，为城市圈内人均ＧＤＰ，ｘｉ为ｉ市人

均ＧＤＰ，为地区生产总值和年末总人口的比值，Ｐｉ
为ｉ市人口，Ｐ为城市圈总人口，Ｐｉ／Ｐ为人口权重。

加权变异系数，又称威廉逊系数。该系数是个标

志变异指标，反映人均ＧＤＰ在各市间的离散程度，

其值越大，说明区域差异越大。

　　（二）泰尔指数（Ｉｔｈｅｉｌ）

Ｉｔｈｅｉｌ＝∑ （Ｙｉ／Ｙ）·ｌｏｇ
（Ｙｉ／Ｙ）
Ｐｉ( )[ ]／Ｐ

（式２－２）

式 ２－２中，Ｙｉ为 ｉ市 ＧＤＰ，Ｙ为城市圈总

ＧＤＰ，ｎ为市个数，Ｐｉ为 ｉ市年末总人口，Ｐ为城市

圈年末总人口，Ｐｉ／Ｐ为人口权重。泰尔指数可以

有效反映区域经济的不平衡程度，其值越接近０，

地区之间的发展越均衡，其值越大，则区域发展越

不平衡。

收集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２０年期间的武汉城市圈

９个城市的ＧＤＰ和人均ＧＤＰ数据见表１、表２。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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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武汉城市圈９个城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ＧＤＰ变化表 单位：亿元

年份
城市

武汉 黄冈 黄石 鄂州 孝感 咸宁 仙桃 潜江 天门

２０００ １２０６８４ ３２０３３ ２００７５ ９０５５ ２６２５１ １３３０７ １１３０８ ８４１２ ８７４９
２００１ １３４７８０ ３４３０５ ２２２６２ １０１３９ ２８７８０ １４４７７ １０１０４ ７９７０ ９４２０
２００２ １４９２７４ ３６２２７ ２４５４５ １１１３４ ３１４０６ １５６５９ １１０１３ ８５４４ ９９５２
２００３ １６６２１８ ３８７２４ ２７３６４ １２５７０ ３４３５５ １７３６８ １２３１５ ９４４２ １１２１９
２００４ １９５６００ ４３２４０ ３１６９８ １４１９２ ３８１２９ ２０５００ １３８４７ １０６４３ １２７４０
２００５ ２２３８００ ３４８５６ ３４３２１ １４６９７ ３６０２３ ２０３８３ １４２０７ １０６５６ １０８８２
２００６ ２５９０７６ ３９１１９ ４０１０３ １６８３３ ４０４１５ ２３４１５ １６２５１ １２５２８ １２２１１
２００７ ３１４１９０ ４７３７４ ４６６６８ ２０８７１ ４８０８０ ２８６７４ １９０４０ １５６６３ １５１９３
２００８ ３９６００８ ６００７５ ５５６５７ ２６９７９ ５９３０６ ３５９１９ ２１６２６ ２１１８２ １８７２５
２００９ ４６２０８６ ７３０１９ ５７１５９ ３２３７１ ６７２８８ ４０５１５ ２４２５５ ２３４０１ １８６８６
２０１０ ５５６５９３ ８６２３０ ６９０１２ ３９５２９ ８００６７ ５２０３３ ２９０９７ ２９０６７ ２１９４８
２０１１ ６７６２２０ １０４５１１ ９２５９６ ４９０８９ ９５８１６ ６５２０１ ３７８４６ ３７８２１ ２７４５２
２０１２ ８００３８２ １１９２８８ １０４０９５ ５６０３９ １１０５１６ ７６０９９ ４４４２０ ４４１７６ ３２１２２
２０１３ ９０５１２７ １３３２５５ １１４２０３ ６３０９４ １２３８９３ ８７２１１ ５０４２８ ４９２７０ ３６５１９
２０１４ １００６９４８ １４５９１５ １２１８５６ ６８６６４ １３５４７２ ９６４２５ ５５２２７ ５４０２２ ４０１８６
２０１５ １０９０５６０ １５８９２４ １２２８１０ ７３００１ １４５７２０ １０３００７ ５９７６１ ５５７５７ ４４０１０
２０１６ １１９１２６１ １７２６１７ １３０５５５ ７９７８２ １５７６６９ １１０７９３ ６４７５５ ６０２１９ ４７１２６
２０１７ １３４１０３４ １９２１００ １４７９４０ ９０５９２ １７４２２３ １２０５００ ７１８６６ ６７２６６ ５３２７９
２０１８ １４８４７２９ ２０３５２０ １５８７３３ １００５３０ １９１２９０ １３６２４２ ８００１３ ７５５７８ ５９１１５
２０１９ １６２２３２０ ２３２２７３ １７６７１９ １１４００７ ２３０１４０ １５９４９８ ８６８４７ ８１２６３ ６５０８２

　　　　　　　　表２　武汉城市圈９个城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人均ＧＤＰ变化表 单位：元

年份
城市

武汉 黄冈 黄石 鄂州 孝感 咸宁 仙桃 潜江 天门

２０００ １６１０８５５ ４４０８００ ８１００６９ ８８５４３２ ５２５４８４ ４８００３３ ７１１１９５ ８３２８７１ ５０２２６８
２００１ １７７７５６４ ４７４６５２ ８８１１４０ ９８１５１０ ５６９５４０ ５２１４６８ ６８２７０３ ７８７６２７ ５８３０６５
２００２ １９４３４２３ ５００３７３ ９６８９３３ １０７４２９６ ６２０３０４ ５６３５９８ ６８８３２７ ８４３４３５ ５６４４９２
２００３ ２１２７７５３ ５３４３３８ １０７８１２９１２０４８３１ ６７５０７０ ６２４０３０ ７７０６０３ ９３２０８３ ６９３６４４
２００４ ２４８８８６６ ５９５３０８ １２４３４４９１３４７５１２ ７５１７５５ ７４０１２６ ８６７０６３ １０４８９８５ ７８７６８４
２００５ ２７９２７５２ ４７９９１２ １３６１２４２１４０８８３８ ７１１９０３ ７３６５９３ ９５８８９６ １０６５６００ ６３３４１１
２００６ ３１６３９３５ ５３６６５６ １５７６６２４１５８１４５４ ７８５２９２ ８３１０２６ １１００７１８１２５２８００ ７１９５６４
２００７ ３７９３６０９ ６４８０８９ １８２７３２３１９５０３５３ ９３０４１３ １００２３０７１２６８４８８１５６３１７４ ８９８４６２
２００８ ４７５２６３１ ８１７１９１ ２１６３０３３２５２５６５１１１２９５０９１２４６２７９１４５９６３８２１０３４７６ １１３６２２６
２００９ ５５３０３２１ ９８７２６４ ２２１０６６７３０１８５７６１２７２６３４１３９４０４１１５９８２４７２３０２５６８ １１５２４６１
２０１０ ６６５２００２１１６１４８８２６５２８７９３６４４５６９１５０７７１１１７８８３２１１８９８１６７２８４５８００ １３２２１６９
２０１１ ８１７４４１１１３６３６６１３５４７０６０４４８５８８１１８０４２７５２２０８３３２２４３９４７４３６７３０１２ １６４１２７７
２０１２ ９７４０５６２１５９４３３３３９８０６８８５１２２３９５２０９７４７６２５５４５１５２８５８９８２４２８１０３５ １９１８６４８
２０１３１１００９９３８１７７６２６０４３５３９０８５７４６２６６２３４９１２８２９０２１９６３２３００７９４７４７０８５ ２２２８８０７
２０１４１２１７１４９８１９６８１０１４５９６６０５６２３０８５３２５７６９８３３２５２１０８３５６３２６５５１９５９２２ ２４４６７８５
２０１５１３１５０８４４２１３４８７０４５８２９７６６６１９００４２７６７８１６３４２８８８１３８２８８８２５４７８６８７ ２７０３３０５
２０１６１４２８３７０５２３１０８０３４８３５３７０７１８７５６８３０１４７０４３６４４５０７４１４１７７８５８８４８１８ ２８８４８１２
２０１７１５７０２９７４２５９５９４６５４５９０４１８１６１４４１３３５６８９８３９６３８１６４６５３０２７６６５６０６０ ３３０７６１７
２０１８１６７９５５７７２７４６５５９５８１４３９６９０５６７５７３６９２８５７４４６６９５１５１８５５４８７４９４１００ ３６７３５６５
２０１９１７８９８５００３１４８１８４６４６５１７２８１４３３５７４４６７４３７５２２４６４６５６７９２４４８０８６６７５ ４０５０９１５

９６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２４辑

　　　　　

　　从上表可见，过去的２０年，武汉市发展速度遥
遥领先，鄂州市、咸宁市位于第二梯队，潜江市和仙

桃市位于中间水平，黄石市、天门市、孝感市和黄冈

市发展速度靠后。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间武汉城市圈９

个城市的人均ＧＤＰ进行加权变异系数计算，见图１，
可以看出人均ＧＤＰ在各市间的离散程度。对２０年
间武汉城市圈９个城市的ＧＤＰ进行泰尔指数计算，
见图２，可以看出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武汉城市圈９个城市人均ＧＤＰ的加权变异系数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武汉城市圈９个城市ＧＤＰ的泰尔指数

　　从上图可以看出，两种指标计算出的趋势基

本是一致的。在２０年间，整体的区域差距系数在

不断上升，只在个别年份呈现下降趋势，比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间及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间。通过回顾

湖北省的行政规划变革历史，２０１６年，国家发改委

正式印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明

确要求发展壮大武汉城市圈，武汉城市圈的建设

工作持续推进。但从两种指标计算出的变异系数

趋势来看，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４年正是“武汉城市

圈”正式提出后的开局年，差异系数却出现了一个

明显的跃升。说明，在武汉城市圈建立的初期，城

市圈内部的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发展的态势。总

体来说，武汉城市圈内部的经济差异呈现不断扩

大的趋势，但从２０１６年开始，武汉城市圈区域差距

开始呈现缩小趋势，武汉城市圈的发展协调程度

向良性方向发展。

　　三、武汉城市圈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一）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往往不是简单的几个

因素就能解释，其结果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所得。

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是基础，技术进步和良好的

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健康与有效的制度是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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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保障。本研究从这几个方面分析武汉城

市圈经济增长和区域差距变化（见图３）。
技术进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在于技术进步，因此本文将技术要素

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当前武汉城市圈的高质量

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落实到具体实践中，不仅要提高生产

的数量，更要提高生产的质量，在降低生产和服务

成本的同时，要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实现这些要

求的首要途径就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创新作为发

展的第一动力，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

素，而创新是与技术要素紧密相连的。

人力资本。不管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新

经济增长理论，都无一例外强调资本的重要性。

在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之后，卢卡斯、罗默等

经济学家以其为基础创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在

此之前，人们对资本的认识还仅仅局限于厂房、设

备等实物形式的资本形态上。在经济发展的初级

阶段，社会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靠物质资本进行生

产性投资来完成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

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是高度依存

的。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则会束缚经济的发展。自从费

希尔提出三大产业的概念之后，产业结构就与经

济资源的配置及利用结合起来。因此，合理的产

业结构有助于地区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发挥比较

优势，提高区域经济产业效益。纵观历史，成功的

经济发展都是发生在一次次的产业结构变动之

后。而且，现在的社会也越来越重视保护生态环

境，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

尤为重要的。

制度因素。影响地区差距的因素，除了生产要

素在地区间的配置和流动，还有制度和政策因素。

制度当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市场化程度。虽然我国

１９９２年开始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但各地的市场化
进程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别。市场化程度的滞后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发展。除武汉之外，城市圈

内部的其他地市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较快的发展，

各城市受到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影响较大，

其市场活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制度。

空间结构。武汉在城市圈乃至湖北的龙头地

位，使得各城市的经济发展除了要依靠自身的原

动力之外，也受到武汉与其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

影响。这也是湖北省政府在２００３年底提出“８＋
１”城市圈的一个重要考量。９个城市空间上相邻、
位于同一个行政单元中，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的协

同、相关关系。因此，按照武汉城市圈的空间范围

将样本划分为三个区间，借鉴刘承良在《武汉城市

圈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的腹地划分，武汉、鄂州、

黄石、孝感归为紧密腹地，黄冈、仙桃、天门、潜江、

咸宁归为次紧密腹地，按照与武汉市经济联系紧

密程度分别赋予虚拟变量：紧密腹地地区记为１，
次紧密腹地地区记为０。

图３　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图

　　（二）武汉城市圈９个城市经济增长分
要素特点分析

１统计指标的选取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为研究区间，因篇幅限制，只展示 ２０１０年以及
２０１９年的数据（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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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武汉城市圈９个城市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部分社会经济指标表

城市 年份
人均ＧＤＰ
／元

第三产业

占比／（％）
固定资产投资

占比／（％）
市场化

水平

空间虚拟

变量

每万人高等

学校在校生数／人
专利

授权数／件
武汉 ２０１０ ６６５２０．０２ ５１．４４ ６７．４３ ０．９１ １ １０５３．４３ ９３４５
黄冈 ２０１０ １１６１４．８８ ３３．３０ ８５．３６ ０．９７ ０ ６２．０１ ５０３
黄石 ２０１０ ２６５２８．７９ ３５．０１ ６８．６９ ０．９１ １ １５７．１０ ５８４
鄂州 ２０１０ ３６４４５．６９ ２８．４６ ７５．５５ ０．８９ １ ９２．９２ １６９
孝感 ２０１０ １５０７７．１１ ３３．５４ ７１．２７ ０．９５ １ ５０．６６ ４４７
咸宁 ２０１０ １７８８３．２１ ３４．９０ ８３．８５ ０．９４ ０ １０６．５４ ２１７
仙桃 ２０１０ １８９８１．６７ ３４．００ ５７．５５ ０．８９ ０ ５２．１９ １７７
潜江 ２０１０ ２８４５８．００ ３１．１１ ２２．９４ ０．８５ ０ ４３．４６ １００
天门 ２０１０ １３２２１．６９ ２８．５０ ４６．１７ ０．８８ ０ ５１．４２ ９９

武汉 ２０１９ １７８９８５．００ ６０．７０ ５３．８４ ０．８６ １ １１１０．８８ ３９２５８
黄冈 ２０１９ ３１４８１．８４ ４４．９１ １１５．５３ ０．７７ ０ ５９．６４ ２６０２
黄石 ２０１９ ６４６５１．７２ ４３．１８ ８９．２０ ０．８５ １ １７３．７３ ２９６０
鄂州 ２０１９ ８１４３３．５７ ４２．９２ ８８．６８ ０．８９ １ １１２．９６ ７４４
孝感 ２０１９ ４４６７４．３７ ４３．８０ ９０．８０ ０．８２ １ ７０．６８ ３２１２
咸宁 ２０１９ ５２２４６．４６ ４３．２７ １１８．７５ ０．８２ ０ １０８．１８ ２０７０
仙桃 ２０１９ ５６７９２．４４ ３７．４９ ６６．６７ ０．８９ ０ ３６．３１ ５４６
潜江 ２０１９ ８０８６６．７５ ３９．９０ ６７．９８ ０．９０ ０ ７２．１５ ３０７
天门 ２０１９ ４０５０９．１５ ３９．７０ ７３．６６ ０．８６ ０ ２３．９４ ６８４

资料来源：本研究原始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湖北

省统计年鉴》，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２武汉城市圈９个城市科技水平增长分析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经济持续增长的

重要动力。武汉城市圈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技术水

平不断提升，武汉市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技术水

平，但是近年来周边地区的技术水平持续提高，

城市圈内部的技术水平差距呈缩小趋势，除潜

江市以外，城市圈各城市的技术水平都有较大

幅度的提升。

３武汉城市圈９个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从武汉城市圈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以及 ２０１９年

物质资本的时空变化来看，物质资本有在由城市

圈核心地区武汉向黄冈、咸宁周边腹地转移的趋

势。２０１０年潜江市、天门市物质资本较为匮乏，经

过１０年的发展，到２０１９年，孝感市、黄冈市、鄂州

市、咸宁市等武汉市周边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已

达到较高水平，而武汉市固定资产投资占 ＧＤＰ比

重下降至武汉城市圈９个城市中最低水平，说明武

汉城市圈的核心地区发展对于固定资产投入的依

赖度下降，但是对于周边地区的经济仍起到提升

作用，特别是周边地区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大规模

的基础设施建设仍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

４武汉城市圈９个城市人力资本趋势分析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武汉城市圈近 １０年发

展，横向来看，城市圈内人力资本分布不均衡，武

汉市的人力资本水平遥遥领先，吸纳了大量的高

水平人才，支持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拿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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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的政策来提升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将人力资本

优势转化为切实的经济增长动力，但周边腹地近

１０年人力资本水平尚未得到显著的提升。如何将

武汉市的人力资本优势转化为武汉城市圈全域的

经济优势是接下来城市圈建设的重点任务。

５武汉城市圈９个城市产业结构趋势分析

从产业结构的视角来看，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间，

武汉城市圈内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的比重持续增

高，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但是从横向来看，武

汉城市圈的产业发展仍呈现不平衡的态势。值

得注意的是，从时间维度上看，第三产业占比较

低的城市数目持续降低。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

意味着武汉城市圈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逐渐提

高，但是当前仙桃、天门、潜江市的第三产业在

经济中的比重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为了更深

入地了解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在

接下来的研究中将通过构建实证模型，进一步

分解经济增长驱动因素。

　　（三）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模型与实证
分析

１测度的区域单元

本文以武汉都市圈内９所城市为样本，包含武

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

其中１个副省级城市、５个地级市、３个县级市。

２模型的建立及结果分析

ＬｎＹｉｔ＝α＋β０ＬｎＴｅｃｈｉｔ＋β１ＦＡｉｔ＋β２ＬｎＨｉｔ＋β３Ｘｉｔ＋β４Ｍｉｔ＋β５Ｖｉｔ＋εｉｔ
Ｙ表示人均ＧＤＰ，被解释变量选择人均ＧＤＰ的

对数。这里的人均ＧＤＰ并非直接取自统计资料，而

是利用各地区的 ＧＤＰ及年末总人口数相除得到。

技术进步（ＬｎＴｅｃｈ）：专利授权数的对数；物质资本

（ＦＡ）：固定资产投资占 ＧＤＰ的比重；人力资本

（ＬｎＨ）：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的对数；产业结

构（Ｘ）：第三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市场化程度

（Ｍ）：政府财政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衡量；空间虚拟

变量（Ｖ）：次密腹地地区为０、紧密腹地地区为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４所示。在构建

面板数据模型时首先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判断具

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得到的 Ｐ值为０００００，拒绝选择随

机效应的原假设，故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另

外还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其

中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１０，说明并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

５所示，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和方程系数的显著性检

验都能通过。

表４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Ｙ １２８８８ ０６０６ ９３６０ １２０９５
Ｌｎｔｅｃｈ ６６２５ １４５ ４１４３ １０５７８
ＦＡ ８４７４９ ２３９８２ ２２９４ １３９０９３
ＬｎＨ ４４４３ １２３２ ０８７１ ７０７
Ｍ ０９０１ ００４７ ０７６３ ０９９１
Ｖ ０４４４ ０５ ０ １
Ｘ ３５９０１ ７１９２ ２７１ ６０７
Ｎ ９０

３实证分析结果讨论
产业结构每增长 １％，人均 ＧＤＰ平均增长

２２％，表明产业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显
著提高了地区经济水平。物质资本每提高１％，人
均ＧＤＰ下降１％，这可能是因为物质资本投资经
济效益较差，适当减少物质资本可以提高经济增

长质量，现阶段武汉城市圈的基础设施较完善，继

续增加物质资本投资，边际产量由正向负转变，会

造成过度投资的局面，挤占了其他回报率更高的

投资，导致经济水平下滑。再来看制度因素，市场

化水平提高抑制了经济增长，这意味着随着市场

化水平的提高，圈内部分落后地区无法有效承接

工业化转移或参与城镇化建设，导致经济差距扩

大，造成武汉城市圈整体经济水平的下滑。空间

因素也显著提高了经济水平，意味着武汉市辐射

带动能力明显，武汉市在城市圈中充分发挥“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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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作用，促进周边腹地经济发展。位于城市圈

紧密腹地的城市经济发展得更好。人力资本每提

高１个单位，经济水平显著提高０３２４个单位，人
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地区的人力资本存

量越大，通过技术模仿等手段显著提高地区的技

术水平，地区的边际生产率由此增加，进而地区经

济得以增长。专利授权量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均

ＧＤＰ下降０１７３个单位，这与大多数研究成果得
出的结论不符，但也有部分学者得出了类似的结

论，这可能是由于技术进步的投入对于经济水平

的提高小于机会成本，同等投入用作其他生产可

获取更高的回报，即技术进步投入并非可以转化

成现实的生产技术，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水平的

不对称导致了经济水平的下降。

表５　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

变量 ＯＬＳ 共线性统计量

Ｘ ００２２
（１９９） ７２２

ＦＡ －００１０
（－７１７） １２０

Ｍ －２４６５
（－３９０） １２３

Ｖ ０２５６
（３７６） ２１９

ＬｎＨ ０３２４
（８６４） ３４１

Ｌｎｔｅｃｈ －０１７３
（－３８３） ７０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２４７４
（２２４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９０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ｙｅａｒ １０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本文的分析，发现２００４年作为武汉城市圈

正式提出后的开局年，城市圈内部差异系数却出现

了一个明显的跃升，意味着在城市圈建立的初期，城

市圈内部发展呈现不均衡的现象，且内部差距随着

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一直持续到２０１６年，武汉城

市圈区域差距开始出现缩小趋势，武汉城市圈的发

展协调程度开始向良性方向发展；城市圈经济的增

长主要与技术进步、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水平、

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以及空间因素有关，产业结

构、人力资本以及空间因素显著提高了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而物质资本、市场化水平以及技术水平对于

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

缩小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

调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资本作为要素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显

著。要保证区域协调发展，就要从最根本的投入

上努力。对于欠发达地区，物质资本一直受到广

泛关注。如何吸引人才也是值得考虑的。而且根

据本文的实证结果，相较存量而言对于资本的配

置更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以虚拟变量表示的空间因素在近年来的经济

增长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武汉城市圈中核心地

区对于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为了

进一步缩小武汉城市圈内部的经济差距，需要进

一步发挥武汉市的“一主引领”作用，应在国家层

面上推动武汉城市圈各城市协同发展的跨区域城

市协调，如开展公共服务跨区域对接、基础设施一

体化等建设，进一步实现圈域体制机制的协同。

进一步优化武汉城市圈内部的产业结构，通

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于机会成

本等因素的制约，技术创新尚未在武汉城市圈形

成明显的产出增长效应，武汉城市圈要充分利用

武汉市的人才优势，进一步夯实技术创新的基础，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来提高武

汉城市圈的技术水平，在引进的基础上，要重视利

用人才的优势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和吸收，加快

技术创新转化为实际成果的速度。

参考文献：

［１］陈秀山，徐瑛中国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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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５）：１１７－１２９

［２］王贤彬，黄亮雄，徐现祥，等中国地区经济差

距动态趋势重估———基于卫星灯光数据的考察

［Ｊ］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７，１６（３）：８７７－８９６

［３］许宪春，雷泽坤，窦园园，等中国南北平衡发

展差距研究———基于“中国平衡发展指数”的综合

分析［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１（２）：５－２２

［４］王青，金春中国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

的定量测度［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８，３５

（１１）：７７－９４

［５］李政，钟永红基于岭回归分析法的中国区域

经济差异影响因素分析［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０６

（４）：１０３－１０６

［６］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

的影响［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２（４）：１９－２６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武汉城市圈高质量协

同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差异研究”（２０２２５１２１３）

（作者简介：何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水兴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区

域经济学研究生。）

（责任编校：李春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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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数字经济
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武汉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立法调研课题组

　　摘　要：近年来，武汉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但与先进城市相比，

在发展规模、水平及促进政策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为推进武汉数字经济突破性发展，有必要加快推

动数字经济地方立法，培育数字产业化新优势，分类施策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据资源创新应用，

探索超大城市数字化治理新路子，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全面推进数字文明新形态孕育发展。

关键词：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数字化治理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红利”加速释

放，数字文明新时代加快来临。面对数字文明和

数字经济发展大潮，武汉市应全面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结合自

身独特优势，加快实施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方

略，把实现数字经济突破性发展作为带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抉择。

　　一、武汉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武汉市数字经济发展迅速，２０２０年全市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１３６５０７亿元（见表
１），占ＧＤＰ比重达到８７％，带动全部数字经济占比
超过４０％，整体水平领跑中部，居全国前列。

　　（一）产业领域发展情况

重点细分产业发展形势向好，规模持续扩大。

第一，电子信息制造业快速增长，集群优势显现。

全部电子信息制造业２０２０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达２６００亿元左右，工业增加值过１０００亿元，总量

规模居全国前１０，是全市第二大产业。目前已形

成“光、芯、屏、端”等优势产业集群，是全球最大的

光纤光缆制造基地，国内最大的光电器件生产基

地、存储器基地、中小尺寸面板基地、光通信技术

研发基地。第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持续高

速增长，优势领域逐步形成。武汉市是中部地区

首个“中国软件特色名城”，全市软件业务收入从

２０１６年的１３２１８亿元增长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９０７２亿

元，保持年均１５％左右的高增长发展态势。２０２０

年软件相关的核心产业增加值在７００亿元左右，拥

有中国信科、烽火通信、领航动力、天喻信息、佰钧

成等５家中国软件业百强。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迅速。现有人工智能企业２６０余家，人工智能核

心产业规模超过１５０亿元。第四，５Ｇ＋工业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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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产业发展占据一定优势地位。启动建设总规划

面积２１１平方公里的国家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

地。５Ｇ研发生产基地、５Ｇ芯片、５Ｇ移动终端、５Ｇ

车联网、５Ｇ智能工厂等５Ｇ相关产业及应用发展

迅速。

　　　　　　　　　　　　　　表１　武汉市数字经济及核心产业增加值 单位：亿元

细分产业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３６８４２ ３９６９７ ３６９０４

电子信息机电制造业 ８９５１ ９４７０ ８０３１

专用电子设备制造业 ３３６８ ３８１７ ４９６４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 ２０４２９ ２０１１６ ２０４４０

互联网及其相关服务业 １４０８４ １７２３７ ２２８３４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４４２３ ４０７５３ ４２５０９

文化数字内容及其服务业 １４００ １３３５ ８２４

核心产业合计 １１９４９６ １３２４２４ １３６５０７
　　数据来源：武汉市统计局。

　　（二）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方面，具有一定领先优势。

武汉拥有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星火·链网”国家级区

块链超级节点等新型基础设施重器，武汉超算中

心、湖北（国家）宽带研发中心、武汉人工智能计算

中心等相继投入运行，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基础

较为坚实。武汉是首批５Ｇ规模试验网试点城市，
５Ｇ商用规模和速度均位居中部第一，５Ｇ基站数量
位居全国第三，５Ｇ网络实现全市域覆盖。目前，工
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武汉）接入二级

节点２１个，接入企业６００余家，标识注册量超过
５５０９亿，覆盖了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省的汽
车、光通信、电子信息、工程机械、服装等多个行

业。落地中金数谷、众维亿方、腾龙数据、武钢大

数据等数据中心２１个，共规划机架１７３万个，已
建成投产机架３万个。

　　（三）数字政府和数字治理探索情况

积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探索数字治理新模

式。加快推进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升级改造公共

数据开放平台，正式启用“武汉云”（武汉智慧城市

云基础设施及服务），政务云、信创云、产业云等资

源池开始试运行，１６家委办局业务上线了１２０余

项业务系统，“一网通办、一窗通办、一事联办”加

快实现。完成武汉智慧城市建设三年规划，初步

搭建了城市大脑，已归集公共基础数据２１亿余条，

累计共享数据１２８亿条次，为社区管控、健康出

行、复工复产、金融信贷、政务服务等提供数据支

撑。作为全国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之一，武

汉积极探索运用数字化手段赋能城市治理。数字

化治理从生活缴费、电子证件、社保公积金、交通

出行等数字公共服务、生活服务，延伸到城市综合

治理和决策数字化，城市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

　　二、武汉数字经济发展的困境与不足

武汉数字经济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在“硬件”方面形成了光电子信息制造业优势产业

集群，在“软件”方面也形成了基础软件和信息安

全、互联网 ＋、光通信嵌入式和工业软件、地球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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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信息等特色产业集群，但与先进城市相比，仍然

存在不足和差距。

　　（一）数字经济发展与先进城市存在总
量差距

综合赛迪、信通院等国内主要智库对各大城

市数字经济的分析和排名来看，北上深广杭五大

城市稳居数字经济第一梯队，南京、成都、天津、武

汉等十余个城市处于数字经济第二梯队。具体而

言，广州、杭州位列全国城市第４、５位，武汉居第
１１位，基本反映了相互间的差距。

与杭州、广州等先进城市相比，武汉无论在数字

经济发展规模、发展质量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

存在不小的差距。如表２所示，不管是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增加值还是全部增加值，武汉都处于落后位

置。“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方面，２０２０年武汉
不到１４００亿元，ＧＤＰ占比不到１０％，两个数值都低
于杭州、广州。“数字经济全部增加值”方面，武汉

约为６５００亿元，ＧＤＰ占比４１６％，而杭州约为９０００
亿元，广州超过１１万亿元。

　　　　　　　　　　　　　表２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与杭州市、广州市数字经济比较 单位：亿元

城　市 ＧＤＰ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数字经济全部增加值

武汉市 １５６１６．１ １３６５ ６５００
杭州市 １６１０６．０ ４２９０ ９０００
广州市 ２５０１９．１ ５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数据来源：武汉市相关数据来源于武汉市统计局，杭州市相关数据来源于杭州市统计公报，广州市相
关数据来源于广州市十四五规划和公开报道。部分数据根据相应比重估算。“”为估算数据。

　　（二）数字经济发展理念仍需增强

随着数字技术与一二三次产业的全面融合，

向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渗透，未来很可能只有

“高数字产业”“低数字产业”之分。当前政府、社

会和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迫切性、必然

性尚未达成广泛共识和高度警醒，在数字时代一

步落后将步步落后，对数字化转型滞后可能带来

的严重不利局面，各个层面还没引起足够重视。

面对互联网“下半场”的重大机遇，在相关的政策

支持和资金投入上，在服务供给和营商环境上，尚

未形成突破性发展数字经济并以此带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尚缺乏城市整体数字化转型

的系统方略。

　　（三）数字经济发展结构存在失衡现象

一是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之间发展不平衡。

与先进城市相比，武汉在产业数字化方面仅是渗透

率偏低速度偏慢，差距尚不大，但在数字产业化方

面，尤其是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

等核心产业中的“软产业”方面，却存在不小差距。

在建设具有全国竞争力的特色数字产业集群方面，

还需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二是大中小企业间

数字化发展进程不平衡。大型企业和龙头骨干企业

数字化投入大、水平高，中小企业“上云用数赋智”

等数字化程度普遍偏低，面临发展机会欠缺、研发费

用不足、技术人才引进困难等问题。三是数字经济

产业链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硬件装备和硬件产品、缺少本土化有影响力的互

联网企业等，亟待强链补链。

　　（四）数字经济发展市场力量亟待培育

与先进城市相比，武汉数字经济的创新能力

和核心技术还不够强，“攻关”力度有待进一步强

化。这导致武汉数字经济本土头部企业发展受

限，难以形成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例如，尽管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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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部唯一的软件名城，工业软件企业众多，但数

字经济头部企业仍然偏少。近年来，武汉市先后

引进华为、腾讯、小米、阿里等互联网巨头企业布

局建设区域总部、研发总部，但培育本土互联网头

部企业的政策有限、力度不够。在２０２０年互联网
企业１００强名单中，武汉本土企业仅斗鱼、物易云
通两家企业。

　　（五）数据经济治理制度建设有待加强

一是数据资源共享力度有待提升。政府部门

间、社会行业间、企业间依然存在“信息孤岛”和

“数据烟囱”现象，数据资源“不愿共享”“不敢共

享”“不能共享”等难题亟待突破。支撑数据资源

共享和企业合作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化建

设也有待提升。例如，作为中部唯一的工业互联

网顶级节点，武汉在新型基础设施方面具备优势，

但目前该二级节点建设相较于北京、上海、广州等

城市而言仍存在差距；缺乏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双

跨平台；等等。

二是数据价值化体现方式尚需探索。武汉相

关市场体系建设较慢，东湖大数据交易中心、长江

大数据交易中心等数据交易所运营情况低于预

期。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对数据要素的渴求难以得

到满足，对数据红利的利用缺乏配套的政策支撑。

武汉计划建设数字产权评估和交易中心，但对于

数据交易的商业模式依然处于探索阶段，数据价

值化面临数据价值不易标准化、数据定价难、资产

评估难等诸多难题。

三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的地方立法建设

相对滞后。外地立法实践表明，在省级或市级层面

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是加强数字经济地方立法的

重要内容，将有力推动本地数字经济发展。例如，在

立法理念上坚持创新引领、包容审慎，强调政府职能

发挥、构建多元共治体系；在立法主要内容方面，重

视发展特色数字产业，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推动新

基建和城市治理数字化，积极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

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强化激励和保障措施；等

等。与杭州、广州相比，当前武汉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面临上位法缺位、规则覆盖面不全、制度系统性不

足、政策实施效果有限等问题，缺乏更为权威、更为

体系化、更为全面的促进政策，致使数字经济发展的

顶层设计和促进意愿无形中被弱化。

表３　武汉与杭州、广州数字经济促进政策比较
武汉市 杭州市 广州市

省级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无 有 有

省级数字经济规划纲要 有 有 有

市级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无 无 有

市级数字经济规划纲要 征求意见稿 有 无

数字产业化政策重点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
软件、５Ｇ、人工智能等 ＩＡＢ产业、５Ｇ、

人工智能等

产业数字化政策重点 工业智能化、线上经济等
新制造业计划、
未来工厂等

工业互联网等

数字化治理政策重点
“新基建”、新型智慧城市、

武汉云等
城市大脑、

新型智慧城市等
“新基建”、新型智慧城市等

数据价值化政策重点
公共数据开放、
数据要素市场化等

数字政府建设等
首席数据官、

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

　　三、推动武汉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为更好地推进武汉数字经济突破性发展，有

必要结合武汉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政策环境，适度

超前地推进《武汉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的制定，构建一套推动数字经济全要素

发展的制度体系，为我市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法治保障。同时，全面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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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数字化治理，完善数字经济

治理体系，加快打造数字经济一线城市。

　　（一）加快推进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地方
立法

以强而有力的制度引领数字经济发展，提升

数字经济治理效能，是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必要途径，应切实提高数字经济促进制度意识，

充分认识推进《条例》制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

当前我市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政策环境并不十分

成熟的条件下，应继续深入开展立法调研，同时制

定明确的立法路线图。一方面，要及时吸纳新的

其他上位制度，纠正或调整陈旧做法。例如，规定

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２０２１）》建
立常态化的数字经济及其细分产业统计、监测、分

析、预警体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的规则实行

数据保护、维护数据安全；等等。另一方面，要因

地制宜、因势利导，结合武汉发展实际和发展需求

探索制度创新。这就要求，在确保制度结构体系

化、制度内容全面性的基础上，充分提炼武汉现行

政策的有益做法，呈现本地政策亮点，如实施数字

经济“５７３”工程、加强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建设等；
同时借鉴外地立法经验，吸纳外地制度创新，如推

动建立数字经济多元共治体系、确认数据资源的

财产权益并明确可依法交易等；还要积极回应武

汉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提升制度实施效果，

如大力推进医疗健康产业数字化发展、持续加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动应用场景开放等。

　　（二）培育数字产业化新优势

一是建设若干数字经济重大产业平台和集聚

园区。因地制宜建设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加快

建立功能复合的数字经济孵化器、加速器、创新空

间，提升数字经济集聚能级和创新水平。二是精

心培育一批数字经济航母级平台型企业。打造

“平台型企业 ＋独角兽”的孵化生态，加速形成富

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数字经济生态圈。三是加快

关键核心技术与创新能力攻关。加大对基础科

学、产业共性技术以及“卡脖子”关键技术的研发

投入，支持各类创新平台集聚更多创新主体和创

新项目，向底层技术、深度技术突破。四是大力推

动新兴数字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在算法、算

力、算量（数据）上重点突破，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

地。推进物联网在车联网、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

等领域示范应用。五是继续做强做大“光芯屏端”

等优势硬产业。紧扣国家重大专项和产业链布

局，支持开展战略性前沿技术攻关，鼓励企业打造

特色化、专业化、品牌化产业集群。

　　（三）分类施策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

一是着力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大对工

业互联网发展的支持力度，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基

地，持续深化制造业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数字

化场景创新和应用推广。二是构筑数字建造新势

能。加快建设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打造

“智能设计—智能工地—智能装备—智能决策—

智能服务”等数字建造全产业链。三是拓宽服务

业数字化转型空间。培育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试

点，推进研发设计、现代物流、法律服务等生产性

服务业和健康、养老、教育等生活性服务业数字

化，推进数字文创和数字内容产业发展。四是提

升农业数字化应用水平。推广农业物联网应用，

加快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流通领域大数据基

础和应用平台建设，深入推进农旅电商融合。

　　（四）加快数据资源创新应用

一是推动实现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按照“一

数一源、多源核验”原则，编制并维护全市统一的

政务数据资源共享目录。支持联合共建行业大数

据共享平台，探索建立政务数据、企业数据和社会

数据流通机制。二是加快推进数字要素市场化。

推动构建数据收集、加工、共享、开放、交易、应用

等数据要素市场体系，高标准打造“交易机构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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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地＋产业基金 ＋发展联盟 ＋研究中心”五位
一体的综合性大数据交易中心。三是强化数据安

全治理。制定完备的数据分类分级安全保护制

度，完善安全预警、安全处置及安全协调机制，加

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五）探索超大城市数字化治理新路子

一是深化数字政府系统建设。按照整体智治要

求，推动数字技术与政府履职全面深度融合，构建整

体高效的政府运行体系、优质便捷的普惠服务体系、

公平公正的执法监管体系、全域智慧的协同治理体

系。二是推进高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

５Ｇ、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数据
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人工智能、云

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基础设施及智能交通、智慧能

源等数字融合基础设施。三是持续推进应用场景开

放。在数字化消费或生产应用场景方面，完善“揭榜

挂帅”“赛马争先”“领跑者”制度，定期遴选并推广

典型应用场景。四是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能力。加

快建设“城市大脑”“武汉云”，促进数字技术在城市

交通、平安建设、医疗健康、生态环保、文化旅游等领

域的综合应用。

　　（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一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市数字经

济发展委员会职能，健全协同工作机制。推行“首

席数据官”制度，提高数据治理和数据运营能力。

二是健全数字经济专项保障机制。在财政、税收、

金融、人才、知识产权，以及土地供应、电力接引、

设施保护、政府采购等方面制定有针对性的专项

支持措施。三是建立数字经济试错容错机制。创

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

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对在数字经济促进过

程中出现失误或偏差，但符合未违反法律义务、未

造成重大损失、未谋取非法利益等情形的工作人

员，视情况不作负面评价，或从轻、减轻处理。

　　（七）全面推进数字文明新形态孕育
发展

一是建立公平竞争规则，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壮

大，规范平台经济发展方式，及时治理“二选一”独

家交易、“大数据杀熟”等竞争乱象，依法维护数字

经济正常竞争秩序。二是充分考虑差异化需求，消

减企业之间、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努力实现普惠

性、公平性和非歧视性，保障不同群体更好地共享数

字红利。三是建立数据权益保护规则，充分尊重和

维护相关主体的隐私安全、知识产权、自主决策权等

合法权益，探索便捷化的公共法律服务以及多元化

的争议解决机制。四是制定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及

行为规则，增强科技伦理意识与行为自觉，积极引导

负责任的数字经济研发与应用活动，构建公平、公

正、和谐、安全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有效避免偏见、

歧视、隐私和信息泄露等问题，确保数字经济在数字

文明的保驾护航下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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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互联网协会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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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赛迪智库数字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２０２１年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形势展望［Ｊ］中国工业和信息
化，２０２１（１）：３８－４３
［３］李晓华“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问
题与政策建议［Ｊ］人民论坛，２０２１（１）：１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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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打造数字经济时代
武汉文旅新名片的建议

施　岚

　　摘　要：结合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文化旅游业发展新特点与新思路，分析了武汉文化旅游发展的主要

优势、存在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突出规划引领、完善服务体系、构建生态体系、坚持创新驱动、深化国

际合作，进而打造城市文化旅游新名片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文化旅游；武汉；对策建议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

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

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

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我国数字经济”。随着５Ｇ、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加快在文化和旅游领

域应用融合，文化和旅游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的发展步伐加快，云上剧院、数字展览、智慧景区、

智慧旅游、云旅游、云阅读、云视听等大批数字文旅

项目涌现，催生出许多新业态、新产品。例如，用数

字技术可以把景区的景观和文化极致地表达出来，

让游客在１０分钟之内充分感受景区美景和历史人

文，目前不少景区球幕飞行影院的游客满意度都超

过９０％。同时，移动支付、流量分成、预付费卡、新

零售导流等成为新的收费入口，借助文旅ＩＰ赋能，

不断拓展品牌孵化、主题特展、广告推送、虚拟店铺

引流等多元盈利路径。

近年来，我国数字文旅行业不管是企业数

量、从业人员规模，还是资产总量、产值规模方

面都发展迅速。２０２１年数字文旅行业共拥有企

业２９５５９家，从业人员达到１７８万人，资产总量

达到２３７万亿元，工业总产值达到 ５８８１亿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７６３％、８７４％、４０２％、

２２７％。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市场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人员、资金进入数字文旅

行业。国家“十四五”规划要求，“实施文化产

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

态、文化消费模式”。武汉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

告和２０２２年政府工作报告均已提出，提升文化

产业实力，实施“文化 ＋”战略，发展新型文化业

态。因此，武汉市文旅产业发展需要适应数字

经济时代新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加快与时

俱进和转型升级，打造文化旅游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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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新特点新思路新举措

　　（一）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新特点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文化旅游产业向数字化转

型最明显的标志是“数字文旅”产业的崛起。数字

文旅是以网络为载体，以数字技术和信息通信技

术与文旅业的深度融合而形成的新产业形态。数

字文旅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旅游发展的

产业动能，它链接供给和需求，为业态赋能；它培

育和扩大新消费市场，实现产品增值；它驱动产品

和业态创新，重构产业格局。随着数字技术的渗

透与变革，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游客的需求、行为与

体验，大幅提升着文化和旅游的智能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效能，带来规模巨大的下沉市场和新兴

消费。用数字技术将大量文物、艺术作品、文旅资

源数字化，借助网络平台，游客可以更加便捷地搜

索、了解、观看相关文物和资源，一些珍贵的文物

可以借此为更广大的民众所了解和认知。

数字文旅产业的主要特点是：资源无限，不再

局限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更追求资源的深度挖掘

和持续优化，也就是从有无问题向优劣问题转化；

时空无界，需要突破传统时空观念上的思维、逻

辑，产品和服务加快从有形向无形转化；身份多

元，个人和企业的身份模糊，既是生产者，又是消

费者，还是传播者、营销者，同时还存在虚实空间

身份的随机、随时转换；数据驱动，数据成为新的

生产资料、生产要素、核心资产，在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新思路

我国各省市在“十四五”规划中纷纷拟定了数

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着力推动数字文旅

产业转型升级。例如，北京市实施公共文化数字

化提升工程，实现数字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档

案馆各区全覆盖，打造公共文化数字服务网络群，

构建全天候的现代公共服务新模式。推进中国乐

谷、北京音乐产业园转型升级。开展５Ｇ＋８Ｋ、人

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在文化领域应用场景示

范等。上海市聚集“网生内容”整合产业链，鼓励

原创精品创作生产，扶持培养一批新兴数字文化

优势领军企业，着力建设网文化产业高地。广东

省加强数字技能普及培训，提升全民数字素养，积

极营造数字文化氛围，做优做强４Ｋ／８Ｋ影视、数字

出版、视听、动漫、数字文化装备制造等，前瞻布局

智慧广电、出版、电竞、直播视，云游戏、云音乐、云

演艺等引领全国的战略性新兴文化产业。湖北省

推进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图书馆、数字

文化馆、数字档案馆、数字博物馆、数字非遗展示

馆、数字农家书屋等建设，打造公共文化数字资源

库群，推进长江数字文化产业园建设。湖南省提

升公共文化数字化资源供给能力和现代传播能

力，加快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博物馆、数

字档案馆、数字非遗场馆等建设，建立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分布式数字资源库，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形

式从“传统型”向“数字型”“科技型”转变；推动数

字文化与社交电商、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在线新经

济结合，培育壮大云旅游、云娱乐、云演艺、云展览

等新型消费形态，扩大优质数字文化产品供给。

浙江省以数字经济为支撑的数字文化全面繁荣发

展，形成具有国际影响、中国气派、古今辉映、诗画

交融的文化浙江新格局，通过数字赋能推动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

用，大力发展数字影视、数字演艺、数字音乐、数字

出版、创意设计、动漫游戏等优势产业，不断培育

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等。

　　（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新举措

近年来，全国各省市都十分重视发展数字文

旅产业，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

例如，北京市文旅局公布了“２０２１年北京文旅技术

３８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２４辑

　　　　　

装备优秀项目”榜单，良业科技集团等１９家企业

入选，《千里江山图３０》、“张灯结彩”故宫珍品宫

灯沉浸式光影演绎等数字文旅项目榜上有名；在

服贸会现场，ＶＲ眼镜“飞跃北京”、数字化全景故

宫、滑雪模拟机体验单板滑雪、会唱歌的智能语音

机器人等成为服贸会的热门展区和网红打卡地。

广东省深圳华侨城集团与腾讯公司签约合作，促

进线上线下消费和应用场景加速融合，共同推进

智慧化、新文旅、新基建、大数据、大生态等领域的

创新发展，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湖北

省加快发展智慧旅游，推动旅游景区建设数字化

体验产品，丰富游客体验内容；实施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工程，建设一批世界级国家文化旅游景区

和度假区，打造“一部手机游湖北”综合服务平台，

构建覆盖全省的智慧旅游体系。湖南省推进长江

中游智慧旅游工程建设，发行长江旅游年卡，大力

发展在线文娱、智慧旅游、智能体育等新业态；建

设“一部手机游潇湘”公共服务平台，推进智慧旅

游应用，加快建设一批智慧旅游示范城市、智慧旅

游小镇和智慧旅游景区。浙江省文物局与腾讯达

成合作，构建博物馆数字文博开放平台，为全省博

物馆提供丰富全面的数字化服务能力。贵州省培

育壮大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旅游等数据融合

新业态；持续推进“大数据＋全域智慧旅游”建设，

以“一码游贵州”服务平台建设为重点，整合旅游

景区监控系统、云游贵州等资源，加强数据资产归

集，形成集产品推广、服务预定、预售结算、实时查

询、导游导览、投诉受理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化信

息服务平台。云南省以实现“游客旅游体验自由

自在”为目的，建设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智慧旅游

平台；基于“城市大脑”和５Ｇ等技术支撑，推动城

市智慧城管、智慧交通、智慧旅游、智慧政务等建

设，全面提升城市智慧化水平。福建省完善“一

廊、两环、五区”国际旅游岛空间布局，打造一批高

品质旅游景区和旅游度假区，发展南岛语族、蓝眼

泪、石厝等特色旅游，完善全岛智慧旅游平台，加

强５Ｇ、ＡＲ体验等新兴科技应用，构建海洋休闲度

假游、文化旅游、海上运动旅游等多元旅游产品体

系，加快形成全域全时旅游消费格局。

　　二、数字经济时代武汉文化旅游产业的

发展现状

　　（一）武汉数字文旅产业发展取得的
成绩

一是数字文旅产业发展外部环境不断优化。

近年来，武汉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武汉市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一核、一轴、两

带”的文化产业空间布局，推动８大文化产业重点
领域发展，促进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各大领域紧

密融合，为武汉市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外部环境。

二是数字文旅产业持续快速增长。据统计，

武汉市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数３６万多家，其中规上

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近千家。２０２１年一季

度，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单位实现营业

收入５０６０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７４４％；比２０１９

年一季度增长３０１％，两年平均增长１４１％。一

季度，全市文化核心领域（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

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

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闲服务６个行业）实现营业

收入４４７５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６７８％；全市文

化相关领域（包括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

装备生产、文化消费终端生产３个行业）实现营业

收入 ５８５亿元，增长 １４８９％。互联网、数字出

版、游戏动漫等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１６个
行业小类合计实现营业收入２１９８亿元，占全市文

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４３４％，比上年同期增

长６０３％，比２０１９年一季度增长８２１％，两年平

均增长３４９％，表明我市“互联网 ＋文化”新业态
发展动力强劲。武汉理工数传、武汉语联网两家

公司入选首批单体类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

地，武汉上榜数量仅次于北京。截至目前，仅东湖

开发区就聚集了１２００多家科技型文化企业。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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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数字文旅产业初步形成品牌规模效应。

科大讯飞、小红书、尚德机构、西山居等知名互联

网企业在汉设立总部，网络直播、新文创、互联网

＋教育、网络游戏等数字经济产业竞相发展，斗鱼
直播节、中国游戏节等渐成品牌效应。武汉光彩

影业出品的电视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入选国家

广电总局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重要推广剧目。长
江首部漂移式多维体验剧《知音号》、世界顶级大

型现代旅游演艺项目《汉秀》、提档升级的武汉长

江灯光秀等形成我市文化旅游演艺核心品牌。太

崆动漫成功入围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汉产动

画短片《冲破天际》入围奥斯卡提名，武汉两点十

分文化传播公司连续入选“国家动漫品牌建设与

保护计划”。武汉斗鱼成长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

直播企业，注册用户超过２亿人，日营业充值流水
达２０００万元规模。武汉数字图书馆（武汉图书馆
网站、微信公众号、移动 Ａｐｐ）通过整合资源，打造
一体化的服务平台，为读者提供便捷的阅读服务。

武汉群众文化云（武汉市数字文化馆服务平台）列

入第二批国家数字文化馆建设试点项目，已投入

规划建设。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武汉成功入选首批 １５
个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

　　（二）武汉数字文旅产业发展存在的
问题

一是数字文旅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还不够

强。２０１７年武汉文化产业增加值在１５个副省级

以上城市中排第八位；拥有规模以上文化企业７２６

家，是深圳的 ２３４％、杭州的 ２６５％、南京的

５８７％、长沙的６９５％。在第１１届“全国文化企

业３０强”中，北京上榜８家，杭州４家，长沙３家，

武汉只有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入选。总体上看，我

市文化产业明星企业还不多，文化旅游产业数字

化建设核心竞争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二是数字文旅产业发展政策供给还不够多。

近年武汉市出台的文化旅游产业经济政策数量不

多，扶持力度也不算大。北京、上海、深圳、杭州、

成都、西安等地每年扶持文化产业发展财政专项

资金规模，多的１００亿元，少的也超过１亿元，武汉

市只有３０００万元。同上述城市相比，专项资金的

引导、放大效应难以体现，文化旅游产业数字化建

设的资金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例如，盘龙城考古

遗址公园网络建设项目仅投入７９４２万元，武汉市

少年儿童图书馆红色文化及红色记忆数据库项目

仅投入３４９５万元。

三是数字文旅产业发展主题形象还不够鲜

明。近年来，广东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珠江两

岸数字创意文化产业带。深圳加强深港、深澳在

创意设计等领域合作，“深港设计双城展”“深澳创

意周”等品牌国际影响与日俱增。珠海推动建立

“澳门资源＋全球技术＋创新人才 ＋横琴载体”合

作模式，协同发展数字文化创意、休闲旅游。佛

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市依托特色优

势，聚焦影视、游戏游艺、４Ｋ产业、中医药文化等，

协同港澳蓄能发力。武汉是一座英雄之城和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历史文化、

荆楚文化、戏曲文化、工业文化、商贸文化等特色

地域文化，但是目前尚未有效利用数字化技术挖

掘城市历史文化内涵，打造个性鲜明的城市文化

旅游名片。

　　三、数字经济时代加快武汉市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突出规划引领，把数字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作为全市“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

规划的重要突破口

１加强规划引领

将数字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十四五”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纳入政府工作目标计划，推

动武汉市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不断提

升、供给结构不断优化、供给效率不断提高，数字

文化消费更加活跃，成为扩大文化消费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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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若干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突出、具有较强创

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数字文化领军企业，一批

各具特色的创新型中小微数字文化企业。数字文

化产业生态体系更加完善，产业支撑平台更加成

熟，市场秩序更加有序，政策保障体系更加完备。

２完善政策体系
统筹利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国家专项建设

基金等投资政策，落实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

等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制定出台增强文化旅游产

业创新动力、扶持数字文化旅游产品原创、强化文

化旅游人才培养、壮大文化旅游市场主体、引导文

化旅游产业集约发展、完善文化旅游金融服务等

方面的政策举措。

３加大资金支持
每年安排文化旅游产业数字化专项经费并保

持逐年增长，重点用于支持文化场馆、文娱场所、

景区景点、街区园区，开发高水平的数字化文化旅

游产品和服务。支持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

线上和线下文艺资源、文娱模式数字化，创新艺术

表现形式。支持具备条件的区域依托地方特色文

化旅游资源，开发具有鲜明区域特点和民俗特色

的数字文化旅游产品。

　　（二）完善服务体系，加强文化旅游产
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优化武汉市数字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环境

１完善服务体系建设
以技术服务中心、交流合作中心、国际推广中

心“三个中心”建设为突破口，构建“政府引导、企

业主体、行业服务、社会参与”的文化旅游数字化

服务体系。

２推进服务平台建设
搭建创意策划、文化研发、生产制作、影视播映、

出版发行、市场开发、人才培训、经营管理、展会论

坛、信息咨询等多功能文化旅游数字化服务平台。

３实施科技支撑
落实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部署，共建共

享文化旅游产业数据管理服务体系，尽快实现文

化部门、文化企业、文化事业单位等文化旅游行业

内部数据资源融通融合，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大数

据”服务平台。

　　（三）构建生态体系，加快数字文化旅
游产业园区建设，推动武汉市数字文化旅

游产业高水平发展

１推动数字文化产业跨界融合发展

完善文化旅游产业数字化建设生态体系，推

动文化旅游产业创意策划、生产制作、出版发行、

市场播放、产业投资间的相互渗透，紧密对接制造

业、数字内容、旅游业人居环境、教育科研、体育

业、特色农业、文化产业，促进文化旅游产业数字

化建设以ＩＰ运营为核心的跨界发展、融合发展。

２推动数字文化旅游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打造功能强大、设施齐全、智慧服务、优势互

补、分工协作、服务一流的数字文化旅游产业园

区，推动构建集技术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

信息链于一体的生态化产业集群，加速园区基地

企业集聚、产业集群、要素集约、技术集成、服务集

中高水平发展。

３培育文化旅游产业数字化建设龙头企业

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增长速度快、人才集聚度

高、市场能力强、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大型龙

头文化旅游产业数字化建设企业，引进一批知名文

化旅游品牌、精品数字文化旅游产品形象和优秀数

字文化旅游作品，整体提升全市文化旅游产业数字

化建设的竞争力、影响力、辐射力和带动力。

　　（四）坚持创新驱动，建立文化旅游产
业数字化创新协同机制，推动武汉市数字

文化旅游产业突破式发展

１建立产业协同机制

加快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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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依托、行业服务、社会参与、契约纽带”的文化旅

游产业数字化建设协同创新体系。

２加强技术要素流动转移
推进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间技术要素流动，

鼓励通过许可、转让、入股等方式推动技术要素向

中小微文化旅游产业企业转移。

３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
支持５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

区块链等在文化旅游产业领域的集成应用和创

新，建设一批文化旅游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

４创新发展思路
用以ＩＰ打造和运营为核心的“泛娱乐”时代

新理念，推动以数字化生产、网络化传播、链条化

重组、ＩＰ化升级、生态化建设、融合化发展为特征
的新时代文化旅游产业数字化创新发展，实现数

字文化旅游产品制作、市场营销推广、产业发展运

营等核心领域新突破，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

　　（五）深化国际合作，以数字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为抓手培育打造城市文化旅游新

名片

１抢抓战略机遇
充分利用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湖北省

人民政府在武汉举办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

的契机，将２０２２年确定为“文化旅游产业数字化
建设年”，用数字化技术整合红色文化、历史文化、

荆楚文化、戏曲文化、工业文化、商贸文化等特色

地域文化，向海外强势推广城市文化旅游新名片。

２深化国际合作
加强与欧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台

湾地区数字文化旅游产业行业组织、学术机构、创

意企业间的线上和线下交流与合作，利用机构合

作全面开展城市文化旅游新名片的国际化推广。

３完善国际市场体系
支持数字文化旅游企业通过电子商务、项目

合作、海外并购、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开拓国际市

场。支持数字文化旅游企业参与境内外综合性、

专业性展会，开拓线上文化产品展览交易会等新

模式。支持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数字文化旅游

企业和一批海外年轻用户喜爱的数字文化旅游产

品合作开发。支持学术研讨、项目合作、人才培

养、参展参会、海外授权、市场拓展、资本运作品牌

建设等方面的战略合作。推动文化旅游产业数字

化建设领域的人才国际化、市场国际化、产品国际

化、品牌国际化、管理国际化。

参考文献：

［１］郝挺雷产业链视域下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路径研究［Ｊ］理论月刊，２０２０（４）：１１１－１１９

［２］牛壮壮５Ｇ技术背景下数字文化产业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以数字出版为例［Ｊ］中国传媒科

技，２０２０（４）：３６－３８

［３］郝挺雷，黄永林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数

字文化产业链现代化［Ｊ］江汉论坛，２０２１（４）：１２７

－１３３

［４］陈宇翔，李怡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双重使

命”：逻辑、挑战与路径［Ｊ］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１（５）：

１６９－１７６

［５］郑自立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考察

与对策建议［Ｊ］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８，３８（４）：８０－８５

［６］陈波，陈立豪虚拟文化空间下数字文化产业

模式创新研究［Ｊ］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０（１）：１０５－１１２

［７］范玉刚新时代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问题

与未来瞩望［Ｊ］中原文化研究，２０１９，７（１）：６９－７６

（作者简介：施岚，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经济

学硕士，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武汉市文化和旅游

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四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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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造一支不走的乡村振兴工作队？
———论回流精英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作用

田北海　殷柯柯

　　摘　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程中，内生型村庄干部与外源型帮扶干部

各有其工作优势，同时也分别遭遇不同的工作困境。与上述两类村庄干部相比，回流精英兼具理念、资源

和动力等方面的综合比较优势，在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激发脱贫人口内生动力、拓宽脱贫人口增收渠道、

传播现代农业技术、打造乡土品牌和改善农村生活水平等方面有较大作用空间，但也面临创业环境不完

善、协同联动难、回流目标偏移等实践困境。为提升回流精英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中的作用，建议优化返乡创业保障体系，激励回流精英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加强沟通协商，促进回流

精英与乡村社会协同联动；强化监督，防范回流精英治理风险。

关键词：回流精英；贫困治理；可持续发展；人才振兴；城乡流动

　　一、引言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培育知农爱农本土

人才，打造“一支不走的乡村振兴工作队伍”，是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

任务。当前，乡村主要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干部，一

是以村两委干部为代表的内生型村庄干部，二是

以驻村帮扶工作队为代表的外源型帮扶干部。两

类干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中各有其优势，但也都有其局限性。乡村振

兴工作常常遭遇外源型帮扶干部水土不服、内生

型村庄干部工作能力不足、外源型干部与内生型

干部协同联动难的困境。

随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回流到

中、西部地区的农民逐年增加，农民回流正在成为

我国乡城人口迁移中的“新常态”。对于回流农

民，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一种观点认

为，回流农民是城市竞争的失败者（Ｐａｉｎｅ，１９７４）；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回流农民有长期的城市务工

经商经历，他们在城市务工经商期间习得了都市

现代文化、积累了人力资本（ＧａｌｏｒａｎｄＳｔａｒｋ，１９９０；

殷江滨、李郇，２０１２）和经济资本，能在资本投入、

技术引进、观念创新等方面促进回流地经济发展

与现代化转型（Ｇｍｅｌｃｈ，１９８０）。

需要指出的是，在被动回流的农民中，固然不

乏城市竞争的失败者，但在主动回流的农民中，亦

不乏积累了丰厚经济资本的经济精英和积累了丰

富经营管理经验与先进技术的技术精英。相对于

多数没有流动经历的内生型村庄干部而言，回流

精英有明显的资本与能力优势；相对于来自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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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源型帮扶干部而言，回流精英有明显的本土

化优势。可见，从应然讲，回流精英有可能成为乡

村振兴的一股新兴力量。从实然来看，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程中，一

些地方已经认识到回流精英的潜在作用，纷纷动

员精英回流、支援家乡建设。在当地党委和政府

的扶持下，一些回流精英已经在相关工作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然而，无论是从应然层面，还是在实然层面，

对于回流精英能否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中发挥独特作用、回流精英的作用空间及

其具体实践，学术界的研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

从“打造一支不走的乡村振兴工作队”的主旨出

发，尝试在应然层面探讨回流精英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作用空间，

在实然层面分析回流精英的作用实践及其困境，

进而就如何提升回流精英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作用提出对策建议。

　　二、内生型、外源型乡村干部的工作优

势与困境

　　（一）内生型村庄干部的工作优势与
困境

１内生型村庄干部的工作优势

内生型村庄干部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层执行

者，其工作素质直接决定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进度与成色。相对

于外源型帮扶干部而言，内生型村庄干部主要具

有沟通优势、网络优势和文化优势。

（１）沟通优势：熟悉当地语言，方便开展基层

工作。欠发展往往与不发达的教育相关。对于学

历层次较低的脱贫人口而言，在封闭的农村生活

场域中，他们往往习惯用方言与人交流。尤其是

老年人，他们甚至既说不好普通话，也听不懂普通

话。因此，掌握当地语言是与脱贫户有效沟通的

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农户经济来源、财产收入等

是返贫致贫风险动态监测帮扶中需要核实的关键

敏感信息。流利的方言与有效的沟通技巧有助于

让农民消除戒备心理和顾虑情绪，提供真实信息。

因此，相对于外源型帮扶干部，内生型村庄干部具

有明显的沟通优势。

（２）网络优势：拥有乡村关系网络，易于调处

矛盾纠纷。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俗社会。

所谓“无讼”，是指农民在面对冲突时，首选的不是

法律手段，而是诉诸伦理、道德等“情理”手段来解

决。礼治与法治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基于特殊

主义原则，是关系取向的；后者基于普遍主义原

则，是规则取向的。近代以来，尽管政府通过多种

方式“送法下乡”，但“无讼”和礼治传统仍然扎根

农民日常生活秩序之中。内生型村庄干部生于农

村、长于农村，与村民之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亲友

或邻里关系。在调处基层矛盾和冲突时，他们可

以动员这些关系网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责之

以礼”。较之生硬地宣讲政策、照章办事，关系取

向的非正式治理方式往往更有人情味，更易于为

矛盾各方所接受。

（３）文化优势：拥有地方性知识，易于推进乡

村振兴项目。内生型村庄干部在本村生活多年，

不仅对各家各户的人口结构、家庭关系和生产经

营现状了如指掌，而且能洞悉农户不轻易表露的

深层需求与真实想法，知晓本村对乡村振兴项目

需求的优先项、项目实施可能遭受到的阻力及其

来源等信息。这些地方性知识有助于本村因地制

宜谋划乡村振兴项目、推进项目顺利实施。

２内生型村庄干部的工作困境

（１）动力困境：工作动力不足，主动作为意愿

不强。当前，村庄干部收入水平整体偏低。在压

力型体制下，内生型村庄干部普遍面临责—权、付

出—回报不对等问题。作为理性行动主体，在工

作收益与成本不成比例且常常面临追责风险的情

况下，他们往往遵循“不出事”行动逻辑（贺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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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岳，２０１０）参与乡村治理，主动为村里争取公共

资源的积极性不高。

（２）能力困境：综合素质弱，带动致富能力不

强。在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背景下，一方面，留守

农村的村干部通常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如，有

调查显示，河北省涞源县５０岁以上的村干部占比

５２９％，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比５７１％（白佳仪、

许月明，２０１４）。另一方面，留守农村的村干部缺乏

外出务工经历，市场意识差，流动经历少，除此之外，

少数村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诚实守信缺失（欧阳庆

芳、赵忠伟，２０１２），缺乏创新意识、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差（周海英，２００６）。他们应对市场经济乏术，没有

制定村经济发展的规划，没有清晰的发展思路，缺乏

带领农民脱贫致富之术（朱峰等，２００８）。

（３）道德困境：产生谋利行为，侵占公共资源。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量惠农、富农资源和项

目源源不断投入农村，基层形成了一种新的“分利

秩序”（陈锋，２０１５）。与税费改革之前相比，村干

部的谋利空间扩大，谋利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此外，“双重角色”让部分村干部面临现实困境，使

他们欲当好国家代理人而不能，欲当好村庄当家

人又缺乏基础（吴毅，２００２）。沦为“边际人”的村

干部处于国家行政管理系统与农村社区自治系统

的边际位置，这使得他们在实行农村管理职能时

常出现不规范行为（王思斌，１９９１）。谋利型村干

部随之产生，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和体制漏洞垄断

了大量信息和资源，被形象地称为“精致的利己主

义者”（龚春明，２０１５）。

　　（二）外源型帮扶干部的工作优势与
困境

驻村帮扶制度也被称为“驻村制”或“包村

制”，是我国农村工作的传统方式之一（严国方、肖

唐镖，２００４；覃志敏、岑家峰，２０１７）。在脱贫攻坚

期间，驻村帮扶工作队在帮扶贫困村链接扶贫资

源、提升发展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促

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２０２１年５月，中组部发布《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

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要求：对脱贫

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村（社区），继续选派第一书

记和工作队，将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脱贫村作

为重点，加大选派力度。可见，以驻村帮扶干部为

代表的外源型帮扶干部仍将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一支重要力量。

与内生型村庄干部相比，外源型帮扶干部具

有自身的独特优势。

１外源型帮扶干部的工作优势

（１）能力优势：综合素质高，为乡村振兴提供

智力支持。同内生型村庄干部相比，驻村干部文

化程度较高，了解市场经济运作规律，能向农户传

播现代经营理念、现代农业技术和现代经营经验，

帮助小农户实现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２）组织优势：组织资源丰富，为当地发展提

供资源保障。驻村干部由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派

驻，其背后依托的是强大的组织资源。借助组织

力量，驻村干部可以帮助驻点村整合乡村振兴项

目、争取对口帮扶资金、开展消费帮扶，链接社会

帮扶资源，为改善驻点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

务、发展特色产业提供资源保障。

（３）身份优势：“局外人”身份，便于缓解基层矛

盾。驻村干部享受国家工资福利政策待遇，与驻点

村农民没有利益瓜葛或利益冲突（黄陵东，２００３）。

这一方面便于他们中立地行使职权、依法依规开展

帮扶工作，另一方面使他们更有可能以公平公正的

姿态在调处基层矛盾中发挥积极作用。

２外源型帮扶干部的工作困境

（１）网络困境：外源型帮扶干部难以深度融入

乡村场域。根据规定，干部驻村每２年一个周期。

在短短的２年任期内，驻村干部难以与村民建立普

遍的、深入的交往。除帮扶对象外，驻村干部对其

他村民的情况并不熟悉，对村情缺乏全面了解，可

能面临群众认同基础不足问题，这使得他们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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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入农村社会。

（２）资源困境：帮扶资源不稳定性，难以保证

帮扶绩效。帮扶单位类型、上级领导支持与否直

接决定了驻村干部能否获得帮扶资金、项目以及

获得资金、项目的难易程度。若是驻村干部所属

的帮扶单位无法提供资金与项目，驻村干部基本

无法有效开展帮扶工作。调查显示，４４４％的第一

书记无法获得派出单位的资源，同时也无法整合

使用乡村振兴资金（王卓、罗江月，２０１８）。

（３）组织困境：驻村任期短暂，难以巩固脱贫

成果。２年的短暂任期通常意味着有限的帮扶成

效。一个普遍的社会事实是，各地驻村干部都在

积极开展产业帮扶。为了在驻村期间做出成绩，

他们往往会选择“短平快”的产业帮扶项目，较少

考虑长期市场风险因素。其结果往往是，作为外

生力量，驻村干部带来的改进缺乏可持续性，甚至

可能存在市场风险隐患。此外，作为理性个体，当

意识到短期驻村经历不一定能显著改善其职场境

遇时，一些帮扶干部会权衡利弊，以过客心态开展

帮扶工作，难免出现帮扶工作不到位问题。

　　三、何以可为：回流精英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独特优势

综上所述，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进程中，内生型村庄干部、外源型帮扶干

部是在农村基层工作的主力军，但两类干部各有其

优缺点，若在工作实践中协同不畅，便很有可能使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效大打

折扣。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在城市务工经商的

部分劳动力选择回到农村，成为回流精英。回流精

英是相对于传统乡村精英而言的，与后者相比，“流

动经历”可以说是这一群体最大的特点，因此，他们

也被称为“城归精英”。本研究中的“回流精英”是

指那些生于农村，在城市或务工或求学或经商后主

动选择回农村长期居住的、或是在城乡之间进行频

繁流动的人。换句话说，此处强调的“回流”包含精

英群体回到农村的“回流状态”，同时指涉精英群体

在城乡之间进行频繁流动的“回流过程”。相较于

内生型村庄干部，回流精英具有更多的流动优势；相

对于外源型帮扶干部而言，回流精英有更多的本土

优势。回流精英兼具两类乡村干部的优势，可以视

为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重要补充力量。

　　（一）理念优势：回流精英在城市生活
中习得了现代性与先进发展理念

在城市工作与生活过程中，回流精英群体耳

濡目染了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经历了价值观念和

行为方式的解构和重构，其民主意识、法治意识、

市场意识得到相应提升；回流精英经历了商品经

济的市场化锻造，习得了一定的经济理性、生产技

能和市场经营经验；回流精英经历了工厂、企业等

现代组织的科层制规训，强化规范、守时、诚信等

现代意识。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过程中，经历过现代性体验的回流精英能够成

为城市文明与乡土文化、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交

流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成为现代文明的义务推动

者（田先红，２０１２）和传播者，助推回流地区农民提
升现代性水平、市场竞争意识与能力。

　　（二）资源优势：回流精英在城市积累
了丰富的资本，带动发展能力强

回流精英在城市积累了经济资本，有助于带

动就业创业。他们会直接将这些经济资本带回农

村，作为原始资本积累，进行相应的投资或创业

（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３；Ｍｅｓｎａｒｄ，２００４；刘铮，２００６）。实践证
明，大量回流精英在家乡创办农业龙头企业、农业

经营合作社、帮扶车间，通过土地入股分红、公益

岗位、合作经营等方式，吸纳本土劳动力就业创

业，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回流精英在城市提升了人力资本，有助于推动

农业农村现代化。人力资本这一维度通常包含个体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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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水平与职业技术培训这两个方面。虽然回流

精英的受教育程度不一定高，但是他们在城市流动

期间受到了职业技术培训，掌握了某项能够维持基

本生活的具体职业技能或技术。而对于那些在外经

商的回流精英，他们在城市夹缝中学会了经营之道，

习得了市场经济运作规律，形成了现代法治观念。

上述人力资本的积累，使他们有潜力向脱贫地区脱

贫人口传播现代经营理念、分享现代生产经营经验，

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回流精英在城市积累了社会资本，有助于为

脱贫地区链接帮扶资源。相对于内生型村庄干部

而言，回流精英在长期的城市流动经历中，会与异

质性较大的个人及群体进行频繁互动。他们能够

充分发挥个体主动性，利用个人的聪明才智，围绕

自身的地缘、业缘、趣缘等构筑崭新的朋友圈。在

回乡后，他们仍然能够从该朋友圈获得有益的资

源与信息，助力本地发展。相对于外源型帮扶干

部而言，回流精英“生于斯、长于斯”，对于各家各

户的大致情况耳熟能详，有些甚至能够对脱贫户

家庭发生的重大事件娓娓道来。这种社会关系的

熟悉性（陆益龙，２０１５）为他们精准帮扶脱贫人口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动力优势：乡情乡愁驱动回流精
英在服务家乡乡村振兴中奋发有为

回流精英出生于乡土社会，他们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怀着对乡土社会的浓烈感情，愿意对

生育自己、养育自己的家乡无私奉献，投身家庭乡

村振兴事业。中国文化中告老还乡、荣归故里的

传统与大量实例也从侧面表明，乡土情结流淌在

中国人的血液中。区别于少数内生型村庄干部和

外源型帮扶干部，回流精英关注巩固脱贫成果问

题的主要出发点并不是工作背后的利益或是外生

性的行政强制力，而是其内生型的情感纽带———

乡情乡愁。区别于行政强制力的暂时性，这种乡

情乡愁为回流精英投身家乡乡村振兴事业所提供

的内在动力是具有可持续性的，能有效避免部分

帮扶干部“重眼前绩效、轻长期效应”的短视行为。

　　四、何以能为：回流精英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作用空间

　　（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基层
治理水平

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与农村欠发展存在

高度相关性。农村基层党组织羸弱，便难以发挥

带动村民致富、促进有效治理的领导作用。目前，

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诸多局限，其主要

表现为后备力量不足、领导力不够和与时俱进能

力差等方面。

精英的回流能够改善村庄治理状态。现实情

况是，越来越多的村民愿意接受“能人型”村干部。

尤其是回流精英中的永久性返乡者，他们能够通

过村民选举进入村庄权力结构中心（田先红，

２０１２）。调查显示，回流精英走上村庄政治前台已

非个别现象，有四成的村干部曾有过非农或外村

工作经历，部分人还有参军和企业工作经历（肖唐

镖，２００６）。这些人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社会资

源，能够通过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带动

农民增收获得更为广泛的群众支持，推进乡村治

理由管制型治理向服务型治理转型，从而实现对

村庄的有效治理。

　　（二）发挥示范效应，激发脱贫人口内
生动力

２

当前，脱贫人口内生动力不足是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的主要障碍因素。已有研究表明，贫困人

口的参与程度是影响扶贫效果的关键因素（张海

霞，２０１０）。在此背景下，回流精英学习先进经营

管理经验和现代农业技术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起到示范作用；回流精英努力拼搏的身影也会

激发脱贫人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他们摆脱

“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促进形成自立自强自主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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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风貌。同时，乡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熟悉

性也利于回流精英发挥自身良性辐射效应，营造

勤劳致富的社会氛围。

　　（三）带动脱贫人口就业，拓宽脱贫人
口增收渠道

回流精英可通过创办企业，吸纳脱贫劳动力

就业。虽然回流农民创办的企业或经营项目规模

普遍较小，单个经营主体带动脱贫人口就业的能

力有限。但从总体上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的回流

精英回乡创业，其带动脱贫人口就地就业的规模

化效应会渐次扩大。

回流精英可通过合作经营，拓展脱贫人口增

收渠道。一些回流精英以租赁脱贫户果园、鱼塘、

山林、土地等方式，让脱贫户以土地、劳务、资金等

多种方式入股，持续性地共享经营收益。

回流精英可动员城市社会资本，助力脱贫人口

转移就业。回流精英虽已回到家乡，但他们与城市

的联系并未中断。在与城市社会关系网络持续互动

的过程中，回流精英可以帮助本地农民获取转移就

业岗位信息、推荐转移就业机会、传授转移就业技能

与经验，推动脱贫人口高质量转移就业。

　　（四）传播现代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现
代化

回流精英文化素质较高，农业科技应用意识

强。在回乡之后，他们可以深入农户田间地头，用

知识服务家乡，助力农业经营现代化（刘铮，

２００６）。部分农户害怕承担未知的农业风险，可能

不愿意尝试新兴农业技术。面对这种推广难题，

回流精英可以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带头引进使

用新技术，让农民看到使用新技术带来的新收益，

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农民拥抱新技术、发展新产业。

　　（五）拓宽农产品销路，打造乡土品牌

脱贫户媒介素养水平不高，缺乏有效的市场

销售渠道，常常面临农产品滞销的困境。回流精

英品牌意识强，他们一方面借助于互联网、微商平

台，打造和传播乡土品牌；另一方面，他们利用自

身积累的社会资本，或者借助发达的互联网，帮助

农户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收入。

　　（六）推动互惠型消费，改善农村生活
水平

消费社会学研究表明：人们可以通过消费实

践来建立、维护或扩大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

寻找更好的生活机遇（ＩｓｈｅｒｗｏｏｄＢａｒｏｎ，１９７９）。对

于流动劳动力而言，他们会采取“两栖消费”策略

（王宁、严霞，２０１１），压缩在城市的消费欲望，而将

其用于农村。为了实现社会关系的再嵌入，回流

精英会与村民建立互惠关系，进行互惠消费（卢

飞，２０１５），如自费修路等；村民也会以各种形式包

括情感、行为实践对其进行回报。这种互惠消费

既促进了回流精英与留守村民间的信任与合作

（黎相宜、周敏，２０１４），也带动了农村生活水平的

整体提升。

　　五、何以难为：回流精英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实践困境

　　（一）回流精英返乡创业环境有待改善

返乡创业融资难。一是创业担保贴息贷款限

额低，难以充分满足创业资金需求。回流精英虽

积累了一定资金，但许多创业项目资金仍存在较

大缺口，创业担保贴息贷款最高１０万元不能满足

对正在创业初期的创业者资金需求。二是微小企

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需为当年新招用人员缴纳

社会保险。一方面，多数企业创业资金捉襟见肘，

购买社会保险有心无力；另一方面，农业项目的参

保率不高，致使创业担保贷款难以兑现。三是创

办小微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按规定要为当年

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缴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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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险，银行贷款要么担保、要么抵押，而多数农

民工没有房产作抵押物申请贷款，找担保人难，自

行申请贷款困难。

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可操作性不足。如创业吸

纳就业奖励政策明确规定，要签订劳动合同并缴

纳社会保险才能享受，但多数返乡创业者创办的

实体在农村，用工基本都是当地农民，且季节性用

工等灵活用工方式居多，很难做到与劳动者签订

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创业吸纳就业奖

励政策基本享受不到。

返乡创业要素保障不足。回流精英返乡创业

项目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受土地红线政策及环

保政策制约，一方面种养业创业项目无法做长远

规划；另一方面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等创业项目的

临时性建筑缺乏政策支持。

返乡创业人才支撑不足。回流精英返乡创业

的主要区域是在农村，农村交通、物流、用水、用

电、通信等配套设施不足，生活环境较差，对于人

才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在市场中难以形成核心竞

争力，企业持续成长发展受到制约。

　　（二）乡土信任不足，乡村振兴协同联
动难

作为乡土社会曾经的缺场者（卢飞，２０１５），精

英的回流必须面对乡土性和现代性两种文化环境

（江立华，２００４）的转换，以及相应的价值体系和行

为模式的调适（李强、李凌，２０１４）。作为主动返乡

者，回流精英积累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有助于

提升他们在回流创业（罗凯，２００９）、投资开发性农

业（瑞雪·墨菲，２００９）等方面的就业竞争力，不存

在职业适应困境。但作为乡土社会曾经的缺场

者，回流精英需要恢复或重建与干部、村民的信任

关系。只有建立起基本的信任，村民与回流精英

的合作才有可能。然而，信任的建立需要时间的

积累，合作也并非易事，这往往会打击回流精英的

积极性。

来自村民的信任不足，创新型项目推进受阻。

在乡土情结的驱动下，一些回流精英愿意对生育自

己、养育自己的家乡无私奉献，参与乡村振兴。他们

会积极采取各项帮扶行为，如传播新技术、引进新品

种。在面对新技术、新品种时，一方面，由于自身抗

风险能力较差，村民不敢轻易尝试新兴事物；另一方

面，由于对回流精英的信任不足，一些村民往往怀疑

回流精英的推广动机。在这种情境下，新技术、新品

种往往很难在欠发达农村地区推广。

内生型村庄干部排斥，创新行动难以执行。

当回流精英为了村民争取帮扶资源而怀疑村干部

决策的时候，后者会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威

胁到他们在村民心中的认可度。此外，少数私利

化倾向严重的村干部也会担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尤

其是灰色收入受损。因此，他们往往会采取忽视

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对待回流精英，阻碍回流精英

在农村基层的创新行为。

　　（三）回流动机复杂，可能导致回流目
标偏移

总体而言，回流精英群体拥有改善农村社会贫

弱状态的强烈责任感，但有个别回流精英回流动机

不纯。他们可能为了获取国家扶贫资金及利益而

“大搞项目”。同时，这些“成功人士”可能仅仅将担

任村干部作为自己发财致富的手段之一（田先红，

２０１２），而没有考虑如何更好地帮助家乡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甚至产生“精

英俘获”现象，导致帮扶目标偏移。

　　六、何以善为：回流精英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作用

优化路径

　　（一）优化返乡创业保障体系，激励回
流精英投身乡村振兴事业

优化返乡创业金融扶持体系。建议在适度提

高返乡人员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小微企业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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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额度的同时，鼓励创业者利用农村承包土地经

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使

用权等进行抵押贷款。

增强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操作性。建议对农民

工返乡创业，属于农民合作组织或在农村创立的

农产品加工企业，吸纳就地就近农民就业的，只要

签订劳动合同、农民本人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均认定可以享受岗位补贴、

创业吸纳就业奖励等扶持政策，从而增强相关政

策的可操作性。

补齐返乡创业要素保障短板。建议从省级层

面对返乡创业工作进行统筹规划，为返乡创业提

供必要的土地、政策扶持、基础设施保障，加强对

创业项目的论证、市场开发和融资服务。参照大

学生创业园区的管理办法，在省级层面出台返乡

下乡创业孵化园区管理办法，给予资金支持，提供

精准孵化服务，切实解决创业者困难，降低创业风

险，提高创业成功率。

营造返乡创业良好氛围，激励更多人才投身乡

村振兴事业。一方面，建议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传

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先进典型和经验做法；另一方

面，加大对返乡创业先进典型表彰奖励力度，激励更

多单位和个人投身返乡创业、服务返乡创业。

　　（二）加强沟通协商，促进回流精英与
乡土社会协同联动

对于回流精英而言，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

的帮扶行为得到村民认可与肯定，进而获得其尊

敬与信任，从而实现其反哺家乡的目标。然而，在

回流精英工作实践过程中，村民及村干部存在的

猜疑、嫉妒等心态，可能打击回流精英的积极性和

持续帮扶动力。为此，要着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

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促进回流精英与本土

干部、村民的理解与互信；营造沟通环境，促进回

流精英与本土干部、村民的有效沟通与良性互动；

创新完善村民议事形式、议事决策主体和程序，落

实群众知情权和决策权，促进乡村协同治理。

　　（三）强化监督，防范回流精英治理风险

精英治理实质上就是能人政治，可能面临权力

集中、威权治理、必要约制不足等治理风险（徐勇，

１９９６）。在充分肯定回流精英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作用时，还需警惕因

回流精英帮扶目标偏移而产生的治理风险。为此，

要加强以回流精英为重要主体的农村新型经济组织

和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引导其始终坚持为农民服

务的正确方向；加大回流精英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其

“不忘初心，回报家乡”；加强村务、财务的公开与管

理，防止乡村工作中的微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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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社会学视角下农民工
“嵌入态”生存现状调研报告

王　铁　曹　莹

　　摘　要：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数亿长期在城市稳定工作的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是新发展阶段
下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必不可少的环节。本文根据空间社会学核心概念“空间生产”及社会批判理论体系，

针对农民工市民化现状，提出农民工“嵌入态”生存范畴。本调研组２０１８年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农民工问
卷调查显示，在生存空间上，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工作空间、居住空间、消费空间的空间差异正在缩小；在

权利空间上，农民工在社会保障、社会组织、政治参与“不在场”的现状仍然存在；在交往空间上，农民工正

在逐步缩小其在社会交往、网络交往、社会认同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在精神空间上，农民工正在接

受城市的信仰观念、群体心态和文化娱乐。基于以上调研分析，本文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空间社会学；农民工；嵌入态；市民化

　　发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是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最深远的事件

之一。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以及由此所形

成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大量的农民工虽然在城

市就业和居住，为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却仍处于没有城市户口的外来打工

者的社会地位，成为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最大弱势

群体。在政治上，他们干了工人的活，却没有得到

应有的工人身份；在就业上，他们仍然受到各种或

明或暗的规则制约；在行政管理上，他们没有被当

作常住市民，而是被看作流动人口；在文化教育

上，他们的子女很难以平等身份进入城市公立学

校。这种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将过去城乡之间

的空间对立浓缩为城市空间范围内的乡与城的对

立，突出和升级了多种社会矛盾。

２０２０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２８６亿人，其中

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１３１亿人，占全国人口

的９０７％。如此规模巨大的农业人口城镇化在世

界城市化进程中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欧、美、日、东

南亚等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大力推进农

民工市民化，让多数长期在城市稳定工作的农民

工真正融入城市，应是新发展阶段下我国实现共

同富裕必不可少的环节。

　　一、农民工“嵌入态”生存的概念提出

和研究框架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西方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研

究领域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变革，空间的

社会本体论化和空间概念进入社会学研究的核心

７９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２４辑

　　　　　

成为这一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可否认的是，

范围更加广阔的社会世界的发展和变革无疑是导

致传统思维方式受到广泛质疑的一个重要诱因。

例如：城市化空间的社会生产对于资本主义的工

业化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量；资本在

国内和国外向那些并非完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领

域的扩张，在国内是通过资本主义的自我强化，而

在国外则是通过不均衡的发展和在地理上“延伸”

至世界范围内的较少工业化的区域；资本主义的

全球扩张和全球范围内空间的不均衡发展对于资

本主义的生存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在时空压缩

背景下的全球化的同质性和空间的多样化发展和

所谓的脱嵌与时空伸延影响下的全球性对地方性

的拓殖；等等。这些不同程度上彼此联系且相互

交叉和重叠的现象或多或少地推动着人们将理论

的视野聚焦于空间。

在一种将空间概念社会本体论化的倾向下，

当代空间转向呈现反历史主义、反客观主义、反普

遍主义以及综合客观环境论和主观空间论的基本

特征。这一转向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当今社会理

论和社会学的基本面貌，批判和超越了传统主流

社会学在实质上忽视空间的状况，使空间成为一

个核心的社会学范畴，使对于社会空间的研究成

为社会学的重要方面。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当代空间转向对从空间的视角来反思和批判资本

主义社会无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列斐伏尔

对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研究和批判；福柯用全景

式监狱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型，进而批判

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体的生产和压制；等等。事实

上，当代空间思想对空间的工具论的阐发在很大

程度上就是对空间的社会统治甚至社会压迫意义

的探讨，抽象空间的异化和压迫，以及纪律社会的

生产性的压抑，无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不断出现介绍

西方空间社会学的文章和综述，但对学术界影响

深远的是，包亚明主编的《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于２００３年出版；随后２００８年，孙江著的《空间生

产———从马克思到当代》对空间社会学的普及，并

与研究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有着广泛的影响。

景天魁、朱红文在其主编的“时空社会学译丛”（１０

本）总序中指出，在系统介绍时空社会学的基本概

念和理论的同时，“必须立足于把握中国的时空特

征”。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们还进一步指出，“时

空问题不仅对于理解宏观社会过程和社会制度有

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而且也是个体与群体

日常社会行为的重要分析工具”。

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时空社会学的研究和紧

密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景天魁等又出版了《时空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时空社会学：拓展和创新》。

前者“意在系统阐述时空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重

点论述时空结构、时空视角和时空分析”，后者则

是“诸多学者从多领域、多视角、多维度展开研究，

及时总结、推广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这两本

书，大体可以代表我国学术界时空社会学研究的

最新进展。

由于空间社会学是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晚期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庞杂，语言晦涩，因此

难以直接将其理论体系以及范畴、概念用于分析

我国现实的社会。但是，空间社会学的理念和视

角具有深刻的启发性。本文尝试运用空间社会学

的理念和视角，对其范畴、概念经过转换和扩展，

用一组本土化的工具，分析农民工在城市空间的

生存状态及其命运的演化。

根据西方空间社会学核心概念“空间生产”及

其社会批判理论体系，针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

我们创造性地提炼出“嵌入态”这个极具空间象征

意味和建构性的范畴。从空间社会学角度来看，

“嵌入态”是指农民工作为客体进入城市，与城市

社会空间互为“他”者，双方均保留各自的清晰边

界，特别是城市社会空间未充分开放，使农民工长

期处于没有被城市有机融入的状态。“嵌入态”主

要是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形成的消极状态。嵌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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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是可以转化的。空间生产的价值导向决定了

嵌入还是融入的演化方向，也就是注重空间生产

的公平、正义还是依从资本力量，是决定农民工融

入城市空间的决定性因素。长期的“嵌入态”固化

会形成空间分割和空间分化，从而造成空间对立

和空间冲突。只有改变嵌入的条件，尤其是会导

致嵌入固化的因素，如制度空间，才能最后促使嵌

入走向融入。

本文拟从生存空间、权利空间、交往空间、精

神空间四个维度对农民工“嵌入态”生存现状进行

分析，其中生存空间包括工作空间、居住空间和消

费空间；权利空间包括社会保障、社会组织、政治

参与；交往空间包括社会交往、网络交往、社会认

同；精神空间包括信仰观念、群体心态和文化娱

乐。详见图１。

图１　农民工“嵌入态”生存的研究框架图

　　二、农民工“嵌入态”生存现状分析

２０１８年，笔者根据全国地理位置、城市规模、

城市代表性，在全国范围内抽取重庆、武汉、苏州、

西安、东莞、哈尔滨、南宁、黄石等７个国家级城市

群的８个城市，以“农民工融入城市”为题，按分

层、定比、整群、随机抽样原则选取符合对应条件

的农民工自填问卷。调查实际发放问卷３１１６份，

调查企业１１１家，剔除掉空白率超过８４％的问卷

（２４２个变量，有２００个以上变量值为空）和不符合

条件的问卷，有效回收问卷２６４９份，有效回收率达

到８５％。

参与调查的农民工中，男性占 ５５１５％，女性

占４４８５％；未婚占１９８７％，有配偶且在同城的占

３９７８％，有配偶在异地的占 ３７０１％；党员占

４５９％，群众占 ７５７８％。农民工的平均年龄

３７２１岁，其中新生代（１９８０—２００２年出生）农民

工占到 ５６４９％。分行业看，从事制造业的占

３４６９％，建筑装修的占 ２４２４％，居民服务的占

７９０％，交通运输的占 ８９３％，批发零售的占

１４１４％，环卫服务的占１６５％。本次调查农民工

与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农民工在性别、年龄、职业

分布等关键变量上基本一致，且问卷中多道题目

的克伦巴赫 α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在０７７～

０９２间，可以说调查数据可信度高、代表性强。

依据农民工“嵌入态”生存的研究框架对调查

问卷展开分析，现阶段农民工“嵌入态”生存在生

存空间、权利空间、交往空间、精神空间等方面呈

现如下状况。

　　（一）农民工生存空间现状

农民工“嵌入”城市，首先是从离开农村到城

市打工开始的。他们与城市居民在城市工作的一

个本质不同，就是在没有城市户籍且工作、居住等

方面制度化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开始打工生涯

的。不过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他们的生存状

况也在发生明显的改变。

１工作空间

从“打工妹”到“现代产业工人”，农民工逐步

从制造业、建筑业转移至第三产业，城乡之间的中

低行业就业门槛已经基本破除，农民工与城镇职

工的工作空间差异正在逐步缩小。

一是政策对改善农民工现状有积极的推动作

用。相较于城市职工，农民工受其自身禀赋、个人

境遇等因素影响，多数在技术门槛低、收入低、劳

动强度大的第二产业工作，“工资低”（５８９３％）、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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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强度大”（３６４６％）是一直困扰他们的主要

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各地政府目前已初步建立

比较完善的农民工薪金预防和管理机制，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现象已经基本得到遏制。调查显示，

“工资被拖欠”的农民工仅为３７３％。

二是城市间“漂泊”的农民工正在逐渐减少。

调查显示，２０１８年农民到城市初次打工的平均年

龄是２４５岁，其中到城市初次打工年龄在１５～２５

岁之间的达到６７７２％，且初次打工年龄在１５～２０

岁的超过四成。相较于２０１２年课题组在武汉市开

展的农民工调查（下文所有２０１２年数据均来自此

次调查，不再赘述），农民工初次打工平均年龄增

加了０８岁。可见随着农民工学历的不断增长，农

民工初次参加工作的时间也在逐步接近于城市居

民。调查同时显示，有４４９０％的农民工只在一个

城市打工，有４３３１％的农民工在一个城市居住时

间已超过１０年，农民工近五年平均换工作次数为

１１９次，其中五年没有换过一次工作的占比达到

４９８０％。在城市定居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农民工的

最终目标。

三是农民工内部已经出现明显的分化。中国

农民工现象出现于１９７８年前后，蓬勃于１９８４年，

１９８８年开始全国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一批批的农

民工从农村走出来，他们中有部分因为各方面的

原因重返农村，也有部分在城市已经扎根，甚至于

现在有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从小就在城市

成长。同时其内部也已出现明显的分化：有一定

比例的农民工仍然从事环卫、简单制造业、建筑小

工等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工作不稳定的工作，但

也有一定比例的农民工通过不断地努力，已经成

为收入高、居住稳定、创业成功的经营者或企业骨

干。２０１２年武汉市农民工平均工资在２０００元以

上的占３７１％，超过３５００元的仅占１０２％；而至

２０１８年，２０００元以下的降至 ８５２％，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元的占１４０８％，超过５０００元的占１２４７％，农民

工收入总体处于中低水平，但较高收入群体也在

逐渐增多。

２居住空间

居住问题一直以来是农民工最关注的问题。

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民工作为弱势者、嵌入者，他

们与城市居民在居住空间存在着明显的边界。近

几年随着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和农民工自身条件

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经从脏、乱、差

的城中村住房转移至城市旧小区住房，但动辄上

百万，甚至更昂贵的城市新小区住房，仍然让大量

的农民工无法触及。

一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居住空间上存在明显

的壁垒。调查显示，农民工在雇主或单位提供宿舍

居住的占 ２８５３％，在工地活动板房居住的占

１１３７％，在生产经营场所或仓库居住的占１２７％，

即有四成的农民工仍居住在雇主给他们提供的免费

住房或低价住房。有２６２１％的农民工居住在城乡

接合部或城中村，有２６９０％的农民工居住在厂区

（单位）内住房，有１６８％的农民工居住在老城区街

道住房，有１５２２％的农民工居住在城市旧小区。农

民工为了降低生活成本，不得不更多地选择在房价

低的城中村和老城区居住，隐形的“贫民窟”现象应

引起各界的重视。

二是农民工的居住现状正在逐步改善。调查

显示，有１１８１％的农民工在当地城市购买住房，

人均居住面积由２０１２年的人均１２８９平方米，上

升至２０１８年的人均１６６４平方米。拥有单独卫生

间的比例由 ２０１２年的 ３８４％上升至 ２０１８年的

５４５２％，有单独厨房的比例由 ２０１２年的 ３４９％

上升至２０１８年的４８７％。

三是农民工居住条件仍与城镇居民有较大的

差异。调查显示，有４９７９％的农民工是不需要支

付房租的，需要支付房租的农民工，他们的平均月

房租是８４２４７元，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农民

工就业的企业和其个人，为了降低生活成本或用

工成本，拥挤、脏乱的城中村住房是他们的不二选

择。近几年不断加强的城中村改造工程和标准化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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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棚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农民工的居住环境，但即

使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居住距离仅一墙之隔，他

们与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仍有较强的空间壁垒，

他们仍较难真正融入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

四是农民工逐渐在城市站稳脚跟。农民工经

过几代人努力，已逐步从前期以高收入为目的、个

人到处漂泊的生存状态，转变成以稳定为目的、以

全家迁徙至城市为目标的新型生存现状。他们从

工作空间开始，正逐步扩大其在居住空间、交往空

间、权利空间、精神空间等空间的广度和深度。调

查显示，农民工在调研城市居住的平均时间为

７４０年，甚至有不少的农民工从出生开始就已经

在当地城市生活。农民工一年内最多搬家次数由

２０１２年的１７１次，减至２０１８年的１次；在一个地

点最长居住时间由２０１２年的２９１年上升至２０１８

年的４５５年。

五是两室一厅的住房是农民工向往的目标。

公租房是政府解决困难群体居住问题的主要手

段，作为常住人口的农民工，他们在居住方面一直

处于劣势，而公租房可以极大地改善他们居住的

稳定性和安全性。农民工对于公租房的选择也反

映了其对自身居住环境的判断，从两次调查数据

来看，仅有１／４的农民工选择“三室一厅”作为满

足基本居住条件，而满足核心家庭居住的“一室一

厅”和“两室一厅”是目前六成左右农民工的首选。

３消费空间

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有一系列重大区别，

其中有两个最具空间意味，一个是城市化，几乎所

有现代化国家城市化率都在７０％以上；另一个是

随着城市化的到来而形成的大众消费。农民工由

于收入低、工作时间长，其消费场所受到无形的限

制，导致他们在消费空间常常处于“不在场”的状

态，空间的不公正性反而更加严重。

一是农民工的午餐水平正在逐步提高。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工日常消费水平也在逐步

提升。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单位食堂吃饭的占

５８９７％。农民工的午餐质量虽然与城镇职工还有

一定的差距，但农民工就业的企业也不断提高农

民工的午餐水平，现阶段有近六成的农民工可以

在卫生、有营养的单位食堂吃饭，甚至有３７５８％

的农民工由单位提供免费午餐。

二是农民工消费层次较低。调查中，有

２２７２％的农民工从未在外吃饭，有６６０９％的农

民工从没有旅游。农民工聚餐地点选择在路边摊

的占２２４７％，在小餐厅的占４２９１％；购物地点选

择在路边摊的占１３８３％，在门面店的占１３７３％，

在超市的占４７３３％；有旅游经历的农民工选择国

内三日游的占８１４２％。聚餐地点选择在高档餐

厅的仅占０４５％，购物地点选择在高档商场的仅

占０１５％。调查结果同时显示，有４１１７％的农民

工在单位提供的住房居住，有９０７％的农民工合

租住房，也就是有近一半的农民工无法自己在

“家”做饭，他们只能经常在外吃饭，而消费水平较

低的路边摊和小餐厅自然成为他们的首选。由此

可见，农民工受收入水平、闲暇时间、消费环境等

因素影响，多数农民工整体消费水平较低。

　　（二）农民工权利空间现状

如果说，农民工在城市空间的工作空间、居住

空间和消费空间中处于一种劣势地位的话，那么，

在城市空间的“权利空间”中，则处于一种“漂浮”

状态———他们的“权利空间”的根基在乡村，但他

们的身体空间已远离乡村落脚在城市。在城市，

农民工只是一个被雇佣的劳动力，并不具备城市

工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如参加工会（虽然《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农民工有参加工会的权

利，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或在单位入团、入党、

选举人大代表，等等；也不拥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

政治权利，如对城市治理的参与、社区事务的自

治，等等。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０年调查报

告显示，１８岁以上的农民工中只有３３％曾回乡参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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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村委会选举，但有５５％的农民工期待参加所在

企业或社区的民主管理。这种“权利空间”的“漂

浮”状态，其本质是农民工“权利空间”的不在场。

１社会保障

一是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仍有一定

的差距。调查显示，农民工日平均工作时间为

９７８小时，其中１２小时以上的占２５６３％。农民

工中合同工占５７９１％，劳务派遣工占１１０６％，临

时工占２４９６％，但合同签约率为６７６１％。已办

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占４５０８％，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占４１２８％，工伤保险占５０３２％，失业保险占

３７３０％。农民工虽然与城镇职工在工作保障上仍

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目前正

在逐步弱化。

二是工作空间不公平是农民工权利缺失的主

要体现。农民工的弱势群体地位，最主要的体现

就是城市权利空间的缺失。对于“在城市打工，社

会地位低，容易受歧视”，农民工中１００４％的表示

非常同意，３８６０％的表示同意。调查同时显示，过

去五年，有 ５７３４％的农民工曾经受到过各种伤

害，其中“同工不同酬”的占 ２１１０％（多选题），

“没有养老保险”的占１５５９％，“工资被拖欠”的

占１２００％，“医疗无保障”的占１１６３％，“就业受

歧视”的占８４６％，这五项均与工作相关，排名前

五位。可以看出，农民工权利空间的不公平首先

体现在工作空间的不公平。

三是农民工办理居住证的积极性差异较大。

从“暂居证”到“居住证”，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

一项过渡性措施，虽然离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的户籍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现在许多城市以

居住证为主要载体，以此保障外来常住人口的基

本公共服务权益。因各地对居住证管理的差异，

以及居住证所赋予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同，不同

城市农民工办理居住证的积极性也有较大差异。

调查显示，部分城市本地农民工不需要办理居住

证。有些城市外来人口较多，办理居住证能带来

一系列的优惠，如苏州已经办理居住证的比例达

到 ８８８２％，而不想办理居住证的比例最低为

６２２％。

四是农民工对其合法权利未得到保障表示不

满。基本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是衡量城市空间

正义的重要尺度。如果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在权利

保障上不平等，就会造成农民工空间权利的相对

剥夺感。调查以“城市应该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

平等权利”为题，征询农民工的看法，结果显示，

“很同意”的占３３９７％，“同意”的占５２７７％。也

就是说，有８６４７％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赋予农民工

更充分的权利保障。

２社会组织

在现代社会，社会组织是“权利空间”的载体，

群体利益和权利诉求经由社会组织表达，从而形

成有效的政治参与。由于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

在城市社会组织空间场域，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

是“缺席”者。

一是农民工所在企业多有工会，但工会组织

力度存在明显差异。调查显示，制造业农民工所

在企业中有工会的比例最高达到６４９５％，其次是

交通运输仓储和环卫，分别为５１９０％和５０００％，

再次是住宿餐饮业和建筑装修业，分别为３３０８％

和３２３０％，批发零售业和居民服务业占比最低，

分别为２８４８％和３０６７％。可以看出，稳定性越

强的企业，工会的存在度越高。

二是多数农民工参加过工会活动。调查显

示，单位有工会的农民工中，有６１９０％的参加过

工会活动，其中有３７４３％的参加过技能培训，有

２０５８％的参加过文化体育活动，有１６６０％的参

加过政策法规的学习，有８８１％的参加过企业民

主管理，有６６０％的参加过维权帮扶，有４８３％的

参加过工资协商。

三是农民工参加组织活动的频次不高。调查

显示，农民工近三年内参加过同乡会的有

１４１２％，参加过业余爱好群体的占１３２１％，参加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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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职业团体的占 １７０３％，参加过校友会的占

１３４４％，参加过义工组织、志愿者协会的占

４７９％，参加过联谊组织的占４４２％，参加过宗亲

会的占４１５％，参加过宗教团体的占１２１％。也

就是说，有４５２２％的农民工近三年内没有参加任

何组织及活动。同时农民工在被调查的前一年

（２０１７）没有参加过“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活动”

的占８００８％，没有参加过“社区组织活动”的占

８４９４％。农民工受其休闲时间、社交网络、兴趣爱

好等因素影响，八成以上的农民工没有参加企业

和社会组织的活动，有近五成的农民工三年内没

有参加任何团体活动。农民工在社会组织空间的

缺场是他们融入城市的主要难点。

四是农民工正在逐步享受社区公共服务。农

民工在离开农村之前，作为农民与国家或政府的

关系，是通过各级政府，特别是乡镇一级的政府，

再经过村委会而实现的。农民离开了农村来到城

市，理应将用工单位作为实现其经济权益和政治

权利的中介。但是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大和组织

化程度低的特点，现实中国家与农民工的关系在

某种程度上中断了，农民工“权利空间”的“漂浮”

由此而来。而农民工与“社区”这一独特的空间却

发生着越来越多的关系。数据表明，有４５７５％的

被调查者得到社区的公共服务。近几年，许多城

市已把居住在本社区的农民工纳入了基本公共服

务范畴。特别是技能培训、就业咨询、法律援助，

在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是非常必要的。

让一部分在城市社区稳定居住的农民工更多地参

与到社区各类事务中，使他们逐步拥有城市居民

参与城市管理的资格和权利，使农民工“漂浮”的

“权利空间”真正具有制度化保障，应成为今后社

区的工作重点。

３政治参与

我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决定了农民工不仅

必然成为产业工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某些

产业中甚至成为主体，与此同时，农民工也将必然

获得市民的身份，并且作为国家的公民享受到均

等的政治参与权。从空间社会学来看，现阶段由

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原

因，造成其在“政治权利空间”的不在场，只能是一

种过渡状态。

一是多数农民工采用理性方式保障自己的权

益。在农民工政治参与场域有限、渠道不畅、信息

不充分的状态下，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更多地表现

在其自身权益受到伤害所采取的举动。“向单位

或有关部门反映”和“争取法律援助机构的帮助”

是农民工保障自己权益的首选。但需要注意的

是，“直接把事情闹大”和“将自己的意见写成标语

展示”这两种比较激烈方式的选择，２３岁以下农民

工选择的比例最高，分别为 ５５７％和 ４９２％，而

６０岁以上的农民工选择此两项方式的比例，则降

为０％和２２７％。

二是农民工关注国家大事，但较少评论。关

心时事政治，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国家大事，并与家

人、同事、朋友谈论、议论自己关心的国家、社会现

象，是现代社会公众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之一。

数据显示，农民工关注国家大事和时事政治的比

例达到８９０１％。这说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

高，对国家的命运、前途等重大问题，抱有较高的

关注和期待。与此同时，农民工与家人、同事或朋

友议论政治问题的强度相对较弱，经常的仅占

１５０６％，偶尔的占６３１３％，还有２１８１％的从不

谈论。这是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真实状态。毕竟，

由于政治参与渠道的缺乏和“政治权利空间”的

“漂浮”，他们的政治身份和角色在城乡二元结构

的分割条件下被边缘化，农民工没有时间，也没有

机会（场域）参与讨论政治问题。

　　（三）农民工交往空间现状

１社会交往

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来源于单一的、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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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亲缘为主要交往方式的乡土社会，而城市社会

则是一个拥有复杂社会网的交往空间。仅以地缘

甚至于亲缘为主要关系网的农民工，无论在城市

交往空间的广度还是深度都明显不足，交往空间

的局限性也必将使其在工作、居住等方面处于城

市边缘。

一是农民工正在逐步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

２０１８年，农民工的求职渠道已经发生变化，朋友介

绍成为农民工就业的主要渠道，占比达到

３７７９％；企业招聘位居第二位，占 ２７２６％；亲戚

和老乡介绍已经降至第三、四位，分别占２２３１％

和２２６５％。社会网理论认为，亲缘、地缘等内部

交往属于强关系，业缘等其他外部社会交往属于

弱关系。强关系主要维持群体、组织内部的功能，

而弱关系则在群体、组织与外部社会间建立联系

纽带，从而更能跨越群体内部的边界，从更广阔的

空间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对空间社会学而言，

强关系对应的是内部交往空间，弱关系对应的是

外部交往空间。农民工已逐步从早期的以亲缘、

地缘为主的内关系网，逐步扩展为以学缘、业缘为

主的外关系网，农民工正在逐步扩大自己社会网

的宽度和深度。

二是现阶段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仍处于浅层交

往。调查显示，有１０３５％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完

全没有交往，有８７５６％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

较少，仅有２０９％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很多。

而对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较少的原因，有

４２６６％认为“没有机会和条件与城市人交往”，有

４６５２％“说不清楚”，有５５３％认为“城市人不愿

意跟我交往”，仅有５２９％认为“自己不愿意与城

里人交往”。由于工作空间和居住空间与城市居

民的隔离，农民工极少有机会与城市居民有较深

的接触。

三是部分农民工已逐步建立以业缘为核心的

城市关系网。调查显示，农民工在遇到困难的时

候，得到城市居民帮助有以下几种情景。一是工

作，占 １２５７％；子女教育（５８９％）、生活用品

（５２１）、住房（４５７％）、资金（４２７％）分列第二至

第五位，占 １５３％；无法归类的其他帮助占

１９０３％。同时，农民工拥有城市居民朋友的方式

主要是：工友或同事（４４１４％）、工作（３２４７％）、

亲戚（１９６１％）、同学（１３５８％）、邻居（１３３３％）、

同乡（１１８８％）。工作关系、工友或同事成为农民

工拥有城市居民朋友的主要途径，分列前两位。

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经通过业缘建立

自己的城市外部社会空间。

２网络交往

相对于真实存在的社会网络，网络交往空间是

一个虚拟空间，这个空间来源于真实的社会空间，又

超脱于现实空间，且与现实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农民工作为社会空间的弱势群体，在城市交往

空间经常处于“不在场”状况，而网络空间则明显淡

化其显著的身份特征，农民工借助网络这个相对公

平的平台空间，改善其城市社会交往空间的单一性，

更方便建立起自己的城市关系网。

一是移动网络极大扩大了农民工的网络空

间。调查显示，农民工每天上网的占４５７２％，从

不上网的占１１５５％。他们的上网方式是手机的

占９２１６％。农民工碎片化的休息时间、拥挤流动

的居住空间、有限的经济收入，导致他们中仅有

２２６４％的人通过个人电脑或平板上网，但低廉、方

便的手机可以极大地弥补他们在此方面的欠缺。

手机上网成为农民工获取网络资源的主要方式，

同时由于微信、支付宝、快手等 Ａｐｐ的流行，很多

农民工不知不觉地通过手机获取网络资源。

二是丰富自己的精神空间是农民工上网的主要

目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上网的主要目的是聊天的

占６２６７％，娱乐休闲的占４７４４％，可以看出农民

工在城市社会交往空间缺失的情况下，选择网络空

间作为其扩大交往空间的重要手段，这具有积极的

意义。毕竟人们在工作和劳作之外，交往需求是人

社会性的本质体现。聊天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既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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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包括工作需要，也可以涉及交友，还可以通过各

种类型的“群”获取知识性、生活性、趣味性信息，这

无疑丰富了农民工的交往空间。另外，利用网络空

间“购物”的占 ３９９７％、“关心时事政治”的占

３１２５％、“上论坛、看微博”的占２３５７％、“获取资

讯”的占２３３１％、“工作、创业、赚钱”的占１９４４％，

这些网络空间社区都包含有交往的互动性，对农民

工拓展网络空间感都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３社会认同

社会距离最开始反映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程

度，此后被用来表征群体偏见、文化差异和群体互

动等。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现实社会必然会形成

一定的“社会距离”。社会距离体现了农民工在城

市的社会融入程度和他们的市民化、城市化水平。

调查显示，有４１６３％的农民工自认城里人对

其态度是“可以到城市来打工”，有１４６６％的自认

为是“可以成为亲密朋友”，有１４１９％的自认为是

“可以成为一般朋友”，有１３６０％的自认为“可以成

为同事”，仅有４９９％的认为“可以成为邻居”，只有

２８３％的认为“可以和城里人通婚”。调查同时显

示，农民工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有６３０１％的认

为自己是“农村人”，有１９２２％的认为是“一半城市

人一半农村人”，仅有５５４％的认为是“新市民”，有

２１０％的认为是“城里人”，有１０１３％的认为是“说

不清楚”。现阶段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较

远，虽然就年龄来看，更年轻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

社会距离有较小幅度的缩短，但农民工主体仍认为

他们仅仅是城市的打工者，其最终身份仍是农民。

　　（四）农民工精神空间现状

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具有可建构性。

在这个意义上，“空间正义”就具有了价值观的指

向性。

１信仰观念

一是农民工对实现共同富裕越来越有信心。

为了解农民工的信仰信念空间和现代观念空间，

笔者分别于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８年对农民工的信仰信

念相关问题进行测量。数据显示，对于“社会主义

最终会实现共同富裕”，２０１２年调查中，选择“同

意”和“很同意”的比例共计４２２８％，在所有１３个

问句中占比最低；而至２０１８年调查，“同意”和“很

同意”的占比达到６９３８％，占比最高。对于“党和

政府值得信赖”，２０１２年调查中农民工对此“很同

意”的占１２４９％，“同意”的占３９１３％，两者相加

占５１６２％；２０１８年调查中，“同意”和“很同意”的

占比６７４４％，比２０１２年显著提高了约１６个百分

点。可以看出，近几年党和政府越来越关注“三

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生存状

态的政策，特别是近几年大力推行的精准扶贫政

策，极大地改善了落后农村的面貌，缩小了城乡差

距，这也是农民工再次相信“社会主义最终会实现

共同富裕”的原因。

二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接受现代观念。

“人人生而平等，没有人能够高人一等”是对现代

平等理念的测量。２０１２年调查有６０９２％的人对

此表示赞同；２０１８年调查有７８８５％的人对此表示

赞同。“经过努力奋斗，一定能改变我的命运”，

２０１２年有 ７８２７％的人表示赞同，至 ２０１８年有

８１５４％的人表示赞同。而对于“打点工、赚点钱，

日子过得去就行”这种消极的态度，２０１２年有

５４６２％的人表示赞同，而到２０１８年赞同的比例下

降至４８２２％。这表明农民工的现代观念总体上

倾向于积极，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经接受现代观

念。可以看出，经过多年的城市生活，农民工或多

或少都受到现代观念的熏陶，其在现代观念上和

城市居民的差距已经在缩小。把自己当作城市居

民的一员，享受与城市居民的平等权利已经成为

农民工追求的目标。

２群体心态

空间社会学认为，要分析社会空间的本质，特

别是要分析社会空间的对立和差异性，就要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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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异质性来摧毁整一

性和均质性，用具象、具体和特殊来否定抽象、一

般和普遍，通过强调偶然、临时、可变、暂时、变易

来实现历史化、语境化和复数化”。

一是农民工总体日常生活感受相对消极。调

查显示，“劳累，钱不够用”，是农民工普遍反映的

感受，占比分别达到４７７４％和６９９０％。农民工

在城市生活的总体感受是消极的，但还没有到“绝

望”的程度。的确，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我们应

该让农民工更多地感受到城市生活的快乐，绝不

能让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感到绝望，如果这样的

话，我们的新型城镇化就是失败的。

二是农民工市民化信心仍有待提高。农民工能

否更好地融入城市，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他们对于融

入城市是否有信心。调查显示，对于“城市人越来越

认同、尊重农民工”，２０１２年调查中有４６１０％的农

民工表示有信心（包括“很有信心”和“有信心”），到

２０１８年调查，有信心的占比达到５６０４％，提高了约

１０个百分点。但是对于“城市和农村医保、养老金

的差别会越来越小”，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８年有信心的占

比分别为４６１０％和４６５６％，没有明显变化。同

时，有３９５９％的农民工相信“农民工到５００万人口

以上特大城市落户会越来越容易”，有５４６４％的农

民工相信“农民工在城市会获得更公平的待遇”。

近几年，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正在逐步向常住流动人

口覆盖，而作为流动人口中的主体———农民工，一方

面享受到此项政策给他们带来的福利；但另一方面，

作为弱势群体，他们极少能获得优质的公共服务资

源。特别是以学历为前提的落户门槛，对于多数仅

初中毕业的农民工而言，无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

沟。这也无疑是造成２０％以上的农民工对于市民

化信心不足的主要原因。

三是农民工对于是否留城出现明显的分化。

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的最终去向可以在城市与

农村之间进行选择。对于自己的短期目标，

７０７４％的农民工表示“继续在城市工作”，也就是

说近七成的农民工会继续在城市打工。值得高兴

的是，除了继续在城市工作外，农民工的第二选择

是“回乡创业，做新型职业农民”，占比达到

１３８４％，而且３８岁以下的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比例

较高，甚至于２４～２８岁的农民工选择此项的比例

达到２１５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量剩余劳动

力转移至城市，“老弱妇孺”成为了中国农村人口

的代名词。十八大以后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需要土地集中，需要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简

单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但农村同时更需要“爱

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３文化娱乐

空间社会学认为，社会空间不是均衡的，而是一

个关系体系，并由这个关系体系构成不同的社会空

间和地方感、间隔、距离，也就是差异体系。而各种

各样的社会空间构成各不相同的场域，产生类似的

性情系统，最后构成不同阶层的惯习和品位。所谓

不同场域形成的惯习和品位，也就是具有阶层差异

的精神空间。不难理解，农民工的文化娱乐场域，也

是构成农民工精神空间的一部分。

一是公园、电影院是农民工的主要娱乐活动

场所。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城市休闲场所去过最

多的是公园，占 ６３６５％，其次是电影院 （占

４４５８％）、ＫＴＶ（卡拉ＯＫ，占３０４６％）、游乐场（占

２９２２％）。前四位都属于大众文化休闲场所。相

比之下，图书馆占 １７７８％，博物馆、艺术馆占

１０９５％，茶馆、咖啡厅占 １０４２％，排五、六、七位

则属于较有文化艺术品位和个体消费特色的场

所，农民工去过的比例明显下降。列在最后三位

的是科技馆（占 ７１０％），大剧院、音乐会（占

３０６％），高档会所（占２１９％），表明农民工在这

种高档文化休闲场所更少光顾。农民工在不同种

类文化休闲场所身体空间的分布，就是农民工文

化休闲的场域特征。形成这种场域特征，不仅有

经济原因，也有惯习和品位的原因，而且二者之间

在很大程度上是互为因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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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看电视、逛街是农民工的主要娱乐活动。

调查表明，农民工在日常闲暇时间里，文化娱乐分布

的类型是，看电视（占６６６３％）、逛街（占４４８５％）、

听流行歌曲（占 ２８６５％）、喝酒与朋友聊天（占

２５１０％）等大众娱乐活动，其次是读书看报（占

１８０４％）、打球（占１２６５％）、打牌打麻将下棋（占

９６３％）、跳舞唱歌（占８９８％）等个人爱好活动。

这在表面上与城市居民，特别是年轻的城市居民没

有大的区别，但从选择频次上来看，有３１０７％的农

民工只选择一项娱乐活动，有２６９９％的选择两项

娱乐活动，有１９１８％的选择三项娱乐活动，也就是

说７７２４％的农民工选择三项及以下的娱乐活动，

同时还有１５１％的农民工在选择了各项文化娱乐

活动后，仍选择了“待着，什么也不干”。因此从中

可以分析出，在时间分布上，农民工的闲暇娱乐活动

是相对单调的。

综上所述，农民工在城市文化娱乐和文化休闲

空间中的“场域”特征，还处在大众消费的浅层次。

更严重的是，由于文化能力的不足和自身素质的原

因，不少农民工的文化娱乐空间还存在不小的提升

空间。从根本上说，文化娱乐空间的匮乏反映和导

致的是精神空间自由度的缺失，它会直接或间接地

降低农民工在未来社会空间的开放性与建构性。

　　三、小结和建议

本项研究显示，在生存空间上，农民工与城镇

职工在工作空间、居住空间、消费空间的空间差异

正在缩小；在权利空间上，农民工在社会保障、社

会组织、政治参与“不在场”的现状仍然存在；在交

往空间上，农民工正在逐步缩小其在社会交往、网

络交往、社会认同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在精

神空间上，农民工正在接受城市的信仰观念、群体

心态和文化娱乐方式。

“嵌入态”是对现阶段中国农民工生存状态全

面而准确的表征，既形象又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工

现阶段在城市社会空间亲身经历的真实图景，其

直观的表达就是农民工生存空间低质、权利空间

缺席、交往空间分隔、精神空间缺乏。基于农民工

“嵌入态”的生存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
融入城市的进程

如果说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是影响农民工融

入城市的主要因素，那么制度变迁滞后对农民工

的影响更为显著。以积分入户为例，由于农民工

的自身文化素质特别是其工作、居住地点的流动

性、分割性等特性，他们身体空间的流动性、组织

的碎片化严重，决定了他们是弱势群体，这使得他

们获得积分入户的机会更少，也更艰难。因此，可

以说，农民工群体中会有一定数量的个体因其自

身禀赋的劣势，可能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任何阶

段“脱嵌”，导致融入失败。

城镇化水平应以事实上在城市工作、定居为

主要依据。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是对于在大城市

和特大城市长期稳定工作和居住的存量农民工，

应尽可能使其真正在城市定居。农民工落户城镇

意愿下降，主要原因是不愿放弃农村承包地和宅

基地，但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他们在城市工作和事

实上的定居。因此，现阶段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

主要方向不是以落户为标准，而应以提高居住证

含金量为今后工作的重点。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突破口是解
决农业转移人口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问题

一是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保障性住房体系。安

居才能乐业。现阶段以及未来较长时期内，农民

工在城市就业不是主要矛盾，但他们由于主要从

事收入较低的工作，以城市现有的高房价，他们中

的绝大多数不可能购买商品房。因此，为农民工

提供低成本的住房就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首要

条件。更由于农民工前期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以

来城市居民在房改中得到的各项住房政策红利，

应尽快将农民工居住问题纳入城市保障性住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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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城市住宅发展规划。

二是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体系，是一项

有利于解决农民工居住问题的重大举措，应切实

执行。具体措施为：先从大量使用农民工的建筑

业和制造业入手，再逐步推广至服务业，缴纳比例

可给予一定优惠；自由职业者通过个体工商协会

参与，缴纳比例可参照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

可用于缴纳住房租金。

　　（三）从工会和社区两个角度提高农民
工的社会组织化程度

一是将所有农民工纳入工会管理。从本次调

研数据可以看出，建筑装修、居民服务业农民工，

因为他们的流动性强、企业管理不规范，多数没有

进入工会，这也导致他们在遇到欠薪等问题时常

常处于弱势。工会可以通过各类行业协会将这些

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组织起来，加入工会，为他们

更好地进行服务。

二是社区积极开展专门针对农民工的各项活

动。多数农民工为了节省生活成本，居住在脏乱

差的城中村，甚至有部分建筑业农民工居住在待

建小区的工棚内，这也导致他们经常处于社区工

作的盲区。社区，特别是农民工居住较多的社区，

应将辖区内所有常住农民工纳入自己的管理范

围，开展专门针对农民工的各项活动，增强农民工

对城市的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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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家庭支持服务需求与提升调查研究
　

杨　莉　徐桂娣　孙文静

　　摘　要：通过对武汉市８４９４位常住居民开展“家庭支持服务需求与对策”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现阶

段家庭对养老托育入户指导服务需求迫切，家庭矛盾主要集中在“亲子沟通”和家庭教育方面。针对当前

家庭建设和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应从发展婴幼儿普惠性托育服务、精准化养老家庭支持服务、构筑家庭

教育合作支持服务体系、增强家庭建设社会协同治理等方面着手，提升家庭支持服务水平。

关键词：家庭支持；服务需求；养老托育；社会协同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国家发展、民族进

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家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国家“十四五”

规划纲要首次设立了“加强家庭建设”的章节，提

出了具体任务和要求；今年１月１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为促进新时代家

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和法治保障。妇联

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做

好家庭工作，发挥家庭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

重要作用，既是其传统工作和擅长领域，也是新时

代的重要任务。对此，２０２１年武汉市妇联将“家庭

支持服务提升计划”纳入重点实事项目，联合武汉

市社会科学院开展“家庭支持服务需求与对策调

查研究”课题调研，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武汉市家庭

现状及家庭服务需求，旨在着眼小家庭、做好大家

庭，解决广大家庭急难愁盼之事，为做好家庭支持

服务工作提供现实基础支撑。

　　一、调查实施的基本情况与初步结果

分析

　　（一）调查实施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选择的是武汉市１３个城区及２

个开发区内的常住居民。调查采取整群抽样方

式，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８４９４份。调查问卷从家

庭结构、家庭收入、家庭需求、家庭发展四个维度

设计，采取不记名方式进行，调查时间从 ２０２１年

１０月下旬至１１月中旬，历时２０天。

对回收的８４９４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显示，调

查对象中，女性占比８５５８％，大幅超过男性；各城

区调查对象比例相当（见图 １）；中青年（１８～５９

岁）调查对象占比达到 ９８１４％；已婚人群占比

８３７９％，其中已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占比分别

是６１０７％、２０６１％、０９３％；调查对象学历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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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以上的近八成，整体认知程度较高。

图１　各城区调查对象比例图

　　本次调查对象涵盖党政机关公务员、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国企管理层、国企员工、事业单位职

员、私企员工、自由职业者、军人／武警／公安、学

生、农民工、农民、其他职业和已退休人员。其中

调查对象本人是独生子女的占３３５２％，非独生子

女的占７７４８％。调查对象家庭年收入低于８万

元的超过六成，代表武汉普通收入水平家庭。

本次调查问卷呈现的性别比例、年龄分布、婚

育状态、收入偏差等数据与武汉市妇联微信公众

号平台的用户现状相符。

　　（二）调查的初步结果分析

１家庭结构与婚育状态密切相关

调查显示，家庭规模和生育孩子数量呈正相

关。老人对未婚子女、多子家庭提供较多生活支

持，能承担更多哺育第三代的责任。目前最主要

的家庭模式是核心家庭（夫妻和孩子），会因为子

女增多，增加与老人一起生活的需求，从而家庭规

模扩大，变成主干家庭（三代同堂）。由此可见，婚

姻状态不仅决定居住状态，更影响家庭依恋关系。

２家庭最需要养老托育入户指导服务

调查显示，“一老一小”养老托育服务（５６４２％）

是家庭最需要的家政技能入户指导项目，然后是传统

的家政服务（５４８１％）和新兴的家居收纳整理需求

（４５４４％）及其他（３６７％）。将需求和性别、年龄作

交叉分析，发现选择需要“婴幼儿托育”（包括社区托

管、技能培训）的大多是３５岁以下、已生育的青年女

性；选择“养老服务”（包括上门巡诊、报销补偿、日常

护理培训、康复训练）的男性在任何年龄阶段的占比

均超过女性，并随着年龄的增长，高龄男性对养老服

务的需求更高（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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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年龄性别对家政技能入户指导需求人数与比例

调研对象

需求内容（多选）

家政服务 婴幼儿托育 养老服务 家居收纳 其他
答题
人数

男
性

１８岁及以下 ７（４６．６７％） ２（１３．３３％） １（６．６７％） ７（４６．６７％） ２（１３．３３％） １５

１９～３５岁 ２５９（５１．４９％） １８９（３７．５７％） １５３（３０．４２％） １８９（３７．５７％） ２０（３．９８％） ５０３

３６～６０岁 ３４０（５１．２８％） １２７（１９．１６％） ２５０（３７．７１％） ２１０（３１．６７％） ３４（５．１３％） ６６３

６１～８０岁 ２６（６０．４７％） ３（６．９８％） ２７（６２．７９％） ７（１６．２８％） ３（６．９８％） ４３

８０岁以上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

女
性

１８岁及以下 ６（４２．８６％） ３（２１．４３％） ６（４２．８６％） ５（３５．７１％） ２（１４．２９％） １４
１９～３５岁 １６９１（５３．９１％）１２６１（４０．２０％）６９７（２２．２２％）１５４４（４９．２２％） ９８（３．１２％） ３１３７
３６～６０岁 ２２８３（５６．６１％）７８４（１９．４４％）１２４０（３０．７５％）１８７７（４６．５４％） １４６（３．６２％） ４０３３
６１～８０岁 ４３（５０．５９％） ４（４．７１％） ４４（５１．７６％） ２１（２４．７１％） ７（８．２４％） ８５
８０岁以上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
选择人次 ４６５５ ２３７３ ２４１９ ３８６０ ３１２

　　３家庭暴力发生率降低，女性维权意识强

本次调查中，１４４６％的调查者表示身边存在

家庭暴力现象（包括常年冷暴力），发生率低于全

国平均值２４７％（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组织的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我国

２４７％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包括侮

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

活等。其中，明确表示遭受过配偶殴打的比例为

５５％）。遭遇了家庭暴力，３４７７％的调查者最先

想到的是“报警后让公安机关对施暴人进行惩戒

与训诫”，其次是“保留家暴证据，通过法律途径实

现诉求”（３１７５％）和“得到妇联组织的专业维权

协助与倾听陪伴”（２７９８％），另有５５％的人会选

择“寻求家人朋友的武力支持，尽快完成以暴制

暴”。充分说明，近年来武汉市妇联的防家暴宣传

得力到位，女性维权意识增强。

调研发现，九成以上调查对象听说或参加过

武汉市妇联组织的主题活动，妇联组织的主题活

动参与知晓度高。

　　二、家庭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家庭矛盾主要集中在“亲子沟通”

调查结果显示，“亲子教育”作为家庭最需要的

培训服务（６０６２％），超过“心理咨询”（３６６３％）、

“金融理财”（３５０７％）、“婚姻辅导”（２６６４％）、“法

律援助”（２５５８％）及其他（２４７％）。

有３７９７个家庭表示，最需要妇联组织提供的

家庭辅导服务是“亲子关系提升”（４４７％），然后

是“夫妻关系经营”（４０１５％）、“烹饪厨艺培训”

（４０１５％）、“婆媳相处技巧”（１８１５％）、“生育生

殖指导”（２５２％），另有２０００％的家庭不需要婚

姻家庭辅导服务。

同时，“亲子沟通”也是最容易引起家庭争吵

和矛盾的原因（４２９２％），其次是“夫妻矛盾”
（３３５９％）和“经济收入”（２６９７％），以及“家务
劳动”（２６６３％）和“婆媳关系”（１４０５％），其他
原因占比４６６％。

如果将男女性别作交叉分析可以发现，除了

“亲子沟通”和“夫妻关系”是最容易引起家庭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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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大原因外，妻子多因家务劳动争吵，丈夫更易

因为经济收入问题产生矛盾。归因就是男人不爱

干家务活、女人喜欢花钱、孩子让人抓狂等等。

　　（二）家庭教育存在“重智轻德”误区

调查显示，当前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集

中在亲子沟通和培养目标上，教育目标急功近利。

４５０９％的被调查者认为“家长与孩子沟通少”，
３３７１％的觉得“家长对孩子过度保护”，２８７９％
的觉得“重视身体健康，忽视心理健康”，２８４１％
的认为“重知识、轻能力培养”，１９４７％的觉得“夫
妻间缺少沟通和理解”，１８８４％的认为“家长忽视
自身学习与发展”，１２６８％的觉得“家庭教育以辅
导功课为主”，还有 ９９４％的忽视家风建设、
６９３％的家长过于严厉，另有２１２％的选择其他。

许多家长希望孩子学习优异，琴棋书画均有

所长，用上兴趣班代替亲子时间，用报名费沟通家

人情感，忽视孩子思想品德、生活能力和独立精神

的培养，让家庭教育进入了误区。

　　（三）家庭服务社会化购买认同度低

本次问卷调查中的８４９４个调查对象，明确表

示“愿意花钱购买技能培训和家庭入户服务”的人

数比例只有１１７８％，“愿意半价购买，政府补贴一
半”的占３２２８％，明确表示“不愿意购买”的占到
５５９３％。一方面大家对家政服务、亲子沟通、养老
托育有强烈需求，另一方面不愿意掏钱买服务，愿

意差额购买的比例也不高，这除了家庭经济收入

低的原因，还涉及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适度普

惠问题。要想转变观念，提升家庭购买服务意识，

除了提高服务水平和政府补贴比例，还需加强宣

传，提升普通家庭对购买社会化家庭辅导服务、提

高生活质量的认知。

调查中，６６９３％的调查对象“希望上门服务入
户指导的时间”在双休日，１８８５％的选择在工作日，
１４５％的选择在节假日。“希望每次入户的时长”在
１小时、２小时、３小时、４小时及以上的比例分别是
６３３９％、３１２３％、３４６％、１９２％。“网络线上学
习”（４７６１％）成为当今时代最受欢迎的培训指导
方式，其次是线下面对面方式（３７７８％）、发放宣传
手册（１２３４％）、电视广播宣传（６２８％）。但是随着
调查对象年龄的增加，大家对线上培训的认同度逐

步降低，变得更倾向选择传统的培训方式，所以提供

家庭服务时应考虑年龄因素（见图２）。

图２　不同年龄人群喜欢的培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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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超过八成的调查对象选择在双休日或
节假日面对面上门入户服务，只有社会化服务才

能实现。但是相对只有１１７８％的普通家庭愿意
全额付费，这不仅不利于家庭服务社会化发展，也

给妇联的家庭支持供需平衡提出了挑战。

　　三、提升家庭支持服务水平的对策建议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生活节奏的加

快，留给家庭的时间越来越少，这就造成照顾家

庭、陪伴老人、教育孩子等方面越来越多的问题。

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已经成为现代双职工家庭的一

大痛点。“一老一小”问题已经从家庭问题转变成

社会问题，服务保障好“一老一小”是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基础，增

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托育服务供给能力，切实提

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养老托育服务普惠性发展，

对于改善民生福祉、释放新兴消费、培育经济动

能、扩大就业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提供精准化家庭养老支持服务

１加强养老产业的资源整合

进一步整合社会力量投入养老产业。这不仅

涉及资本资金投入，也包括志愿者队伍的构建，辖

区企事业单位、社会家政服务机构以及各类民间

组织的参与等。可充分借鉴国外的“义工”制度，

为中青年志愿者和学生社会实践提供一个平台；

同时努力开发“银发劳务储蓄”制度，利用“劳务储

蓄”或“以服务换服务”的形式，让志愿者为高龄老

人和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提供服务。

２积极探索养老健康产业ＰＰＰ模式
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私营企

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

的建设。妇联作为家政行业的“娘家人”，用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实现女性就业帮扶，增加居家护理

培训、培养养老服务人才、购买社区就业岗位，既

为从事家政服务的女性提供公平的工作机会、维

护体面的生活权利，也减少政府援助资金投入，有

利于社会化养老产业的有序发展。

３建立完善多层次、多样式的养老服务方式

针对不同类型的老人，建立居家、社区、机构

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可以

向空巢的健康低龄老人开展社会化养老服务；对

与子女同住的健康低龄老人，提供家务“减负”的

家庭支持服务；为高龄、半自理老人提供居家养老

上门服务；对突发困难（疾病、丧亲）的老人，提供

临时救助服务；向完全不能自理的独居老人提供

社区养老院代养服务。

　　（二）发展婴幼儿普惠性托育服务

２０２２年３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三孩生

育政策配套措施，将３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多渠道发展普惠托育

服务，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多渠道”

就是要动员各方面资源扩大托育服务供给，这包

括支持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有条件

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加强社区服务

设施建设等。

１以需求为导向，推进托育服务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发展婴幼儿托育服务，重点要以不同阶段婴

幼儿发展需求为导向，推进托育服务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家庭提供科学养育指导，并保障育龄妇

女平等就业的权益，让父母安心照护婴幼儿。

根据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６日通过的《关于修改〈湖

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

定》，武汉产妇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

假６０天，其配偶享受１５天护理假。针对３岁以下

婴幼儿家庭需求特点，可采取适当延长产假政策，

以照顾婴儿支持措施、增强家庭的科学育儿能力、

发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功能、

扶持托育行业等方面为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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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坚持普惠性为主，发展多渠道的婴幼儿托

育服务

目前武汉普惠性的０～２岁婴幼儿托育机构数

量较少，政府应优先支持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机构

发展，在免费提供场地、减免场地租金、分担人工

成本、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妇联

可进一步加大对家政行业的扶持力度，增加月嫂、

育婴师、营养师等专业技术的培训和评估，促进托

育行业积极发展。

３立足人口趋势，完善托育服务发展的顶层

设计

政府在托育服务发展中起主导作用，需要结

合地区实际和人口发展趋势，精准务实地做好顶

层设计。要按照近年来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趋

势、初婚初育年龄推迟等影响因素的变动，合理预

测未来一段时间的出生人口数量，从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和人才储备现状出发，科学设定“十四五”

时期武汉婴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发展目标，避免

盲目扩张、资源浪费。逐步稳健地满足人民群众

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

广大家庭和谐幸福。

　　（三）合作构筑家庭教育支持服务体系

在家风建设中，父母行胜于言，孩子需要看得

见摸得着的父母之爱，如果父母总是玩手机，忽视

孩子，缺少真情陪伴和亲子沟通，待到子女长大后

往往会埋怨孩子不听自己的话。还有些父母在教

育方式上“宽以待己，严于律娃”，不能以身作则为

孩子树立良好榜样，只能停留在口头说教。面对

孩子的问题，往往失去理智地打骂一顿，缺少耐心

与智慧，没有有效的解决措施。中老年家长对于

成年子女缺乏科学的家庭教育科学指导，经常陷

入个人经验模式，有时过分干预子女的婚恋生活，

制造家庭矛盾，不适应时代发展。２０２２年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承担家庭教育

的主体责任”“规定家庭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这不

仅从法律层面强化了家长作为家庭教育实施主体

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不可推卸的义务，更要求广大

家长不断提高学习教子之道、治家之道。

１落实家长主体责任，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

家庭是人们成长发展的第一场所和终身场所。

开展家庭教育，首先要强化家长主体责任，密切亲子

关系。“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生的作业负担减轻

了，与家长接触的时间变长了，家长更要重视家庭教

育，转变重智轻德的家教方向，注重品德和心理健康

教育，依法科学带娃，提供高质量的亲子陪伴，促进

亲子沟通的和谐发展，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

２加强家校合作，开发形式多样的家教课程

学校要整合教学资源，为家长提供科学的家

庭教育知识，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观。

通过联合购买服务方式，聘请专业机构提供父母

“微课堂”、校园讲座、班级团体辅导、家庭心理咨

询、特殊儿童督导、科普教育旅行等服务，将家庭

教育外包给专业机构团体，充分开发家庭教育课

程的娱乐性，寓教于乐宣传家风文化。

３遵循成长规律，开展与时俱进的教育服务

遵循青少年成长规律，在世界观、价值观、人

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引导

学生们学法、知法、懂法、守法，打牢法治根基，提

升法治素养；在青春期性发育成熟阶段，开展符合

各年龄阶段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

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并将生殖健康课

程纳入教学大纲，强调安全性行为，减少意外妊

娠；在制定《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实施方案》时，由妇

联常态化开展涉案未成年人、失管未成年人和预

防性家庭教育指导，唤醒那些监护缺位的“沉睡”

监护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四）社会协同提升家庭建设治理水平

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治国从治家开

始，家治好了国就治好了。家庭建设在教育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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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家庭责任的同时，还

承载着独特的社会功能，能辐射影响周围人的思

想观念、处事方式和品格修养。和睦的家庭、严正

的家教、朴厚的家风对营造良好社会风尚、维护社

会和谐安定具有基础性作用。

１加强部门统筹协调，为家庭建设提供保障

建议建立一套由妇联牵头，民政、宣传、司法、

教育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协同治

理体系，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着力打造家庭的幸福

安康工程。民政系统应通过定向奖励与政府购买

服务的形式，积极探索志愿服务与社会组织参与

工作，通过成立家庭中心、家庭文明建设指导中心

等形式拓展服务家庭建设的阵地。宣传系统主要

负责家风家训文化建设，将家风家训建设与农村、

社区文化礼堂、道德文明馆建设等结合起来，提升

德化教育的空间。司法系统应积极开展青少年社

区矫正工作，通过家风家训的熏染，让他们重新回

到共同体的生活轨迹。教育系统将家庭教育与学

校教育结合起来，协同推进智力发展与人格健全。

２发挥妇女作用，建构家庭友好型政策体系

做好家庭工作，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

活中的独特作用，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是新时期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给妇联组织的重要任务，

也是妇联组织服务大局、服务妇女的政治责任和使

命担当。建构家庭友好型政策体系，化解家庭风险

与不确定性，设立更多的关切家庭利益、促进家庭发

展，特别是生育、安全、照料、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

持政策，应是妇联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３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家庭服务机制，为家庭

排忧解难

组织建立党员就近就地进社区志愿服务常态

化机制，加强社区志愿服务体系和志愿服务文化

建设，建立以社区党组织为主导的社区、业主委员

会（社会自治组织）、物业公司（社会企业）、社区党

员志愿者在社区基层治理上的“四社联动”机制，

实现协同共治。

转变服务机制，增加制度供给，引导人们重视

家庭、回归家庭的同时，把为家庭排忧解难作为基

层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积极探索建立社区

养老机制、社区家政服务机制、社区家教指导机

制，为居民实际解决家庭问题。发挥组织优势，把

妇联组织直接建到社区、建到居民的家门口，在乡

镇街道设置互助组，进一步提高对社会组织的引

领，增加社会化服务的购买能力，为家庭提供专业

服务。由“管理”转变为“服务”，只有建立好家庭

服务机制，基层社会治理在家庭建设中的成效才

能得到充分显现。

参考文献：

［１］杨莉、卢军新时代全面二孩政策下０～３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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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杨莉 武汉推动城市适老化改造调查研究

［Ｍ］／／袁超越武汉社会科学·总第２２辑武汉：

武汉出版社，２０２１：８５－９３

［３］王春霞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促进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Ｎ］中国妇女报，２０２１－８－２０（３）

［４］李雪婷２０２１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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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莉，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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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及社会心理研究；

徐桂娣，武汉市妇联副主席；

孙文静，武汉市妇联家儿部部长。）

（责任编校：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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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在智慧城市发展中的适应性研究
———以武汉市的调查为例

张　玉

　　摘　要：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智能化服务应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因为不少老年人不会

上网、没有智能手机，智能技术、数字化服务的高速发展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便利，反而形成无形的屏障，

将他们挡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之外。近年来，国家积极推动解决老年人受困“数字鸿沟”问题。本文以武汉

市智慧城市发展为例，调查研究老年人在智能化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数字鸿沟”，在此基础上提出

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智慧社会建设路径。

关键词：智慧城市；老年人；数字鸿沟；适老性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

展，使得智能化服务应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带

来生活新模式、消费新业态出现。然而不少老年

人因为不会上网，没有智能手机，在出行、就医、消

费等日常生活中遇到不便，甚至于个别老年人因

不会用数字应用而陷入困境的事例频频登上热

搜。老年人能否适应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种种

改变，是信息化与老龄化相交汇的时代背景下社

会治理面临的一个新考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其设

定的目标是，２０２０年底传统服务兜底保障到位，

２０２１年底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务更加普遍、传统

服务方式更加完善，２０２２年底解决老年人面临“数

字鸿沟”问题的长效机制基本建立。基于此，本文

以武汉市智慧城市发展为例，调查研究老年人在

智能化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数字鸿沟”问

题，意在提出破解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可行方案，

探索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智慧城市发展路径。

　　 一、武汉市老年人对智慧城市的适应

性调查

　　（一）调查对象及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法与访谈法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针对老年人发放并回收问卷共３００份。问卷

调查过程中，因为老人口音或手写不便利等原因，

访谈并帮助填写问卷７４人次。

　　（二）调查地点选择的说明

本次调研地点选择武汉市武昌区洪山广场周

边区域。洪山广场地处武昌中心城区，离武昌火

车站比较近，覆盖地铁、公交站、体育馆、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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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中心、景点、学校、银行、超市、商场、酒店、医

院、药店等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场所，能够全面

涵盖老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由于条件限

制，此次调查存在以下两个缺陷：第一，本次调查

虽然尽量遍及老年人常去的场所，但仅限于武昌

区洪山广场辐射范围，调查样本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由于老年人身体状况、文化程度以及口音等

原因，此次调查采取老年人和子女共同答卷方式，

以及调查员帮助填写或输入信息方式，可能存在

一定的信息偏差。但总体来说，调查对象生活于

武汉市中心城区，社会生活智能化场景十分丰富，

能够充分展示老年人在智慧城市建设发展中遇到

的“数字鸿沟”问题。

　　（三）本次调查的样本特征

１性别

男性１５６名，占比５２％；女性１４４名，占比４８％。

２年龄

５０～６０岁３８人，占比１２６７％；６１～７０岁１４３

人，占比４７６７％；７１～８０岁９２人，占比３０６７％；

８１～９０岁２２人，占比７３３％；９０岁以上５人，占

比１６７％。

３户籍

本地户籍２００人，占比６６６７％；非本地户籍

１００人，占比３３３３％。

４文化程度

不识字１２人，占比４％；小学及以下学历６７人，

占比２２３３％；初中学历７１人，占比２３６７％；中专及

高中学历６２人，占比２０６７％；大专学历３５人，占比

１１６７％；本科及以上学历５３人，占比１７６７％。

５离、退休前职业

公务员１９人，占比６３３％；个体、私营业主３３

人，占比 １１％；工人、商业服务人员 ９１人，占比

３０３３％％；科教文卫工作者 ９０人，占比 ３０％；其

他６７人，占比２２３３％。

６婚姻状况

已婚１７７人，占比５９％；离异１８人，占比６％；

分居 ３４人，占比 １１３３％；丧偶 ７１人，占比

２３６７％。

７居住状况

独居４９人，占比１６３３％；老年夫妇同住１２３

人，占比 ４１％；与子女或孙辈同住 ９７人，占比

３２３３％；其他３１人，占比１０３３％。

８主要经济来源（多选）

离退休养老金，１５９人次；积蓄投资收入，３９人

次；劳务工作收入，５７人次；配偶供给，１５人次；子

女供给，６３人次；最低生活保障补助，３６人次。

９使用手机类型

老人机使用者４５人，占比１５％；智能手机使

用者２４５人，占比８１６７％；没有手机者１０人，占

比３３３％。

　　（四）调查结果分析

１使用手机状况

调查对象中，可以熟练使用智能手机者 １２９

人，占比４３％；稍会但需要帮助１１７人，占比３９％；

不会５２人，占比１７３３％。从调查结果看，老年人

的身体状况、收入水平、年龄、受教育程度与老年

人对智能设备的适应性具有较高关联性，身体状

况和收入水平是影响老年人适应智能社会的重要

因子。本次调查中，有１７３３％的老年人因为经济

原因或身体原因没有智能手机，这部分老年人的

生活基本与现代智能技术脱节。表１显示，年龄与

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关系呈现负相关：年龄越小，

手机使用熟练度越高；随着年龄增加，熟练使用智

能手机的比例变小。而表２则显示，学历与熟练使

用智能手机的能力呈正相关，学历越高，熟练使用

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比例越高。

７１１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２４辑

　　　　　

　　　　　　　　　　　　　　表１　年龄与智能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 单位：人

年龄 熟练 稍会，但需要帮助 不会 其他 小计

≤６０岁 ２２ １４ １ １ ３８

６１～７０岁 ６８ ６３ １２ ０ １４３

７１～８０岁 ３７ ３４ ２１ ０ ９２

８１～９０岁 ２ ６ １４ ０ ２２

９０岁以上 ０ ０ ４ １ ５

　　　　　　　　　　　　表２　学历与智能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 单位：人

学历 熟练 稍会，但需要帮助 不会 其他 小计

不识字 ０ １ １１ ０ １２

小学及以下 ８ ３６ ２２ １ ６７

初中 ２３ ３３ １５ ０ ７１

中专及高中 ２９ ２９ ４ ０ ６２

大专 ２６ ８ ０ １ ３５

本科及以上 ４３ １０ ０ ０ ５３

　　２对目前智能社会生活方式的评价

本次调查中，有７８人次表示对目前智能社会

生活方式感到方便、高效、适应，占比２６％；７９人次

感觉虽然便利，但是相比传统的已经习惯的不那

么智能的生活方式而言，还是有些不适应，有生疏

感和被强迫的感觉，占比２６３３％；有７０人次感觉

不方便、不适应，有与社会脱离的感觉，占比

２３３３％；有１７６人次担心使用智能设备过程中，特

别是涉及钱财方面会受骗上当，占比５８６７％。

３关于感受最不方便去的场所

本次调查中，有２３７位老年人表示，目前最不方

便去的地方是医院。有２１１人对网上挂号和机器查

询结果感觉不方便，不少老人的普遍感受是，以前不

少可以人工操作的流程，现在都被机器代替，进了医

院无所适从。有些子女也抱怨：老人看病，必须自己

请假陪着，变相增加了看病的负担。２０２０年后，医

院普遍采取了入院必须出示健康码、出行码、网上预

约挂号、机器查询检查结果等措施，老年人感觉医院

特别是三甲医院比以前难进很多。

银行是本次调查中第二个让老年人感到不方

便去的场所。其中有１７５人次感觉去银行不方便。

２０２０年前，不会操作网上银行的老年人可以直接

去银行存钱、查账、转账，但后来因为进银行首先

要查看健康码、量体温，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业务

要进行人脸识别等智能手段，导致一些不会用智

能手机或使用不太熟练的老人感觉十分不方便。

同样，因为网上购票、进出站必须刷健康码和

身份证才能顺利出行的火车站也让老人们倍感不

方便。本次调查中，有１００人次老人表示火车站是

让人很不方便的场所，他们的购票一般会请人网

购，万不得已不出门。

４感受不方便的智能方式

本次调查中，有５９人次对必须出示健康码、出

行码感到不方便，这部分老年人要么没有手机要

么使用老人机。因为没有智能手机，整个疫情防

控期间他们基本闭门不出，他们表示现在只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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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健康码和出行码的地方。

１１２人次感觉网上支付结算不方便或者不安

全。手机功能快速发展以及网络各种讯息的轰

炸，使网上诈骗的事件日益增多，老年人上当受骗

的事件多有报道，这使得许多老年人表示，使用智

能手机进行支付时心有余悸，生怕因为自己的不

当操作导致钱财损失。

有１２２人次老年人对网上购物和订票方式表示

不方便。主要是对相关软件的下载、注册、登录以及

后续的操作不会，他们一般会放弃网上购物和订票

的方式，或者请亲戚帮助进行网上操作。有２１１人

次的老人对网上挂号和机器查询结果感觉不方便。

　　（五）调查结论

综上所述，调查显示，老年人在当前智慧城市

发展过程中，其适应性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受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特点、身体状况、

年龄阶段、消费习惯等因素影响，老年人在智能社会

发展中存在多层次适应性困境，需要各部门、各企业

制定多层次服务措施，满足多元化需求。

智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智能化设备和智能产

品，也离不开互联网环境，没有智能化设备和产品

的老年人如何共享智慧城市发展进程是我们应该

考虑的问题。

在老年人需求突出的领域，比如就医、护理、就

餐、银行等方面存在适老化设计缺乏的问题，比如医

院预约挂号系统、一些点餐系统、一些查询系统，均

需要进行多个步骤才能成功，老年人因为年龄、生理

原因，使得缺乏适老性设计的这些智能设施对老年

人而言并不智能，反而繁琐难以掌握。

　　二、老年人适应现代智能社会的路径探讨

本次调查中，关于老年人适应现代智能社会

路径的选择中，有１７１人次老年人希望保留传统渠

道，占比５７％；１３１人次希望有人帮助（包括志愿

者、党员、家人），占比 ４３６７％；５３人次希望社区

或居住小区组织学习，占比１７６７％。高达２３２人

次老年人希望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要因为不会

使用智能设备而被歧视或者忽视。

　　（一）政府各项适老性政策应及时出台
并实施到位，帮助老年人适应智慧社会

为切实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

的突出困难，经湖北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发改委、

省卫健委牵头，联合省交通厅、省商务厅、省文旅

厅、省应急厅等３０多个部门建立湖北省切实解决

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印

发重点工作任务和部门分工方案，聚焦应急、出

行、就医、消费、娱乐、办事、智能化产品和服务七

大场景，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

各部门制定的适老性政策具有以下共性：

同时提供线上线下高效协同的适老性服务。

据了解，为进一步改善老年人办事体验，让老年人

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武汉市政务办出台多项措施，推动老年人享受智

能化服务更加普遍，传统服务方式更加完善，线上

线下服务更加高效协同，高频服务事项办理更加

便捷。线上方面，党员和志愿者轮流上岗，在各个

需要使用智能设备的场所或窗口提供咨询和实际

操作引导服务。各级政务和服务平台均增加和完

善授权代理、亲友代办、一部手机绑定多人等功

能，方便不使用或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网

上办事。进一步推进政务数据共享，优化政务服

务，实现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津贴补贴领取等

老年人高频服务事项便捷办理，让老年人办事少

跑腿。同时开设或加开传统的人工窗口，人工通

道，优化线下办事渠道服务模式，服务没有 Ｗｉ－Ｆｉ

或者不会使用手机和智能设备的老年人。

满足老年人多层次服务需求，提供更多精细

的多元化服务。比如在医疗方面除了去医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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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搭建社区、家庭健康服务平台，满足居家老年

人的健康服务需求也在同时进行；推进“互联网 ＋

医疗健康”，借助智能穿戴设备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数据相连，为老人就医提供方便。提供老年人

常见病、慢性病复诊以及随访管理等服务，努力解

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看病就医困难。武汉市卫

健委以增强签约居民感受度为导向，制定个性化

服务包，做好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以及高血压、糖

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在交通出行方

面，优化老年人打车出行服务，引导建立巡游出租

车“爱心车队”“志愿者车队”提供敬老助老服务，

完善约车软件老年人服务功能，鼓励重点场所提

供便捷叫车服务。在消费支付方面，银行机构正

结合老年支付服务需求，开发推广适老性支付结

算产品，提升支付服务满意度。如湖北省联社、湖

北银行等推出老年人专属银行卡；１０余家银行已

开发或正在开发老年版手机银行Ａｐｐ，突出大号字

体、常用功能和精简布局，提升手机银行 Ａｐｐ对老

年人客户的友好程度。文化部门则出台了多项适

老性措施，比如在省图书馆，开展多期线上线下

“助老服务”培训，优化简化了“图书借阅”“快递还

书”等程序，并用大号字提示提醒服务，以读者服

务为中心，推出有温度、有实效、适合老年人需求

的“经典影院”“有声读物”“楚地拾遗”服务举措，

受到老年人的喜爱。湖北省图书馆图书阅览室专

设了敬老专座，还为老年阅读者提供放大镜、老花

镜等工具。

　　（二）社区与企业组织开展各种适老性
活动，帮助老年人快速掌握各项智慧化

应用

为了帮助老人适应数字化社会，同时帮助更多

老人熟悉数字时代诈骗手段，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１日由湖

北省青年志愿者协会指导，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

分局、支付宝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蓝马甲”公益行动

在武汉正式启动，走进１００个武汉社区，开展蓝马甲

“反诈＋老年智能手机课堂”。该项活动针对老年

人特点专门使用大字号版教材，受到老年人热捧。

数十位来自政府、媒体、公益组织等社会各界的蓝马

甲公益讲师，和百名志愿者一起深入武汉社区、超

市、老年大学等区域，解决老年人手机不会用、不敢

用的问题，帮助老年人学习手机支付、无接触乘车、

挂号看病等常用的手机功能。同时，针对老年人进

行反诈理财知识普及，帮助老人守护好“钱袋子”，

帮助他们提高反诈防骗意识。

社区组织志愿者参与帮扶活动。武汉市许多

社区组织志愿者们为老年人提供手机使用知识讲

解、手机维护、手机贴膜、防电信诈骗宣传等多项

志愿服务。比如２０２１年５月８日，武汉市东西湖

区“智慧夕阳 青春助行”青年志愿服务启动仪式

在常青花园举行，通过搭建区级“智慧夕阳”志愿

服务平台，构建青年志愿服务常态化进社区的工

作机制。在东西湖区委组织部、共青团东西湖区

委员会的指导下，各单位、各社区依托党员下沉工

作和“青春社区”志愿服务项目，组建起了一支支

“智慧夕阳 青春助行”青年志愿服务队伍，整合全

区下沉党员、青年志愿者、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

力量，帮助老年人提升防疫扫码、视频聊天、网上

购物、网上就医、日常出行等智能技术的应用能

力，增强老年人抵御网络骗局的能力。

　　三、思考与建议

在国务院《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

术困难的实施方案》的推动下，社区、企业、各个部

门、机构积极出台各项适老性政策，解决老年人日

常生活中的社会适应性困难。但面对日新月异的

智慧城市发展，老年人依然面临各种各样的生活

不便，帮助老年人适应智慧城市的发展需要从以

下方面提高认识。

需要科学地前瞻性应对老年群体在适应智能

社会发展中的滞后性问题。老年群体的生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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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特征及社会经济因素，导致其在科技认知上处

于弱势地位。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使用电

脑、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有显著影响。老年人视

觉、听觉等身体机能的衰退，直接影响其对现代科

技的使用与操作；学习和记忆困难让老年人容易

产生无力感和心理抗拒，进而产生对新科技以及

科技产品和科技设备的恐惧感；传统生活模式和

消费方式的惯性思维，对技术有用性和易用性的

感知缺失，也影响了老年人对智能技术的接纳；同

时因为疫情原因产生的对新的生活模式和新的消

费方式没有以前生活方式便利的刻板印象，导致

大部分老年人感觉智慧城市的发展与他们的生活

格格不入，甚至感觉被社会抛弃。

当前，中国正在迈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群体面

临的是直接从传统生活模式快速跨入智能生活模式

的困境，未来老年群体面临的困境可能又有不同。

所以，对于如何打造老龄化社会的便利生活场景，需

要有一定的前瞻性。社区、社会各部门，应该把帮助

老年人作为一个长期的工作任务和目标，在社会政

策、社交工具、社交方式、智能设备适老性设计等方

面，提前做好适应老年人的准备工作，让老年人不再

和智能化社会产生隔膜。与此同时，要加强政策宣

传引导工作，注重对老年人的心理疏导，帮助他们从

心理上认同并主动适应和融入智慧社会。

以人为本的政策是老年人适应智慧城市发展

的根本保障。经过媒体的关注，国家层面及时制定

调整了相关政策，各个省、部门、机构积极应对，面向

老年人开展各种智能设备培训活动。而企业也在加

强改进，推出优化的各种适老性产品，这些举措无疑

是帮助老年人克服科技智能带来的数字鸿沟有效的

路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参与智能化培训的老

人是在身体、年龄甚至是学习能力允许的范围；再好

的适老性产品也必须有经济能力才能购买；各项适

老性政策中最受老人们欢迎的仍是传统的线下的人

工服务。由此可见，在大力发展线上服务的同时，保

留线下办事渠道，两条腿走路才是最好的既全面又

兜底的保障，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政策温度，是老年

人适应智慧社会发展的最根本保障。

社会包容性对老年人适应智慧城市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智慧社会发展的包容性体现在生活的各个

方面、场景，涉及与生活相关的各个部门、机构、企

业。社会包容性强弱取决于政府政策支持、城市建

设中的适老性设计、社区企业互助帮扶，以及志愿

者、工作人员的积极参与干预。智慧社会的智能机

器虽然是冰冷的，但营造有温度的社会包容性环境，

是智慧社会和谐发展的最终理念。我们有理由相

信，在将多层次老年人需求考虑在内的发展理念和

政策体系支持下，建设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智

慧社会一定具有美好前景。

参考文献：

［１］黄晨熹 老年数字鸿沟的现状、挑战及对策

［Ｊ］人民论坛，２０２０（２９）：１２６－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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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背景下学校治理的变革
———基于学业负担治理的考察

廖思伦　程红艳

　　摘　要：“双减”政策为教育回归学校创造了良好生态，然而其减轻学生负担的初衷尚未完全实现。
学校执行政策过程中面临上级权威与相关利益者的双重压力，家长的教育结果焦虑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的

利益博弈部分消解了政策的执行效果。“双减”政策的执行困境背后体现了学校治理的困局，主要表现为

多元主体参与权制度不完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以及教育评价制度价值异位三个方面。在“双减”政

策背景下，以学业负担治理为契机实现学校治理变革，需要着重完善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权制度、强化教育

资源的优质化和个性化供给、深化以“育人价值”为导向的教育评价制度改革。

关键词：“双减”；学业负担；学校治理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学业负担问题始终伴
随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全过程。２１世纪以来，随
着学历社会的来临，在教育部三令五申的减负令

之下，学生负担不减反增，并出现了校外培训裹挟

校内教育的严峻态势。为进一步推进中小学学业

负担治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２０２１
年７月２４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

称“双减”）。这一政策不啻为减负的一剂猛药，打

破了资本市场和校外培训机构对于教育竞争和教

育内卷化的推波助澜，为教育回归学校创造了良

好的生态。然而，学生学业负担治理是一个综合

性工程，具有复杂性、系统性、长期性。落实“双

减”政策，切实实现中小学生学业减负，需要以学

校治理变革为突破口，否则“双减”政策孤掌难鸣，

对于减轻校内学业负担的效果就会非常有限。因

此，聚焦于“双减”政策下学校治理的困境与变革，

既有利于“双减”政策取得良好效果，也是学校治

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双减”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

“双减”政策执行之后，各地基础教育有了明

显改观，学校教育被教育竞争和家长焦虑情绪拧

紧的压力得以适度释放，小学低年级教育减负、走

向素质教育的趋势比较明显；而初中教育减负则

有地区差异，一些应试教育传统深厚的地区学生

校内负担反而更重。学校利益相关者的观望、犹

豫和两难表现比较突出。

１学校执行政策中的双重压力

英国学者科尔巴奇指出，“政策理解有两个基

本维度，即：‘垂直的’与‘水平的’。‘垂直的’维

度与政策自上而下的传达与执行的权威性有关。

‘水平的’维度指不同组织‘行动的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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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双减”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面临来自“垂直的”与“水平的”两个维度的压力。首

先，基于学校的“组织身份”，必须承担上级政策权威

带来的压力。“双减”政策对学校作出了诸多“底线规

定”，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不得利

用课后服务时间补新课等。学校必须忠实执行这些

硬性规定，否则就会面临“合法性危机”或直接被相关

部门问责。然而，学校目标具有多重性，教育质量和

业绩考核也是上级部门的重要要求。无疑，这一要求

与双减目标有一定的冲突。其次，“双减”政策导致利

益相关者之间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利益相关者

的不同利益诉求从“水平的”维度给学校执行“双减”

政策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教师因承担课后服务任务

导致工作压力过重，教师的正常教学工作与课后服务

工作之间的矛盾，家长对学校执行“双减”政策的价值

误解等，都需要学校承担并化解。学校作为落实“双

减”政策的主体，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２家长的教育结果焦虑依旧存在

“教育焦虑是我国家长的真实心态写照”，且

已成为当前我国家长的一种群体症候。有调查数

据显示，“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感到‘非常焦虑’与

‘比较焦虑’的比例为６８％。且家长的教育焦虑从

婴儿期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家长的教育焦虑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争夺优质教育资源的

焦虑。择校热、学区房、培训潮等现象，背后都是

家长为了争夺优质教育资源以达到让自己子女享

受更好教育的目的。二是对子女升学的焦虑。包

括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以及高考在内的所有升

学环节，家长都显示出较严重的教育焦虑情绪。

“双减”政策的目标之一是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

情绪”。政策出台之后，家长在作业辅导、校外培

训经济支出、择校、学区房购买等方面的焦虑得到

有效缓解。但是，家长对子女的教育结果的焦虑

依然比较严重。就如一位家长所言，“‘双减’之

前，你们给我加油跑，哪怕精疲力尽都无所谓。

‘双减’之后，你们随意跑，反正跑快跑慢都是 Ａ，

但是在终点线也只能挑那几个跑得快的而已”。

“双减”在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减少考试频率、弱化

考试功能等方面的政策规定与现行“一考定终身”

的教育评价制度和考试分流制度之间的矛盾，加

剧了家长对子女的教育结果焦虑，使得家长对“双

减”政策犹豫观望，产生内心隐忧。

３校外培训机构的利益博弈

有数据显示：“我国的校外培训机构超过 ７０

万家，从教人员超过１０００万人。”与此同时，“在公

共教育体系中，中小学校数量仅为２１０８万所，专

任教师为１０２９４９人”。通过数据对比可以发现，

基础教育领域中“校外培训机构在规模体量上已

超过了公共教育体系，出现了‘校内上课’‘校外补

课’的双轨现象”。巨量存在的校外培训机构以及

裹挟而来的教育资本化炒作，严重侵蚀了教育的公

共性。“双减”政策出台之后，大量校外培训机构倒

闭或者转行。但受资本的逐利性、培训机构的暴利

引诱以及大量教培人员“生存”需求的影响，部分校

外机构利用政策漏洞，变相开展校外学科类培训：或

打着“素质提升”的旗号进行“学科培训”；或采取

“小团体作业”模式，分散至学生家里进行学科培

训。同时，培训机构和培训行为“地下化”，家长和

教育培训机构之间的“合谋”，使得监管成本很高。

校外培训机构与“双减”政策的利益博弈，影响学生

学业负担的治理效果。

　　二、“双减”政策背景下学校治理困局

双减政策的执行困境及其对于学业负担缓解

的局限，折射出学校治理背后的问题。从政策实

施的层面来看，学生学业负担治理需要从课堂教

学、学校组织层面、教育系统层面、社会系统四个

层面来综合考虑，只从“控制作业总量”等五项具

体措施入手还不足以缓解学业负担。当前“双减”

政策只对课堂教学层面有触动，而对学校组织、教

育系统和社会系统层面触动不够。具体表现为：

社会系统层面面临着多元主体参与不够、学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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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层面遭遇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不均、教育系

统层面面临着考试评价制度的制约等问题。如此

种种，限制了“双减”政策拳脚施展的空间。

１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权制度不完善

教育是社会合作的事业，不能只依靠政府部

门，有效落实“双减”政策，要求包括政府、学校、教

师甚至校外培训机构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然

而，由于学校治理多元主体参与权分布不均，使得

学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缺乏完善的权力关系结

构。主要表现在：（１）政府治权过大。“当前我国

的治理，仍然以政府为主体，体现出‘政府主导型’

的特质。”政府严格把控教师编制、人员聘用、工作

津贴等方面的话语权，对学校管得过多、过细、过

死，使得学校在落实“双减”政策过程中缺乏适度

的弹性空间。（２）学校自主权不足。学校收取合

理的课后服务劳酬并自主进行分配的权力不足，

没有赋予学校将课后服务工作量及效果与教师的

奖励、职称晋升挂钩的自主权，学校也没有聘任课

后服务教师的自主权等。（３）其他社会主体参与

不够。包括社区、志愿者团体、非政府组织、家长

在内的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学生作业辅导、课后服

务等工作的渠道比较单一，无法有力分担学校的

工作压力。由于没有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共同治

理效能，教师与学校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工作压力，

使得“双减”政策在落实中隐约形成一种“政府让

学校拼命干、其他主体一边看”的尴尬局面。

２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与不均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业负担问题，从本质

上讲，反映的是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供

给不足的问题。“拥有公平的优质教育资源成为

人们的新追求，即需要有质量的教育公平。”然而，

当前义务教育优质资源供给还无法完全满足人民

对“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强烈需求。首先，优

质教育资源总量供给不足并且校际分布不均。近

年来，虽然各级政府部门不断加大对义务教育阶

段的资源投入力度，但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

育资源的需求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依然比较突

出。尤其是优质师资力量供给不足，而且优秀师

资向发达地区、重点学校集中，区域内校际差距

大，择校竞争致使学业竞争加剧。另外，校内教学

资源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学习时

间、课程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的统一规制，无法

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学生学习缺乏个性化指

导，致使学生的“培优”“补差”需要只能在培训市

场上得到满足。

３教育评价制度价值错位

当前的教育评价制度缺乏正确的价值理念与

目标追求，忽略了教育的发展功能和学生的成长

需要。首先，社会用人观念僵化，学历社会导致学

历贬值，名校学历更显稀缺。“文凭依然是社会分

层、经济收入的重要变量。”“重文凭、轻能力”“重

知识、轻技能”的社会用人观念依然普遍存在。

“文凭效应”传导到中小学，不断激发学生知识学

习、获取各种文凭证书的需要，加重了中小学生的

学习负担；其次，学校评价制度导向偏差。以“升

学率”“重点率”“学校排名”等指标评价学校教学

质量的高低，使得对学校的评价异化为一个数字

统计与控制排名的过程。学校极力追求学生学业

成绩的高低，分数多少，而忽略了学生的全面发

展；最后，考试制度价值错位。在考试制度的功能

定位上，中考制度充当了“普职”教育的分流器。

中考“学得容易考得难”，是家长和教师们的普遍

感受。中考筛选分流制度的存在使得初中教育很

难从应试教育的泥淖中解脱出来。

　　三、“双减”政策背景下学校治理的变革

要让双减政策发挥更大的减轻学生负担、促

进素质教育的积极而长期的效应，显然学校治理

必须变革。实现学校治理变革，增加多元主体的

参与，首先需要建构一个由政府、社会、学校、家庭

等多主体参与的多中心权力体系。在此基础上，

强化优质教育资源供需两侧治理，深化“育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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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治理导向的教育评价改革。

１完善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权制度

“由治理向管理的转变，意味着依靠多元主体

的共同参与和权力分享，而不是依赖于自上而下

的统治权威。”治理意味着更多的协商、合作与共

治以及治理权的重新分配。首先，政府给予学校

适度的自治权。学校本身就是复杂网络下的自组

织系统，具有自主性。学生学业负担治理，必须确

立学校的自组织思维，尊重学校自治。包括：学校

在课后作业设计、教学设计、课程安排、教师弹性

上班安排、校外教师资源适度引进、教师服务适度

报酬等方面的自主权。通过将权力还给学校，让

学校在“双减”政策落地中主动作为。其次，适度

关照校外培训机构参与权。要充分利用好校外培

训机构资源优势，通过政策支撑引导校外培训聚

焦于学生特长发展、能力养成等领域，弥补学校在

这些方面的劣势。最后，扩大家长和社区参与权。

不断完善、丰富“家—校”沟通渠道，让家长充分参

与到学生学业负担治理当中，形成教育合力。学

业负担具有一定程度的个体差异性，家长相比于

教师，更了解学生学业负担的实际情况。学校教

育应该倾听和回应家长的合理需求。

２加强教育资源的优质化和个性化供给

办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实现“有学上”到“上

好学”教育目标，需要强化教育资源供需两侧的治

理。从需求侧治理来讲，主要是社会正向教育价

值宣导。“小学教育需要一场思想启蒙，需要教育

观念革命的洗礼。中学教育需要以学生为中心，

满足学习者个体化、多元化的学习需要。”从供给

侧来讲，政府需要大力加强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

实现教育资源供给“优质而均衡”的高位目标，促

进义务教育师资均衡分布。“以公平为价值导向

思考并履行自身的责任，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公

平有效的义务教育服务及保障，并对服务水平、质

量和公平情况给予有效监督与评价。”另一方面，

学校要减负增效，必须要开展个性化教育，增加对

学业落后学生的补差教育和对于成绩优秀学生的

培优教育，而不能像过去一样“一刀切”“齐步走”。

如果减负政策不能针对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要来

推行，要么它根本是无法落实的“一纸空文”，要么

它落实了，但在减轻学生负担的同时造成学生发

展的平均化和平庸化。

３深化“育人价值”治理导向的教育评价改革

实现学校治理变革，最重要的是需要改革现

有的教育评价制度。首先，凝构“能力本位”的社

会用人共识。“文凭本位”是一种异化了的用人观

念，忽视对人的能力的培养，需要实现对人的衡量

标准由“文凭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其次，学

校评价突出“教育价值”。对学校的评价应以“学

生的全面发展”为标准，而不只是关注学生的分数

与排名。通过改革学校评价制度，引导学校由“育

分”转向“育人”，引导学校从关注“优秀率”到关注

“合格率”，引导学校从关注“入口”的优质生源到

关注“出口”的学业进步。最后，考试要回归理性。

落实“双减”政策，应深入推进以考试制度改革特

别是中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教育评价制度改革。

应该淡化“分数”的衡量作用，弱化考试的“选拔”

功能。尤为重要的是，要降低中考的难度，降低中

考的竞争性，扩大普通高中的入学率，如此才能真

正为初中教育松绑。

学业负担过重是当前基础教育的顽疾，它损

害了青少年一代的身心健康。要对之进行有效治

理，必须在“双减”政策的风向下对学校治理进行

课堂教学、学校组织、教育制度体系和社会参与四

个层面的整体系统变革。否则“行百里者半九

十”，学校教育整体生态仍难有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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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责任编校：陶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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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研究

向　勇

　　摘　要：城市社区图书馆是满足广大基层读者文化需求的重要场所，其创新发展离不开所在城市文
化资源的科学配置，需要科教领域各层级、各主体综合统筹协调支撑。高校图书馆文化资源丰富、装置设

施先进、管理服务专业，是高校所在城市优质文化资源的重要一环。加快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意义重大，

高校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具有现实基础和多方诉求，建议通过明确正式共建关系纳入政府和高校的

工作议程、探索多元立体合作发挥政府和高校的比较优势、坚持公益服务导向营造学习和阅读的良好氛

围、构建开放运行机制鼓励企事业单位的积极参与、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提供多样化体验的文化服务、增强

文化品牌意识打造具有传播力的多维空间等六大举措探索具体的建设路径。

关键词：高校；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２０１９年９月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家图书馆
八位老专家的回信中，对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要

指示，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

滋养民族心灵、培养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国家图

书馆在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图书馆系统要深

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

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城市社区图书馆是图书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方便市民读书、推动全民阅读的基础设施和

重要一环，是社区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丰富居民文

化生活、提高居民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在新

的历史时期，社区图书馆建设同样需要与时俱进，

创新发展模式，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校等社会力

量参与社区图书馆建设是推动社区图书馆发展的

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是社区图书馆发展的有效

路径（汪其英，２０１９）。高校聚集于城市的天然特
点与毗邻于社区的自然属性，内在决定了高校参

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的合理性。因此，本文重

点从现实背景、重要意义、实践探索、路径建议四

个方面论述高校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的重要

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高校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的现

实背景

读书对于个人、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我国人均读书量偏低也是不争的事实。除了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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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质、习惯等因素之外，图书馆建设滞后，借阅

书籍不便是一个重要因素。２０２０年全国共有３２１２

座公共图书馆和４３６８７座文化馆（站），即便把这些

全部算作“图书馆”，我国也仅达到约每３万人一个

“图书馆”的水平，人均藏书量、人均图书馆面积更

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图书馆事业发展尤

其是以社区图书馆为代表的基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和设施已经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与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不相

匹配。社区图书馆作为公共图书馆的补充和延伸，

必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借助多方力量发展壮大，突

出其公益性、文化性和多样性。我国高校图书馆众

多，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如果能够调动高校资源尤其是高校图书馆

力量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将大大加快城市社

区图书馆的发展步伐。

　　（一）新时代城市社区图书馆发展需要
向高质量迈进

随着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和高文化素质人口比重

上升，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加强公共文化

服务支撑，特别是基层文化场馆、社区图书馆，已经

日益成为提高阅读便利性、增加人口阅读量、提升文

化供给质量的重要载体。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要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升基层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推动全民阅读工程、打造“书香中国”，对城市社

区图书馆建设提出了更高标准。新时代城市高质量

发展，要求建设文化强市，打造文明典范，形成社区

文体圈，对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提出了更高品质。

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要求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机制、供给质量，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档升级，促进

精神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对城市社区

图书馆建设有了新期待。随着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的不断完善，城市社区图书馆将成为未来便

民生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社区文化中发挥

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推动城

市社区图书馆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快探索和破局的

步伐。

　　（二）城市社区图书馆发展面临现实
困境

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图书馆渐渐兴起，在馆

舍面积、服务网点数量、藏书规模、设施设备、资源

建设、借阅人次和服务方式等方面都有了较大进

步，日益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然而，与我

国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比，社区图书馆

的建设仍然滞后，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一是缺乏相关配套政策支持，法律法规保障

滞后。社区图书馆建设的经费、管理和人员等各

方面都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成为社区图书馆存在

和发展的最大障碍。目前，我国的国家、省、市、区

（县）四级图书馆网络基本健全，而街道、社区这两

个层级的图书馆建设尚未明确要求。具体到城市

社区图书馆建设，罕有成功典范，也没有引起上级

部门的足够重视。因此，大部分社区图书馆建设

的上级经费支持较少，基本都是自筹经费，投入明

显不足，发展较慢。同时，自主探索也出现了各自

为政、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力量单一、缺乏特色等

问题。

二是建设质量不高，发展前景令人担忧。目

前，很多社区还没有建设图书馆，已建的社区图书

馆服务覆盖面还不够广泛，布局不尽合理，市区各

地发展不均衡。由于持续建设经费难以保障，大

部分社区图书馆的基础都十分薄弱，宣传和服务

意识不强，馆舍面积狭小，环境不好，座位较少，藏

书量少，服务单一，吸引力弱，无法满足社区居民

高质量文化需求，造成人们不知道或不愿意去社

区图书馆读书学习。久而久之，一些社区图书馆

门庭冷落、形同虚设。

三是管理不规范，运作效率低，服务质量难以

保证。由于社区图书馆的公益属性，尚未有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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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馆模式，管理不规范、管理散漫等问题明显。

一些社区图书馆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开馆和闭

馆时间随意，甚至完全依赖于管理人员心情。社

区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不统一，人才队伍

建设缓慢，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兼职，文化素质参

差不齐，不具备现代化管理能力，在人员和技术上

都难以保证服务读者的质量和水平。

　　（三）高校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具
有独特优势

与社区图书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相比，高校

图书馆拥有完善的政策、雄厚的力量、先进的技

术、充足的人才，参与社区图书馆、社区文化建设

具有独特优势，不仅能够大大改善社区图书馆的

发展困境，而且能够拓展高校服务社会的功能渠

道，实现城校合作共赢。

一是文献信息优势。我国有近３０００所高等院

校，绝大部分都配有图书馆，经过多年积累，形成

了较大规模的馆藏，内容丰富、学科齐全，大量的

纸质图书、电子资源以及中外文数据库总量已经

远超所有公共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总量。这样

一笔宝贵的财富，仅用于服务高校师生可能资源

利用不够充分，如果能够通过模式创新参与到社

区图书馆建设之中，将实现高校馆藏文献信息资

源的再利用。

二是人才服务优势。高校图书馆拥有一批高

学历、高职称，具有前沿图书情报知识、计算机应

用知识的专业人才，信息服务意识强，能有效地提

供高质量、系统性的服务。如果能够通过柔性流

动或志愿服务机制，实现这些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积极参与到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中来，将极大弥

补社区图书馆的人才队伍短板，更好开展深层次、

高质量、高针对性的社区服务和文化活动。

三是设备技术优势。高校图书馆基本已经普

及了采访、编目、典藏、借阅、查询等信息化网络化

智能化管理，具备馆藏信息资源共享的基础条件，

为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和社区服务提供了强

大助力。一方面可以将先进技术和设备向社区图

书馆延伸，提供信息资源及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可

以向社区用户开放多媒体阅览室、网络在线服务

系统等，充分利用富余资源为社区内企事业单位、

居民提供服务，发挥更大作用。

四是临近社区优势。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全国普通高校共计２７４０所，分布在３３６个城市之

中，其中１５个城市拥有量超过５０所。高校在城市

集中分布，经过多年发展，大部分高校所在驻地已

经由相对封闭的“小社会”逐渐演变成与周边社会

密不可分的繁华城镇，高校与驻地及周边社区的

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周边社区依托高校、服务高

校，而高校也凭借资源人才技术优势反哺社区。

高校聚集于城市和毗邻于社区的属性，以及高校

与驻地社区之间紧密的联系，为高校参与社区图

书馆和社区文化建设带来了就近服务的优势。

五是政策创新优势。高校参与城市社区图书

馆建设获得了国家战略支撑和国家政策支持。近

年，我国提出了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和建设学习型

社会的发展目标，为高校图书馆参与城市社区图

书馆建设指明了方向。此外，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四十八

条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公共图书馆加强与学校图

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的交

流与合作，开展联合服务。国家支持学校图书馆、

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向社会公众

开放”。这为高校参与公共图书馆尤其是城市社

区图书馆建设，分担部分社区文化服务职能提供

了根本遵循，也为城校合作共建共享图书馆和创

新公共文化服务，留下了探索空间。

　　二、高校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的重

要意义

高校充分利用自身在文献信息、人才服务、设

备技术、政策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参与城市社区图

书馆建设，通过各种服务方式走进社区、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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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更好为社区居民提供文献信息
服务

高校参与社区图书馆建设，能够利用其强大

的人才资源、文献信息资源、设备技术资源来发展

社区图书馆，有效弥补社区图书馆在资金和资源

方面的不足，通过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优化社区图

书馆藏书供给结构，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有效的

图书服务，扩大社区图书馆的覆盖面、认可度与影

响力。更确切地说，高校图书馆的强力介入，能够

采用多种多样的服务方式，让社区图书馆成为高

校图书馆在社区服务的一个站点，更贴近社区居

民开展多种多样的文献信息服务。

　　（二）更好依托社区图书馆载体为社区
文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高校参与社区图书馆建设，能够根据社区居民

的各种需求特点，利用节假日、寒暑假开展丰富多彩

的社区文化活动，提高高校师生社会实践能力，增强

城市社区建设内涵品质。例如，针对中、小学生寒暑

假在家时间长的特点，举办音乐欣赏、美术、法律、网

络信息技术等知识讲座，免费播放相关知识的影片，

积极开展各种读书活动；针对中老年人读者可举办

健康知识、养花、钓鱼、摄影、书画等知识讲座。

　　（三）更好发挥高校的文化传承创新
功能

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传统三大

功能相比，高校在文化传承创新功能方面仍然缺

乏一些有效抓手，尤其是缺少与外部主体的共同

活动和长期互动。该功能的长期性特征内在地决

定了短期内的现实显示度明显偏低。而随着我国

少儿人口比重回升和老龄人口比重加深，如何为

少儿和老年人口提供有品位的高质量社区文化服

务，迫在眉睫。这两大部分人口是文化传承创新

的重点。高校积极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探

索共建共享的可行路径，能够更好地发挥高校对

政府、地方和社会的积极作用，彰显高校在服务社

会和文化传承创新方面的基本功能。

　　（四）更好实现高校图书馆自身发展与
价值

由于传统体制的原因，高校尤其是高校图书

馆长期处于与社会分割状态，封闭对外服务。随

着信息时代和数字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对各种文

献、知识、信息和图书馆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对

高校图书馆向社区开放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高

校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提供了高校融入社

会的切入点，能够让高校图书馆跳出仅为本校服

务的狭小圈子，将其服务向社区延伸，扩大服务范

围，最大限度发挥社会效益，实现更大价值。同

时，也有利于高校图书馆自身的整体建设和长远

发展，增强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提升社会地位和

社会影响力。

　　三、高校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的实

践探索

从现实发展来看，高校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

建设是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已在一些地区开展了有益的实践探索。

　　（一）高校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已
有一定的实践探索

从现阶段的实践探索情况来看，城市社区图

书馆及其扩展形式已受到一定重视，并涌现出一

些有代表性的创新模式。例如，深圳市龙岗区“高

校＋社区”社会服务新模式，由龙城街道社会事务

办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联合首创，充分发挥国

际大学园高校、街道、社区三方优势，各尽所长，通

过服务实践，一方面帮助大学生了解社会，践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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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提升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为辖区居民带来

多姿多彩、内容丰富的服务项目，逐步形成多角

度、多层次的大学生志愿服务体系。首都图书馆

与顺义区图书馆联合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共建

了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共享模式。由首都

图书馆和顺义区图书馆为社会读者配送图书资

源，由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提供阅读场地和服

务，同时首都图书馆还为其免费开放管理系统并

承担相应的培训项目，在联合提供服务的情况下，

让服务项目更加多元化，给社会读者带来更多帮

助（钟海燕、杨永琴，２０２１）。青岛“悦读书房”创建

了社区公益阅读推广模式。“悦读书房”项目由青

岛市李沧区委、区政府主导，李沧区委宣传部、区

文化新闻出版局、区民政局、虎山路街道共同推进

实施，书房由致力推广阅读的专业团队———“快乐

沙”公益组织负责具体运营，青岛出版社儿童期刊

中心、半岛都市报亲子工作室和青岛大学、青岛科

技大学、山东外贸职业学院等４个大学生社团共同

参与，打造了一家具有社区图书馆性质的公益免

费书房，对社区内居民完全免费开放，探索推进全

民阅读的长效机制。此外，福州市仓山区对湖街

道依托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建师范大

学、福建第二轻工业学校等高校建立街道党员教

育培训基地，通过引进高校服务资源，依托高校志

愿服务者、专业学生团队，搭建“少儿成长服务站”

“青少年科普室”“国学班”等服务平台，丰富社区

服务功能。北京大兴清源街道社区和高校达成

“红色约定”，深化地区共建体系，推动共治、共建、

共享向深、向实发展，发挥“街校结合”优势，解锁

就近服务新模式。

可见，高校参与社区图书馆和社区文化建设

的实践探索正越来越多。更多的城市社区图书馆

还处于探索阶段，与社区现有各种文化资源的关

系还没有理顺，彼此间的融合程度较低，未能充分

发挥更大作用，如何引入高校资源参与社区图书

馆建设尚待破题。以武汉为例，近年“读书之城”

建设成效十分显著。每年市区两级图书馆开展各

类阅读活动１０００余场，阵地服务和数字服务超过

１０００万人次；全市５０台街头自助图书馆与地铁集

团９７台自助图书馆实现全面通借通还；全市共建

立１３５个分馆，形成办证、借阅、流通、活动四位一

体的全市公共图书馆流通服务体系，市民读书热

情不断提高，阅读氛围不断增强；围绕“书香江城”

形成了“国际儿童图书日”阅读推广、“江城读书

节”“武汉淘书节”等阅读品牌。尽管武汉图书馆

事业大发展，在部分区域也实现了高校图书馆向

社会开放，但如何吸引武汉高校资源参与公共图

书馆系统建设，尤其是参与到街道、社区等基层图

书馆中来，尚未有典型模式。

　　（二）高校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尚
存在一些障碍

尽管高校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具有独特

优势和现实基础，但真正要付诸实践仍然面临一

些障碍。一是高校种类众多，主管单位不一，图书

馆运营状况参差，大规模创新和推广建设模式难

度较大。虽然城市社区高度重视并迫切希望高校

参与社区图书馆建设，为此提供各种机会和可能，但

各个高校图书馆主管机关和业务辅导体系不同，双

方合作模式只能“一事一议”，成功经验较难复制推

广。二是信息系统的无缝对接可能存在难题。社区

图书馆现代化建设滞后，资金匮乏，信息系统建设各

自为政，与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系统对接需要一定的

资金投入、技术保障和设备维护，在共建共享中划分

好各自的权责利关系也可能是一大难题。三是高校

图书馆服务观念的转变和平衡好校内外服务关系与

质量面临考验。高校图书馆虽然在信息资源、人才

队伍、信息技术和服务经验等方面拥有优势，但也存

在文献专业性过强、服务观念急需转变、管理体制受

限等问题。在向社会开放或者参与社区图书馆建设

中，很可能由服务资源过剩转变为服务资源紧张，如

何在保持服务质量的同时平衡好校内校外需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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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大魄力和勇气。

　　四、高校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的路

径建议

　　（一）明确正式共建关系，纳入政府和
高校的工作议程

我国已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提出了诸多社区图

书馆建设的要求，尤其是《社区图书馆服务规范》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这些政策包含基层公共

图书馆服务思想，为发展社区图书馆提供借鉴。

为把国家有关社区图书馆的政策落到实处，并根

据当地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便于政府和高校顺

利开展后续共建事宜，应以合作协议、双方共建等

形式予以规范，正式严肃地确立双方在社区图书

馆建设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正式关系或契约的确

立，既有利于政府将社区图书馆的相关工作纳入

工作议程，为高校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协助，提升城

市文化建设水平，切实服务社区居民；也有利于高

校调动整合资源参与社区图书馆建设，彰显服务

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丰富新时代高校高质

量发展的内涵。

　　（二）探索多元立体合作，发挥政府和
高校的比较优势

为把高校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工作落到

实处，政府可以从城市（设区市）层面、区级层面、

街道层面、社区层面等着手，根据城市社区图书馆

建设定位及相关要求，与高校建立主体多元、形式

丰富、内容立体的合作关系，最大限度匹配城市垂

直管理运行体系的优势。对高校而言，则可以从

全校、职能部门、学院、研究院等层面着手，结合高

校类型与学科分布特点，合理划分职能分工，全校

主要考虑从城市（设区市）层面和区级层面进行对

接，其他则主要考虑从街道层面和社区层面进行

对接。在上述对接工作开展的基础上，积极鼓励

和支持教工党支部、学生党支部、高校群团组织、

学生群团组织、系（教研室）等，以多种形式参与城

市社区图书馆建设工作，并在城市社区图书馆条

件成熟时，适时拓宽和深化服务内容，逐步形成长

期稳定的合作机制。

　　（三）坚持公益服务导向，营造学习和
阅读的良好氛围

在发展定位设计方面，高校参与城市社区图

书馆建设应坚持公益服务导向，从整体上进行科

学规划与合理设计，以服务和满足居民需求为目

标，持续提升社区图书馆服务质量，打造社区阅读

与服务的立体化空间，有序推进社区图书馆建设。

从属性上看，社区图书馆基本职能是面向本社区

居民提供教育和交流服务（臧国全等，２０１９）。为

此，应针对城市社区图书馆存在的发展理念滞后、资

金来源不足、管理不够规范、服务水平和质量偏低等

问题（高小军，２０１７；黄德林等，２０２０），着力突显城市

社区图书馆的公益性、教育性、休闲性等特征，强化

以社区为中心的基本定位与中心意识，适时调整和

优化城市社区图书馆的发展目标，坚持回归社区、服

务社区、融入社区的建设思路，塑造城市社区图书馆

的鲜明形象、服务标准与专业管理。

　　（四）构建开放运行机制，鼓励企事业
单位的积极参与

在高校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的实践探索

中，应坚持开放包容的基本理念，尝试建立健全动

态开放的运行机制，鼓励其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等积极参与（毕丽萍，２０１９），最大化吸收来

自各方的多元化支持，合理考虑并体现城市社区

图书馆的用户需求与利益相关者诉求（苏日娜，

２０１９）。为此，可以充分借鉴国内外社区图书馆的

典型案例，在客观总结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有效

吸收其合理成分。例如，青岛市李沧区“悦读书

房”项目围绕多元参与主体的资源、利益、行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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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社区图书馆服务协同供给机制，提升服务质

量，降低运行成本。英国社区图书馆服务内容紧

密围绕社区居民的需求，运行管理主要体现共享、

共赢、参与方相互制衡的理念和模式，实现地方政

府、社区居民和图书馆三方共赢（文蓉，２０１７）。

　　（五）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提供多样化
体验的文化服务

当前，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

前沿技术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与进

程。在高校参与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过程中，应重

视并合理借助上述现代技术手段，推动城市社区图

书馆在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进行必要的创

新，在图书资源整合、服务方式提供等方面突破传统

型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的局限与不足，适度适时引

入数字化与智能化服务（江云，２０１９），增强城市社区
图书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具体到高校参与城

市社区图书馆建设方面，一方面应认真总结和反思

目前社区图书馆建设面临的主要瓶颈与制约因素；

另一方面要加强协同发展，围绕移动服务打造以“图

书馆＋”为载体的全时空覆盖城市社区图书馆，围绕
阅读推广推出以“阅读＋”为创新的同步伴随式城
市社区图书馆，同时辅助提供共享书屋、掌心图书馆

等特色服务项目，为社区提供多样体验的文化服务。

　　（六）增强文化品牌意识，打造具有传
播力的多维空间

作为社区文化的基础单位，城市社区图书馆

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细胞，是社区文化建设

和大众创新的直接承载者，建设具有吸引力的创

客空间将极大地促进社区居民的创新热潮，同时

也有助于社区文化建设和居民交流（杜文龙等，

２０１７；苏锦姬，２０２０），促进社区图书馆文化品牌的
形成，推动城市文化建设。为充分发挥高校自身

优势，增强城市社区图书馆建设的文化品牌意识，

打造具有传播力的多维空间，应从品牌个性、传承

文化资产、开发美学价值、讲述品牌故事等元素切

入，积极探索破解城市社区图书馆发展困境的多

样化路径，进而实现城市社区图书馆品牌创新与

传播。同时，围绕打造文化品牌创新城市社区图

书馆运营与服务，突出以需求为中心的服务对象

细分，坚持理念革新引领多样化服务活动开展，整

合政府和高校资源，提升城市社区图书馆影响力。

参考文献：

［１］毕丽萍共享图书对社区图书馆发展策略的
启示［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９（６）：９７－１０２
［２］高小军以社区为中心的现代社区图书馆服
务模式研究———以深圳市罗湖区“悠·图书馆”为

例［Ｊ］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７，３７（３）：５７－６６
［３］龚维斌以社区为重点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Ｎ］光明日报，２０１９－１２－２３（１６）
［４］黄德林，尚天成城市社区图书馆居民阅读意
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省城市社区图

书馆的实证分析［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０
（４）：９４－９８
［５］汪其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图书馆建设的现
状与思考［Ｊ］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９，４１（９）：１８－２２
［６］吴文光文化建设中社区图书馆的共建共享
研究［Ｊ］智库时代，２０１９（４４）：２７６－２７７
［７］马红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
策略研究［Ｊ］黑龙江科学，２０１９，１０（７）：１４０－１４１
［８］钟海燕，杨永琴新时代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
务助力全民阅读的研究［Ｊ］参花（下），２０２１
（１１）：１４１－１４２

（作者简介：向勇，武汉图书馆借阅部馆员，研

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文献资源建设、人文社会科

学文献检索。）

（责任编校：陈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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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赋能高校阅读推广信息
智能化转型研究

陈君理

　　摘　要：本文以“新基建”为背景，结合５Ｇ、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分析了高校图

书馆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服务创新建设过程中针对阅读推广信息进行智能化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针对我国高校智慧图书馆信息技术和内容存在定位模糊、内容陈旧、技术落后、人才短缺、联合度低、

评价缺失等问题，从数据导向入手，将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过程分为前期数据分析、中期策划执行、后期

评价反馈三个阶段，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支持同步转型，更好地服务师生需求。

关键词：智慧图书馆；信息智能化；阅读推广；“新基建”

　　一、引言

高校图书馆是文献中心、数据中心、学术情报

中心、发挥着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作用。

目前，以互联网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

信息技术已经给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和信息服务带

来了巨大变化，并促使高校智慧图书馆持续成为

各种信息技术应用与研究的前沿阵地。

２０２０年３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快５Ｇ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

建”）进度。《２０２０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也第

一次提出，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

建设）。“新基建”是发力于科技端，以新发展理念

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

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

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新型基础

设施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

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内容，其中信息基础设施内含

５Ｇ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等领域。

“新基建”涉及领域和技术已经成为或正在成

为高校图书馆发展和研究的新方向，也必然引起

高校图书馆新一轮升级与变革。阅读推广信息智

能化作为高校智慧图书馆近年来重要工作内容之

一，也势必会受到影响。如今，“智慧图书馆”“智

慧服务”“智慧阅读”已成为高校图书馆研究的热

点，面对“新基建”带来的变革挑战，高校图书馆阅

读推广信息智能化工作，在面临挑战的同时，更应

该抓住机遇，实现突破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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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高校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转型的必

要性

现阶段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无论在推

广内容还是在推广技术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和技

术短缺，都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实现突破转型。

定位模糊不准。图书馆是进行阅读推广工作

的前沿阵地，大学图书馆更是大学师生读者进行

阅读推广的首要阵地。杨新涯提出大学图书馆主

要服务于大学学术研究，属于参与教学与研究的

学术性机构。其定位、使命、资源性质、服务对象

都带有“学术性”标签，因此阅读推广导向也应该

区分于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定位，多向学术服

务倾斜。目前，高校阅读推广活动仍然延续多年

以来线下传统媒体开展，如书友会、读书沙龙、阅

读征文、图书漂流等，同时也伴随了微信、微博、网

站等网络在线推荐，这些活动多在世界读书日、读

书月、纪念日等时间段开展，活动持续时间短暂且

形式与公共图书馆相似。

内容区分度低。高校阅读推广实践中，存在着

活动形式大于内容、对象不够明确、活动参与度不

高、活动持续性弱等问题。同时也存在大部分推广

活动都有相互借鉴、形式陈旧的问题。一些高校在

举办阅读推广活动时，仅从图书馆角度出发，根据以

往的经验开展活动，并没有对学生的兴趣、心理特点

及实际需求进行详细调查，甚至没有任何来自学生

的建议纳入活动中，导致高校阅读推广活动面临着

从众度高、分众度低等问题。另外，高校图书馆的数

字资源馆藏规模虽日益扩充，但对于数字资源的推

广却比较落后，大部分资源推广仍然集中在馆藏纸

质资源的推荐上，对数字资源的分类与推广大多通

过信息咨询、学科服务、嵌入式培训等方式，较少通

过阅读推广活动进行。

技术更新较慢。尽管我国高校图书馆智慧化

的呼声和举措越来越多，但阅读推广、推广服务的

智慧化却普遍落后于馆舍资源等硬件智慧化。目

前，大部分高校图书馆已开通微信公众号、服务

号，并且多采用微信公众号向师生用户推送资源、

活动等信息，但推送形式单一且单向，推广缺乏时

代前沿技术，如：大数据分析、定向推送、人工智能

应答、微视频等应用技术，无法切实帮助学生读者

进行学术上的查漏补缺，无法满足读者求新求异

的心理需求，无法激发读者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

也无法产生读者与图书馆的互动，容易造成读者

对阅读推广活动逐渐丧失兴趣，难以使阅读推广

活动达到理想效果。

专业人才短缺。阅读推广人是阅读推广活动

的策划者、组织者、实施者，阅读推广人这一角色

也已经被大众熟知。随着阅读推广成为图书馆主

流服务的一部分，高校图书馆馆员更是成为高校

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主力军。但目前，我国阅

读服务专业人才的供给严重不足，虽然中国图书

馆学会每年都会开展行业培训，且已经培训了一

批图书馆阅读推广急需人才，但仍然无法满足巨

大的需求缺口。与此同时，高校阅读推广人主体

单一，大部分由图书馆馆员担任，在实际推广工作

中，缺乏与专任教师、辅导员、学生志愿者、社会名

人等群体的联络与交流，没有很好地吸引这部分

人群的加入，致使推广工作思路单一、缺乏创新，

不合读者口味。

部门联合度低。一方面，外部联合不够。大部

分高校图书馆在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过程中，还是仅

限于本校师生读者，并未通过“校校联合”“校企联

合”等方式面向本高校以外读者开放。这样的推广

方式影响力弱，无法形成叠加效应。另一方面，内部

融合不够。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工作过程中，

与学校其他职能、教学部门的联系不够，很多活动仅

为图书馆组织开展，没有利用与学校其他组织的关

系，使推广内容在学生中高度覆盖。

评价体系不健全。阅读推广的目的是引导读者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但这种隐形的目的很难用量

化指标评定，缺乏对阅读推广工作的科学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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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推广活动的评价体系，谢燕曾研究指出，阅读推

广活动要加强内容吸引力、活动宣传、方案、形式多

样性和馆藏资源等方面的质量控制，同时对于阅读

推广的组织管理评价体系也要加大对活动时间、互

动性、激励、制度基础、经济基础等方面的投入，这些

指标的管理关系到阅读推广活动的整体质量。在实

际工作中，上述指标的数据量化、权重分配、综合评

价等都存在困难。

随着大数据、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的更新迭

代，多种媒体工具、智能设备、移动阅读的广泛使

用，公民获取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高校图书馆传

统阅读推广工作的弊端越来越明显。针对以上问

题，“新基建”赋能高校图书馆信息智能化，有利于

提高图书馆信息数字转化、智能智慧升级、融合部

门智能服务、培养相关创新人才，助力高校阅读推

广信息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例如，通过读者特

征数据的自动处理，根据大数据进行个性化推送，

图书信息处理方式的转变等，促进阅读推广服务

更加深入，服务质量更加优秀，更好满足读者精神

文化需求。

　　三、高校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转型的可

行性

高校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转型，是指高校图

书馆区别于公共图书馆“公益性”“普适性”“大众

化”的活动，而为满足高校师生读者的学术研究需

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性”“专业性”

“分众化”的学术活动、专业推送服务。其信息智

能化转型过程需要从推广目标、工作导向、推广内

容、技术驱动、读者范围、活动时间、投放方式等方

面进行深层次研究。目前，各个高校已经实施的

智慧图书馆建设，为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转型奠

定了基础，提供了支撑。

为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转型提供了试验平

台。从２０１７年第二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

例大赛获奖案例可以看出，利用新媒体开展线上

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平台、微信小程序文本朗诵

与试听、线上２１天阅读挑战赛等形式的阅读推广

信息智能化已经成为高校阅读推广的趋势。与此

同时，人工智能也被应用于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

实践探索中。如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使用人工智

能机器人进行书目推荐与经典引读，通过对大数

据比对、识别自然语言技术，智能机器人能够与读

者进行互动，机器人能够通过追踪、辅助、修正等

方式，参与读者的阅读活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

用，是图书馆阅读推广智能化的重大进步。目前，

微视频也开始被探索和应用于阅读推广信息智能

化工作中。这种短视频、视频短片，通过录制拍摄

推广内容，能够更加快、精、准、广地在大众读者中

传播。

为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技术支

持。资源是推广的前提，技术是服务的保证。高

校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转型，需要图书馆自身在

“硬件”与“软件”上都有所提升。刘明信、齐凤青、

王璞琳对近十年内智慧图书馆领域研究表明，智

慧图书馆在已经经历了萌芽发展（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开始实施和内容扩展（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稳步

推进（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三个阶段。现阶段，关于智

慧图书馆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智慧化、智

能技术更新、服务体系化、高职院校建设研究等四

个方面。其中空间再造、智慧空间建设，与智慧服

务、个性化定制服务等方面，高度依赖５Ｇ、人工智

能、用户画像等智能技术应用。

为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转型提供了科学导

向。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利用“资源”＋“平台”＋

“服务”的融合，在精准了解用户、资源和服务能力

的前提下，通过规划、决策制定推广方案，在高效

率进行阅读推广的同时，保证了推广信息的合理

性、时效性和适应性，有效避免了靠主观经验推广

而导致的低效率问题。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是在

对读者的阅读特征与阅读需求进行全面感知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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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识别的基础上，自动设定推广信息智慧化目标

和方法，传递匹配的阅读资源，并通过实时跟踪、

监控记录读者阅读的过程与成果，从而提供个性

化推广支持。相对传统的阅读推广服务，它具备

“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模式，重视阅读的互融互

通，展现出多视角决策过程等内涵。

为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转型提供了评估指

标。智慧图书馆旨在通过技术手段高效、准确地

进行读者服务，也能够通过跟踪及时了解与反馈

读者需求满意度。这为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质量

评价提供了科学的来源，通过指标评价，不仅能够

对活动中所涉及的要素进行分析与研究，还能够

为之后的活动策划提供数据支持，为后续活动的

开展提供有效参考，进而提高阅读推广信息智能

化活动的整体服务质量。

为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转型提供了人才队

伍。图书馆的智慧化发展，除了对图书馆的空间、

技术、资源、服务进行了智慧化升级改造，还对提

供和使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传

统阅读推广工作中，阅读推广活动的策划者、实施

者、组织者大部分由图书馆馆员担任，这部分馆员

大多并未接受过专业的阅读推广培训，在阅读推

广信息智能化转型过程中需要通过对自身基本素

养和核心能力进行学习提升，在转型后的阅读推

广信息智能化活动中，需要更多地依靠专家型、技

术型、跨学科、通用型的符合人才，使阅读推广更

具有多样化、个性化和“智慧化”。

为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合作伙

伴。智慧图书馆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在一定程

度上摆脱了单一馆舍资源的限制，通过“云阅读”

“云图书馆 ＋”建设中的技术运用实施，高校图书

馆能够将智慧服务与读者需求、社会需求高度融

合，打破空间壁垒，实现日常阅读与互动体验。同

时，高校图书馆还能够通过与其他高校、机构、团

体进行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技术同步等方式，获

得区域范围内和行业范围内的交流与互助，为阅

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转型提供更好的平台。

　　四、“新基建”给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

转型带来的机遇

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是高校图书馆资源介绍

与利用的有效途径，是图书馆解决资源与获取不

对称问题的重要方式。在图书馆资源较少的时

期，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主要解决的是读者知识

不足的问题；在图书馆资源丰富的时期，阅读推广

信息智能化主要解决的是读者知识过剩的问题。

阅读推广作为高校图书馆工作的重要部分，在将

大学图书馆的“学术性机构”定位贯穿和体现在整

个推广工作之中的同时，更要解决学术性资源存

储量大与获取度小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

点在于：如何在庞大的文献数据资源中获取有效

的学术信息，如何获取不同群体各阶段所需要的

资源信息，如何通过“分众”方式有针对性地将图

书馆资源进行推广。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需要通

过“前期数据分析”“中期定向推广”“后期效果评

估”三个阶段，解决矛盾关键点，完成转型。“新基

建”给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转型带来

了三大机遇。

　　（一）“新基建”提供了硬软件新技术
设施机遇

“新基建”关于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网络基础

设施，包括５Ｇ、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基础

设施，包括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算力基础

设施，包括大数据、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

这些技术与设施的采用，能够帮助图书馆在文献

资源统计与数据管理过程中，更好地解决目前面

临的文献资源服务中文献冗杂、信息重复、整合无

序；信息咨询服务中咨询解答水平不一、针对性服

务不足、服务反馈不及时；网络技术服务中数据存

储能力弱、数据分析速度慢、数据爬取路径长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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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同时，也能够帮助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信息智

能化工作中，更准确地收集、分析、利用数据，更切

实、高效、新颖地展开资源推荐工作，更完整、快

速、准确地做好效果分析与活动评价。

　　（二）“新基建”提供了新技术试运行
平台机遇

随着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人工智能机器人作

为人工智能在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上的首次尝

试，并在图书馆工作会议上的亮相，以人工智能为

代表的新技术会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阅读推广信

息智能化中。“新基建”的提出和实施，会促进数

字资源存储与获取方式、短视频制作、ＶＲ实景阅

读、ＡＲ馆舍、智能参考咨询和检索推荐等通过新

技术手段进行改革试验与研究。“新基建”提供的

技术平台，能够成为智慧图书馆从文献资源、信息

咨询到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等工作进行创新发展

与技术升级的载体。

　　（三）“新基建”提供了“融合”＋“提
取”转型机遇

“新基建”在技术上突破了行业、地域的壁垒，

能够为图书馆构建“本地＋云端”基础设施体系提

供技术支持。这也为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工作提

供了新的思路，传统的阅读推广在推广方式和推

广场景侧重于“线下”“校内”，忽视了线上资源推

荐和新媒体平台的运用，推广多集中于开展活动

的校区范围内，没有与同等或同类院校、专业产生

互动交流；推广内容和对象上侧重于“全面”“完

整”，强调将资源广而多地推广，忽视了不同受众

群体对于信息的不同需求，缺乏针对性。转型后

的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可以更多地尝试突破区域

壁垒，通过技术平台进行院系、校企等多方交流，

获取专业发展信息；也可以尝试通过区分读者类

型、数据分析、智能跟踪采访等方式，有针对性地

对不同读者进行定向推送。

　　五、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转

型流程设计

高校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转型要从根本上实

现“学术化”，需要以数据为导向，从前期数据分

析、中期策划执行、后期评价反馈三个阶段进行流

程设计，见图１。

图１　转型后的高校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流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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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期数据分析

数据采集是进行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策划的

前提。图书馆已经由纸质化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演

变，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需要工作人员通过利用

图书馆现有的数据采集、处理、分析技术，实现对

读者借阅数据、咨询数据、浏览数据、访问数据等

阅读数据的集中整合。同时依靠５Ｇ网络、物联网

等通信网络基础设施，通过技术人员进行存储设

备客户端、数据日记、多方平台等多源异构数据进

行数据分析，加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

技术基础设施，依托大数据、数据中心、智能计算

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对读者身份信息、借阅内

容、阅览方式、阅读时长等信息进行筛选、过滤、处

理、筛选、排序、推送从而达到自动识别，构建不同

的信息资源推送目标，为中后期阅读推广工作提

供多元素、个性化的信息共享服务。

　　（二）中期策划执行

经过前期数据分析，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工作

人员需要在数据萃取和分析之后，借助大数据中

心以及互联网算力平台进行智能分析和推荐，对

本次活动对象、内容、方式、预期效果进行人机协

同共享信息需求比对，同步合作信息共享查询与

检索的交互协作，从而实现教育多元化，学习共享

化、科教一体化的预判和组织。在此基础上，通过

智库基础设施、知识产权信息中心基础设施、新媒

体融合基础设施，通过线下定点推广、网络资源推

送、定制阅读任务、定向信息服务等途径，将“智能

化”“专业化”“学术化”思路贯穿整个活动组织规

划与实施之中，引导读者在参与阅读推广信息智

能化活动的过程中，能够尽快找准信息，实时动态

挖掘和分析满足读者获取知识、创造知识的阅读

需求，以及制定相应需求的策划方案，进一步提升

智慧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效果和效率。

　　（三）后期评价反馈

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效果评估，是对推广工

作前期预判与决策是否有效的一种检验，也是对

推广工作中存在问题的一种排查，通过提高“云阅

读”和“云图书馆 ＋”馆藏资源利用率，以５Ｇ网络

为后盾情况下提升各个分管的协作共享，以“大数

据”和“互联网＋”技术支持完成个性化推送服务，

满足用户需求，提升数据追溯效果评估，可以对前

期数据进行反向推导，修正错误预判，为之后的推

广信息智能化工作提供更为准确的指导。推广活

动完成后，专业化工作人员可以利用评测工具对

参与读者展开测评，通过问卷或访谈方式，了解读

者想法，也可以通过问卷数据及时产生活动报告

和阅读报告。其中，个人阅读报告也可以通过服

务器直接推送至个人，使读者自身能够清晰地了

解当前阶段自己的阅读情况，这对读者自己主动

调整和完善阅读行为有一定的帮助。

　　六、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图书馆经历了由

数字图书馆到移动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的技术升

级。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工作在图书

馆技术革新中越来越被放在前沿地带，越来越成

为图书馆技术革新的展示平台。目前，高校阅读

推广信息智能化工作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期，以“新

基建”为契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信息智能化能

够获得更多新技术应用机会，通过推广内容和推

广方式的同步转型更好地服务于师生读者的学术

科研需求，助力高校“新文科”“新理科”“新工科”

建设，满足新时代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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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野下的法治城市建设研究
　

夏芸芸

　　摘　要：我国法治城市建设采取的是建构型模式，不仅在主导力量、发展重心、理论依据上与西方国

家不同，而且各城市间在立法权限、建设基础、目标定位、法治水平上也有所不同。当前，我国法治城市建

设存在特色彰显不够、一体化推进不足、可持续推进不够、建设合力有待提升以及应对时代挑战不足等问

题，建议以城市发展实际为基石推进城市法治建设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有机统一，以“一体化”为导向统

筹推进城市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城市权力制约和权利实现双向落地，以整体性

治理为目标形塑城市法治建设合力，以信息法治为契机提升城市法治建设水平。

关键词：建构型法治；法治城市；比较

　　法治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城市一直是宪制发

展的“试验特区”。法治城市建设作为全面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与地方法治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场域和

载体，不仅承载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一体建设”的重大使命，更是关系着“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总目标”的最终实现。本文基于比较视野，

通过法治城市建设国内外对比，深入分析我国法

治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

议，以期对我国法治城市建设有所裨益。

　　一、国内外法治城市建设比较

　　（一）国际层面

在我国，法治城市发展走的是一条与西方完

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我国法治城市不是自然生成

的，而是建构的，在主导力量、发展重心、驱动因素

和发展依据上与西方国家均有所不同。

第一，理论依据不同。是否遵循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西方

国家法治理论最鲜明的区别。西方法治城市建设

以西方国家法治理论为基石，以反对封建特权、主

张人权，主张各个阶级、阶层、等级法律上的平等

为特征。按照西方法治理论，法律的社会基础不

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不同阶级、等级、利益群体

相互对峙，利益冲突且不可调和。在这种条件下，

“法律至上”地位得以确立，并由此衍生出多党制、

三权鼎立、权力制衡、司法独立等系列制度。而我

国法治城市建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

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立在马克思

主义实践观基础之上，无论是法治理念、原则，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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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治各环节，都体现了实践或者实事求是精神、

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原则。基于长期的法治实践探

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

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等法治原则得以确

立，并成为我国法治城市建设的基本遵循。

第二，主导力量不同。“西方城市系市民自治

的政治活动之场所，城市的法律为市民的法律，是自

发的，具有自律性。”在西方国家，法治城市发展是一

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法治城市建设由社会主导，采取

自下而上的路径。而在我国，从２００８年正式开启法

治城市创建，到法治示范城市，再到一流法治城市、

法治城市示范等目标提出，法治城市建设是在国家

的主导下建构的。这种建构型法治城市发展模式，

强调国家优先于社会，由国家力量主导（城市权力机

关主导），自上而下推动，基本都遵循着方案制定—

执行—监督—评价—完善的过程。

第三，发展重心不同。西方法治重视司法判

决，法治由司法案例塑造而成。司法为重是西方

法治的内核。而在我国，由于法治城市建设起步

较晚、基础薄弱，某些法律制定之初相关的法治内

容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我国法治城市建设上

更加重视立法，由城市立法机关制定地方法规规

章及其他规范法律文件，由此来制约城市政府权

力的行使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旨在构建理性

的法律制度体系。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有

法可依，有法必依”八字方针，还是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的十六字方针，以及十八大报告中的“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十六字方针，都

将立法作为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作为重中之重。

　　（二）国内层面

立法权限不同。在我国，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

市有直辖市，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

特区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和其他设

区的市。此外，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些城市或

城市区域还在政策层面上被赋予特殊性优惠政策，

如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沿海开放城市、新区、示范

区、自贸区（港）等。而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地方

立法还有实施立法、变通立法和创制立法的不同，导

致不同类型的城市立法权限不尽相同。以深圳为

例，深圳不仅享有较大的市立法权，还享有经济特区

立法权，可在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

的基本原则前提下，就“经济事项”做出创制性规

定。这种先行先试、创新变通优势，为深圳一系列开

创性创新性立法提供前提，同时也为深圳高质量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设基础不同。城市法治建设不是空中楼

阁，而是深深扎根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社会土

壤之中。如上海所拥有的较强的公民精神、理性

的“海派”文化、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深度的国际

化等特质，为上海法治城市建设注入了宝贵的法

治基因，为上海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排头兵、先行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深圳，虽

然法治城市建设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其法治

秩序生成的特殊动力是“区位优势”“社会需求”与

“政策红利”。

目标定位不同。各个城市基于经济社会基

础、人文精神特质及承载的国家战略使命等不同，

在法治城市建设目标定位上也不尽相同。如深

圳，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始终肩负着改革

创新、先行先试的重任，法治城市建设目标从“特

区立法”到“依法治市”，再到“一流法治城市建

设”，再到“法治城市示范”，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而上海，则立足面向全球、深化“五个中心建设”实

际，提出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法治城

市的目标定位，不断推动法治成为上海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标志，把法治修炼成上海的城市涵养。

发展水平不同。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东重西

轻”的发展格局以及“只有少数东南沿海地区才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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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改革型地方立法变通权的现状”影响，我国法治

城市建设呈不平衡发展态势。以政府组织机构为

例，据《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

２０２０》评估结果显示，上海、深圳、北京、广州等超

大城市尽管城市管理事项较之其他国家更加繁

多，但这些城市的政府机构却相对精简，政府管理

和服务的效率和水平更高。政府组织机构是否精

简、高效是衡量城市法治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

标。可见，我国法治城市发展水平不平衡，总体呈

现东部地区城市法治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中西部

地区城市法治发展水平的特征。

　　二、我国法治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

自２００８年法治城市创建以来，我国法治城市

建设虽然成就斐然，但与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新要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以及信息时代对法治城市建设的新

挑战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一是特色彰显不够。我国法治城市发展不是

自下而上自然生成的，而是自上而下建构的。在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等顶

层设计指导下，以及充分借鉴先进城市经验的实

践要求下，我国各城市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不

仅与中央法治建设要求严格保持一致，而且各城

市间指标体系设计也大同小异，大都从贯彻实施

宪法、城市立法、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以

及党内法规建设等几个维度予以推进。这种构建

型模式，虽有效解决了法治城市建设对上负责、法

治统一的问题，但在地方法治实践上，即立足城市

实际、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建设、推进市民城市权利

实现等方面，改革创新不够、特色彰显不足。

二是一体化推进不足。“推进法治国家、法治

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是新时代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城市建设的内在

必然要求。长期以来，我国法治城市建设均由国

家力量主导，更加重视自上而下推进，更加强调法

治政府建设优先。这就导致了法治城市建设实践

中，群众、基层与社会参与不够，公众法治认同感

低获得感不强，社会自治发育较慢等问题，法治社

会建设严重不足，城市法治建设缺乏自下而上的

社会力量推动。社会参与城市法治建设还大多停

留在信息公开阶段，在前期的调研、论证、决策等

环节参与不足，法治社会建设滞后于法治政府建

设，一体化推进不足。

三是可持续性推进不够。在我国，法治城市

建设常常是以运动的方式予以推进的，如各城市

纷纷出台的各种法治专项行动、法治重大工程等。

运动式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治理体系的

绩效压力，契合了中国式官僚制组织特征，回应了

治理资源相对稀缺的现实。但同时，运动式治理

的弹性逻辑可能对制度有效性造成伤害，路径依

赖可能会影响常规治理的建设进程，动员机制可

能会增加“行政之恶”的风险。以运动式治理方式

推进法治城市建设，必然会将法治城市建设打上

鲜明的主政者烙印，法治理念、制度建设、改革举

措等缺乏传承，法治城市建设可持续性不足。

四是建设合力有待提升。法治城市建设是牵

涉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系统性变革，需要

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内部各部

门之间突破藩篱、打破边界，通过制度整合、机构

整合、功能整合等形式，实现协同合作、整体治理，

形成法治城市建设的强大合力。然而，由于我国

长期按职能划分、实行条块分割管理，碎片化的分

割式管理因分工过细，产生部门林立、职责交叉和

多头指挥；因组织僵化而资源割裂、流程较碎；因

本位主义而整体效能低下。法治城市建设呈碎片

化倾向，各个部门只针对性地为部门利益而推动

实施部分法治策略，建设过程呈现孤岛现象，冲突

矛盾时有发生，建设合力尚未形成，在制度、层级、

资源、力量等方面尚待进一步优化整合。

五是应对时代挑战不足。当前，我国城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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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体系还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法治秩序奠基于政

治国家—市民社会二元论；法律必须介入到特定

的生产与生活空间，法律关系表现为物理空间相

对固定的权利义务；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作为

结构性要素和根本性支撑。而在信息时代，“去中

心化”“去地域化”“去结构化”等特征使得人们的

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城市治理体系以及

法治实践形式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新兴

的社会关系催生出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和社会利益，

权力与权利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样态”，法律关系

呈现为拓扑学式的非线性法律秩序。建基并适应于

工业时代要求的城市法治体系显然已应对不足，亟

须适应信息时代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三、深入推进法治城市建设的建议

法治是城市软实力建设中的“硬道理”。针对

我国法治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建议从以下方

面予以完善。

　　（一）以城市发展实际为基石促进城市
法治建设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有机统一

法治城市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在地方的重要

载体和实践场域。法治城市建设既要对上负责，

也要对下负责，即在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基础上

进行城市法治创新实践，为城市改革发展保驾护

航，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在对上负责方面，一是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坚

定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城市法律规范必须严守宪

法规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二是要加强党的领导，

压实城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

职责，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市体制机制，确保法治

城市建设的正确方向；三是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理论指导城市法治实践、破解城市法治难

题，探索城市法治发展路径，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城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对下负责方面，一是立足城市实际，城市法

治发展目标定位要综合考虑城市实际、城市所承

载的国家战略以及城市自身发展定位等因素，充

分彰显城市法治特色；二是用足用好地方立法权，

充分利用地方立法优势，推进更多突破性、引领性

制度创新，服务城市所承载的国家战略及城市中

心工作，为城市发展保驾护航；三是要科学制定法

治城市建设方案，贯彻中央相关政策要求，突出城

市要素禀赋，制定切合城市实际、符合城市发展要

求的法治城市建设方案。同时强化法治城市建设

方案指标体系及问责机制设计，推动法治城市建

设真正落实落地。

　　（二）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城市权力制约
和权利实现双向落地

权力制约和权利实现是法治的核心议题。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法治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人民权益。

法治城市建设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理念，通过权利实

现和权力制约的双向互动和落地，让法治真正成为

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让城市真正成为人民的城市。

一是推进权利实现。权利实现是从规定性的

法治理念转型到操作性的法治实践，权利能否落

地，就在于各个城市的“小制度”是否具体，是否具

有可操作性，是否能切实保障权利的价值内涵。

首先，要尊重城市个体权利利益。提升公权力对

权利的尊重意识，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

落实权责清单制度，推动市民经济、社会、文化、生

态等权利从法律权利走向实有权利。其次，拓宽

权利实现方式和渠道。积极培育社会主体，不断

扩展社会参与范围、途径和方式，完善相应责任配

套机制，推动市民通过参与城市治理来解决城市

问题，提升法治认可度、满意度和获得感。最后，

便利市民实现权利。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马上办”“就近办”

“一次办”，提供智慧便捷的城市公共服务，完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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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诉讼制度，便利市民权利的实现。

二是有效制约权力。“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

导致腐败”，要完善监督体系，整合监督力量，确保

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要强化党

内监督、国家监察和群众监督有机结合，确保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国家机关依法履职、秉公用权，权

力来自人民，也要服务人民。

　　（三）以“一体化”为导向统筹推进城
市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

法治政府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是法治城市建

设的两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深入推进法

治城市建设，需一体化推进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

建设，不可顾此失彼，也不可厚此薄彼。一是在制

度层面，建立“软法与硬法”相结合的复合治理规

则体系。在完善“硬法”在推进法治政府与法治社

会建设方面的“制度化调控”和“价值导向”作用的

同时，强化社会自治规则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重视

“软法”在灵活有效解决社会冲突纠纷中的作用。

二是在机制层面，合理调配法治资源和完善法治

运行组织。在法治资源投入、常态化法治实施组

织机构建立以及权力运行机制等方面对法治社会

建设予以倾斜配置，补齐法治社会建设短板。三

是在心理层面，增强公众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完

善公众参与和民意表达机制，提高公众法治满意

度、信任度、获得感，促进社会法治认同的生成。

四是在策略层面，科学制定城市法治政府和法治

社会一体化建设规划或方案，加快推进城市法治

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实践行动。

　　（四）以整体性治理为目标形塑法治城
市建设合力

整体性治理作为公共行政学领域的一种新范

式，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之需和方向指引。

整体性治理打破了条线分割的主体界限，弥补了资

源碎片化、价值碎片化、部门碎片化、对象碎片化等

缺陷，从社会整体的视角调处社会矛盾，回应社会公

众的现实需求，提供了治理主体多元、协作、耦合的

全新治理模式，开启了城市治理转型的新向度。以

整体性治理为目标形塑法治城市建设合力，需进一

步协调和整合法治城市建设的制度、层级、力量、资

源等。一是整合治理制度。重新梳理改造现行部门

化、行业化法律制度体系，衔接协调不同形式、层级

之间如“硬法”与“软法”、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制度规

范等，以适应整体性治理的需求。二是整合治理功

能，既包括纵向的行政科层化层级关系整合，也关

切到横向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包括政府部门之

间的功能优化以及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

和私人实体之间的合作。三是整合治理流程。包

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治监督等法治各环

节、全过程的衔接、协调与整合。

　　（五）以信息法治为契机提升法治城市
建设水平

信息时代在给现行城市法治体系带来严峻挑

战的同时，也为城市法治建设带来新的契机。城

市数据法治状况直接关系到城市法治建设水平的

高低。建议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加快城市数据

立法。以保护信息主体权益、促进数据开放共享、

加速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强化数据安全管理等为

目标，加快制订出台有关数据创新、数据产业发

展、政府数据开放、数据安全、数据规范等方面的

地方性法规，逐渐构建起体系性的数据开发利用

保护规则。二是提高城市政府数字化服务效能。

推进城市政府运行方式、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数

字化智能化。深化“互联网 ＋政务服务”，提升全

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数字技

术辅助政府决策机制，提升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

三是推动司法范式的数字化转型。加大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智慧法院建设、司法裁判

辅助、司法证据支持等方面的运用。积极构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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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下打通、内网外网互动的立体式诉讼模式，拓

展网上诉讼服务，普及网上调解、网上证据交换、

网上质证、网上开庭功能，构建支持全业务流程的

互联网诉讼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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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快递物流行业党建工作研究
———以武汉市东西湖区为例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东西湖区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摘　要：作为快递物流业发展高地，武汉市东西湖区大胆探索以“一五六”工程为统揽，坚持构建“四

个体系”，着力打造“物流红·链临空”党建品牌，其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一定

影响。同时，其行业党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和发展短板，在全国亦具有普遍意义。为此，应从着

力提高从业人员职业发展和福利待遇保障、培育行业复合型基层党务工作人才、创新党建与产业双链对

接的方法路径、推进传统物流企业转型升级、优化平台建设、创新融入基层治理途径等六个方面，进一步

推动快递物流行业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快递物流；党建工作；经验；高质量发展；东西湖

　　近年来，快递物流业爆发式增长的同时，行业

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积极探索快递物流行

业党建工作的有效方式方法，逐步将党的组织优

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不断扩大党在新兴产业

领域和新就业群体中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此，中央组织部明确要求

探索加强物流行业党建工作，在全国开展了快递

行业党建示范创建工作。在“双循环”发展战略的

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发扬行业党建工作经验，推进

快递物流行业党建工作补短强弱，以高质量党建

工作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

实践课题。武汉市东西湖区地处城市近郊，集聚

了一大批头部和成长性良好的快递物流企业，快

递物流业成为全区重要支柱产业，行业党建工作

开展得有声有色。本文以武汉市东西湖区为例，

总结近年来快递物流行业党建工作创新的做法与

经验，分析薄弱环节和短板不足，期望以小见大，

思考研究新时代进一步推动快递物流行业党建高

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加强快递物流行业党建工作的重要

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新兴业态的快递物流行

业在吸纳就业、服务民生、推动发展等方面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井喷式的发展中，快

递物流行业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和问题。在这一背

景下，积极探索以党建引领快递物流行业发展的

契合点和新路子，成为快递物流企业转型发展的

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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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升从业人员福祉

近年来，快递物流从业人员快速增加，同时伴

随行业快速发展，客观上也出现一些问题，如从业

人员就业不稳定、流动性大，工作环境差，工作安

全系数低，职业的社会认同度不高，可替代性强，

在劳动保障方面存在一些盲区。这些问题不解决

或解决不好，可能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对行业改革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强调要加强快递从业人员队伍建设，要做美好生

活的创造者、守护者。２０１９年２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市调研时，特地看望“快递小哥”等劳动者。

各地的实践表明，通过加快推进快递物流业党建

工作，建立健全快递物流从业人员多重保障机制，

提升从业人员在政治、工作、生活方面的福祉，有

利于强化从业人员思想引领，提升职业技能，帮助

他们维护合法权益，有利于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

荣誉感、获得感和忠诚度，提高企业的凝聚力，促

进企业做大做强。

　　（二）促进企业转型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快递物流行

业发展和行业党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完善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增强企业内在

活力和创造力，推动企业不断取得更新更好发展。

近年来，在快递物流行业的高速发展中，涌现出一

批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但是行业发展中仍面临

着一些问题，如过度看重市场份额提升和企业规

模扩张，忽视企业内涵发展、服务品质升级，过于

重视国内市场而忽视国际市场拓展，等等。加快

推进快递物流业党建工作，通过党建引领稳定队

伍，党员示范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党建服务提高职

业认同度和企业忠诚度，有利于提高企业从业人

员的职业素质和创造活力，建强企业人才队伍；通

过抓党建助推企业资源、社会资源整合优化，推动

跨行业、跨区域合作，有利于壮大企业主业发展，

将党的政治、组织、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行业发展

优势，推进快递物流产业转型升级，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产业新

发展格局。

　　（三）夯实社会基层治理

快递物流行业网点区域分布密集，属于劳动密集

型行业，吸纳大量快递从业人员，同时从业人员工作

时走街串巷，社会接触面大，对这一群体变量的社会

治理面临着巨大挑战。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既要把这

一群体纳入党的工作体系之中，更要发挥这一群体的

职业优势，把他们变成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加

快推进快递物流业党建工作，通过党建引领，实现党

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在快递物流业的全覆盖，有利于推

进党的创新理论和政策方针向基层传导，更好组织群

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和服务群众，增强党在社会基

层的凝聚力；有利于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引导

快递物流从业人员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居民群众、提

高服务质量，使快递物流从业人员成为基层社会治理

“编外的网格员”，使快递物流业成为城市“流动的风

景线”，打造基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二、东西湖区快递物流业党建工作的基

本经验与短板不足

近年来，我国快递物流行业蓬勃发展，行业党

建工作创新也取得积极成效。以武汉市东西湖区

为例。目前，该区共有从事快递物流相关业态（包

括运输、配送、停车场、汽车服务、仓储、装卸、船

务、信息服务、供应链等）企业６２５９家，其中，在运
输部门备案２８４１家、规模以上企业１１８家、Ａ级企
业６５家，共有４７家快递企业、２０个快递品牌、３６
个分支机构、２５１个快递网点，快递物流从业人员
约２万人，党组织２８个，党员４３７名。为把从业人
员和众多企业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更好发挥

党建引领行业发展作用，东西湖区以快递物流行

业党建工作试点为契机，在省、市党委组织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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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下，借鉴其他省市加强快递物流行业党建工

作的经验，大胆探索以“一五六”工程（即建立一个

行业党委，着力提升政治引领力、基层组织力、党

建聚合力、行业服务力、区域融合力等“五力”，打

造个人、队伍、网点、企业、园区、产业带“六个示

范”，构建“示范带动、行业拉动、社会联动”的党建

驱动体系）为统揽，坚持构建“四个体系”（即组织

体系、服务体系、治理体系、发展体系），着力打造

“物流红·链临空”党建品牌，在全市乃至全省产

生了较大影响。

　　（一）坚持构建更加健全的组织体系

东西湖区始终坚持加强区委对快递物流行业

党建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推动党的组织向产业

带、园区和企业等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体

系，着力推进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的全覆盖。

一是健全“区委—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

责任体系，资源下沉，责任压实，提升“基层组织力”

和党建服务功能。以区委名义出台政策文件，召开

工作研究和部署会议，进行整体谋划，成立区级工作

领导小组强力推进，为快递物流行业党建工作起到

了牵头抓总、把关定向、谋篇布局的作用。在区委的

领导下，东西湖区着力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和责

任体系，推进党建工作力量和党组织服务向街道、社

区延伸，确保了区委关于快递物流行业党建工作的

相关决策和具体举措落地见效。

二是织密“东西湖区委—区委两新工委—东

西湖区物流行业党委—物流企业（园区）党组织”

的组织体系，构建党建驱动物流企业转型升级、规

范创新发展的工作体系。创新成立行业党委，确

立物流行业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物流行业党

建联盟，整合东西湖区运输与物流企业协会、联创

物流商会等社会组织力量，基于产业链、供应链整

合物流资源，形成共商共建、齐抓共管、集聚发展

的党建工作格局。按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不

留死角”的原则，组织开展快递物流业摸底排查和

党组织集中组建行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单独组

建党组织，基于片区联建、同业共建等成立联合党

支部，选派党建指导员等方式，进一步扩大“两个

覆盖”。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党员找党

员”活动，引导动员快递物流园区、企业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卡车司机、装卸工人、快递员等群

体中的党员主动亮身份，及时将他们编入党的组

织，参加党组织活动。选派专兼职党建指导员结

对指导快递企业（网点）党建工作，流动党员全部

纳入社区流动党员党支部进行教育管理。

在健全快递物流业基层党组织体系的过程

中，从整个行业看，党组织覆盖率仍然不高，大企

业、知名企业相对重视和配合，覆盖率也较高，一

些中小企业则迫于市场竞争压力制约，党建基础

比较薄弱，覆盖率较低。究其原因，既有企业意愿

不足的因素，也跟专兼职党务工作者“本领恐慌”，

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教育引导不强，不能找到业

务和党建的最佳平衡点和有效契合点有关。因

此，进一步扩大覆盖，仍然要从提高行业党建工作

质效上寻找动力。

　　（二）坚持构建更加贴心的服务体系

东西湖区坚持强化组织链接、创新服务平台、整

合各类资源，不断建立健全服务快递物流企业及其

从业人员的工作体系，体现了党建工作的温度。

一是建立健全快递物流从业人员服务体系。

全面启动关爱行动，积极争取和协调市、区相关职

能部门政策支持，推动试行快递物流从业人员“工

伤保险＋商业保险 ＋工伤预防”多重保障模式。

探索打造“红心同行·江城蜂巢”等示范阵地、开

展为民服务示范活动，通过典型示范形成以点带

面的党建工作效果。建立街道社会组织孵化基

地，培育孵化予童、创梦等１０余家社会组织承接公

共服务、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等。以这些网点和组

织为依托，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协同向社区集聚，为

快递物流行业从业人员提供休憩、阅读、饮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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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等多种服务。同时，积极推动中通、德邦、玖通

达等建设物流企业（园区）党员职工服务中心或

“司机之家”，全方位精准服务快递物流企业及党

员、人才、职工和群众。

二是建立健全服务快递物流企业工作体系。

东西湖区各级党组织在推进快递物流业党建工作

过程中，十分注重团结凝聚职工群众，助力企业发

展，着力提升“行业服务力”。通过物流行业党委、

物流行业党建联席会、物流产业党建联盟等平台，

听取企业意见、诉求，定期研究、协调解决阻碍企

业发展的各类问题，支持建立企业发展共同体，助

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发挥区直部门、街道工委、社

区党组织作用，常态化开展需求调研，建立需求、

资源、项目清单，对快递物流企业进行党建指导，

解决其在企业招工、补贴资金申报等方面的实际

问题。建设司机之家“线上＋线下”服务平台，整合

区内外资源，丰富党群活动和服务，积极促进党建引

领、服务功能与园区、企业、个人服务需求的链接，以

党建工作温度助推产业发展高度。推动走马岭街汇

通公路港向产业社区转型，加快区域性、综合性党群

服务阵地汇通公路港“司机之家”的建设进度，全面

开展综合环境整治，丰富生产生活服务供给，逐步集

中产业发展信息、资源和生活要素，为往来司乘人

员、周边企业全天候提供全方位服务。

建立健全“两个服务体系”，是依托党的组织

优势、发挥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作用的

重要创新举措。这种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

有典型难示范、有点无面的现象，快递物流从业者

作为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与职能部门、党组织作

为服务提供者的供给资源匹配不够，存在资源错

配与需求空白的结构性失衡状况。因此，如何提

高服务的针对性、增强从业人员的获得感，仍需进

一步探索。

　　（三）坚持构建更加系统的治理体系

东西湖区不断探索以行业党建服务基层治理

的实践，坚持以党建创新促进企业治理能力提升

和社会多元参与治理体系形成，成效比较显著。

一是助力企业提高内部治理能力。加强对快

递物流企业负责人、高管、高端人才等“关键少数”

和党员教育引导，支持党员亮身份、担重担，加大

在配送一线、技术骨干和经营管理人员中发展党

员的力度，加快形成“关键岗位有党员、重点攻关

有党员、困难面前有党员”的企业治理格局。发挥

企业（园区）党组织在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化

解劳资纠纷、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努

力调动企业、职工两个积极性。

二是促进社会构建多元治理格局。引导快递企

业、快递网点到街道、社区报到备案，分层签订共建

协议，履行社会责任，主动融入区域化党建格局，积

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扶贫帮困等活动，感恩

回馈社会。指导长青街、径河街、金银湖街等社区组

建快递小哥志愿队，指导汇通公路港“江城蜂巢”探

索建立义务民兵连，有效服务社区居民。引入互联

网信息技术，上线“江城小蜜蜂”报事信息平台，畅

通快递从业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线上渠道，形

成有效激励机制，引导他们在服务半径内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工作，发挥其在异常情况预警、突发事件直

报、社情民意传递等方面的作用。信息平台已累计

收集报事２０７条，近百名快递员成为社区（大队）义

务动态信息员，近千名快递员通过各类平台参与基

层社会治理服务，越来越多的快递物流从业人员成

为社会治理的新生力量。

党建工作嵌入企业治理和社会治理，是行业

党建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重要途径。实践中的

探索虽然取得积极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一方面，企业党组织达到一定覆盖率，但组织嵌入

更多停留于表面，党组织与企业管理的双向嵌入

和融合不够，党员和党组织在企业内部治理中的

作用发挥仍然很不够；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引导，

一些快递企业、快递网点到街道、社区报到备案，

一些快递员也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但快递

物流业融入基层治理的方式方法有待进一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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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从业人员参与占比仍然偏低，发挥的作用也很

有限。如何进一步提高组织嵌入的幅度、工作嵌

入的效度，仍需要大胆探索。

　　（四）坚持构建更加持续的发展体系

东西湖区通过建强物流行业党委，大力培育

党建示范龙头企业（园区），加快产业社区建设，积

极以“六个示范”推动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供需链

接，以政策链串起“党建链”和“产业链”，以服务链

衔接“供给链”和“需求链”，党建工作不断释放发

展动能，促进了全区快递物流产业的加速发展。

一是健全快递物流从业人员发展体系。组织职

业培训、技能比武、职业维权、交友联谊等活动，为企

业党员、职工成长成才提供平台渠道，帮助他们提高

职业技能、加强劳动保护。支持物流企业（园区）党

组织和党员亮出身份，积极发挥“主心骨”作用，通

过成立党员突击队、设立党员示范岗、开展“金点

子”“最美物流人”“红色先锋骑手”“优秀物流技能

人才”评选活动等方式，引导优秀从业者争当行业标

兵，培养一支物流行业示范队伍。

二是健全示范网点、企业、园区和产业带发展

体系。加快实施快递进村、进厂、进小区工程，加

快建立网点建设标准，部署推动快递网点升级改

造，大力推进示范网点建设。依托党的组织体系

有序开展政策宣讲、专业指导、银企对接、资金补

助、规范经营等各类特色活动，支持物流企业（园

区）用好用活相关政策，协调解决发展中的各种困

难，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快递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

发挥党建新优势，通过各种方式引导物流企业（园

区）党员带头爱岗敬业、克难攻坚，服务企业创新

发展。积极培育九州通医药物流、京东、中通等党

建示范龙头企业，支持探索创新党建工作方法，带

动引领其他中小快递物流企业比学赶超、创先争

优。组建东西湖综合物流园综合党委，统筹物流园

区党建工作，完善党建工作机制，建立物流行业服务

驿站、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等服务阵地，打造党组织

强、党员队伍强、服务能力强、发展势头强、行业品牌

强的党建示范园区，实现党建赋能园区发展。

快递物流行业党建工作的生命力在于党建与

产业的融合。东西湖的探索在这方面初见成效，

较好调动了企业、园区的积极性。但是，党建工作

与产业发展融合、供给与需求两端链接仍然存在

一定落差，精准度、有效性有待提高。为更好激发

行业党建活力和功能，应更多从企业、园区和从业

人员立场思考研究党建工作，在努力解决当前我

国快递物流业高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普遍

性问题中去创新党建工作，从进一步提高行业党

建工作质量和引领能力寻找出路。

　　三、新时代进一步推动快递物流行业党

建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东西湖区快递物流行业党建具有一定典型

性，其发展经验代表了我国近年来非公党建工作

的创新成果，其短板不足亦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

义，凸显了进一步推动快递物流行业党建高质量

发展必须破解的痛点难点问题。着力解决这些问

题，应从以下六个方面发力，积极探索党建工作创

新与快递物流行业发展的契合点，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着力提高快递物流从业人员职业
发展和福利待遇保障，进一步强化党建服

务功能

进一步增强快递物流从业人员服务质效。深

化关爱服务活动，通过在街道、社区建设快递、外

卖电动车专用停放点等服务设施，吸纳、引导更多

社会资源要素进入服务平台，加快充实街道社区

公共服务空间、物流企业（园区）党员职工服务中

心或“司机之家”、物流行业服务驿站等平台服务

功能，积极为快递物流从业人员提供休憩、阅读、

饮水、充电等更多基本服务。同时，结合从业人员

１５１



武汉社会科学·总第２４辑

　　　　　

实际需要和街道社区自有条件，探索拓展职业发

展、心理健康、法律援助等更多服务内容。

进一步落实快递物流从业人员职业发展保障

措施。依托企业党组织，立足行业发展趋势和职

工实际需求，组织开展职业培训、技能比武、职业

维权等活动，支持企业开展“优秀物流技能人才”

评选活动，帮助从业人员提高职业技能、明确职业

规划。争取人社等部门政策支持，在龙头企业率

先落实快递从业人员工伤保险保障的基础上，引

导更多企业落实“工伤保险 ＋商业保险 ＋工伤预

防”多重劳动保障措施。进一步在快递物流企业

中发展党员，提高党员从业人员的政治归属感和

荣誉感。

　　（二）着力培育快递物流行业复合型基
层党务工作人才，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

提高党建专员、党建指导员等党务干部综合

素质和工作能力。优先选派熟悉党的创新理论、

快递物流产业政策，熟悉党务工作、有工作干劲的

干部担任党建专员、党建指导员。对不符合要求、

不愿意从事党务工作的干部应及时调整。拓宽选

人用人渠道，大胆探索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专职党

建指导员，推进党务干部职业化和专业化；探索制

定党建指导员选派管理办法，明确工作职责，规范

管理制度，加强科学考核。

提高行业党务工作者以业务促党建的意识和

能力。积极推广党建示范创建活动，通过抓党建

促发展成效激励引导企业重视党建工作，提高企

业党务工作者的存在感、话语权。进一步探索推

广企业党组织和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和

企业党组织与管理层共同学习、联席会议、沟通协

商等制度，引导非公企业将党组织书记纳入管理

层序列，提高企业党务工作者的荣誉感和获得感。

以党建经费补贴、组织培训等方式充分调动和激

发企业党务工作者积极性，提高工作能力。建立

健全党务工作者职业发展制度安排，开展专职资

格认证，发放“红领津贴”。

　　（三）着力创新党建与产业双链对接的
方法路径，进一步构建融合发展格局

提高“纵向贯通”效能以提升党建赋能产业发

展质效。建强行业党委，加快健全物流行业党组

织体系，提高行业发展问题反馈、解决效率，进一

步强化党建引领快递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效应。可考虑筹划建设快递物流产业研究院，研

发产业发展指数，推出智库产品，召开物流产业研

讨会、发布会，加大快递物流业发展政策解读宣

传，提高行业党委抓党建促发展能力。

扩大“横向协同”范围以提升党建服务行业发

展能级。加快打通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边界，强

化工作协同，提高物流行业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在

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互融共促中的作

用。强化行业协同，继续扩大和做实行业党建联

盟，常态化组织开展党建观摩、行业交流、技术推

广、项目对接、职工服务等各类活动，支持龙头企

业跨区域共建产业生态圈党建联盟，开展多地协

同，提高产业竞争力，切实让党建与业务工作从

“两根筷子”变为“一根麻花”。

　　（四）着力推进传统物流企业转型升
级，进一步增强党建引领功能

抓细行业党建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力。继

续发挥行业党委、党建联盟等党建平台集聚资源、

政策沟通、银企对接等方面的作用，协调解决快递

物流企业各种实际困难，积极拓展党建服务企业

发展的方式方法，助力传统物流企业转型升级。

进一步发挥党组织团结教育职工群众的优势，引

导物流企业党员在克难攻坚、服务企业创新发展

中实现个人价值，引导企业、职工依法化解劳资纠

纷，共同推动企业发展。加强党建示范龙头企业

示范引领，带动中小快递物流企业做大做强。依

托产业链、供应链开展党建创新，推动快递物流企

业拓展市场、参与国内市场竞争，提高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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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行业党建以进一步提高企业凝聚力。继

续开展党建示范创建活动，培育更多党建示范龙

头企业和行业特色党建品牌，引导快递物流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主动融入区域化党建格局，积极参

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扶贫帮困等活动，感恩回

馈社会。创新企业（园区）党组织维护职工群众合

法权益、激发职工创造性的有效途径，加强企业文

化建设，推动传统物流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

　　（五）着力优化平台建设，进一步强化
平台服务功能

进一步做实各类服务平台功能，着力提升“行

业服务力”。强化服务导向，根据企业、快递物流

从业人员实际需求，及时调整充实党员职工服务

中心、“司机之家”、服务驿站等各类服务平台的功

能，如增加心理疏导、健康辅导等功能。提前研判

各类服务平台的可持续运营成本压力及安全风

险，支持探索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

力量，提高各类服务平台运行水平和服务效能。

　　（六）着力创新融入基层治理途径，进
一步健全多元治理体系

进一步强化党建示范，全面落实企业需求清

单，提供企业个性化需求解决方案，吸引更多快递

企业、快递网点到街道、社区报到备案，参与基层

治理。在稳步扩大示范服务驿站覆盖范围的基础

上，进一步拓展服务内容，积极发现发展向党组织

靠拢的快递企业先进分子，激励引领他们参与线

上线下的基层社区治理，当好城市动态“信息员”、

城市形象“宣传员”和城市生活“服务员”，锻造一

支服务民众口碑好、热忱友善形象好、职业技能本

领高的物流行业示范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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